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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现实社会

<1>本书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对社会的理论解释，使之不仅能够帮助阐明那些 
形塑当前社会生活形式的转型和发展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有助于厘清那些范围 
更广的关于人类社会一般特征的争辩。与那些认为“社会”这一概念在现今时 
代对于发展社会学分析已是一个过时的基础的观念不同，本书的主旨是指岀有 
必要进一步审视和发展“社会”这一概念,而非丢弃它。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1987a： 25)说“社会是社会学话语中一个普遍未经检验的名词”，这也许有些夸 
张，但这个术语的理论清晰显然不够，历史和宗教对“社会”这一概念的影 
响也明显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并且直接在本体论上谈论社会生活也一直不太可 
能。社会学倾向于过度强调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使得这些问题 
进一步恶化，那些“后社会维度的"(post-societal)和“后社会的”(post-social) 
社会学、哲学和文化理论也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它们将“社会”视 
为一种抽象的、过时的、随意的社会话语的建构物，而力促抛弃“社会”。与此 
相反，对社会的本质进行系统性的再评估，将会阐明社会的关键维度和特征， 
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将当前的社会理论与其古典传统重新连接起来，并以更具创 
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从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吸取经验，也将使我们重新关注以身 
体化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人类的社会学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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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化中的“文化转向”形式不同，这种对社会 
的重新评价是以一种社会实在论形式为基础的，它认真对待人、社会和世界的 
实在性。后现代主义对如下观点的形成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力，即关于实在的 
任何观念都是主观的、因文化而异的。这种说法在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中广 
泛存在。实际上，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 Luckmann, 1966： 14)的观点是，社 
会学家不可能从“实在”上移走引号，因为这个单词经常是在特定场景下被社 
会和文化建构的。这似乎已是社会学理论中得到广泛认可的一条规则，即便我 
们也经常像伯格和卢克曼那样，诉诸“经验的证据”来预防滑向完全的文化相 
对主义。这类说法，如果发展到其逻辑极端,就会严重限制我们理解的可能性—— 
即我们只能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或文化作出较好的理解，除此之外的社会或文化 
则是难以理解的，这种说法无疑也会剥夺我们挑战那些看来是压制的、不道德 
的或非人性化的社会或文化活动的坚实基础。它们也常常用二分的观点来看待 
人类：一方面，人类不能很好地获得或理解真实的事物和真理，因为他们牢牢 
地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另一方面，人类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除了我们 
构想出来的事物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实在或实体存在。这类观点使社会学沦 
陷为一种在哲学上对文化作出前后不一致阐释的理解形式。与之相反，本书将 
把实在从引号中解放出来，并寻求发展一种人类观，一方面避免将人类描绘成 
受文化宰制的贏弱的傻子，另一方面则避免将其描绘成主宰宇宙万物的主人(或 
女主人)。本书特别反对那种将知识问题与存在问题相混同的趋势，以及与此相 
关的趋势，即以经验上的可观察性作为评判知识和存在的标准。本书认为实在 
的东西与经验的东西并不是等同的(Archer, 1995),而且社会实在远比那些极 
端(或激进)的建构主义派别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Byrne, 1998)。

此处的社会实在论立场建立在对涂尔干的社会学的批判分析态度之上，与 
当前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进行了大范围的对话，并关注宗教在我们如何理解社 
会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重大而又基本的影响。人们经常指责涂尔干，说他对我 
们这个“后社会维度” (post-societal)时代里的社会提供的理解令人不满，并且 
“过时了” (Touraine, 1989)Lemert, 1995, Urry, 2000, Bauman, 2002) o 尽管如 
此，那些将他对社会的理解划归到社会学“古典”时代的做法，看起来未免有 
些草率和判断失误。比如说，涂尔干的著作与近期部分最激进的科学发展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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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共鸣，如他将社会实在视为一种偶生现象，从而关注其内在的复杂性，这 
就与混沌理论和复杂理论(Byrne, 1998)、后牛顿时代对世界时间维度的再次概 
念化(Adam, 1990),以及当前关于心智的非还原论者哲学(Sawyer, 2002)有 
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进一步而言，与那些后现代哲学化的内隐认知主义不同， 
涂尔干通过解释人类作为身体化的存在所具有的潜能和局限，来阐明社会理论 
对驾驭社会的复杂性的需要。他的这一思想也预示了身体社会学近来诸多的发 
展(Mellor & ShiUing, 1997),涂尔干指出(Durkheim, 1995： 315),如果个体的 
心中不存在社会的观念，那么“社会就会衰亡掉二他的这一见解，为重新评价 
“社会”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出发点。

在现代晚期的西方，“群体的信仰、传统和志向”已不再被个体所感受和分 
享，因此否认社会在某些方面已“被围困”(under siege)毫无意义(Durkheim, 
1995： 315,参见Bauman, 2002, Freitag, 2002)o然而，在涂尔干看来，这也并 
不会给予“后社会” (post-societal)形式的社会学任何合法性。对涂尔干来说， 
如果某些社会形式的信仰、传统和志向不再存在于个体心中，那么这些社会可 
能就会消逝。然而，这对于人类存在的后社会形式来说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 
社会首先不是一系列特定制度、实践和信念的集合，而是一种集体存在方式， 
它从人类的本性中突生出来，并表现人类本性(Durkheim, 1982a： 57)。依照这 
种观点，就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2001)对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名抹杀社 
会而产生非人后果所做的权威解释，关于社会的本质和实在的问题就会不可避 
免地含有道德维度。(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的社会学对当前社会理论仍 
有巨大的价值。在他看来，社会对人类潜能的发展和繁盛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这一观点也反映了他的社会学是一项道德事业。在一个以市场力量帝国主义化、 
技术进步去人性化、全球冲突和宗教暴力为显著特征的世界里，社会突生所需 
的共同人类基础等问题，比起涂尔干和波兰尼探讨这些问题的时代，显得更加 
重要。这也正是本书的关注点，并由此引发了贯穿本书的如下四个主要观点。

首先，社会理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本体论观点上，它关注生活在社会理论 
家力图理解和解释的社会形式中的人们。在社会理论领域，尤其是在后现代思 
潮中，有一种趋势，它声称人性(与“社会”，甚至是或多或少的其他各种事情) 
是一种文化建构，而没有所谓的本质特征和潜能。这就忽视了如下事实：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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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但却具有相同的肉身状况， 
尽管他们的肉身在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形式打交道。这里特别要声明的是， 
人类被赋予了身体化的技能，能与他人和世界进行情感、认知、道德及宗教方 
面的互动，这些技能构成身体的基础，使得各种鲜明的社会事实/实体得以凸现， 
并使得人类作为-•种社会性动物能得到发展。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和人类都 
不能从社会理论中抽离出来，因为人类的肉身化不仅是社会凸现的中介，在某 
种程度上还是这种凸现的必要条件：人类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激发了情感、认知、 
道德及宗教能力的群体发展，使得人类观念和经历的群体表征得以出现，并产 
生了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群体社会安排。

其次，作为一种突生现象，社会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力量，而不能被化约为 
构成它的个体，或是简单地被理解成由个体组成的汇总。这并不单是因为所有 
的个体都面临着已经存在的社会实在，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构建出的社会实在 
的情状会与我们的目标、规划、意向相冲突(Archer, 1995)o更确切地说，是 
因为社会有着它自身的属性和能量，这种源于人类关系刺激并发展的独特的社 
会力量，能以特定的方式重塑个体和群体的行动、认同和经历。对这些力量的 
反思，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着同样能力和潜能的个体，由于生活在不同的 
社会，最终会对他们自己和所处世界的位置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他人的道 
德责任和宗教义务产生不同的解读。简言之，社会有着一种能超越构成它的个 
体的总体属性。就像伯恩(Byrne, 1998： 3)所说，尽管“整体论”在当前社会 
科学中是一个不再流行的概念，后牛顿科学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认识到“整体 
大于构成它的部分之和二这样的认识也暗含在很多批判现实主义者对社会实在 
的“突生性质”的解释中(Archer, 1995, 2000),但是涂尔干将社会视为一种独 
特(sui generis)现象，就使这点变得更加明晰，要求当前对社会“网络和流动” 
(Urry, 2000)的解释，要放置在一个更加整体论的情境下。

然而，对那些在社会生活中流通的社会力量的精确本质加以澄清，以及对 
它们如何造成了社会的突生实体性进行审视，却常常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索 
耶(Sawyer, 2002)在承认涂尔干是突生性理论家的同时，却对不同层次上突 
生的事物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实际上并没有去寻求社会潮流和社会力量的 
精确本质，以及其更广阔的社会情境。本书第三个关键论点就是，理解这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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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神学实在论重修旧好

有鲜明特征的社会力量之特征的一个最有效和富于启发性的途径，就是审视它 
们与涂尔干(Durkheim, 1974a)所称的为特定群体生活所有的“超灵性”的关 
系。在涂尔干的著作中，他始终尝试去理解被恰当冠名为“让社会有序的强制 
力”，这些力量先于社会生活形式而存在，并且产生社会生活中的形式(Jenkins, 
1998： 85)。超灵性的概念，直到现在才被社会理论家记起，可被用来解释这些 
独一无二的、从人类身体化的潜能和特征中突生出来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形成一 
种特殊的生态，使我们人性的社会方面在该生态中得以培育并发展起来。进一 
步而言，超灵性使我们去关注那些不能以经验主义框架得到解释的社会生活中 
的基本维度，因为社会实在并不是单维度现象，仅仅通过所谓的“硬数据”(hard 
data)就能得以理解，相反，社会实在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具有一些非经验可 
观察性的要素，这些要素仅能通过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得知(Archer, 1995： 
50, Sayer, 2000： 15).在这方面，超灵性的概念显示了社会理论的重要性一 
通过经验研究并不能完全理解社会。

本书的第四个关键论点是，社会理论是深植于社会之中的，而社会又是 
一种从具体个人之间关系中突生出来的，并具有超灵性特征的现象。这样，就 
需要对宗教的社会学意义做重新解读。通过关注基督教的历史和现时意义来理 
解西方社会，我将倡导一种对宗教的社会意义的非还原论理解。尽管涂尔干 
(Durkheim, 1995)在解释“神圣”在所有社会中的重要性时，仍然坚持发展他 
关于社会之独特性的论断，但我们仍可超越他的宗教观，即宗教不过是社会能 
力的符号表征，将宗教理解为——作为一种突生形式但又不化约为社会的超灵 • •••••••••
性现象——表达了一种对鲍曼(Zygmunt Bauman, 2002： 53-54)所说的“人类 
团结精神的先验状态”的更宽广的参与。在这一点上，社会实在论方法能与一 

后者比其他社会和文化理论都能更好地理解混沌理 
论和复杂理论在描述这个在本体论上分层的世界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中，“任何 
结构都包含着不同等级的实在，这些实在向上开放而非向下还原”(Torrance, 
1998：20)。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开启了无数可能性，使我们可以揭 
示宗教对社会的真实意义，而不是将之“解释”为一种附带的、偶发的现象， 
或是对那些被认为更重要的事物的掩饰，如经济学、权力利益或心理需要。

这种对宗教的关注在那些信奉现代“世俗化”为理所当然的人看来是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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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的(即使“9 • 11 ”后的世界，仍然需要对宗教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做进一步 
理解)，就像莱默特(Charles Lemert, 1999： 240)所评价的，“社会理论的问题可 

能部分地要归咎于它不愿意考虑宗教问题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当前很多的 
社会和文化冲突，包括围绕着社会的“衰落”的那些冲突，都可被恰当地理解 
为宗教冲突，尽管它们表面上是世俗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将立足于克尔凯戈 
尔(Kierkegaard)的观点，即从1848年革命开始，“那些看起来或者自认为是政 

治的事件，最终某天会显示出不过是一场宗教运动"(Hollier, 1988：xxv)o实际上， 

我还会认为，继宗教改革之后，西方社会变成了后基督教界(post-Christendom) 

社会，但却并没有完全是后基督教徒(post-Christian)的。世俗化的理论家们 

往往集中讨论如下的因素，如教堂礼拜次数的衰减(Bruce, 2002),特定形式 

的基督教话语的消失(Brown, 2001),或者更宽泛地说，结构和功能分化的模 

式，在这些模式中，宗教变成了当代社会里无足轻重的“子系统”(Dobbelaere, 

1999)。这些研究没能令人满意地涉及的方面是，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多层的现 
象，其宗教方面由于扎根在太深的层面，因此往往难以被认识到，甚至是直接 
被否定掉(Durkheim, 1977； Taylor, 1989； O'Donovan, 1999, Siedentop, 2000)0 

在西方社会，这些根源具有独特的基督教特征，我认为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 
这些情境的特征，以及理解发生在这些情境里的冲突，而且深有启发性，使我 
们能够理解那些看起来造成了对西方社会的地方性敌视的伊斯兰社会运动所引 
发的冲突。

在整本书里，我们将联系上面提到的这四个核心观点，批判性地审视不同 
维度的社会，以及相伴随的各种各样的“后社会维度” (post-societal)或者“后 

社会的”(post-social)理论。因此，接下来的各章就是对这些核心观点进行细致 

的介绍，并表明社会理论有必要将社会视为一种事枣的现象。这种必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因为许多社会学视角(下一章将详述)都将社会看做一种“非人性的” 
(inhuman)或“超真实的”(hyper-real)现象，并且社会学对社会的本质的误解 

也广泛存在。这些误解包括两个趋势：一方面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的特定历 
史和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将“社会”(Society)物化，使之成为独立于所有 
人的一种东西。对上述这些问题做简要概述，有助于使我们意识到将社会视为 
真实/实在的人类现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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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实的社会

通常，他们并不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而是简单

<7>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20世纪80年代恶名远扬的宣 
言——“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反映了她深受自由哲学遗产和新古典经济学 
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社会”充其量也只是个人行动的集合产物，甚 
至只是一种空洞的修辞而已(参见Strathern, 1998： 65)。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 
未必是同盟者，但撒切尔夫人对社会的反对却在如布希亚(BaudrHlard, 1983, 
1990a, 1990b),德勒兹(Deleuze, 1979),利奥塔(Lyotard, 1984)及德里达 
(Derrida, 1991)之类的后现代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支持。这些理论家并不是为了 
支持个人观而反对社会观，而是直接或间接挑战这两种观念：它们并不指涉实 
在现象，而仅是文化上的相对建构，掩饰了地方多元性和世界的不确定性。如 
图海纳(Alan Touraine, 1989, 1995, 2003)和厄里(John Urry, 2000, 2003)之 
类的学者，意图将“社会”这一概念从社会学中排除出去，这对社会学传统研 
究对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地认为社会学的时代已经来过又去了，并且我们之前称之为“社会”的东西已 
经消逝到新时代的全球网络和运动中去了，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之外 
的社会学”。

这些对社会实在性的攻击源于各种哲学和社会学传统，对“为什么社会是 
一个最好被丢弃的概念”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解释。然而，这些传统意在倡导 
以下观点，即社会学上的“社会”概念，不仅有其历史和文化特质，而且—— 

是想象的抽象产物而非任何实在的反映。考虑到这一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点，当代这些社会理论不过是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更大的一种趋势。在西方社会 
中，正如齐泽克(Slavoj Zizek, 2002)所言，当代生活一个确定的特征就是，难 
以脱离特定的文化建构来理解任何实在。就其社会学形式而言，上述趋势包括 
揭露如涂尔干之类学者的社会实在论不过是目光短浅的文化帝国主义，它将历 
史和文化的偶生现象与一般的社会特征相混同。而在反省的“后社会”社会学里， 
以及其他试图抓住位于后社会取向之核心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社会学中，上述 
趋势又被简化成一种误识，即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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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只是一个理想色彩多少有些淡化的民族国家的图景。”

<8>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978： 241)非常正确地注意到：“很多20世纪的社 
会学家，当谈及’社会’时，头脑中已不再有一个脱离国家的’布尔乔亚社会' 
或’人类社会'
(参见Billig, 1995： 52-54)尽管厄里(Urry, 2000： 8-9)也以埃利亚斯的观点 
为基础，关注这种特定联结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但他在将民族国家的衰落与 
社会的衰落联系起来时，却使埃利亚斯所言的上述问题更加恶化。除了其他方 
面的原因，这种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做法，剥夺了社会独立于历史特定性 
的任何实在性，更糟的是，还会将社会化约为某一特殊历史形式的现代社会学 
想象。例如，鲍曼(Bauman, 2002： 43)将涂尔干对社会实在的强调与一种受当 
时(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之伊始)的经验数据所支撑的想象联系起来。这种将社会 
化约为一种想象活动的做法，迎合了撒切尔夫人批判“社会”这一概念的个人主 
义言辞(鲍曼肯定不满撒切尔夫人的个人主义立场)，除此之外，这一做法关于 
社会的当前和历史发展的前提假设也是成问题的。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关于民族国家衰落的论点总是带有臆测的色彩，常常将这种衰落归 
因于“外在地"(eroded from without)被全球化侵蚀，“内在地”(eroded from 
within)被多元主义腐蚀(Habermas, 1996),吉登斯(Giddens, 1987b： 256)注 
意到，民族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通过全球关系体系而反身性地构成的。 
而罗伯逊(Robertson, 1992)关于全球化富有影响力的说法则在两方面达成了平 
衡，即一方面承认民族国家还有着持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分析了超越民族 
国家的全球性发展。近来，大量关于全球化带来的变迁的研究，也强调了民族 
国家的持续重要性而非衰落(例如，Albrow, 1996, Fulcher, 2000),同时，蒂尔 
亚基安(Tiryakian, 2003)对后“9 • 11 ”美国社会之新生采用了涂尔干式的解释 
方式，以说明在大多数人看来，民族国家的情感力度、象征力度和道德力度依 
旧强大。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当前无与伦比的全球政治影响，也说明了民族 
国家在世界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至于民族国家的“内部”威胁(即将它的衰落看成是种族、宗教、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原因往往被过分地夸大了。如 
今人们习惯性地将英国称为一个“多元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甚 
或是一个“松散的文化联邦”(Commission, 2000,参见 Beckford, 200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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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责任和义务极为关注，尽管其中也预示着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 <9>

然而，这类看法常常表达的是一种对英国该如何发展的后基督教的和后民族的 
观点，而不是对英国现实情况的客观说明。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1)的说法，接近70%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将他们自 
己看做白人和基督徒，而71%的黑人也将自己视为基督徒。从这份数据来看， 
认为由于多元主义而造成民族国家衰落的看法的局限性一目了然，而且我们也 
会毫不惊讶地发现，许多研究都已表明，从全球范围来看，社会内部的多元主 
义实质上只是表面现象，而非真实的(例如,Hjerm, 2000, Gvosdev, 2001).人 
们也可以非常轻率地得出“移民弱化了民族国家”的结论，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例如，在一份关于英德移民和文化多 
元主义的详细经验研究中，库普曼斯和斯塔森(Koopmans & Statham, 1999)并 
没有找到民族国家衰落的证据，倒是发现了移民和少数民族不得不适应公民权 
的特定團尽(national)模式。从这类研究中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民族国家仍然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表达。

要注意的第二点是，无论民族国家大小强弱，社会学对社会的关注绝不能 
死死地局限在这些特殊的形式上。后现代的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在简单地捏造 
其研究对象，与此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对社会的反思远远早于现代社会学的 
产生：例如，我们可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这种反思(Frisby & 
Sayer, 1986),并且这种反思也成了中世纪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Beckwith, 
1993)。实际上，米尔班克(Milbank, 1990)已经表明，对社会的神学反思以及 
彻底重建社会的尝试早于现代社会学，并延迟了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因为后者 
关注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世俗”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解释。伯斯(Bossy, 1985)、 
泰勒(Taylor, 1989)和欧多诺万(O'Donovan, 1999)的说法更为激进，他们阐 
述了现代的“社会”概念是如何发源于社会生活的神学观的，而并非是与宗教 
性的过去截然断裂的。隐藏在撒切尔夫人关于个人优先于“社会”论调背后的 
新教假设，可能反映了她作为卫理公会教徒的教养，这一点显著地论证了我们 
上述的说法。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前现代对社会本质的反思并非特指或仅 
仅局限于西方的社会和文化情境。早在千百年前，印度宗教哲学也对个人在社 

许多 
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都只是一种幻觉(Dumont, 1970)。事实上，要找出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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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社会本质进行反思的社会、文化或宗教，即使是可能的，也会非常困难。
对社会的反思充斥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这就质疑了以下两种做法：将 

“社会”这个术语的意义仅仅局限在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当代社会学越来越过于 
强调当前社会实在较之于过去的特色。像吉登斯(Giddens, 1990, 1991a)之类 

的学者就表现出后一种趋势，他非常强调在(未来导向的)现代社会和(过去 
导向的)前现代社会之间的截然分裂；后现代主义的关键性观念则是现代化过 
程的终结以及某种新时代的显现。许多其他螺旋式发展的“后…主义”也都急 
切地勾勒出与过去的断层线，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感觉，即社会 
学无力把握历史发展观。库玛(Kumar, 1995： 17-18)注意到，那些所谓的信 

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家都倾向于以一种非常短视的历史视角来分析问题, 
认为“现在的发展态势是过去一系列趋势的顶峰状态二从这点看，厄里(Urry, 
2000)的“后社会"(post-societal)社会学也值得关注，它基本来自于亚当(Adam, 

1990)对现世复杂性(temporal complexity)的说法，但却忽视了亚当的另一观 

点，即应该在一个宽泛的、进化的视角下审视各种历史因素。正如伯恩(Byrne, 
1998： 44)所言，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已经采用了一些复杂理论的语言，特别是与 
时间域有关的部分，但在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中仍然有一些根本不受时间影呷的 

过去(atemporal)因素。因为一事物身处过去的事实似乎足以让它变得过时 

的经常是过时(passQ的。
然而有趣的是，如此短视的观点总的来说并不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的特点。 

实际上，当他们关注现代社会的特定特征时，他们也比那些当代学者更为谨慎,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只用(或大部分时间使用)“社会”这个词来指称 
现代民族国家。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社会是一个“剩余分类”而非一个完全发 
展的概念，但很明显的是，它是他的共产主义观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不是仅局 
限于现代性(Gouldner, 1980： 12,Burawoy, 2003： 197)o在其他古典理论大家 

看来，“社会”这一概念与更广范围的社会和历史情境相关。例如，韦伯(Weber, 
1965)在对现代社会特别感兴趣的同时，也研究古代印度、埃及、中国和巴比 
伦社会。类似地，尽管齐美尔(Simmel, 1997)在所有古典理论家中对“社会” 
这个单词持有最多的保留意见，但他还是能够界定并审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背 
景下社会内部的不同宗教互动模式。我们还可以看到，鲍曼(Bau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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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将涂尔干的“社会”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强制力的经验性存在联系起来 
的做法，实际上忽视了涂尔干最负盛名的著作关注的是澳洲土著(Aboriginal) 
社会而非民族国家这一事实(Durkheim, 1995)o因此，承认社会学对社会(以 
及被理解成社会的东西)的关注是来自于一种特定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情 
境是一回事(Shilling & Mellor, 2001),而要说在此情境之外去谈论社会是无意 
义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尽管对“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这一观点的挑战集中在涂尔干理解社会的特 
定情境上，但是这些挑战也指出了(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涂尔干的社会观是 
一个物化的社会(Lukes, 1973： 20-23).在这里，社会学上的社会观并非过 
于情境化，而是太过宽泛。图海纳(Touraine, 1989,1995)、莱默特(Lemert, 
1995)和厄里(Urry, 2000)指出，这种对社会的物化就是社会学对社会的“时 
代错误的”关注最具影响力的来源。每次它都被理解成对当前变迁的动力机制 
反应迟钝。图海纳(Touraine, 1989： 7)认为，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固化了古典 
社会学对整合和秩序的关注。对莱默特(Lemert, 1995： 48)而言，涂尔干关于 
一个有机的、有序的社会的观点，忽视了现代性的分化与差异：它只是“一个 
在他的社会学想象中被建构的逝去的世界”。同样，厄里指出，社会学的核心组 
织原则，曾是涂尔干对“社会的”是一个区别于“自然的”领域的自主性的领域 
的界定，并以此作为社会学分析的核心目标(Urry, 2000： 10)o对厄里(Urry, 
2000： 26)而言，对当代社会生活“延异”(diff&ance)特征的流动性的、感官的 
及正面的把握，使得涂尔干式的静止的“社会”概念显得多余。

有些著作舍弃了涂尔干，但它们却是一种拙劣的社会学模仿，其中一个显 
著特点就是，它们将涂尔干的观点直接简化成新帕森斯主义的对霍布斯式“秩 
序问题”的关注(参见Mellor, 1998, 2002, Morrison, 2001 )o对涂尔干的这 
种解读，看上去是社会学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若基于对涂尔干著作的 
直接和细致的阅读，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例如，与涂尔干将社会界定为一 
个与自然完全不同的自主性领域的做法不同，厄里(Urry, 2000： 10)认为社会 
学把社会作为“一个特定实体”来关注，这种关注是一种情境化的，要求我们 
意识到“人与社会是和万物相联系的，并且只能通过虚构的方式才能被抽象出 
来"(Durkheim, 1995： 432,参见 Jones, 1997： 154)0 进一步而言，我们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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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

注意到，在1887年波尔多的就职演讲中，涂尔干强调一个抽象的、物化的“社 
会”(Society)观(他将这种社会观与孔德相联系)不应该是社会学分析的焦点 
(Durkheim, 1974c： 197. Strenski 1997： 158-159).相反，社会学应该在日常生 
活中以及随时间变化的人际关系中关注社会的构成及发展；他的这一观点，在 
其追随者的大量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著作中体现出来，它们大部分都很好地 
理解了其社会观的复杂性、动力机制和充实内涵(例如，CaUlois, 1950； Hertz, 
1960j Mauss, 1969； Turner, 1969； Bataille, 1991, 1992s Maffesoli, 1996)o

尽管涂尔干经常因其抽象的“社会”概念而受到指责，那其实是后社会视 
角的观点，后者常常将关于具体化的物的问题消解在文化过程和文化潮流中， 
而且它正朝着涂尔干能够帮忙阻止的抽象主义发展。正是涂尔干的传统有力地 
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身为社会的一部分，是与我们的人性密不可分的，这

正如阿彻尔(Margaret Archer, 2000： 2)所观察到的，在现代性的“上帝已 
死”和后现代主义的“人已死”相媲美的学术环境里，构建能够充分说明作为 
身体化存在的人类之行动、关心和关注的社会理论，已经成为一项防御性工程。 
这种对人已死的宣称和庆祝，经常出现在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那里 
(Foucault, 1970； Baudrillard, 1983)Rorty, 1989)Derrida, 1991),但有时也会 
出现在其他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中。例如，曼纽•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2000： 21)对当前“真正虚拟性文化”的说明，其中“重组个性的自主能力”成 
为身份建构的主导模式，典型地说明了人类隐含地从社会学理论中撤退。在厄 
里(Urry, 2000： 40-41)的“后社会”及哈洛威(Donna Haraway, 1991)的“电 
子人”中，也体现出了这种撤退。前者将因特网作为当前社会生活流动特征的

一观点提供了一种强健的、压抑不住的社会能量，这些能量塑造了人类遭遇和 
关系，培植并保持了团结、联结、道德责任和群体表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 
能看到对该传统的批判性继承能为我们提供巨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意欲继续研 
究社会究竟是什么的话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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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

<12>

约为虚拟事物的做法，看起来恰好忽略了这点。

主要隐喻，后者则将“电子人”的生物技术图景作为一种解放方式，以理解由电 
子交流系统构建起来的全球网络时代的社会生活。

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228)挑战了这种去人性化的视角，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视角对一些特定社会理论家的吸引力，与它们是否关注大 
多数人脱离了关系。然而，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则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即针对支撑这些视角的理论。通常，本体论的最基本问题一人类專的是这样 

甚至没有被直接表达出来。罗蒂(Richard Rotty, 1991)的主张似乎 

得到了广泛认可，即我们必须避免关于人类具有内在的、本质的特征等本质主 
义宣称所带来的“尴尬”。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主要关注意义建构的文 
化特殊性，这就排除了接近真实世界和真理的可能性，从而也就使得基本的本 
体论问题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这种视角也表现出了巴斯卡(Bhaskar, 1979)所 

称的“认识论谬误”，即认识论(关于知识的理论)和本体论混淆了。要反对这 
种谬误，我们就需要强调，尽管人类的知识、意义和身份可能确实被大量的偶 
然性所塑造，但若就此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能被我们完全认识的真实世界(和真 
实人类)，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一点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变得很重要。

首先，尽管有文化差异，但我们的形体存在于世界中，这就意味着所有的 
人类共享一些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如饥饿、疼痛、开心、欲望，以及其他诸多 
情感和感官上的现象。我们也有能力去行动，从事一些东西以及反身性地思考 
我们自身、我们的行动以及周围的世界。很明显，这些能力的发展、个体和群 
体对它们的体验，以及我们建构出的用以解释它们的理论，在不同的文化中是 
有显著差异的。即便如此，若不能认真地对待它们以及人类不可避免的要死亡 
的特征，就不能为社会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即使在卡斯特尔所设想的全球信 
息时代，也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全球精英”认为他栖居于“虚拟 
空间”中，拥有文化和财力资源来弱化边界认同、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否则 
这些就可能会约束他的生命目标和历程(Bauman, 2002:235)o然而，接触电脑、 

操控卫星信息系统，以及建立“虚拟社区”等行动，最后还是要借助于物化的 
身体，只有这种身体才能感觉到快乐和痛楚，才拥有认知能力，甚至在某种意 
义上来说，才会不可避免地死亡。卡斯特尔和布希亚这类学者将人性和社会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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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值得

<13>

其次，从这点出发，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是重要的，因为离开了它，认为 
能够无止尽地塑造人类特征的各种观点，就会促使道德关注失去所有实质内容。 
例如，厄里在讨论环保者伦理时，提到了将权利从人类扩展到动物身上，但并 
没有解释这样的权利如何能被“扩展”，如果人性真如他所称 
尊敬和保护的所谓的本质、内在潜能或突生出来的力量(Urry, 2000： 169)0更 
宽泛地来说，鲍曼(Bauman, 1993： 243)认为，当今喧嚣的对“人权”的呼吁， 
经常掩盖了其实仅是自我本位的对“独自待着的权利”的诉求，这表明道德关 
注消解到了文化相对主义中，而文化相对主义往往不能为各种权利观提供任何 
实存的基础。更进一步而言，如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Rojek, 2001： 109)所说, 
“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论争可能、或者已经被政权当局操控和滥用，以在文化真 
实性的幌子下为各种形式的国家暴力做辩护”。如他们所说，普遍的人权观必须 
以身体的本体论真实为前提，否则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来挑战不同文化中强加于 
人们身上的暴力、堕落和压制。

要将社会理论植根于一种对“何以为人”的令人满意的解释中，就不能仅 
仅关注狭义的身体，还必须关注作为洼挚隹专在的人类生存和发展于其中的群 
体环境。厄里(Urry, 2000： 187)对当代公民权所涉及的责任和义务的讨论，就 
意识到了群体环境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其与“社会”联系起来，而只是将其 
与“全球同质性、消费主义和普世主义”模式相关联。撇开这些过程到底有多 
么广泛和富有影响力不谈，厄里显然否定了社会具有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 
事实上，尽管他表述的“社会”所指有些模糊(他有时暗指它存在于过去)，但 
在总体上则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关于社会模式和社会过程的“隐喻”.这个隐喻 
现在应当被废弃，以转而青睐“流体和流"(fluids and flows)的隐喻。然而，当 
厄里(Urry, 2000： 22)认为各种隐喻的“生产力”能以经验证据来核定并以此 
抵制相对主义时，他却提出了一种本质上属于八季亍《、単的世界观，尽管他实 
际上反对人性本质论。如巴斯卡(Bhaskar, 1998： 42)所言，将经验与真实混合 
就是一种人类中心说，因为它将人类所经历的与实际存在的等同了起来。然而, 
正如阿彻尔(Archer, 1995： 69)提到的，一些事情的真实性或许只能通过它们 
施加于其他事物上的影响来建立和识别。在这一意义上，涂尔干将社会视作一 
个独一无二(suigeneris)的实在这一观点尤其重要和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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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社会

<14>

贝拉(Robert Bellah, 1973)指出，在涂尔干的著作中，传播最广、含义最 
为复杂的词语莫过于“社会”，抓住“这个单词的诸多含义和不同层次上的意涵， 
也就几乎相当于理解了涂尔干的全部思想二⑶实际上，涂尔干的所有著作都可 
被理解成试图抓住社会生活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以及抓住构成社会生活实在性 
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物质的力量，不管它们是可观察的还是不可观察的，而非 
简单地将社会实在作为经验事实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涂尔干会说社会建构了一 
个“研究的视界”，一个“棘手的问题城”，而非“一个被实证所确定的已知事 
实”(Karsenti, 1998： 71)o作为研究问题的“社会”概念，在随后诸多社会学里 
可能已经消失，这也许可以解释吉登斯(Giddens, 1987a： 25)的评论，即“社会” 
成了一个“几乎是未经审视的名词二然而，在涂尔干的著作中，“社会”是经过 
反复检验和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认为涂尔干从未真正定义 
过该名词(Lemert, 1995： 26； Poggi, 2000： 84)O

就像卢克斯(Steven Lukes, 1973： 21)所观察到的，涂尔干以多种方式定义 
了社会：它是信仰和实践的社会的或文化的传承，作为各种联系而存在，对个 
人强加社会地规定的责任，是人们思考、感觉、行动的对象，有时表现为一个 
具体的社会(例如民族国家)，或者表现为构成它的群体或制度。然而，概而 
言之，将涂尔干对该词的所有不同用法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岀，“社会”这一概念 
被用来指涉社会生活中与社会行动、情感、信仰、价值和理念相关的“超越个 
人”因素(Lukes, 1973： 115).贝拉(Bellah, 1973： ix)认为，“社会非但与外在 
的’物质实体’不同，而且还是深藏于内部的一种东西二在这一点上，涂尔干 
(Durkheim, 1995： 12-18)对经验主义的批评意义重大，因为他认为，将实在 
化约为经验，就会不可避免地认为，那些外在于个人或社会对各种现象的建构 
过程的事物，没有所谓的真实、意义或价值。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的最深处， 
生活的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就会这样无休止地争论下去(argued away)。与这种 
简化的做法相反，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广泛合作”，在这样一 
系列含义丰富、复杂的过程中将观念和情感连接起来，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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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们成为“真正的人"(trulyhuman) (Durkheim, 1995： 15—16)0
对涂尔干来说(Durkheim, 1973： 149, 162),因为社会从人类芝系中产生， 

所以不能被解释为“个人自然的和无意识的发展”，也不能被设想成独立于构成 
它的个人。社会依靠组成它的个人，但又不能化约为个人，因为作为一个突生 
的“独特”实在，它能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改变人类。⑶认识到这种能力很重要， 
否则，我们就会很轻率地高估个人能动性的范围和潜能，低估个人日常生活中 
面对的各种挑战和约束。

在这方面，吉登斯(Giddens, 1976, 1984)批评了涂尔干的这种超越于个 
体能动性之上的聖管实在的观念，认为这会怂恿一种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即将 
之视为以高水平的整合为特点、有明确边界的实体。然而，正如特纳(Stephen 
Turner, 1983)所表明的，这不仅牵涉到对涂尔干实在论的误解，而且还有将其 
立场功能主义化之嫌。当吉登斯(Giddens, 1990： 64)认为社会学家过多地强调 
了 “社会”时，他自己却把“社会”等同于一个功能主义的“有界系统”，从而 
与他自己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即他关注的是那个使现代社会生活能够无限重 
构的历史性反思过程。与涂尔干一样，他也想提供一个“社会生活的本体论”， 
但却反对任何“物化”的突生性或独特的实体，从而强调周期性的社会实践及 
其转型(Giddens, 1991b, 2003)。因而，他的社会生活观在本质上是过程性的， 
每样事物都是处在“迈向成型的流动过程中”。然而，除了一些行动的非意图后 
果之外，他看不到任何从这些过程中突生出来的事物(Archer, 1995： 95-96)o 
即便是“结构性能”(structural property)、“规则和资源”这类使能动性成为可 
能并约束能动性的东西，也只有在行动者表现它们时才存在，因而仅仅是社会 
行动者头脑中的一种“虚拟存在”(Archer, 1995： 97-98；参见Craib, 1992- 
42)。基尔敏斯特(Kilminster, 1991： 101)指出，这种社会生活观不仅会低估使 
人与人联结起来的人类情感维度，把人视为高度理性化的反身性监控者，还会 
赋予人类巨大的形塑社会实在(在他看来，一旦脱离开行动，社会实在就只是 
一种虚拟的实在)的能量。

与吉登斯不同，巴斯卡(Bhaskar, 1989： 77)和阿彻尔(Archer, 1995： 139) 
强调“社会先于个体而存在”：“教堂礼拜者或者语言使用者发现他们的信仰和 
语言自打出生就已经存在了”(着重号为原文所加)。至于宗教，我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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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超灵性的社会

<16>

涂尔干关于社会生活的动态画面，反映在他对“有机团结”的前契约性基 
础(precontractual foundation)的兴趣之中。在他早期的著述中，他相信有机团 
结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Durkheim, 1984)。向他所要说明的是，社会更正式 

的契约和制度维度，是建立在预先存在的社会力量、能量和责任的运行之中的| 
威廉姆斯(Rowan WUliams, 2000： 58-59)在评价伯斯(Bossy, 1985)关于“社 

会奇迹”的思想的持续价值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并把它看成是令人满意地理解 
社会到底是何物的关键之处。尽管涂尔干随后放弃了 “机械的”和“有机的”团 
结之间的区分，但他对这些前契约性力量仍有持续的兴趣，而且它们是他所言 
的“超灵性”的核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在从 
个人之间关系中突生出来的东西中，有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态，其中，个体身份/ 
认同以一种深远的方式被形塑和开发。

涂尔干的观点是，人类个体的生物、心理要素的简单汇总，并不能说明个

诸如基督教等并非仅能通过行动才能体现出来，也并非除此之外不过是一种虚 
拟的存在。基督徒们会发现他们自己被一套信仰和实践系统所限制，这套系统 
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当然，对于这些加之于个人身上的需求，有的人会排 
斥而不是被吸引，并试图对现存传统进行“挑选与组合”，甚至发明新形式。但 
这些举动都只能在既有的约束下完成，至少还会使用“基督徒” 一词。进一步 
而言，正如涂尔干(Durkheim, 1982a： 51)所说，“没有人强求我对国内同胞说 

法语，也没有人强制我使用法定货币，但是除此之外，我却别无选择
即便我能成功挣脱这些规矩，也是被迫去反抗它们的”。这里，涂尔干通过作 
用于行动之上的因果效应，说明了社会事实的实在性(Bhaskar, 1998： 220)o 

然而，“社会是一种突生的实在”这一观点，并不是简単地建立在约束的基础之 
上：社会的突生性也通过那些能超越功利主义地自私算计的观点、感受和道德 
纽带的刺激表现出来(Durkheim, 1995： 209).这也正是“超灵性”概念特别有 

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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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同的意识、性情及性格特征。相反，这些不同的特点是个性的不同方面， 
而个性又是从个体生活的不同方面的总体性过程和互动中突生出来的。根据其 
对21世纪心智哲学的预期(Sawyer, 2002),涂尔干认为这些独特的性质构成了 
个体特定的“精神生活”(psychic life),或者说“灵性”。类似地，他认为，社 
会作为一种从个体之间关系中突生出来的独特现象，有着它自身独特的超灵性, 
而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与众不同的对象(Durkheim, 1974a： 27-8, 34)。简言之， 
我们所谓的“社会”并不简单地是为满足特定经济、政治或哲学需要而构建的 
经验现象或实用现象，而是一种独特的、使社会生活充盈着超越特征的“存在 
的改善”(Freitag, 2002)。因而，超灵性概念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因为 
它有助于阐明社会实在的本体论深度，显示出那些摆脱了实证社会学影响的人 
类行动、信仰和经验之构建的整体性背景。

在这方面，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 1964, 1971)扩展了涂尔干 
的著作，他提出了一种“深度水平分析"(depth level analysis),旨在研究与科 
伦鲍姆(Korenbaum, 1964： xiii)所称的“社会实在最深层的、最模糊和最有掩 
饰性的层次”有关的可观察的社会现象。这些最深的层次可以在突生的集体意 
识中找到，它有着一种内在活力，这种活力以一种细微但深远的方式塑造了社 
会(Thompson, 1971：xvi)o在新近的研究中，明显缺乏对社会实在的深层进行 
系统性的探询，尽管有些有意思的观点也认为这样的现象仍然显著存在。实际上， 
扩展涂尔干“超灵性”概念之重要意义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关注在一系列社 
会理论中呈现出的、涉及构成社会更复杂的制度化向度的整个社会能量(或力 
量)子层面的理论化不足的状态。例如，维瑞利奥(Virilio)就识别出一个隐藏 
在不为制度性社会学所关注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场景”(Armitage, 2000： 43)0 
这种观点也能在德塞托(de Certeau, 1984： xi)和马菲索利(Maflfesoli, 1996)的 
著作中找到，前者谈及“社会活动的模糊背景”，后者对“社会神圣事物”做了 
涂尔干式的论述。实际上，鲍曼(Bauman, 2001： 3-4)也提到了社会的“生命 
汁液”，这种“汁液”相当于一种“元资本-(metacapital),使个人联结起来组 
成特定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他们每个人那里，这种社会子层的本质和意义都 
没有以一种成熟的方式表达出来，尤其是在鲍曼的著作中，这种子层在社会学 
上的意义反而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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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尔维奇(Gurvitch, 1964： 1)关注社会现象的“多维”特征，比最近 
的其他研究更具系统性，并且清晰地表达了它们持续的社会学意义，但是他的 
著作却没怎么关注社会实在这些“被掩盖”的层面的道德和宗教含义。科学哲 
学家波兰尼(Polanyi, 1958, 1967)的说法或许会对我们更有帮助，他谈到了知 
识这个社会子层面，这是一个“默会维度”，它不仅塑造了人类思想，而且还规 
划了它，使之不局限于经验层面，从而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实在的本质。在此， 
托伦斯(Torrance, 1985： 113)认为，人们完全有可能理解人类生活如何具有一 
种内在的社会和道德特征，这些特征以其本体论深度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 
人类的肉身化体现，使我们能够通过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互动而超越个体存在的 
局限性，并将我们整合进一个“灵性的实在.之中，从而在我们个人和社会实 
在中建立起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关系(Polanyi, 1967： 53ff； Torrance, 1985： 111, 
也可参见 Bossy, 1985, WiUiams, 2000),

波兰尼的突生的、默会的“灵性实在”概念，与涂尔干的突生的、社会的“超 
灵性”概念有诸多共同之处，这在涂尔干对“人性二重性”(homo duplex)的解 
释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在两种意义上强调人性二重性：首先，人类认同有个 
体和群体两个来源，其次，它们的“理性”维度产生于作为独特实体的社会中的 
社会能量的一种“非理性”的刺激和循环反应(Durkheim, 1974b)。在他关于社 
会复杂性的观念中，超灵性的因果意义在社会能量中得到表达，这种社会能量 
暗示着，或者确切地说，在个人身上强加了特定的行为和思考方式(Durkheim, 
1982b)。这种因果性意义也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社会的这种基本“强制力” 
是与一种刺激共存的，这种刺激导致在其所有的本体论深度上对社会实在进行 
开放性的审视。正是在这种二重性的背景下，社会学才成其为可能，而社会学 
本身也试图审视这种本体论深度。社会学本身就是从超灵性中突生出来的，并 
反过来对这种超灵性进行系统的探索(Durkheim, 1953, Luckes, 1973： 416).

然而，后现代理论即使不反对社会本身(per se),也倾向于反对社会关系 
的任何整体维度，并集中关注碎片化和区隔化的过程。例如，德勒兹和瓜塔里 
(Deleuze & Guattari, 1998： 208)求助于当代对涂尔干批判最激烈的批评家，加 
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来强调他们关于片断的核心原则的理解，并且 
在他们那里，片断是一个优先于任何有机整体的概念(Gane, 2003： 14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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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会
最近，学术界对一系列标识为“宗教性的”现象的兴趣又开始高涨起来。 

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宗教因素向其他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传播，包括“技 
术科学”(techno-science) (Virilio, 1996),日常社会互动(Maffesoli, 1996),消 
费主义(Featherstone, 1991,Ritzer, 1999),沟通媒介(Lyon, 2000),以及后 
现代主义哲学(Wernick, 1992)。对宗教现象的许多研究都借鉴了涂尔干的思 
想，尤其是其影响深远的说法：“一个人的宗教生活展现了他最为深刻的一面” 
(Hertz, 1983： 87)O然而，与卢克曼(Luckmann, 1967)的“看不见的宗教”的 
思想一样，这些借鉴了涂尔干思想的研究，对什么是“神圣事物”的界定非常

需要注意的是，在涂尔干(Durkheim, 1974b： 24)看来，群体生活的超灵性不仅 
表现在个人与“总体性社会”的关系之中，也表现在个人和处于更大社会整体中 
的“次级群体”的关系之中。在诸如家庭之类的小型社会群体中，这一点也表现 
得非常明显。在小型社群中，持续的社会关系产生出独特的群体实在，从而对 
身处其中的个人的意识和行动产生重大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71.因此， 
这种超灵性观并不是指那种容纳了其所有个体的、无所不包的集体主义的一种 
形式。相反，它是指一种人类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从我们存在于世的身体化 
形态中突生出来，孕育并滋养了包括亲密关系、小群体甚至全球关系在内的不 
同层次的人性的各个社会方面。

然而，鉴于社会能量和力量有着售糊性的特点，因而这种滋养并非在所有 
方面都是可取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力量为何既可以产生英雄主义、忠诚 
和自我牺牲，也能产生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粗蛮行径(Durkheim, 1995： 
213, Fields, 1995：xlii)o作为从社会的超灵性维度中产生出来的事物，宗教也 
时常显示出上述模糊性，既激起暴力和战争，也培养了对生命本质和人类命运 
的深刻洞察力。即使这样，作为关注人类归属感(它内在于人性在这个世界的 
具身化之中)的先验条件的突发现象，宗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正 
如涂尔干所言，它值得社会学对其进行非常认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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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泛，以致那些与“宗教的”这个术语稍沾点边的东西都可被看成是“神圣事物二 
当然，这种界定也有它的好处：既能阐明明显的“世俗的”现象与更传统的宗教 
形式之间的共同特征，又能突出上述两者得以产生的超灵性环境。例如，马菲 
索利(Maffesoli, 1996： 73)根据涂尔干的“社会的神性”(social divine),将在 

性关系网络、因特网群体和各种体育和音乐群体中表现出的狂热的团结与基督 
教的“圣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界定的缺陷在于，对共同特征的关注会忽略根本性的差异：性 
关系网络是为了满足特定需求的功利主义目的而产生，除了这种功利性目的， 
它并不奢求更多；而“圣徒相通”则包括了各种信仰、观点和体验，这些信仰、 
观点和体验是经过过去数千年发展起来的，它关注生死、人的潜能与局限，以 
及万物的本质。将这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不过是一种社会学策略，该策略没 
有把握住对眼前欲望的相当草率的满足和试图理解人类命运和生命本质问题的 
严肃尝试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种研究将宗教与社会的超灵性混同起来，尽 
管它们有所相关，但仍应被视为是不同的。

在这一点上，莱默特(Lemert, 1999)借鉴涂尔干的理论，并使用希腊社 

会的历史学研究对之进行充实，从而提出了一种宗教理论。与涂尔干一样，他 
认为宗教是关乎“严肃的生活”的⑼。他认为，社会理论对宗教进行探讨的意 
义在于，它能阐明扎根于对家庭和社会的经历和体验之中人类存在的偶然性 
(contingency)和局限性(finitude).正如他所说，宗教是社会和政治现实主义的 

来源之一，因为它提醒我们，那些将我们联结进社会的希望、伙伴感，以及认同， 
是与人类死亡和相互依赖的“无情”事实连在一起的。莱默特(Lemert, 1999： 
260)指出，对于泰勒(Charles Taylor, 1994： 73)而言，宗教在上述意义上的重 

要性，突出地表现在由“再分配政治”和“认同政治”所引起的冲突中：社会不 
公和文化差异等问题植根于宗教对人类局限性的处理，不管这种局限是社会的 
还是个人的，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新的、更具建设性的环境下 
来处理当代的一些社会、文化和政治冲突1101.

莱默特认为宗教能提醒人们人类的偶发性和局限性，这本身有着积极意义， 
但是，这一说法也剥夺了其突生的宇宙哲学维度的任何本体论意义，并将其化 
约为一种实用主义目的，即减少各种社会和政治乌托邦的危险形式。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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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宗教是一种通过行动和信仰表达出来的活动，它处理的是从人类具 
身化的生活中的偶然性、潜能和局限性中超越出来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提 
到的，涂尔干关于突生的超灵性的观念表明，这种超越是开放性的，而这正是 
我们与社会中他人的具身关系(embodied relation)的内在特征：这种开放性， 
有利于不同的宗教行动、信仰和知识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尽管它们的系统化程 
度不同，有的比较精妙，有的比较复杂，这种开放性还进一步揭示了世界的本 
体论深度，从而将人类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更广的、具有宇宙论色彩的视角下。 
正是这种对本体论深度的“揭示”，解释了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点在 
个体对各种生活形式的道德、实践和智力要求的遵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Archer, 
2000： 186),并且在社会遵从宗教原则进行的结构化过程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这两个例子中，后者可能更麻烦，因为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世俗化的假设视为 
理所当然，因此，在此引入两个关于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特殊影响的关键论点也 
就很有必要。这两点将在后面做详细阐述。

首先，对当前基督教衰落的臆断，非常轻率地导致人们不能够严肃地对待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历史演化的影响，也在总体上导致人们不认可或是忽略宗教 
问题的巨大重要性。如特里格(Trigg, 1998： 5)所言，“那种试图瞬间瓦解我们 
西方文明建基其上的那些信仰的做法，既非明智也欠缺学术风度二这种鼠目寸 
光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简单化理解之上。与之不同的是，采取历史大视野的学 
者则指出，基督教对欧洲(REmond, 1999)、自然科学(Torrance, 1984)、社会 
科学(Shilling & Mellor, 2001, Gane, 2003),甚至是现代性本身(Kumar, 1995) 
的发展都具有核心意义。

其次，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的，在当前也很明显，即使 
这种影响的程度被世俗化的话语大大掩盖。正如欧多诺万(O'Donovan, 1999： 
247)注意到的，尽管现代的自由技术社会显得完全“世俗化”，而且时常看起 
来是以缺少特定道德和宗教维度的“准机械体系”(quasi-mechanical system)运 
作的，但是这种表面的世俗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自我意识”上的：宗教和世俗 
的区分本身就有着特殊的基督教特征，历史地看，这种区分也表现在精神与现 
世的分割，以及“两个领域”和“两个城市”的观念上(参见Taylor, 1989)0更 
进一步而言，即使一些现代西方世俗性最独特的表现，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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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的还原/化约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只

教信仰之上的。因此，尊崇政教分离原则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被视为是 
基督教世界终结的象征”(O'Donovan, 1999： 244)0尽管如此，塑造该信条的并 
不是那些自觉的世俗分子，而是虔诚的基督徒们，他们认为第一修正案应该能 
促进“真正的基督教” (O'Donovan, 1999： 245)o

基督教对现代“世俗”社会观的影响，有着非常重大的社会学意义，尤其 
是当我们意识到下面这一点时，即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并没有区分“两个 
领域”，这也正是为何穆斯林不愿像西方人那样将西方的世俗性视为一种宗教中 
立的根本原因(参见 R^mond, 1999： 196； Siedentop, 2000： 208).这一点就着 
重指出了特定李學差异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指岀了那种试图通过经济或政 
治化约主义来消解掉宗教因素做法的危险性。就此而言，如何评价“9 • 11 ”后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值得我们关注。特纳(Turner,2002).福山(Fukuyama, 
2002)和凯尔纳(Kellner, 2002)因循巴伯(Barber, 2001)的路线,都对伊斯兰 
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轻描淡写，转而关注那些与相对贫困和西方消费主义的 
全球传播有关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像亨廷顿(Huntington, 1996)的“文明的 
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命题所言，宗教差异深深地根植于各种文明的社会 
形式之中，并对后者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忽视了宗教假设对我们描述社会的“世 
俗” 一面的作用，社会学家就会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从而也就无法很好地 
理解现代西方以外的那些社会。

依据上述观点，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涂尔干(Durkheim, 1995)以下论点的智 
慧所在：在初级生活形式中，社会经常是一种宗教现象。就像他反对将社会的 
独特实在性化约为社会的个体构成部分一样，我们也要反对他将宗教简化为社 
会力量的象征性表达。［,1)-
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宗教的现实社会意义，即将其看做影响人们的观念、 
选择和行动的动因。宗教是发朝于超灵性的，神学家过去常常通过“自然神学” 
之名来说明这一点(参见Trigg, 1998： 175-182)。尽管如此，宗教还是能卓有 
成效地处理作为社会关系典型特征的对超越的追求。这种能力不仅能确保宗教 
始终是“人性最基本和最永恒的方面”(Durkheim, 1995： 1),还确保了宗教对 
所有社会的影响处于核心地位，而不是只在那些世俗理论家们所设想的私人的 
或者作为附带现象的“子系统”中发挥影响。进一步而言，对宗教的非化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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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已经考察了对社会观念的当代批评的一些关键方面，并指出 
将古典社会学的社会观与现代民族国家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这种等同忽视了不 
同的社会观在不同社会形式的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我特别指出的是， 
这些批评往往误解了涂尔干的思想，我也强调了以他的社会实在论作为研究基 
础在对社会作出令人满意的解读这方面所具有的价值。接着我指出，这种新的 
解读必须考虑到以下四点:首先,社会依赖于人类的具体特征和潜能而得以出现， 
其次，作为一种突生形式，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超越构成它的个体，再次， 
这种超越能被概念化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超灵性”，它提供了特殊的生态环境， 
培养和发展着人性的社会性方面，最后，社会实在的超灵性方面使得它的超越 
性是开放的，从而促成了那些对社会生活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宗教形式得以出现。

上述四点在我们后面论述社会的六个维度时会做进一步阐述。这六个维度 
如果阐述得当的话，会有助于恢复社会学研究的活力，并能揭示那些为了后社 
会社会学而抛弃现在的社会学形式的人的行动是多么的轻率。后面每一章都集 
中在一个维度上，将社会作为复杂的、偶发的、必要的、现世的、默会的，以 
及复兴的现实加以考察。

第二章主要关注社会的复杂性维度，并对后社会视角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集中关注各种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的本体论假设是如何能圆满地处理道德和宗 
教等问题，并考察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了作为一种突生现象的社会实体 
的“超灵性”（如果它们有所关注的话）。通过对以下问题——各种形式的后现 
代理论，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技术重构的社会学观点，以及关于消费主义、个 
人主义和市场过程的当代理论——的批判性探讨，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大部

义的理解，有助于澄清麦金泰尔（MacIntyre, 1955： 260）的观点，即不同的宗 

教的“本体论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世界本体论深度的实在性不仅产生于特定信 
仰和实践传统的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中，而且还与这种特殊性不可分割（参见 
Moore, 2003）o [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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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有所偏颇，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还原主义，对人类持续存在的特征和潜能未 
做充分探讨。与之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把社会视为从人类关系中突生出来的 、 
复杂的、不可化约的现象。

第三章通过关注社会的偶生性这一特点扩展了上述论点。正如阿彻尔 
(Archer, 1995, 2000)所强调的，社会并非一个自足的实体，其出现是依赖于 
构成它的人类。就这点而言，本章强调了发展一种对社会具身化理解的重要性， 
并试图表明，作为社会生活之关键特征的超灵性和宗教力量是一种突生的现象 ， 
从那些拥有特定潜能和力量的个体中产生，但又不能化约为后者。本章讨论了 
许多理论家的观点，尤其关注了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阿彻 
尔(Archer, 1995, 2000)、涂尔干(Durkheim, 1995)和巴塔耶(Bataille, 1987, 
1991)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们在论述社会的具身 
基础(embodied basis)方面很有启发性。通过与它们的对话，我们能有效地采 
取一种社会实在论立场，说明具身性、社会、超灵性，以及宗教这些要素的相 
互关系。

第四章主要讨论社会的专學性维度，并对其偶生性特点进行补充。与那些 
关注现代个体面临选择多元化的理论不同，本章第一部分分析禁忌。尽管后现 
代关注越轨，但是禁忌仍可被视为是社会作为独特实体对个人施加影响的集中 
表现，因为禁忌表达了超灵性力量的强制性方面。据此，莫斯(Mauss, 1969) 
对礼物交换的论述，被视为是考察互惠性义务模式是如何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 
传播的典范研究。巴塔耶(BataUle, 1991)则发展了莫斯的论断，提出了 “普遍 
经济”和“有限经济”。可以把这种发展看做是对那些为了自己论证的需要而试 
图拉拢巴塔耶的后现代理论家的直接挑战。莫斯和巴塔耶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就 
是都认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这一观点也是波兰尼(Polanyi, 2001)对现代 
经济学体系所做贡献的奠基石。因此，本章的余下部分就主要考察了波兰尼对 
那些关于人性和社会的市场模型的激烈批判。波兰尼的这些思想，尽管初次发 
表于1944年，但却很好地阐述了由于经济的驱动，社会实体日益去人性化的趋 
势，这种趋势尤其与当今时代的全球化脱离不了干系。

第五章通过关注现世的维度，进一步对社会进行再评价。正是在现世的情 
境下社会得以发展，并且现世与精神的区分对各种神学的、哲学的，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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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社会观的发展产生着主要影响。本章首先讨论了时间对我们如何概念化社 
会所具有的意义，以及这种社会实在论立场所具有的价值，然后指出基督教历 
史为西方社会制造了特定的文化矛盾。这些文化矛盾主要是关于现世和精神方 
面的冲突，它持续到现在，并将继续影响我们理解社会生活的方式。随后我们 
指出，在那些对社会纽带和契约作出有影响力解释的哲学中，这些矛盾也贯穿 
始终，并表现在一些关于现代性的主要社会学观点中。从整章来看，我们指出 
许多关于当代社会世俗性的传统观点都会混淆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与事物实际 
存在的方式。因此，现世与精神的区分，比世俗和宗教的区分，在分析上更精确， 
也更有用。

第六章关注社会的默会维度是如何嵌入于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之中的。本 
章的第一部分探讨涂尔干就这种“嵌入”过程而言的“集体表征”概念。接下 
来是对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社会表征”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该理论是为涂尔干的著作锦上添花。它主要论述了以下两方面：现代生活的主 
要特征是一切社会形式和过程都处于流动、变化之中，即使这样，一些“核心 
主题”(core themata)仍然持续存在，尽管有些人公然宣称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什 
么社会表征，但是社会表征却依然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发挥着作用。本章余下部 
分集中讨论社会现实的三个不同层面，它们依赖于默会的社会知识，而后者是 
拒绝任何反思性解构的。首先，我们结合布迪厄所说的“信念”，或者说存在 
于社会惯习中的习以为常的知识，讨论了各种探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学意义 
的努力和尝试(Fowler, 1997： 2)o其次，在现代各种“公共”生活观和“私人” 
生活观中，呈现出一种对社会生活概念默会的基督教的结构化方式，我们将这 
种方式的出现视为一个范例，用以说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二分是如何基于一个 
宗教层面而作出的。再次，我们讨论了默会性假设在不同社会之间关系(inter- 
societalrelations)中的作用，并审视了基督教表征和伊斯兰教表征在萨义德(Said, 
1978) “东方学”(Orientalism)论断中的不同作用。总之，我们认为，要讨论 
社会的默会维度是如何持续不断地塑造个人意识，就必须对某些社会学观点提 
出质疑，因为它们过于轻率地认为“社会纽带已经消失了，社会价值已经崩溃了 ” 
(Lash & Feathestone, 2001： 17)o

第七章讨论了作为实体的社会的复兴。一些当代社会理论家使用一系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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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

<25>

[3]

例如，饱曼(Bauman, 2002： 11, 43)将社会学对“社会”的理解，等同于现代民族国 
家出现，这种解读方式尤其表现在安德森(Anderson, 1991)对民族国家的著名分析中， 
他将社会描述为“想象的共同体二厄里(Urry, 2000)对■社会”的概念史的叙述，也 
集中关注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社会.概念，以及随后在涂尔干和帕森 
斯的影响下，将欧洲和美国社会学的社会观也包含进来。然而，这种做法不仅低估了 
包括涂尔干理论在内的很多关于社会的社会学理论的精致和复杂性，而且还使得对作 
为一个概念的“社会”的历史描述，即使在社会学内部，也具有高度可选择性.
关苹涂尔干对社会的大胆断言，社会学中存在着许多理解方式。与通常观点不同的 
是，由于涂尔干主义传统能指明社会的保序所在，所以它对如何思考社会提供了一个 
有用的基础.那些通常的观点忽视了涂东辛对自由、必要性和决定论等哲学问题深切 
关注的程度，也忽视了涂尔干发展了一个社会实体论而非唯心主义的社会理论，该理 
论旨在将上述问题也考虑进去，井强调社会事实必须被当做真实的东西而非概念来 
进行研究(Jones, 1999：77)。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人类肉身化的特征的关注，进而对 
社会生活的特征的关注都是非當关键的，也是评价他对诸如“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e) (Durkheim, 1995： 221)之类现象的社会创造性作用的强调的正确语境。 
因此，我将说明，尽管涂尔干经常被认为是阿彻尔(Archer, 1988, 1995, 2000)所说的 
“向下合并"(downwards conflation)(把什么都还原到社会)的典型，但涂尔干事实上 
提出了一种接近于阿彻尔自己理论的社会实在论(尽管她的论述有助于掲示涂尔干思 
想中的特定局限)，并且这也为我们探讨社会与人类肉身化的在世(being-in-the-world) 
特征之问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正如阿彻尔(Archer, 1998； 193)指出的，我们应该记住，必须在更广泛的人类情境下

略来忽略当代伊斯兰社会和“西方”社会冲突中特定的宗教面向。这些冲突经 
常被还原为经济因素，或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及不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讨论， 
我们指出，最好是用新涂尔干主义社会实在论来说明这些冲突的真正本质，并 
帮助我们理解-些神学因素正重返像维瑞利奥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这里强调 
的一个关键点是，在一个对超灵性和宗教力量敏感的“分层本体论”视角内来 
看，对当代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冲突的新鲜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社会理 
论面临的关键性挑战，这些挑战并不是揭示社会的死亡，而是揭示了社会的复兴。 
在接下来的第八章里，综合了前面所有论述，并就社会学为什么还必须集中于 
对社会的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结论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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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17]

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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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置于社会理论中心位置的价值。她指出了一种作为20世纪社会学典型特征、并在社 
会学理论建构之“文化转向”中加剧的“抽象错置谬误”。这种谬误表现为观念和信仰

理解西方社会的特权：后现代的体验对那些需要面包而非马戏、寻求自由地表达而非 
表达的自由的人们来说，不是全球范围的。法兰西学院的存在和“把玩碎片”的特权实践, 
需要大量的物质先决条件。
即使这并非是贝拉(Bellah, 1973： ix-x)的意图，他关于“涂尔干以一种更接近古典神 
学而非实证科学的方式使用社会的概念”的评论，亳无疑问会被那些认为他把社会物 
化的社会学家看做是一种严厉的谴责。不管怎样，贝拉的评论舶I及到了这一事实，即 
涂尔干赋予了社会现实足够的本体论深度。
基于涂尔干将社会突生的权力与集体现象而非关系性现象相联系，巴斯卡(Bhaskar, 
1998：211)试图将他自己的“批判实在论”同涂尔干的社会实在论区分开。他认为，相 
比之下，集体现象必须“主要被看做持续关系的表现”。事实上，这非常接近巴斯卡的 
观点，但却误解了涂尔干的立场。
涂尔干的社会模型被描述成在社会力量强弱周期影响下(Gane, 1983a： 229), “ 一个遭 
受生、死、重生过程的社会机体”(Mauss, 1973：292)。其内在动力经由维克托•特纳 
(VictorTurner, 1967, 1974)的同感(communitas)概念巳得到发展。
然而，这一点尤其重要，就当代西方社会而言，如此的多样性特征使得图海纳(Touraine, 
1989： 15)及其他人认为社会关系的复杂的、变动的场域，巳经在很大程度上折中了 
那些将个人与无所不包的总体性(overarching totality)简单关联的任何做法。规模和 
力量各异的社会群体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实践举措和各种象征系统，后者使得个人与他 
人、民族国家乃至全球性势力和机构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并通常是冲突的关系(參见 
Yeatman, 2003).超灵性可能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内在特性，但它采取的形式不但变化 
多墙，而且能在突生出来的不同社会层面相重叠，并因此能激起社会的和文化的冲突。 
一切现象都能从社会超灵性的基础上生发并反映人类总体的先验状况如社会学、哲 
学和政治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超灵性层面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然而， 
宗教的不断突生和持埃，表明这种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是有边界的，而且如涂尔干 
(Durkheim, 1995： 1)所言，宗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并且持久的特征”•
正如我巳指出的，尽管在过去莱默特(Lemert, 1995：48)严厉批评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 
但相比当代很多其他批评家而言，他最近的文章已表现出对涂尔干思想的赞赏和更深 
层面上的一致。这不但表现在他对宗教和当代社会理论(Lemert, 1999)的讨论中，也 
表现在他对很多表面上拒绝涂尔干思想的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中呈现的“涂尔干幽灵” 
所做的评论(Lemert, 2003)中。对莱默特(Lemert, 2003： 315)而言，涂尔干的持久遗 
产在于他的诚实和戸ii品质，正是这些品质，使他探究了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与不同 
的社会和文化形式发展赖以存在的人类共同基础之间的张力。

[10]罗尔斯(Anne Warfield Rawls, 2001)再次援引涂尔干对宗教的描述，也强调了将宗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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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于实践，并在很多后现代理论建构和文化研究中很明显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 
的结论：“无法回避一种有关相竞争的信仰和相竞争的意义的相对论，其中每个信仰和 
意义都定义了相竞争的现实/ (Rawls, 2001： 63)在她看来，有关压迫、种族歧视和性 
别歧视等冲突现象，按照抽象错置谬误的逻辑，被简化成象征系统，从而不需要被主 
要理解为“真实的人在真实的时间和真实的地点，具体地表达和体验”的现象(Rawls, 
2001： 63)。

[11] 因此，社会理论必须不但与神学结合，而且必须抵制将神学实在论简化降至社会实在 
论层面的诱惑：例如，上帝的实在不能被解释为与众不同的社会现象的纯粹象征(参 
见 Sockice, 1987, Torrance, 1998： 20, Patterson, 19991 Moore, 2003)<,

[12] 此外，下述考虑也是不合适的，例如，认为基督教与消费主义是类似的“宗教”形式： 
它们可能共享特定特征(即与共享的“神圣”象征有关的强烈激情的产生)。但这种共 
享是因为有一个类似的起灵性基础，而不是因为它们归根到底是相同种类的现象.它 
们所涉及的人类哲学、道德和精神层面很难相称，并且，诸如消费主义这样的现象当 
然缺少任何宇宙论的维度。然而，考虑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以来在起源、神学教 
义和发展上的复杂差异，也不能认为它们是本质上差不多的社会形式。因此，社会实 
在论者对宗教的论述，会集中于分析在“分层的本体论”内所显现的各种维度(Sayer, 
2000： 12),这种论述尽管在其他方面大大受惠于涂尔干，但其在论述到底什么才能被 
视为与涂尔干主义相关的“宗教”这一问题上，采用的模型也不能过于宽泛。否则它 
将会对各种突生的现象进行还原主义解释，从而为了所谓的普遍社会功能而耗尽了任 
何有意义的差别，并因此而限制了对当代的差异和冲突的理解的程度。





第二章
复杂社会

<27>本章旨在更细致地审视某些“后社会维度的”和“后社会性的”观点，并 
由此确定其与本书之核心的对社会生活的关键性争论相关的主张的效度与价值。 
就这一点而言，我关注每一种路径特定的本体论是如何应对道德与宗教问题的， 
并审视社会现实作为一种突生现象，其“超灵性”在何种程度上被恰当地对待（如 
果有所涉及的话）。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去否认这里提到的一些解释传统在讨论当 
代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启发性，而是想要表明，即便有的地方 
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它们不过是在理解社会复杂性方面有所偏 
颇的各式观点的折中而已。因此，本章虽然探究了各种后社会的路径，但仍可 
被视为一种对吉登斯（Giddens, 1987a： 33）观点的详尽阐述，即“社会学家分 
析’社会’时，根本没有从概念上把握构成社会的诸多基本因素”。即便如此, 
在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总之，本章考察的关 
于社会的不同观点，证明了在把握社会复杂性时的困难，但是思考其各种形式 
的简化论的倾向，同样有助于说明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理解社会的方式是如何可 
能的。首先，我们必须厘清“复杂社会”这一概念，这至关重要。

“复杂性”概念近来在社会学领域日益流行，虽然很多都是从自然科学的理 
念中演变而来的（例如，Byrne, 1998： Urry, 2003）.本章稍后将会讨论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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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观点在确定社会现实特征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然而，“复杂社会” 
的概念却有着不同的思想传统，尽管我认为在最近的科学研究视角中有着某种 
共同之处。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复杂性”是所有社会的固有特征，也因之而成 
为社会学的关键问题。事实上，尽管他常常区分“简单”和“复杂”社会，但他 
仍然意识到社会总是表现了一个“复杂现实”，对于其中的各种经济、政治和哲 
学因素要从总体性角度去理解、把握，并联系使之表现出特定特征的宗教层面 
予以分析(Durkheim, 1953： 62, Gane, 1988： 104)o 同样，古尔维奇(Gurvitch, 

1971)指出，社会事实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是由多种深度的层次构成，这些层 
次支撑着制度化程度不同的各种社会性。波兰尼(Polanyi,2001)使用了类似“复 
杂社会”的概念来说明社会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虽然在他看来，现代社会 
尤其复杂，因为其中存在着各种经济和哲学的简化论形式，这种简化论明确否 
认其嵌入的社会与宗教的实体性。随后讨论的是，理解社会的复杂性不仅有助 
于理解许多当代社会批判的偏颇，还能发展一种社会实在论看法，即在研究社 
会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含糊性，并不必然导致对社会生活复杂性问题采取一种简 
单的相对论和简化论的回答。1,1

本章将如此展开，前两部分探讨研究社会的理论路径：将现代社会的后现 
代转向与人类关系的后社会片断化联系起来，将“超真实”观与彻底的人类去实 
体化联系起来。这些争论不仅对那些将社会理解为一种“古老的.社会学观念 
的后社会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本章后面提及的那些对社会采取技术科学分 
析以及消费导向分析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部分也讨论了对当代社会个人 
主义、道德冷漠或利己主义的特征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并将其作为一种对社 
会碎片化的描述，这种碎片化抵制后现代主义逻辑，并使得社会实在论似乎成 
为多余。最后一部分将简要叙述社会学对科学上的“复杂性”概念的挪用，并 
以此说明关于社会复杂性的社会实在论观点将会如何进一步发展。首先,'我们 
将引入一种尤其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即当前社会是被超真实而非超灵 
性所型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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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真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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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指出，如果“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研究.这一传统观点在若干方面受 
到质疑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学 
理论、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建构物，并强加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与文 
化存在之上。后现代哲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有影响的后社会视角。其哲学 
源流可以如此追溯：从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并解构作为“权力意志”的真理， 
到福柯的“人之死”，并将实在化约为体现特定政治利益的相互竞争的话语，再 
到布希亚提出的“社会之死”，将实在消解为“超真实”的“拟像”(Baudrillard, 
1990a： 186)o在这一谱系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呈现的社会建构的历时形态： 
从藉由社会力量建构的上帝和人，到最终揭示社会本身也是某种建构物。

阿彻尔(Archer, 2000： 87)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社会关系的不可 
抗拒性，使得人类似乎能够被社会无限形塑。在这里，由后现代主义播下的社 
会建构论的种子所收获的，是对意指(signification)任意性的强大破坏，后者则 
摧毁了社会本身；后现代主义都倾向于遵循这样一种模式，即把“社会”还原成 
“文化”，将“文化”还原成“语言”，于是也就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意指游戏。 
不仅布希亚(Baudrillard, 1983, 1990a, 1990b),还有德勒兹(Deleuze, 1979)、 
利奥塔(Lyotard, 1984)和德里达(Derrida, 1991)等人都对这一模式抱持怀疑 
态度，认为社会仅是一种掩饰人类生活地方性多元性与不确定性的文化上相对 
的建构物。布希亚关于“社会之死”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显得格外重要。

布希亚(Baudrillard, 1983： 4)指出，社会学依赖于“对社会的东西(the 
social)的积极而明确的假设”，并提到社会不存在或当前消亡的三种可能性，由 
此在宣称社会之死的同时也宣布了社会学之死。这三种可能性如下：第一，事 
物从来不是“社会地”运作，而是“象征性地、神奇地和非理性地”运作；第二， 
社会的东西(the social)是某种残留，被吸收到社会的行政机器中，第三，社会 
的东西(the social)也许曾经存在，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为信息社会的拟像、电路 
和网络(Baudrillard, 1983： 68, 73, 83)。布希亚的立场和这三种可能性之间的 
关系并非毫无含糊之处，但普遍认为上述第三种可能性典型性地表明了他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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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避免这种

社会学”立场(Bogard, 2000：240)。在反社会学里，“社会”由社会的仿真/拟 
像代替，如同真实让位于超真实。在这里，没有任何现实可以藉以存在的本体 
论基础，也没有关于任何事物的任何一种知识形式，有的只是极端的、无秩序 
的和毫无意义的偶然性。如甘恩(Gane,2003： 160)所言，在这种超真实的情况下， 
“事件和现象都是癫狂的”，因为世界表现为“极端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布希亚关于超真实的癫狂拟像中的“社会之死”的宣称，表明了观察当代世 
界的某种“整体”视野，虽然他反复强调获知意义、真理或真实的不可能性。值 
得注意的是，他藉由对世界的“驱邪”来界定理论，这表明在其表面的虚无主义 
之下潜藏着某种宗教的世界观(Baudrillard, 1988a： 100)o事实上，在布希亚的 
观点中，就如在多数后现代思潮中，总是存在着一种“隐匿的宗教范式”(Turner, 
1990： 10).布希亚的作品中弥漫着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然而他也赞同反宗教 
改革的耶稣会士。他争论到，尽管接受了“上帝之死”，耶稣会士仍然试图利用 
巴洛克式宏大及诱人的图像来提供救赎的承诺。相似地，他提倡一种策略：以 
一种在不道德的斯多葛主义和对尚未出现的救赎之物的希望之间摇摆的态度 ， 
沉迷于有诱惑性但却无意义的超真实的“拟像”中(Wernick, 1992： 69)。如果 
这种“隐匿的宗教范式”确实存在，并且布希亚拒绝对此作答的话，这种范式就 
会成为一种消极神学的极端形式，这种消极神学通过解构与否定一切事物，来 
获得一种能提供可能性出路的宗教启示。“上帝”、“社会”与“人类”仅是强加 
于生活无意义变动之上的虚构“总体”，都不具有内在意义与真实性。

布希亚著作中“隐匿的宗教范式”，正是金(King, 2000： 263)提及的对笛 
卡尔“夸张的怀疑”的改编。金指出，笛卡尔(Descartes, 1994： 79)想象其被 
某种“恶魔”所控制，后者通过所谓的外在事物的真实性来蒙蔽他。为了对抗 
这一恶魔，笛卡尔考虑了宇宙中所有物理、生物和物质现象，甚至他自己的血 
肉之躯，发现这些通通都是错觉，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的存在(Descarte, 1994： 
79) °在《致命的策略» (Fatal Strategies, 1990b ： 72)中，布希亚借用笛卡尔的“第 
一沉思录”及其开启的“认知无效”，谈论与笛卡尔提出的“恶魔”相似的“社 
会邪恶精灵”，这一精灵通过假定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性来误导布希亚(King, 
2000：263)。也许布希亚根本无意于把握世界的复杂性，只是试图通过笛卡尔式 
的策略——认为所有看似真实的现象都不过是某种邪恶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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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事实上，正是布希亚采用这一策略来详细阐述其超真实的概念，这一 
概念同其他后现代主义取向的认识论一样否定这一真实的存在，使得金(King, 
2000： 270)由此得出结论，总体而言，这些理论并不严肃，仅是不再抱有幻想 
的知识分子将一种非批判的情绪强加于社会进程之上，并自认为他们自身这种 
晦涩的怀疑是社会所普遍体验到的(也可参见Bauman, 1988： 223, 1989； 2)。 

这种假设的重要特征在于关注人类独特的无实体化的观点。

尽管身体在诸多后现代理论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但却并没有真正具身化的 
人类，而仅是人类的拟像，因为对任何突生的社会与自然现象来说，并没有牢 
固的本体论基础。例如，德勒兹(Deleuze, 1977)谈论思想的“情感基础”，但 

他指的是思想真值是由其激发的情感强度所决定的。然而，使得这种强烈情感 
具有可能性的人类的具身性(embodiment),却仅仅“是一种被高度建构起来的 

社会与符号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身体并非本质，更不要说是生物性物质，它 
仅是力量的游戏，(情感)强度的表面：没有来源的纯粹拟像”(Braidotti, 1994： 
112)。后现代理论的神学拥护者也常常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库比特(Don 
Cupitt, 1995： 117-120)在试图继“真理的终结”后概述一种神学形式时，认为 
剩下的只是理亨和身体“散发的能量”。身体仅是语言“驾驭或调制”的处所， 
因为世界也只是“语言形塑的事件流”。因此，神学同哲学一样作为某种诗歌形 
式在运作，借助于“令人回味的隐喻”、神话，以及对一切永久无意义之物的反 
复反思。而“人类”也仅是语言的建构物而已。

罗西•布雷多迪(Rosi Braidotti)的哲学“游牧”，是将人类还原为语言理 

论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例证。她的这种游牧包括了神话制造与富有想象力的虚构 
的产生，这两者使她得以在诸多现有分类与经验层次中游刃有余。所谓“游牧”， 
就是“以元话语模式进行的对思考的思考”，一种自我的分子化，后者将身体与 
社会还原为能被反复玩弄的虚拟的建构物(Braidotti, 1994： 4, 202, 16)。由于 
所有社会的(甚至生物的)形式都被看做缺乏真实性或实质性，因而关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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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超灵性能从个人认同中产生并对个人认同施加变革性影响的观点，显然 
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即便有时某种集体真实地潜伏在游牧式神话制造 
的边缘。布雷多迪的著作中现实的影子非常暗淡，但却明确地表现出了对鲜活 
的社会现实缺乏任何兴趣。事实上，布雷多迪(Braidotti, 1994： 16)指出，“精 
通多种语言的游牧学者轻视主流的沟通”，“常识”仅是某种形式的精神“污染”， 
并且游牧哲学家渴望的并非是社会纽带，而是荒漠中彻底的无所归从。

关于人类、社会和世界存在的这些表述，毫无疑问非常重要。正如吉登斯 
(Giddens, 1990, 1991a)所言，这反映了社会与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的不确定感 
与不安全感。我们如何从这些问题本身的含义来看待它们呢？答案似乎在于后 
现代理论自身的固有矛盾中。例如，在彻底的非从属状态下，免于集体“污染” 
的人类无法存活。这一思想可以在布雷多迪(Braidotti, 1994：35)的论述中找到， 
她坦陈，“直到我发现了被工作和永久关系所支持的某种稳定性与部分归属感， 
我才真正开始适当地思考游牧生活”。这种哲学定位看起来并不足以在理论与具 
身存在物(embodied being)的真实舒适感和挑战之间建立起理论联系，而仅是 
比较热情地赞同和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的东西已经原子化了，融入了“语 
言游戏的灵活网络之中”(Lyotard, 1984： 17, Deleuze, 1979；也见 Baudrillard, 
1983, Rose, 1996)o与此相似，库比特坚信我们可以对语言学建构的想象加以 
选择，但这一信念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作出这种选择， 
同时，如果一切都是语言建构的，语言本身也将瓦解(Trigg, 1998： 158—159)。

广义而言，虽然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对现代理性思想的化约式“帝国主义” 
提出了质疑(Deleuze, 1968, 1969),并试图以一种更为开放、敏感的方式观照 
世界的复杂性，但他们事实上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作出了一种完全片面的解 
读，将本体论议题简化为细枝末节的认识论议题(Acher, 2000： 316).事实上， 
在麦金泰尔看来，德勒兹的游牧主义核定了涂尔干所称的社会病理学的价值所 
在，它放弃了任何严肃的对社会的关照，转而自管自顾地沉浸于对转瞬即逝的 
现象的追求中。正如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 1991： 9)所言，对那些认真 
对待这种哲学立场的人来说，这意味着社会学分析必须被抛弃,转而追求一种“玩 
笑式的解构以及审美趣味优先”，否则将会长久停留在现代社会学的宏大叙事与 
虚幻的总体化阶段。在这里，对“社会”或“社会的”拒斥包括将社会学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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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相对主义的文化研究形式(或者文学理论)，这种简化制造了一种“差异与 
多元的拜物教”，却无力应对日常生活的现实性，更不用说应对在道德、政治与 
社会公正等更广泛问题上存在的问题与冲突CRirner&Rojek, 2001： 110)。那种 
认为无所依附的个人在由语言建构的虚构物和对真实的任意模拟中进行着“对 
思考的思考”活动的观点，不仅无视食物、工作与伙伴关系的必要性，还提出 
了一种似乎非常不合情理的社会理论范式。这种范式大大低估了我们在很大程 
度上并不能简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社会，当我们详细阐释关于超真实的理论 
时，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还必须面对各种对吃饭、思考、自由行动、与他人建 
立联系的能力产生影响的社会的、文化的与政治的压力，而正是借助那些能力， 
人们才能梦想自己与家庭的兴旺发达，而不是衰落。

尽管后现代哲学忽略了原本看来不可回避的关于人类的本体论事实，但社 
会学分析仍以各种形式将它吸收进来，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其对社会学的、 
道德的和政治的批判逻辑。笼统地说，它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与文化的离心过 
程在进一步加剧，使得那种包罗万象的社会观已经站不住脚，并且任何新设想 
的“社会”概念都必须能够解释人们和认同的复杂易变的构型，这种构型恰是 
现时代的主要特征(Shilling & Mellor, 2001).尽管一些吸收了后现代理论的社 
会学完整地接受了基于语言学的相对主义，但更富选择性的做法则倾向于利用 
一些后现代议题与争论来解释当代社会与文化变革。这些变革看起来是如此激 
烈，以至于关于“社会”的传统社会学话语，似乎成了早先民族国家时代的古 
老遗存物，而且与社会秩序紧密相关。

斯马特(Smart, 2000： 267)指出，虽然布希亚再三谈论“社会之死”，但 
其思想里“社会”的地位却非常含糊并缺乏理论性。相比之下，图海纳对社会 
观的评论就显得更为系统且有历史依据(Smart, 2000： 268-289).然而，图海 
纳(Touraine, 1989, 1995)对使得“社会”无意义的社会运动的关注，以及厄里 
关于“超越社会的社会学”的宣言，都明显有其后现代哲学渊源。在图海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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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Touraine, 1989： 15),作为当今时代之特征的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场域，非 
常严重地损害了无所不包的“总体性”这一概念，而后者正是个体理解自身所 
属的地方。图海纳(Touraine, 1989： 11)关注的是对变革社会学(sociology of 
change)的需要，他认为“社会这个概念应当被废除”。对他而言，“个体愈发被 
其运动而非其所属决定”(Touraine, 1989： 15)。厄里的“社会学宣言”也要求 
社会学家抛弃“社会”这一概念。他提出社会学应该转而关注对“全球网络与全 
球流”的分析，因为社会学家所构想的社会已不复存在。

厄里(Urry, 2000： 27-28)利用德勒兹和布雷多迪等学者的“游牧生活”来 
强化其后社会立场，但却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他认为阐明并评价这些理论固 
有的经验主义主张是可能的，“游牧”意识的发展必须依靠“有形的流动”。对厄 
里(Urry, 2000： 33)来说，这种流动使得“社会作为区域的隐喻”毫无用处：在 
这个世界里，甚至“全球”也不能被当做“区域”，而只能被当做“网络”或“流体” 
来对待，因而那种认为应该从社会区域角度来界定和研究人类的观点是没有任 
何意义的。厄里(Urry,2000：36)认为，这种全球流引起了现有社会的“空洞化”， 
并在“超文本模式”的时空里形成了错综复杂、分裂的秩序。因此，我们现在“身 
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语义学的风险文化中，这种危险部分来自于 
面对'非人性的'全球流和复合网络时社会力量的式微”(Urry, 2000： 37)。

正是在“超文本”、“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语义学的风险文化”这一本质 
上属于后现代的观点里，厄里采用了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复杂理论。就这一 
点而言，他极其依赖里德和哈维(Reed & Harvey, 1992)的看法，但却并没有完 
全将他们对秩序的突生模式的兴趣整合进自己的观点里。例如，他将“突生的 
全球秩序”直接定义为“恒定无序”(Urry, 2000： 208 )0事实上，在他关于复杂 
性的叙述里所承认的秩序的唯一来源，是与“网络”的概念有关，因为一个“动 
态网”能够将“复杂性的混乱力量”导向特定的方向(Kelly, 1995： 25-26)0 
在之后的《全球复杂性》(Global complexity)这部作品里，厄里(Urry, 2003： 
21)更为关注普利高津和斯滕格斯(Priogine & Stengers, 1984： 292)对突生秩序 
的兴趣，但其重点则放在“无序汪洋中的新秩序岛二因此，在这本书里，他更 
为谨慎地论述社会的消失与民族国家的衰落，但仍倾向于按照“混沌效应”来 
解释这种秩序的表现形式(Urry, 2003：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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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他对全球(无)秩序中的一些主要“突生”现象的阐述，实质 
上是在阐述非预料的后果而非其他突生现象。因而，网络在社会、技术与文化 
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由其军事目的发展而来的非预料后果，全球变暖 
是驾车的非预料后果，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则是西方消费主义扩展的非预料后果 
(Urry, 2000； 208-209,也见Beck, 2000)o即使社会学“文化转向”最狂热的 
信徒，也可能会不满于将原教旨主义解释为消费主义的附带现象，此外，这种 
关于这个世界本质上混乱不堪、迷失方向、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观点，在复杂理 
论和社会实在论里也不具有任何合法性(Byrne, 1998),因为它没有系统地处理 
本体论问题。其实，激进的非决定论、社会推论性的不存在，以及无实体的社 
会能动性是紧密相连的。

厄里对社会到底是一个隐喻还是一种“力量式微”的真实现象这一问题的 
阐述，是含糊不清的。鉴于有形流动的重要性与“非人类”的流和网络连在一 
起被强调，能动性也是非常成问题的。事实上，厄里(Urry, 2000： 14)提出“能 
动性的概念需要赋形化”，但同时又认为“并不存在人类能动性的自治领域”。 
因而，他关注的是与生活的现代形式以及当前后社会“流与流动”体验有关的 
感觉的重要性，但却将其与另外一种断言区别开来，即在一个由非人的客体通 
过技术、文本与机器等现象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的世界里，存在着任何特定的 
人类社会、现实、本质与力量(Urry, 2000： 14, 77, 2003： 56).在厄里(Urry, 
2000： 15-16)看来，“人类能动性”产生“社会现实”这…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社 
会生活的秩序应该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有着既成模式，并且不可还原到人 
类主体。”

在这种后社会观点里，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如辱：运输系统、电缆、无线网 
络、微波通道、卫星和因特网是-组成能使流得以传递的互联节点的基础”(Urry, 
2000：35)。“真实的人类”只是这些机器里的幽灵，这意味着厄里在审视后社 
会时代的公民权观念(一种公民权流)时，必须避而不谈权责平衡的本体论基 

如果所有事物都只是一系列 
由技术决定的“流”，并且“人类”和“社会”都仅是某种过时的隐喻，谁又能 
保证一种社会安排和政治设置会优于另一种呢？并且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乎这些 
呢？此外，厄里几乎没有提到宗教问题，但是他对反西方的伊斯兰圣战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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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表明，应该把原教旨主义组织看做是由文化话语与媒体形象建构起来的“虚 
拟社区” (Urry, 2000； 43, 209, Barber, 1995； Rose, 1996)o 在此，基地组织不 
是伊斯兰教激进的化身，而是代表着“日益凸显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流体” 
这一混沌现象(Urry, 2003： 132).将社会运动与虚拟、全球“流”这类流行概 
念简单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使得穆斯林恐怖分子就相当于新世纪的新闻组， 
也是对真实的社会动力和其独特的超灵性的严重简化，而正是借由这些形式人 
们才得以认同自我。否认人类的能动性，也意味着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有 
些人因为其身份所属群体的宗教价值而准备自杀并谋杀他人。这种简单联系的 
做法似乎支持那些创造性地参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与文化理论，而有效地放 
弃了通过技术简化论去理解社会复杂性的做法。

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 1983： 380)指出，新技术带来的刺激使得研究者 
开始关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并寻找与此相关的社区，而不是研究既有社区 
中计算机和其他通信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梅(Christopher May, 2002： 85)认为， 
将因特网上的“虚拟社区”称为社区的做法，忽视了面对面的交流、业已存在 
的传统和网络，以及持久的社会团结在多大程度上远比电子通信媒介更重要。 
这种技术刺激是许多关于“信息社会”的著作的典型特征。这些著作并不是要 
拒斥“社会”观本身，而是想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构提供一种图景。然 
而，这种重构太激进了，使得关于社会和人类的古典理论观点必须被抛弃。贝 
尔(Daniel Bell, 1974, 1980)和图海纳(Touraine, 1969)的论述，都是试图理解 
这种重构影响力的早期尝试。前者论述了“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和信息进 
程的重要性，后者则指出，在一个“程序社会”中，新的阶级结构的阐述是以对 
知识与信息的控制为基础的。

图海纳对当代社会与文化变革中非人性化的方面提出了批评，然而近来对 
信息社会的研究在描述这种不可避免的变革时却遭遇到了卡尔霍恩(Calhoun, 
2000： 47)所说的“想象力的失败”。莱昂(David Lyon, 1988： 8)指出，信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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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研究的一个共同取向是技术决定论，即人类必须适应技术和科学发展所带来 
的变革，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进程与模式。正如他所言，用社会工程 
学的技术可能性假定替代“人类境况”的道德和哲学问题的做法，存在着某种 
危险性(Lyon, 1988： 158；也见 Webster, 1995)。类似地，梅(May, 2002： 21) 
发现信息社会观里存在着一种“从被动适应中走出来的转变
为划时代的,而不是仅发生在当代社会里的事件事实上，“信息时代”就像“后 
现代时代”一样，关注人类必须适应的新的大规模转型，而忽视了人类的一些 
永恒问题。

卡斯特尔(Castelle, 1996, 1997, 1998)对信息社会的研究富有启发性，他 
批评了 “信息时代”的多个方面，包括其社会碎片化和通信消费主义化的发展 
趋势，然而他也认为政治不可能脱离新的通信媒介，并且单个国家的力量在面 
对全球信息网络时必然会衰竭(May, 2002： 34, 94, 120).此外，现在，技术重 
新设定了时间和空间。卡斯特尔(Castelie, 2000： 15)意识到“网络不过是社会 
组织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但在信息时代，它却“通过成为由新的知识技术赋 
予力量的信息网络”而获得新生。这些网络以“没有时间的时间”和“流动空间” 
为特征，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任意排列，意义、认同和功能都不再与特定的 
地点或方位相联系(Castells, 2000： 13-14)0

因此，技术带来的社会重构也包括了人类的重构。对卡斯特尔来说，作为 
社会网络运行基础的人类，如今与计算机一样被建构，就此而言，已无法在知 
识与经验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在一个“所有的符号共存，但都与经验无关”的“真 
实的虚拟的文化中”，“重塑个性的自主能力”成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建构自我 
认同的模式(Castells, 2000： 21 )0因特网正是因此而成为偶然且流动的当代社 
会生活的主要隐喻(Urry： 2000： 40-41 )o我们可以谈论“信息社会”，但是社 
会的概念已经被剥离了其特定的人类内容，而转向了通信技术的“程序”、“节点”、 
“网格网络”、“虚拟”和“超文本”。即使人们还有计算能力，他们也已成为 
被信息和图像编码所同化的去肉身的“心智”(Castells, 1997： 84)。在这方面， 
卡斯特尔触及到知识和经验，但却没有关注人类，而后者则反而可能促使其思 
考人类与社会转型的程度，或者至少能使他更全面地把握他所考虑的进程中的 
去人性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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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ilio, 2000： 2-4)引用拉伯雷的话

另一方面，维瑞利奥(Virilio, 2000)对这些过程的分析，采用了卡斯特尔 
研究路径中的一些要素，对当代发展，尤其是其去人性化后果这一点提出了 
更为尖锐的批评。此外，他将去人性化进程与知识的堕落联系在一起(后者使 
我们日益疏离自身)，而不是只简单地谈论知识在技术建构领域里的循环。事 
实上，韦伯(Weber, 1991)对现代科学刺激了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的论述， 
被维瑞利奥放大了数倍，后者认为20世纪的科学“追求一种柩悭以關(limit 
performance),有损于探索对人类有用的连贯性真理的任何尝试”。维瑞利奥 

“缺乏良心的科学是对灵魂的彻底 
毁灭”——认为“技术科学”正在“逐渐破坏所有知识的学术性资源”，因为 
它抛弃了智力冒险而代之以技术冒险主义，为探测极限而探测极限：极限科学 
(extreme science)就这样与"极限运动"(extreme sports)在文化上密切相关， 
但却与“公共的善/公共利益”(common good)毫无联系。

在维瑞利奥看来，随着当代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被赛博技术的互动所扭曲 ， 
全球信息网络愈发将我们与地球分裂开来，造成“地理的终结”，类似地，技术 
科学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也不再有任何联系(Virilio, 2000： 9)。在赛博技术对 
现实的建构中，全球已成为中心，地方则沦为边缘，因为虚拟地理开始支配地 
球的真实维度(Virilio, 2000： 10)o这种支配在因特网社区的建构中表现得很明 
显，邻里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一种基于技术中介的选择性全球联系(Virilio, 
2000：59)。这种社区跨越了虚拟的时间和空间，基于“远程呈现”(Tele-presence) 
而运行，而不需与他人直接身体化地相遇。

我们与他人的相遇并不需要双方同时身体化地在场，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日 
益被剥夺感官体验，我们古老的“动物身体”在技术与人类新兴的共生关系中 
逐渐被淘汰出局(Virilio,2000：40)o正如维瑞利奥所言，“在接近所谓的’遥远’ 
的同时，你就会成比例地疏离你的’近处’(亲密关系)——朋友、亲人、邻居， 
从而使得陌生人(如果不是敌人的话)近在眼前二换句话说，不仅关于我们与 
他人肉体化的相遇的全部现象学被新的虚拟相遇所替代，而且传统的社会模式， 
如果没有被破坏的话，至少也是被倒置了。“网络性行为”就是这一脱离实体基 
础的人类互动的极端例证。这种行为就像一个“通用的避孕套”，提供了一种没 
有接触的接触，将身体和体液的交换行为变成信息的交换，在这里，肉欲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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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为“遥控的手淫”（Virili。，1997： 104）。进一步而言，这种“远程性爱技术”预 
示了两性关系和再生产模式的根本性重构。男女关系的变革如此明显，“相互的 
排斥超过吸引和性诱惑而占据上风”，日渐攀升的“性骚扰”指控和离婚率标志 
着这个时代的性关系。而由技术创造的理想型男性或女性之间虚拟的性快感, 
更是将两性的背离推到极致。这对人类的再生产具有深远的意义，并不简单地 
因为这种情形的发展可被当做一种“年學寸以害頁的秘密形式”，并且还因为这 
意味着对人类肉体之爱及家庭生育的拒绝（Virilio, 1997； 108-109,着重号为 
原文所加）。

从广义上来说，这种发展标志着对社会及其超灵性力量丧失了信仰。这种 
信仰的丧失，在后现代哲学的虚无主义中非常典型，甚至有时还成为颂扬的对象。 
维瑞利奥强烈反对这种后现代观点，并针对布希亚的虚无主义断言社会仍具有 
重要性，他拒绝采用“拟像”这一概念，转而支持“替代物”这一概念（Armitage, 
2000：43）。在维瑞利奥看来，表征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坍塌，而仅是一种 
替代关系，即虚拟现实（及其依赖于技术媒介的表征）对人类互动的血肉之躯 
之现实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也是一种宗教性替代：社会的坍塌与当代世界对传 
统神圣性的逐渐排除，以及技术科学作为一种新兴替代宗教的出现有关。这一 
观点表达了维瑞利奥思想中犹如预示世界末日的色彩。

就像莱昂（Lyon, 1988： 144）指出旳，新技术中充斥了至少从培根（Francis 
Bacon）时代就存在的宗教象征，培根在其《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1627）中 
指出，科学和技术可以拯救人类从上帝的荣耀中堕落的困境。然而，技术所具 
有的巨大力量和魔力，似乎完全控制了人类，这无疑更增强了其以虚拟替代现 
实的能力。这一点，对维瑞利奥来说，就是一种新宗教形式，在这种宗教里， 
没有人是不信教（技术）者。所有的无神论者都拜倒于技术科学的奇迹，因而 
对抗这种技术宗教唯一的方式，就是选择“超凡的神”替代“机械神”（Virilio, 
1996：81）。然而，这种宗教反抗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当 
道的世界里，真正的宗教连同人性与社会都一并被系统地抹掉了（Virilio & 
Lotringer, 1997： 124 ）o

与很多技术社会理论家相比，维瑞利奥的观点是对当代人类命运的一种富 
于激情且强有力的描述，他不是简单地将当代技术驱动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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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我已经指出，维瑞利奥的技术科学观，与韦伯对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代 
价而进行扩张的担忧紧密相关。而社会“空洞化”说，则是一种更有影响力的 
社会理论。它特别关注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并倾向于将社会生活看成日渐由同

是不可避免的，更不用说是令人向往的。此外，相比很多后现代理论，他并不 
怀疑具有肉身的人类、自然和先验的现实，以及社会等都有其本体论基础。同样， 
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了对人类道德能力和潜力的敏锐洞察，并由此激发他对技 
术社会的诸多批评。他与卡斯特尔和厄里等学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上述 
东西正在经历根本性的重构。因此,他所警醒的是，在虚拟对现实的替代过程中， 
会伴随出现去人性化、去实体化和道德麻痹等现象。

当我们想到那些医学和科学实践者将行动的道德后果留给他人评估而自豪 
时，想到那些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忽略身边的一切而追求科技媒介的节目和娱 
乐时，想到那些军事技术的变革使歼灭贫民成为视频游戏时，就会发现维瑞利 
奥分析的力度是多么的强大。诚然，这一观点既具有挑战性，又具有启示性， 
但它却低估了人类对抗这一过程的能力，以及这一虚拟替代过程超出一定限度 
的不可能性。关于人类的抵抗能力，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人生活中的日常行动 
充满了社会团结、社交性和道德责任，维瑞利奥也不例外：虽然在他的著述中 
难以看出其基督教信仰，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则积极参与天主教“工人司铎”运动， 
与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一起工作。关于虚拟替代一定限度上的不可能性，我们 
可以注意到，即使是电子媒介的“网络性爱”所带来的快感，也必须依赖能够 
体验性诱惑和高潮的具有感官的物质身体。此外，维瑞利奥关于现实的实体世 
界正在妪!变成虚拟的网络世界的观点，间或反映了他思想中的社会建构论方面， 
但这与他更为基本的对人类和世界之本质的信念不太一致。因而，他所说的“现 
实是被一种社会文化生产的”(Virili。，1997： 107, Armitage, 2000： 43),与他对 
利奥塔的批评相矛盾，在这一批评中，他断言“宏大叙事”，如“公正”，是不 
能被看做文化相对主义的建构物的(Armitage, 20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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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理性主义及经济驱动的消费主义所决定，而非由技术所驱动。乔治•瑞 
泽尔(George Ritzer, 1993, 1998)的社会的“麦当劳化”，就是解释这一过程的 
深有影响力的观点。除此之外，消费主义也与“返魅”(re-enchantment)这一宗 
教模式，而不是与韦伯关于工具理性扩张的“祛魅”(dis-enchantment)模式联 
系在一起(Ferguson, 1992,Ritzer, 1999； Lyon, 2000).消费主义的宗教维度在 
对“消费大教堂”(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中那些具有强烈表现力的符号表 
征的情感认同中得以体现，但它缺乏传统宗教形式的道德严肃性，以及对人类 
潜能与极限的关注。考虑到消费主义的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不仅是一 
个消费社会，而且本身也是一个可用于消费的社会，因为作为人类繁荣之环境 
的社会，长期以来遭到了恶化。

“麦当劳化”并不单是速食行业生产、分配与消费的高度理性化模式的应 
用推广，而是这些模式已全面向整个社会进军：“在速食行业麦当劳化之后，这 
种原则又被应用到大学和医院。麦化牙医和麦化医生将廉价、标准化和可信赖 
的原则扩展到了健康行业。” (Turner & Rojek, 2001： 108)瑞泽尔(Ritzer, 1998： 
68)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地“消费最大化”，并且那些高效、合理组织、 
标准化产品的扩张——即便是定位于缝隙市场(niche market)——确保了消费 
者总能得到安全可预期的商品、服务与体验。例如“行动假期”，就是为那些渴 
望在日常工作之外得到有效、可控休息的消费者所提供的一种事先精心安排的 
拟冒险活动(Ritzer, 1998： 146； Bauman, 2002： 197).

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219)注意到公共医院里产房的麦当 
劳化。在这里，母亲的分娩以一种高度合理化的方式被组织，似乎证明了“身 
体就是机器”这一笛卡尔式的观点。由此，特纳和罗杰克也就阐明了 “麦(当劳) 
化社会”一些实体性的方面。他们的这一观点与维瑞利奥讨论的技术社会的价 
值有着某种联系，更与卡斯特尔和厄里讨论的后现代的全球网络有关系。正如 
莱昂(Lyon, 1000： 78)指出的，麦当劳是“作为后现代之特征的时空加速压缩 
的一部分二尽管巴伯(Barber, 1995)对伊斯兰圣战和“麦化世界”之间对抗的 
描述表明了麦当劳化过程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但他认为这一过程并不涉及宗教 
维度，而这则也正是他遇到挑战的地方。瑞泽尔(Ritzer, 1999： 7)指出，麦当 
劳和其他世界知名品牌，例如迪斯尼，已经变成世界上某种“最强大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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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是祛魅世界通过消费主义返魅的一部分。在这里，消费主义而非维瑞利奥 
的“机械神”成为当代世界支配性的宗教形式，尽管消费主义只是暂时激发了 
人类关于安全、可预测和秩序的感觉与承诺，但更为根本的有关存在、本体论 
和道德的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解答。就像瑞泽尔(Ritzer, 1999： 217)所意 
识到的，事实上就所有有关“消费大教堂”及商品与服务之“魅力”的讨论而言， 
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个日益被消费所覆盖的社会中，如何过上一种更有意 
义的生活。

在这方面，莱昂(Lyon, 2000： 84)认为，消费的消费主义模式表现出了一 
种“涂尔干式的神圣”。但这种说法需要一定的限定条件。这类模式与强大的符 
号表征及根据它们所产生的对他人的认同模式所激发的情感反应有所关联，从 
而明显地表现出了被涂尔干(Durkheim, 1995)与宗教相联系的一些社会能量与 
过程。然而，这类模式并没有在如下方面有多少建树：即如何处理在我们凡人 
肉身化的存在条件下的欲望、挣扎与极限等问题，并且也不能够令人信服地成 
为社会“最深刻的存在”形式。总之，这种“消费大教堂”使得所谓的“培育有 
意义的生活”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使“通过消费获得救赎”的承诺也很快丧失 
了吸引力(Campbell, 1987, Falk, 1994； Bauman, 2001 )0

当然，这也并不是像斯捷潘•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Mestrovic)所说的那样， 
这种现象不过是对涂尔干所分析的“真正”宗教过程的简单模仿，梅斯特罗维奇 
的“后情感社会” (postemotion society)观，预定了一种不太可能的对人类具身 
性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真正的情感体验将不再可能，至少集体性情感体验 
是如此。相反，这种现象表明了从人类互动中突生出来的社会生活的超灵性的 
方面，即便是在看似高度理性计划与安排的环境中也会再现，当然，这种环境 
要排除那种本身就有利于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理性操作。显然，这种对神圣 
事物的感官体验的理性化操纵并非什么新鲜事物，而是发源于17世纪天主教社 
会巴洛克文化的核心特征(Mellor & Shilling, 1997： 132)。然而，消费主义的短 
暂欢乐，非常不同于反对天主教改革所宣称的末世论，并且正如柯林•坎贝尔 
(Colin Campbell)所言，它也并没有对如何消费提供一个总体性指导，更不用 
说如何生活与死亡了。事实上，鲍曼(Bauman, 2002： 182)已经注意到，消费 
主义使人们不再考虑人类生活与命运这类严肃问题，不再去深思限制与超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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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现

问题，它使得曾是“个人逃避命运的消遣变成了社会建构的命运”。在这个意义 
上，当代消费主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努力将消费从过去那种以生存为目的的 
工具性和功能性纽带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一种能被无限建构的新的可塑性“需求” 
(Bauman, 2002： 183)0

鲍曼(Bauman, 2002)的"被围困的社会"(society under siege),不仅对消 
费主义(尽管它也有“宗教的”特征)带来的去人性化消遣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且也为我们理解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奇特结合所具有的魅力提供了一些线索, 
而上述结合正是后现代主义、后社会思潮，以及技术科学思潮的典型特征。他 
讨论了当代社会的关系、工作形式、信念和行动的模式、社会安排和承诺的“另 
候通知"(until-further-notice)的特征，在此，他指出缺乏信任是当前我们对世 
界的态度的核心特点：“任何将自己束缚在一条经不起风浪的船上的人，都有可 
能在下一次浪潮中与船一起沉落。相比之下，冲浪看来是一个更为安全的选择。” 
(Bauman, 2002； 193)有人认为，“下一次浪潮”(残酷的社会、文化、经济或政 
治变革)不可避免地会来到，而我们则无法阻止这一切(决定论)。但也有人认 
为，人们能够通过学习来适应、甚至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变革(唯意志论)。 
虽然可以与他人一起活动，但冲浪终究是一种个人行为，所以，以此为隐喻， 
我们可以将重视个体活动的“社会”称为“个体化社会” (individualised society) 
(Bauman, 2001 )0在这一社会中，社会作为超越个体的独特现象，不过是“一 
条经不起风浪的船舶”，将我们自身托付给它的举动是极其愚蠢的 
在它还没有在改革的浪潮中沉没，但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

鲍曼(Bauman, 2002： 191)指出，这种社会与涂尔干(Durkheim, 1972： 
93-94)的社会观形成鲜明对比，在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中，我们“相信我们的 
行动将会产生超越眼前时刻的后果，即它们并非完全被局限于其产生的时间和 
地点里二就目前我们所体验的“社会”而言，“社会对我们中多数人而言都是通 
过一些由并非必然是连续一致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场合展现自身的”，所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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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我们的社会境遇和经历中多元的、并常常是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的“概 
括性名称”。涂尔干认为，我们生活于社会中这一事实，使我们能感觉到那些比 
作为个体的我们寿命更长的事物。与此相反，现在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我们比 
社会的特定形式生活得更久：“也许人生苦短，但相比而言，其他一切事物的寿 
命更是令人不安的短暂。” (Bauman, 2002： 192-193)吉登斯(Giddens, 1991a) 

同样也表达了生活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的艰难，他指岀，对“本体性安全”的 
威胁无处不在，包括“彻底怀疑”，以及一种“人生无意义”的沦落。

吉登斯(Giddens, 1990,1991a)关于“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和“晚 

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中长期存在的“反身性社会”的论述,和贝克(Ulrich 

Beck, 1992)对当代“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描述，都与鲍曼的分析有着某 

种相似性，虽然他们更为细致地关注了当代社会短暂的、“另候通知”等方面是 
如何渗进制度及个人的特征之中的。就制度层面而言，社会组织开始从其本土 
背景中“脱域”(disembedded)出来，突生为横跨“无限时空域”、并由科学和 

医学等专家“知识”驱动的“抽象系统"(Giddens, 1991a： 18)。这些系统的抽 

象性和“无所不包”的特征，意味着它们必须被反身性地维持，还意味着它们 
促进反身性的进一步扩张，特别是考虑到这些系统倾向于产生新的风险、困境 
和恐惧，以及它们可以控制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承诺(Beck, 1992：22)。就个人 
层面而言，吉登斯试图以“融汇之爱”为例来说明反身性在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 
这种关系固有的脆弱与短暂性，被理解为是标示了反身性所界定的事物更广义 
的“另候通知”的特征。密切的个人联系，正如其他事情一样，因为能为个体 
提供利益，而得以存在并得到维持(Giddens, 1991a： 89)O在这里，“爱”不过 

是一种“规范力量”，以组织相关个体竞争性地和反身性地追求情感与性满足。
这种制度与个人层面彻底的反身性，是与现代性的“未来导向”的特征相 

关的——后者意味着所有的信念、价值、社会实践和知识形式都可以被改变、 
修改或抛弃，以反身性地适应已经变化的环境(Giddens, 1990, Beck, 1992, 

Luhmann,1998)o吉登斯(Giddens, 1990：38)认为，现代性和传统是不可兼容的， 

因为传统是“过去导向”的，并且易于被反身式应用的知识所解构：事实上，在 
我们现在看来属于传统的东西，往往已经被反身性彻底地重构了，从而不过是“披 
着虚伪外衣的传统”。因而，与传统密切相连的宗教，同样也日益与当代生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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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它对某些个体在解决存在论方面的问题仍有价值，但这种价值也只能按照 
当代的需求与环境对宗教进行反身式重构而达致(Giddens, 1990： 109),例如， 
宗教原教旨主义不过是诸多“生活方式抉择”之一而已(Giddens, 1991a： 143).

尽管吉登斯(Giddens, 1991a： 179)注意到里夫(Rieff, 1966)关于治疗已 
取代宗教而成为现代社会中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但他对宗教的理解从本质上 
来说是精神分析式的，建立于弗洛伊德(Freud, 1962)和埃里克森(Erikson, 
1965)的观点之上。后两者认为宗教为人提供了一种婴儿式的保护，使人免 
受残酷的生活现实的侵袭(Giddens, 1990： 104)o事实上，吉登斯(Giddens, 
1991a： 195)对“前现代”生活提供了一种本质上是弗洛伊德式的解读，将其看 
成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这些幻想保护人们抵御生活的不确定性。这就是为什 
么在吉登斯看来，尽管现代社会有着“彻底的怀疑”和反身性引起的无意义等 
特征，但是生活于现代性中最终仍然是一种自由解放的体验，充满了各种可能 
性、机会及风险。鲍曼对当代社会的“治疗”维度抱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他担 
心在一个“个体化社会”中，人们冲浪于社会与文化变革时，已对他人没有什 
么道德亲近感。但吉登斯(Giddens, 1991a： 211)则认为，这些现象是后启蒙 
时代个体从传统限制中解放出来后所经历的最后阶段，并乐于用“解放政治” 
(emancipatory politics)这一概念来指涉它们。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吉登斯(Giddens, 1990：64)关于社会学家过于强调“社 
会”的观点是有意义的：他拒绝将社会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而加以关注，相比 
之下，他更关注社会生活模式得以重构的流体动力或机制。与很多后现代主义 
理论不同的是，这并不导致虚无主义的社会建构论，因为其精神分析倾向促使 
他将这些建构看做潜在的解放。因而他认为，“我们越是反身式地塑造自身，’人’ 
或’人类’就越有可能显现其本质”(Giddens, 1991a： 217)。他相信，通过这样 
一种反身式建构，我们可以恢复在更早的现代性阶段被淹没的“道德/存在问 
题"，并能在如何把握存在自身及实践存在等方面，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 
重新进行对话(Giddens, 1991a： 224).

吉登斯的“存在”观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仍然陷入了灵与肉的二分，即人 
们在大多数情形下本质上是心灵的存在，组织着各人的自我叙事并通过认知的 
反身形式建构更广阔的世界，而广义的实体化或身体只是在那些意义的反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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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失败后才变得重要(Shilling & Mellor, 1996).这种认知导向使得他强化 
了温尼科特(Winnicott, 1965)关于儿童阶段是“形成中的存在”而非“存在” 
的心理学观点，即存在感是可以通过儿童的“照顾者”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 
(Giddens, 1991a： 39)。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就很难理解下面这样的观点，即我 
们越是反省自身，就越有可能真正地与“存在”重新建立联系。相反，我们可 
以建立联系的不过是对“存在”的某种社会建构物，这一建构物有其“本体性安 
全”，但却没有任何人类真实的本体论基础。此外，它还暗含着社会的“真实. 
也总是令人怀疑的：社会只是一种建构物，至少在前现代社会是这样，这就为 
人们提供了某种令人欣慰的幻想，使得人们在其庇护下远离存在难题。这一思 
想可以在他对社会关系本质的契约性的理解中找到：就“融汇之爱”而言，我们 
与他人建构关系并投入情感从而使他人帮助我们建构对自身及世界富有意义且 
令人满意的叙事。正如在爱里没有超灵性的方面，一般来说，社会生活也不包 
括超灵性方面。

然而,在鲍曼(Bauman, 2002： 53)看来，“人类的和睦相处具有先验条件”， 
这种团结感和归属感的问题化在当代社会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不是一种“解 
放政治”的解放资源，因为没有这些先验条件，“公正”这类概念就会变得毫无 
意义，并且个体固有的道德能力既无法发展亦无法表达出来。当代生活的反身性、 
短暂性和未来导向这些特点，麻醉了人类的道德激情和责任感，助长了人们逃 
避为自身行为承担责任的风气(Bauman & Tester, 2001),我们选择与行动的道 
德后果看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某种被看做自我陶醉且本质上反社会的单 
人游戏(game of solitaire) (Bauman, 1993： 178-179).事实上,这种非道德主 
体已经开始在当代世界流行起来，鲍曼关于当代个体的类型学划分对此有所展 
示：“流浪者”和“旅行者”只关心自身利益，很少考虑道德临近性和道德责任 
(Bauman, 1993： 142, Shilling & Mellor, 2001： 194)o 在鲍曼看来，社会学用来 
描述社会所使用的“亲密、接近、和睦、熟悉和共同参与”等图景，不仅看来古老， 
而且还牵涉一些我们无法相信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已不再嵌入于社会之中。

鲍曼认为，关于“社会”消失的争论，不能简化为社会学术语的争论，因 
为这里牵涉到处于危急之中的道德问题。尽管他对此非常痛惜，但他简单地采 
取了这样一种立场，认为世界已经改变了，因而社会学也必须作岀改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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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意味着需要抛弃过去有实指、而现在已不复如此的“社会”概念。图海纳 
(Touraine, 1989： 5)也指岀，我们需要仔细考虑社会学理论解释当代变革的适  

用性，他认为，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必须随其试图把握的现实而变。与 
一些后社会学理论家相比，鲍曼认为无从赞颂随“上帝之死”而来的“社会之 
死”，甚至他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男女工作与生活方面复兴的(微弱)希望，正 
是这些人，才有能力去抵制当前去人性化的趋势(Bauman, 2002： 51； Argent, 
1995)0

被鲍曼(Bauman, 2001： 5)视作当代“个体化”社会之重要标志的“社会并 

不提供救赎”这一咒语，证明了这种去人性化力量的存在。事实上，他对后社 
会“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 modernity)的分析，就建基于对功利主义遍及性的 

认知之上，功利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一起，磨灭了人类的志愿和 
抱负，并损害了人类团结的可能性(Buman, 2002)o然而，一种有影响的后社 

会视角却对这种功利主义大加褒扬，试图将社会生活简化为一系列“市场”。

许多争论都指出“社会”这一概念已经过时，但与此相反的是，以市场为 
导向的后社会视角却认为社会从不曾有任何实指。这并非因为这种看法赞同后 
现代相对主义或技术决定论，甚或是赞同使现代生活存在问题的现代反身性看 
法，而是因为其将所有社会现象都归结在自利和“理性”人的坚定基础之上。团 
利用哲学和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传统，理性选择理论主张以“经济人”取代“社会 
人”的概念，后者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前者则将个体看做具有与生俱来的 
作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理性”决定并据此行动的能力。在涂尔干时代，反对 
“经济人”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事业，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提供了一种分析人类行 
为的经济学路径，其哲学根源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密(Adam Smith) 

和边沁(Jeremy Bentham)的作品中，它尤为反对涂尔干主义对社会生活中超个 

人领域的关注。例如，霍曼斯(George Homans)认为“社会系统”是虚构的，“结 

构”从不做什么，因而社会学的分析单元应该是个体参与“偏好最大化交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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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行动。社会背景与结构、价值、信念、习惯、情感和宗教选择，都被解释 
为理性的、个人的和“效用最大化”的产物。社会秩序也不过是理性个体行动 
的聚集体而已(Coleman, 1990； Arbell, 1991)Bohman, 1991)Scott, 1995： 861 

lannaccone, 1997 )o

在某些情况下，对理性选择的决定力量这一关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类 
生命基本的生物学限制也被忽略了。例如贝克尔(Gary Becker, 1986： 16)认为， 

几乎所有的死亡都可被理解为“自杀”，即个体所作出的有关行动的决定没能确 
保其长寿。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特定选择(如抽烟)导致死亡(如肺癌)的特定结 
果，而是一项可以普遍应用的原则：即使达到百年高寿，也可以将死亡“解释” 
为不做某事(如吃得好，做运动)或做其他事(比如吃太多/太少，做太多/太 
少运动)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贝克尔满足于将生活和死亡简化为效用最大化, 
斯塔克和班布里奇(Stark & Bainbridge, 1987)则将这种逻辑扩展到来世。他们 

将个体看做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信息处理器”，注意到有些奖赏(比如永 
生)是明显不可能达到的。然而，对来世的宗教信念，可以作为这种捉摸不定 
的奖赏的“补偿器”，从而提供了一种潜在可靠的投资。扬纳科内(lannaccone, 

1997)也遵循这一逻辑，认为对宗教的投入在本质上与投资新房和新车并没有 
本质差别。他更进一步提出，“宗教消费者和宗教生产者形成了一个¥孩申勿”， 
宗教生产者(如教堂)必然会抛弃低效的生产模式和不受欢迎的产品，转向更 
为有吸引力和更能赢利的替代品(lannaccone, 1997： 27)O

就像波兰尼(Planyi, 2001)和更早的阿彻尔(Archer, 2000)所指出的，理 

性选择将人类看成自我导向的功用最大化者，与社会臺无关联，这种看法建立 
在什么是人这一贫瘠的观念之上。当个体看来拥有很大的力量并关注自身利益 
时，他们就被剥夺了人性中很多情感、道德、富于想象力的方面，被看做没有 
能力以真正利他主义的方式行事，并且因为其与生俱来的偏好和理性机能，明 
显缺乏发展的能力。理性选择理论的宗教“市场模型”，特别清晰地表达了对人 
类潜能的简化：如果我成为一个教堂的成员，那是因为我经过“计算”作出了理 
性选择，决定“投资”于它的“产品”，并预期在某一时刻(即使在死后)能获 
得受益。这不仅排除了遭遇某些超凡事物而改变欲望和预期的可能性，而且将 
经济计算看做世界的基本法则，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命运令人讶异的片面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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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所有现实已消失成为“超真实”的任意指涉

在这一视角下，当我们最终都实施了贝克尔所言的“自杀”时，任何人要想评 
价我们的实际生活，就只能看看我们的投资一收益平衡表并希望该表能显示出 
我们的获益。

虽然“市场社会”理论家对那些以“超真实”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建构论提 
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他们也表现出了一个类似的缺点：没有对人类各种能力 
和集体性社会形式的出现作出成比例的关注。在理性选择里，非常强调个体的 
固有性质，将其概念化为对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行动的选择能力 (Becker, 1986, 
Coleman, 1990)o然而，这不仅使社会消失在“聚合效应”和“市场”之中(Abell, 
1996),还剥夺了除理性利己能力之外的任何人性特征。情欲、哲学和道德动机 
都被排除在分析之外(Olson, 1965： 61),利他现象则被解释为伪装的利己主义 
(Shilling & Mellor, 2001： 177)。因而，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在宗教研究方面非常 
有影响，但其对人类简化的看法、以市场替代社会等特征，表明其所设想的宗 
教与社会的超灵性已没有任何联系，从而与生活偶然性内在的集体超越之可能 
性无涉，而仅仅是使“收益”最大、“成本”最小的利己的活动而已。

另一方面，关于社会建构了个体认同和一般意义的现实的看法，则非常强 
调社会的重要性，这已在社会学内取得了一定的共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不仅认可了 “真实的人类”在社会建构主义浪潮中的消失，也使社会丧失了 
真实本体。如果社会是一切的话，那么它也什么都不是。这解释了厄里(Urry, 
2000:201-2)如何将“人类”和“自然”看做社会建构物,同时既否定了 “社会” 
的任何现实性的做法(也见Strathern, 1998),也解释了哲学的后现代形式的出 
现及其社会学诉求。就这一点而言，布希亚(Baudrillard, 1983)关于“社会的 
终结”的看法——认为所有现实已消失成为“超真实”的任意指涉——就并非 
是对上述社会建构论的社会共识的根本性批评，而不过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 
果。此外，在理性选择理论那里，表面上对宗教事务的兴趣的复苏，事实上剥 
夺了宗教的任何社会与人类的真实意义：宗教神话故事的游戏可以表达对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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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
面对超出其控制的变革时并非如此无力（这是吉登斯思想的一个特色），但是人 
类确实是一个特别的非实体创造物，能反身性地建构和解构关系、信念、承诺 
和“生活策略”，在一个不稳定的风险世界以自我建构的治疗模式对理性选择理 
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进行精神分析式的重写。宗教毫不令人惊讶地在这里缺席， 
因为它与“前现代”社会对反身性、从而也对人类“解放”的集体束缚相关。然而， 
就像鲍曼所表明的，这种解放意味着道德敏感性的麻木和个人功利主义的上升， 
这种意涵未能认识到、更不要说试图为人类和睦或者关心他人的道德责任建立 
任何实体的基础。这里不仅不存在超灵性，并且不存在个体层面的灵性：认同、 
信念、意义、道德和承诺总是“另候通知”的反身建构物。

这种道德敏感性的麻木也是对“消费社会”的社会学分析的一个关键性特 
征。在这里，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制度与非理性的人类共同存在，后者对现实情

定的多元主义创造性回应，但因其不能建立在任何现实的基础上，宗教同“人类” 
和“社会”一样迷失在现代的“拟像”之中。

这些对人类和社会现实不均衡的解释，常常在社会学分析中要么遗漏人类， 
要么遗漏社会，要么两者都遗失。这种解释非常明显地表现在社会学对“古老 
社会”的拒斥和对“技术社会”的批评中对非人/人类的“混合物”的沉迷。在 
以机器为中心的社会理论中，社会被看做没有任何实体性并不令人讶异，因为 
人类也逐渐丧失了其实体性。维瑞利奧关于支配技术社会的“机械神”宗教的 
描述，在这一点上富有启发性：宗教产生于与人类偶然性和潜能的实体化和集 
体的邂逅中，并成为对人类进行技术删除的工具。.维瑞利奥作品中世界末日论 
的论调非常明显：技术宗教实际上是反宗教的，“机械神”是反基督的，这也是 
为什么他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在两者中作出选择、陷入不可知论是不可能的。然 
而与“信息社会”的很多解释一样，它也高估了技术的能量而低估了人类的力 
量与潜能。它未能察知人类如何能够“驯化”技术，而不是为其所制，使用电子 
邮件并不比打电话或写信更能重构人性。此外，它很难想象人类抛弃真实身体 
性爱的官能欢愉而选择网络性爱的电子幻想，抛弃面对面交流的温暖而代之以 
由因特网新闻组和聊天室构成的社会生活。

社会学的“经不起风浪的社会”观——正在被高度现代的“冲浪者”所抛 
试图给予“反身性”如维瑞利奥赋予技术的同等重构力量。虽然人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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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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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符号魅力的身体倾向，可以岀于功利目的考虑而被操纵。因而，消费主义 
的宗教表达了一种超灵性，但却未能严肃探讨人类的潜能和限制，仅是承诺了 
在道德贫瘠的“麦(当劳)化社会”中“通过消费求得救赎”。因而，社会、人 
性和宗教仍然是重要的，但都建立在不确定的本体论基础上。正如“市场社会” 
观一样，腐蚀性的功利主义支撑了整个人类和社会进程;与高度现代的反身性“冲 
浪者” 一样，如果以某种“有意义的生活”为目标，我们可以将其看做社会的“经 
不起风浪”模式广

总之，本章讨论的各种对人性和社会的概念化，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其 
中某些指出了生活于当代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真实问题，以及令人满意地理 
解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重要困难。然而，大体而言，可以认为它们并没有增进对 
社会价值的毁灭性批评，因为某些涉及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本体论问题并 
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陈述，或者完全没有得到陈述。事实上，尽管它们几乎都 
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维度做了某方面的阐述，但它们也倾向于选择不同形 
式的简化论，通过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简单化，使得关于当代世界激进的社会 
文化与技术转型的宏大的、也许是含糊不清的叙述成为可能。不过，为了推进 
对社会复杂性更令人满意的理解,我们将会进一步对“复杂性”这一科学观念—— 
其产生与厄里(Urry, 2000, 2003)有关

我已经指出，厄里的著作创造性地从自然科学中提取了 “复杂性”这一概 
念，但他更关注非决定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总体无序”这样的观念。在这方面， 
厄里遵循了海勒斯(Hayles, 1990： 176)、威廉姆斯和梅(Williams & May, 1996： 
160)以及伯恩(Byrne, 1998： 5)等人的路径，他们强调社会和文化理论家，特 
别是持后现代立场的那些人，如何倾向于接受混沌和复杂理论从而将混乱看做 
无序，而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将其看做秩序的前兆。在后者那里，复杂性被理解 
为决定性秩序和随机之间的领域，而非后现代主义认为的完全不可预料的偶然 
(Byrne, 1998： 16, Waldrop, 1992)o关于复杂理论的不同应用所具有的社会学 
意涵，也是变化多样的，但是像伯恩这类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对复杂理论 
的使用是与其真实含义相悖的。除此之外，厘清科学上的“复杂性”概念之真 
实含义，也有助于说明后现代立场所带有的问题。

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解释社会方面的潜在价值的兴趣正在逐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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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夸张和主观臆测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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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佐哈尔和马歇尔(Zohar & Marshall, 1994)就引入“量子社会”(quantum 
society)的概念以助于说明物理学的发展如何能帮助我们将社会理解为“突 
生性的整体二 令他们感兴趣的是，“量子现实”是“粒子”和“波”的复杂交 
织，与其类似，可以将跨越时空的个体看成粒子，将社会力量看成波(Zohar & 
Marshall, 1994： 326, Urry, 2000： 122)0然而，这种语言具有潜在的欺骗性，只 
有当其可以帮助解决关于社会生活真正的理论问题，而并非仅仅是一种社会理 
论家把玩的新隐喻时才确实有用。事实上，一些借用复杂理论的理论——它们 
断言新的“轴心时代”已经来临
有创造力的各种后现代主义(GiUette, 2002).然而里德和哈维(Reed & Harvey, 
1992： 359)以及伯恩(Byrne, 1998： 39)都看到了混沌和复杂理论中的真正潜能， 
因为这些理论使得我们领会到自然和社会在本体论上是开放的，并且是被历史 
性地建构的，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含渥但却遵从理性的解释。基于这些看法， 
我们就有可能强调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必须严肃对待复杂理论的四个关键方面 ：

首先，复杂理论使我们的注意力投向本体论：它有助于提醒社会理论家， 
无论我们如何对世界进行理论化或者使用何种特殊语言，存在问题都不能被转 
化为意义问题，因为理解社会生活必须考虑更广泛的时间的、生物的、物理的 
和进化的因素(Bergmann, 1981： 17, Adam, 1990： 43)。其次，尽管如此，这 
并不意味着社会就能被还原为生物因素等方面，因为复杂理论强化了社会实在 
论对突生性的强调。因而它使我们考虑到“社会学理论的自主逻辑”，而将社会 
现实看成不可还原的突生现象(Byrne, 1998： 47)。再次，与帕森斯这些非常关 
注“秩序问题”的“社会系统”理论家不同的是，复杂理论促使社会学家认识到 
所有突显现象的偶然性，从而就秩序和无序问题探索社会现象的模糊性(Harvey 
& Reed, 1994： 390,也见 Durkheim, 1995： 412-413).最后，“复杂性”这一科 
学概念也提醒我们，对偶然性的关注必须置于整体背景中：与后结构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将所有总体性看做文化帝国主义而加以拒绝的做法相反，我们无法在 
忽略其更广泛背景的情况下理解社会生活(Hayles, 1991： 16-17).鉴于卡普拉 
(Capra, 1982)强调将现实看做“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参见Adam, 1990： 59), 
那些极端的社会建构主义看起来非常有问题：它们对事物进行人类中心主义的 
化简，将现实的复杂性简化为其性质和起源难以说明的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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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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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3]

与对复杂理论的后现代挪用不同，这些科学发展可能确实强调了理解世界 
的困难所在，并明显地颠覆了现代科学的某些主要假设，像牛顿的时空观，但 
是它们仍然集中于把握世界的可理解性，将其看做心智独立且本体上分层的总 
体(Byrne, 1998： 159).这一点与上一章概述的社会实在论相一致：在上一章 
我们指出，人类和社会都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现实，其显著特征是具有一个超灵 
性的基础，突生出来的各种宗教会对人产生一种因果力量。由此我们可以发展 
出这样一种社会观，它会创造性地与自然科学中本体上分层的新世界观进行互 
动。实际上，当关注本体论、突生性、偶然性和整体主义时，科学上对复杂性 
的理解可以完善涂尔干、古尔维奇和波兰尼著作中的“复杂社会”概念，并有 
助于驳斥那些支持极端简化论或非决定论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看法的社会理论。 
例如古尔维奇对“复杂的、流动的、突生的社会现实”的社会实在论看法，就 
抓住了伯恩所认为的复杂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潜力这一本质观点(Korenbaum, 
1964)。然而，要进一步发展这种社会实在论，探索“偶然性”这一概念就显得 
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那些将相对性误认为相对主义、首先关注差异而非总体、 
关注无序而非有序、关注认识论而非本体论的理论家常常采纳的措辞。下一章 
我们将会指岀，对偶然性的适当理解必须借助于对本体论的彻底讨论，并进而 
意识到突生的社会现实的实体基础。

斯特尔和格伦特曼(Stehr &Grundmann, 2001)表达了对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复杂性的 
权威”的怀疑态度，认为这阻止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因为彻底理解复杂性 
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指出，相比于试图对社会现实的所有复杂性进行可靠的陈述， 
社会学家更应遵循凯恩斯的做法，后者致力于发展出一个能被证明为具有重要的实际 
效用的社会关系的简化模型.虽然斯特尔和格伦特受的这些現点提出了重要的议题 ， 
但是他们实际上也费同了简化论的路径，出于对实际效用的兴趣，曲解对社会现实的 
表征以反映分析者所持的预设.波兰尼(Polanyi, 2001)认为，这是那些将人类关系简 
化为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所犯的主要错误。
卡斯特尔对社会现实性的偏好受到艾贝尔和雷尼尔斯(Abell &Reyniers, 2000： 749)的 
指责，认为他乱槽槽的一堆陈腐而老套的看法，使得社会理论陷入不名誉的境地。
这一观点具有漫长的历史，并且不可避免地与现代“市场社会”概念相纠缠(Polanyi, 
2001),但撒切尔夫人的宣告是这种个人主义的后社会观点的主要代表，她认为“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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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社会，有的只是个体的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家庭”。就像斯特拉瑟恩(Strathern, 
1998： 65)所表达的，撒切尔夫人强调了社会根本不是具体物，而是一个抽象概念，一 
种修辞.撒切尔夫人将社会简化为无意义的修辞遭遇到很多反对意见，最初主要是针 
对她对国家提供的健康和福利的维持的看法所具有的潜在含义.然而，社会理论中“理 
性选择”形式的发展，则强化了她对社会所持的个人主义的、怀疑的态度，也使得“市 
场”成为个体为行动作出选择的背景。



第三章
偶然社会

<53>前一章的主要目标是对后社会争论提出批评，并就第一章社会实在论的核 
心观点对社会的片断化与问题化作出相关说明。尽管对后社会观点的批评贯穿 
本书余下章节，但下面各章也同样更有建设性，因为它们都关注于对社会的关 
键方面作出澄清和详尽阐述一丄当代社会理论恰恰需要严肃对待社会。此项工 
作的一个重要起点，便是需要发展出对“社会是一个偶生性现实”这一事实的 
适当理解。就像伯恩(David Byrne, 1998： 40)所言，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对混沌/复杂理论的关键含义的某些说明，是一个有价值的起点。在 
《精彩生活》(Wbnde皿4旅)一书里，古尔德(Gould, 1991： 283)描述了偶然 

性的进化模式和历史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并建议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应承认偶然 
性这一中心原则，即历史分析不能忽略如下事实：“历史的不可消除性和决定性 
的特征”，是突生形式依赖于先前状态得以发生的模式。按照这一观点，“偶然性” 
这一概念意味着拒斥过分简单化的决定论，但却并不意味着随机性或不确定性。 
更确切地说，它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事物因为与先前现象的偶然性 
联系而具有特定的形式、秩序或特征(Torrance, 1998： vii)。就社会的出现而言， 

偶然性这一概念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即社会理论需要注意先行既定因素，因为 
就像阿彻尔(Archer, 1995, 2000)所强调的，社会不是自我维系的现实，其出



60理解社会

<54>

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空间。我认为，将他们引入讨论,

现依赖于组成社会的人类。因此任何对(包括当代西方社会在内的)人类形式 
多样的社会生活之本质的评估，必须把握关注人类实体“在世”的一般性问题， 
以及我们认为的与之相关的本体论特征。社会最终是从构成它的具身存在(人) 
中偶生出来的，尽管人类自身也具有完全偶然性的特点。

就这一点而言，本章的讨论强调发展出一个对社会实体性的理解的重要性， 
并试图证明作为社会核心特征的超灵性力量也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依赖于，但 
又不可化约为拥有特定潜能和力量的人类个体。然而，尽管是作为一种从超灵 
性中突生出来的现象，宗教却更进一步地表明了偶然性的各种维度，这些维度 
对于我们如何弄清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一理解特别重要。尤其是，宗教表达了 
一种集体性活动，即处理从具身人类生活中突生出来的超凡性的“开放的”可 
能性。这一事实使其得以发展一种对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的自我理解产生重大 
影响的宇宙世界观。因而，宗教实在论将世界的本体论分层理解为包括人类与 
社会在内的万物之于上帝的创造而表现出的偶然性(Soskice, 1987, Torrance, 
1998)o这种理解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是如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感知人类境遇的偶然性。对这一点的认 
识，在宗教思想和实践中得到特别的强化，并被置于更广阔的宇宙论背景中。 
这种广阔的背景，就意味着偶然性与我们生活的终极意义并非不可共存。韦伯 
(Weber, 1965)关于宗教的神义论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涂 
尔干对社会实体基础的探索，对阐明神义论的突生特点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基础。

本章的观点从对各类理论家的批判性讨论展开，这些观点都尤为关注特 
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阿彻尔(Archer, 1995, 2000),涂尔干 
(Durkheim, 1995)和巴塔耶(Bataille, 1987, 1991)等人的社会理论，他们都说 
明了社会的具身性基础，虽然他们对具身性的看法为本书的关键问题——超灵 
性及其突生的宗教形式
是推进对具身性、社会、超灵性及宗教之间的偶然性关系的社会实在论理解的 
一种有效方式。然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区分社会现实的社会建构与社会现 
实的社会构成，后者表明了在描述社会的超灵性方面具身性所具有的核心意义 ， 
因为对社会内部存在的具身性能量的描述，像巴塔耶对社会力量的“过度”特 
征的关注，都被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以一种异于其真实特征的方式加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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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有可能基于它，但是身体顽固地抵抗

我已经讨论了社会建构主义——它赋予社会巨大的力量去定义现实、各种 
各样的身份认同、意义和价值——是如何最终导致社会本身消解为话语、意义 
和“拟像”的恣意模式。然而，社会建构论由于涉及真正的现象，因而它对社 
会理论家的吸引力并非难以把握，即其阐释的是很多我们思考、相信或体验过 
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特异性和偶然性。举例来说，我们都认可这样一种假设：如 
果我们出生于另一个社会或另一个时间，我们所秉持的价值、对自我和世界的 
构想，以及物质需求的基本构成，都会与现在迥然相异。不难看出这种对偶然 
性的认可是如何导致我们认为所有的信念、见解、意义、价值甚至现实性本身 
仅是社会建构物。就这一点而言，贝克福德(James Beckford, 2003)拒绝更为极 

端的“激进的建构主义者”的主张而采纳社会建构主义更为审慎的形式，提供 
了一种实用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更为有道理的理论路径：他对宗教和社会的 
分析，基于意义总是由人类互动构建的这一认识。然而这种对他而言仅是一种 
“分析策略”的分析路径，却悬置了人类实际特征及宗教和社会如何产生于此的 
基本本体论问题(Beckford, 2003： 4)0这意味着，除了指出宇宙的物质性这一 

现实以外(这不过是对人类看似无限的建构能力的基本限制)，贝克福德无法区 
分“激进的”和“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例如，人类的身体首先是被看做进行 
社会建构的物质场所，而不是社会和文化突生的来源或媒介(Beckford, 2003： 
208).

然而其他观点也是可能的，即将身体看做一种东西，它能证实作为生于特 
定时空终有一死的造物的人类的偶然性，身体也能将这种偶然性置于更坚实的 
基础上，而并非仅仅是物质性基础。然而，不管语言对于人类特定经验的发展 
是多么重要，我们的语言能力和潜力，及其以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方式的发展， 
都必须置于具体的、身体化的情景中，正是这种背景使得我们预先能以特定的 
方式理解世界(Howes, 1991).阿彻尔(Archer, 2000： 111)注意到，“生理具身 

并不与社会建构主义相调和
被消解为话语二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具有阿彻尔所说的“学习型身体”能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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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语言之前就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还因为与高兴、痛苦、渴望和需求有关 
的身体反应将会持续一生，从而挑战了社会建构主义者对语言的过度强调。事 
实上，即使我们具有高度发展的用于反思、话语和理论化自身及世界的能力， 
从而表现了人类的特殊性，我们的具身性也意味着我们与其他动物共享特定的 
基础特征［)1»

这并不是说社会与文化可以被简化为生物因素，因为就像莫斯(Mauss, 
1950)的“身体技术”研究和赫兹(Hertz, I960)对右手优势的跨文化研究所表 
明的，身体能力和潜力的发展方式，完全是特定社会过程的偶然结果。在这方 
面，赫兹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他发现，不管左右手的物质相似性如何，几乎 
在所有的社会中它们都受到令人讶异的不平等对待：“右手有荣誉的、令人高 

左手与此相反，被鄙视并处于低下的从属角色。”(Hertz,兴的任命和特权
I960； 89)赫兹根据涂尔干神圣/世俗的二分来分析左/右的对立，注意到大范 
围宗教形式中左手禁忌与右手顶礼膜拜的明显存在。因而，毛利宗教中右手与 
上帝相连而左手与邪恶相连的做法，也反映在基督教对最后审判的描述中：基 
督举起的右手引导被拯救的人通向天堂，低垂的左手则引导被诅咒的人通向地 
狱(Hertz, 1960： 100-101)o更进一步而言，赫兹注意到，即使在今天，仍是 
右手与婚姻有关、被用来问候他人，并且在很多文化中仅允许右手接触食物。

赫兹没有讨论的是：右手和左手的区别到底是社会建构的，还是生物决定 
的？他认为，那些与大脑功能相关而具有身体化倾向的人多会使用右手：正是 
基于这种倾向，社会力量才神圣化“右”而诋毁“左气当然，很多音乐家可以 
突破左手被社会强化为相对“无用”而自如地控制左手；赫兹认为，即便是作为 
整体的社会也可以如此。然而，身体的倾向本身并不能被社会地解构，这解释 
了为什么生活于社会中的左利手人士努力迫使自己使用右手，但却仍然更偏好 
左手的缘故。总之，即使与左右手相关的很多实践、信念、见解和价值明显是 
一种有区别的社会现象，但左与右的区别却并不是社会建构的，它是通过具体 
实际的人类倾向的社会参与而社会地构成的。

这种对社会风俗而非社会建构的关注，使得人类得以触及或联系独立于特 
定社会和文化形式的真实世界。就这一点而言，所有人终有一死这一事实是非 
常重要的。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一些观点，常常对人类的必死性感到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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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社会

特纳和罗杰克对各种社会学方案的重新评价，都集中于在人类社会构成过 
程中具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上。一些受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的各 
种社会学形式(“装饰社会学”)，非常有效地将社会和政治斗争消解为哲学和道 
德相对主义，从而使得像“人类权利”等观念显得既毫无根据又随意专断。特 
纳和罗杰克直接挑战这些“装饰社会学”，倡导一种能够把握人类在世的感官性、

甚至完全否定这一事实，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很多社会建构主义的限制(Bauman, 

1992b).当然，围绕死亡的社会和文化安排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并且许多安排 
都会提供某种永生的承诺或希望，但是老化和死亡是出生无可置疑的后果，不 
将这些问题考虑在内的某些社会理论是很难令人满意的。相反，即使像佛教与 
基督教这样非常不同的宗教，都会使得对这些事实的反思，成为其信念和实践 
系统的绝对中心。死亡不仅引起了对个体人类生活的具体限制和偶然性的关注 ， 
也引起了对社会的具体限制和偶然性的关注。

虽然涂尔干(Durkheim, 1995： 271)认为相比于不可避免的个体死亡，灵 

魂永生的信念反映了社会的永存，但他也注意到所有的死亡都剥夺了社会的 
生命力而使其“衰弱”，从而使得强化和复活共同情感的哀悼仪式成为必须 
(Durkheim, 1995： 404-405),赫兹(Hertz, 1960： 77)的论文中也讨论了与死 

亡相关的各种仪式。可以说，正如信念、实践、意义、价值和认同等是通过具 
身性这一媒介得以发展，社会自身也是一种通过人类具身性而得以构建的现象。 
社会并不像社会建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没有现实性，而只是说社会如果脱离 
那些构成它的人类具身，就不再具有现实性：它是一种偶生的实体。在这个意 
义上，身体必须也必定会成为社会理论的中心。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也可以 
发现使具身的特征和后果概念化成为可能的特定方式，明显会有显著不同，从 
而导致对社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Sh山ng, 2003)0不过，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Rojek, 2001)最近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对以“脆弱本体”为中心的具身提出了 
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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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和互连性的具身性社会理论。他们批评一些社会和文化理论未能令人满 
意地关注人类的具身，并敏锐地说明与具身相关的问题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亲密、友爱及公共的方面。由此可见，他们的这种研究极具价值。不过，他们 

保持，，社会”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却在他们引用 
某些哲学来源以概念化人类具身性时，在某种程度上作出了妥协，因为那些赞 
成“脆弱本体论”的哲学思潮倾向于发展“脆弱”的社会图像。

这种哲学来源包括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契约理论，以海德格尔、马克 
思、韦伯、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传统，及以盖伦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 
追随着霍布斯的观点，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215-216)也认为生 
命是“令人不快、残酷且短暂的”，尽管他们借用费尔巴哈的观点已经在某种程 
度上弱化了这一说法。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的感官具身性确保了人们与现实打 
交道在某些方面是令人愉悦的。他们的这种霍布斯主义立场，也被德国哲学传统 
中对人类境况中固有的弱点、焦虑和脆弱的关注所补充。盖伦(Gehlen, 1988)声 
称人类是“尚未完成的动物”，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文化制度使得他们“未完成的 
本体特征得以完成二这种观点显然与霍布斯关于人类固有的本体不安全概念相 
一致(Turner & Rojek, 2001： 32)„吉登斯(Giddens, 1991a)的社会理论中非常明 
显的本体不安全趋向，也是特纳和罗杰克的具身性社会学的核心：人类具身的“本 
体脆弱性”反映为生物的(疾病、年老、死亡)、心理的(恐惧、焦虑)和社会的(提 
供人类原本缺乏的意义、价值和身份认同)方面。然而，不管人类具身性的观点 
在某些方面是多么的令人信服，仍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所有关于人类感官在世的讨论都倾向于采取这样一种认知主义看法 ： 
将人们看做像存在主义哲学家那样，永远处于会陷入无意义深渊的边缘。伯格 
(Berger ,1990)认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意义“规范”，保护人类免于其“生物未完成” 
的“失范”现实。这种观点同样也是建立在德国哲学的基础之上，也同样对人 
类具身性忧心忡忡。尽管从社会学上意识到人类的必死性及知识和意义系统固 
有的脆弱性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却并不清楚 。 
事实上，就像涂尔干(Durkheim, 1995=268)所言，对某种与人类具身相连的“灵 
魂”(通常以不朽为特征)的普遍信奉，是社会赋予个体意义和价值的方式的有 
力证明，使得个人身份不再脆弱和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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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生的社会

阿彻尔(Archer, 2000： 18)与特纳和罗杰克一样强调“我们的具身听凭自 

然摆布”的不可避免性，但她也看到人类有机构成中的反思能力、自我意识和 
道德洞察力，使得人们更有创造性和适应性，而不是被动地受制于脆弱的本体论。 
这一点在她对与“首要的人类力量，自我意识”有关的实践本位的强调中得到

关于具身性的第二个问题是，它超越了偶然性，并以缺陷(deficiency)来概 

念化个人的社会经验：本体脆弱作为我们在世的固有特征，不仅表明个人难以 
逃避伴随其脆弱性而来的焦虑感，同时社会也无法独自彻底地增加或减除这种 
焦虑。社会能够提供一种组织形式关照这种共同的脆弱性，或者更理想地提供 
集体的保护或关心他人的安排，但是除此之外社会就无能为力。例如，特纳和 
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123)对健康持有某种程度上看比较冷酷的观点， 

认为它不过是人类最终不可回避的残疾的临时状态。他们从断言宅型本乂七的 
脆弱性开始，进而强调社会环境的不安全，即它会恶化或部分地缓和伴随身体 
限制而来的问题：没有超凡或转变的可能。总之，其脆弱的本体论限制了使社 
会不同于人类具身体验的可能性：社会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使生活少一丁 
点“令人不快、残酷和短暂”。

哈里(Rom Harre, 1979)以一种悲观情绪，强调人类社会生活的徒劳、丑陋、 

痛苦、愚蠢和潜在的愤怒。特纳和罗杰克的社会学则避免陷入其中，他们依托 
霍布斯主义契约论和德国哲学人类学，倾向于这样一种人性观：仅仅从人类的 
脆弱和弱点来诠释偶然性，从而使得作为一种人类具身能力的偶然发展的社会 
也成为某种脆弱现象。实际上，在特纳(Turner, 1991 ：x)看来，社会学要令人 

满意地解释社会复杂性，就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生活的“开放性”和“偶 
然性”导致存在的非确定性，这种非确定性是包括宗教在内所有社会制度的基础。 
与此相反，阿彻尔(Archer, 2000)的具身观强调的不是人类的本体脆弱性，而 

是其强健的本体；她的社会观强调的也不是缺陷(虽然她也意识到其限制的存 
在)，而是其突现的特征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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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Archer, 2000： 8)0在她看来，人类并非存在主义者，认知性地处理庇护 

我们免于生活固有残酷的语言文化的任意虚构物，相反，人类的自反性通过在 
世界上的实践活动得以训练和发展。她反对笛卡尔将心智从实践经验中分离出 
来，认为思想和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发展。然而，与那种认为由于我们 
的知识可以具体化从而能创造世界的“人类中心观”的假设相反，她强调与现 
实体验有关的人类局限性不会耗尽世界的一切。事实上，使得人类不同于动物 
(动物也参与实践活动)的创造力和适应力，只能因我们不断地努力在世界上生 
存与兴旺的尝试而得到发展，正是这种努力使我们能不断超越错误，并赋予世 
界以意义(Archer, 2000： 145)o

正是基于这种具身基础，阿彻尔认为“人类互动构建了人类发展的先验条 
件”，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类，无论是否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 
境，都对世界有着共同的实际的取向，藉此人类的特殊特征与力量才被自反地 
构建出来(Archer, 2000： 17)o这种“先验条件”使得社会的发展成为可能。社 

会一旦存在，就同人类一样拥有了独特的特征与力量，因为它拥有突生的结构 
与文化特性。因而，举例来说，社会不能经由规范性标签及与羞愧、自责、骄 
傲和嫉妒这些现象相连的情感能量和能力而被建构，但是这些东西却具有“从 
主体关怀与社会规范的相互关系中突生出来的社会性构建特性”(Archer, 2000： 

215)。正是由于上述相互关系，人类成为“社会性的存在二
然而在阿彻尔看来，个体变成“社会性的存在”的过程，并非仅是职业社 

会学家感兴趣的抽象现象，而是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涉及自由、自主、 
力量和限制(Archer, 1995： 1)。换句话说，我们无法逃避日常生活中“恼人的 

社会事实”，在对结构与能动性、自由与责任、解放与束缚等问题的学术分析中 
也无法避开这些社会事实。对阿彻尔来说，社会由于其固有的矛盾性而“令人 
伤脑筋二社会现实并非自我维系的，而是由人类构成的，但它却常常避开个 
人和集体的努力，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和规划相应地改变，并常常朝着没有人想 
要的结果变化。此外，社会也会限制我们的行动，哪怕我们已经反身地意识到 
我们通过自身活动构建社会的角色(Archer, 1995： 1-2).这种矛盾意味着社会 

的本质特征无法通过类比机械、语言或网络系统而被适当地把握：社会没有固 
定的部分、有序的排列或事先规划好的目标与功能(Archer. 1995： 166).社会



第三章偶然社会67

<61>

先于人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至少不可以被简化为人，社会尽管复杂且含糊， 
但却仍由人构成，从而受人类的形塑，尽管形塑的方式无法预测并且常常是非 
意向性的。

阿彻尔认为社会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它是一种突生的现实，但她也对这 
种突生现实将偶然性限制强加于个体之上的事实感兴趣：正是这种“双重”偶然 
性，使得社会生活具有不可预测和“令人伤脑筋”的特点。然而，与社会是突 
生现象的看法相一致的是她对另一事实的兴趣，即人类并非仅是社会得以出现 
的具身基础，而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其自身偶然且突生力量和特征的造物，如自 
我意识和与自然、社会现实互动的价值取向的发展(Archer, 2000： 316).正是 
这种对人类个体固有的“内在会话”的关注，使得她不同意涂尔干关于社会具 
有太多力量和特征的看法，尽管她也充分注意到社会现实所具有的独特的特征 
(Archer, 2000： 19)0不过，与阿彻尔的怀疑相反，涂尔干传统的主要思想家则 
将这种独特的特征看做培育、发展而非清除或缩减人类具身潜能的现象。

与特纳和罗杰克的脆弱的本体论不同，并且比阿彻尔关于社会突生特征 
的观点更坚决的是，涂尔干(Durkheim, 1995)、莫斯(Mauss, 1969)和巴塔 
耶(Bataille, 1991)不是以本体论的缺乏或强烈的实践倾向，而是以精力、情感 
和力量过剩的方式思考具身在世。这些学者更明确地关注偶然性而非语言的脆 
弱性，因为人类的具身性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彻底依赖之上的。由此岀发，这些 
学者还考察了持续塑造、维持、改变个体身份的社会能量交换。例如，涂尔干 
(Durkheim, 1995： 213)探讨了 “社会的激励行动”，将其看做影响我们生活几 
乎每一时刻的具身体验。这不仅与霍布斯将社会看做“令人不快、残酷且短暂的” 
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它不仅表明了社会体验丰富的生命力和能量，同时也 
对特纳和罗杰克的脆弱本体论提出了挑战，因为社会不仅是经由存在性焦虑和 
生物限制表现出的集体生活安排，而且也是一种动态的、重要的现象，它来自 
于并超越于人类具身性的体验与知识。

这种对社会突生特征和力量的关注，和涂尔干对“由真实的个人在真实时 
间真实地点具体上演和经历”(Rawl, 2001： 63)的实践活动的首要性的关注一 
样，都非常接近阿彻尔的观点。然而，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突生特征具有一种内 
在的活力，它超越了阿彻尔所言的相互关系自反模式。阿彻尔在所有人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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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互动且实践取向”的特征之中，识别出■人类发展的先验条件”(Archer, 
2000： 17),涂尔干在世的话显然也会赞同这一点。但他可能还会补充到，社会 
独特的特征将会引入更深一层的产生于并超越于个体具身特征的“人类发展的 
先验条件”。不过，他的这种阐释发展自一种非常特殊的关于个体与社会之间关 
系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遭到一系列批评。

对很多学者而言，居于这类争论中心的对“个体”和“社会”分析式的区分， 
是非常有问题的。例如，扎菲罗夫斯基(Zafirovski, 2000)就对“个体主义”社 
会学和“整体主义”社会学的区分提出了质疑。然而在另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批 
评里，斯特拉瑟恩(Strathern, 1998：63)注意到21世纪的社会理论如何在“个人” 
和“社会”之间摇摆不定，她的看法是，现在我们拒绝“社会”，也就拒绝了 “个 
人”，从而使得我们自己从这种徒劳的对立中解脱出来。在她看来，涂尔干式二 
分法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因为“社会关系对人类存在而言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 
(Strathern, 1998： 66；也见Lemert, 1995： 38 )„换句话说，前社会个人不能对 
立于与其不同的社会现实，而只能是该社会现实中的成员。理论应该关注的是 
“社会性”，而非“社会”或“个人二厄里也对这种个人/社会二分法表示怀疑。 
他认为社会学争论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相对价值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们无 
法解释当代“宗教、网络和流”的复杂流动性及其交叉部分(Urry, 2000： 15). 
和斯特拉瑟恩一样，他同时拒绝“社会”和“个人”，但他关注“社会化”而非-社 
会性”以表达当代个体交往和认同的易变流动特征(Urry, 2000： 142)。可以注 
意到，尽管这些术语发源于“社会”，但“社会性”或“社会化”这些术语的吸 
引力在于它们比“社会”更具有互动性的含义。托伦(Toren, 1998： 74)也想抛 
弃“社会”这一概念，他也认为上述术语更为“动态”，而且并不指涉一种区别 
于社会化的个人的“系统二⑵

然而，阿彻尔对涂尔干提出了更为精妙的批评。她接受了普通人日常体验 
的真实性：普通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作为个体应对自身的行为负責，同时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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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自己也是要面对所有可能性与限制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存在。阿彻尔的这种 
观点意味着，无论是“社会令人伤脑筋的事实”还是个人的现实性，都可被社 
会理论家拿来争论不休。不过她注意到，社会学家倾向于强调这种二元的一方 
相对于另一方的重要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使得“社会”消解为“个人”，集 
体主义者则强调社会包罗万象的力量，个人仅是等待被社会理论型构和赋予本 
体的“不确定物质二在她看来，涂尔干是这种集体主义“下行合并”的具体 
体现(Archer, 1995： 2-3).按照这一批评，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性的解 

构，实际上根源于涂尔干将个人还原为社会动力学的附带现象的做法(Archer, 
2000： 19)0

然而,与这种观点相反，可以注意到：涂尔干(Durkheim, 1995： 275)强调 

他对社会力量的关注并不否定“个人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如果不是由有区别 
的个人构成，那么将没有社会生活，个人之间差异越大，社会生活就越丰富气 
此外，他否认个人心理生活只从社会中产生：他关注相比于动物而言人类心理 
生活的巨大发展，并且纵观人类整个历史，个人心理生活作为对社会交往的具 
体倾向，产生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形式，进而反作用于个人，改变其自身体 
验并改变着这个世界。这种社会交往越发展，个人的体验、表征和选择就越丰 
富而多样(Durkheim, 1984： 284-285).另外，与斯特拉瑟恩、厄里和托伦眼 

中涂尔干的社会“静态”图像不同，他对人类的“人性二重性”特征的看法，明 
确地表达了关于存在形式(社会)超出个人，而又在一个持续动态过程中依赖 
于个人的具体倾向。就像莫斯科维奇(Moscovic, 1993： 20)所指出的，正是涂 

尔干认识到“我们所产生的激情，在无数的行动和无数的场合中将我们编织在 
一起，与之相伴的则是社会从我们之中产生了出来。以这种方式和他人联系并 
吸引在一起，我们感觉自身是不同的，而且看起来也是如此二这样看来，“个人” 
和“社会”既不能相互识别，也并非牢固的二分现实。个人的“灵性”和社会的 
“超灵性”都各成一体，社会则依赖于构成它的个人，即使它能超越并改变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耶和凯卢瓦(Bataille & CaiUois, 1988)对这种涂尔干主 

义观点的发展，他们强调了这种关系的动态性：社会是一种“复合存在”，因为 
它比构成它的个人更为强大，个人是社会的具体体现。理查德森(Richardson, 

1994)注意到，巴塔耶的观点不仅是对涂尔干思想的发展，同时也与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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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毕勒(Mabille)的观点相似：“个人”与“社会”的分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 
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之间关系的动力机制，然而，这些关系最 
终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冲突。巴塔耶认为个人是社会性的存在(Richardson, 1994： 
29.见Mabille, 1997)。在涂尔干那里，至少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被还原为社会, 
同样社会也不能被还原为个人，而只是意味着个性是一种内在的社会现象。不 
过，正是对社会生活之核心的神圣的阐述，涂尔干才发展了他关于人类身份中 
固有的社会性方面的观点，这种阐述有助于说明试图把握社会偶然性的各种尝 
试，为何必须探讨人类关系中的宗教维度。

社会特有的超精神性这种观念，赋予社会生活以无可逃避的宗教维度。人 
类互动并不仅仅是拓宽我们的眼界以超出自身直接的感知与渴望，而且还能根 
据集体特有的能景的影响改变我们的视野：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就意味着去体验 
那种被涂尔干理解为宗教核心特征并界定为神圣体验的自我超越。不过，涂 
尔干著作中的宗教维度引发了诸多争议。例如，对社会力量“宗教”特征的关 
注，令其陶醉于将社会奉为神明，将其看做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事物，具有现世 
宗教赋予诸神相同的神秘而魔幻的力量与特征(Ginsberg, 1956： 51,见Evans- 
Pritchard, 1956： 313, Lukes, 1973： 21)。在图海纳(Touraine, 1989, 1995)看来， 
将社会奉为神明仅仅反映了古典社会学里部分世俗化的特征：“社会”填补了基 
督教终结留下的神形孔(God-shapedhole),以社会秩序替代神圣秩序。

显然，社会学早期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经历着并关注着西方社会明显的 
世俗化，而且人类社会秩序充满神圣恩典和末世希望这一中世纪观点被这样一 
种社会观所取代，即社会是一个人们置身其中，其能力通过各种历史的可变形 
式得以成型和表达的世俗环境(Shilling & Mellor, 2001： 5).然而，涂尔干在 
说明社会持久的宗教维度时，并非简单地以“秩序问题”填充神形孔。图海纳 
(Touraine, 1995： 352)遵循帕森斯的看法来理解涂尔干的社会观，即把社会看 
成是一种规范性整合，将个人整合进社会秩序里。然而，这是对涂尔干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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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因为涂尔干不仅关注秩序问题，而且也给予偶然性问题以同等程度的关注。
涂尔干把社会与“宗教”力量的传播联系在一起，背后潜在的目的不是澄 

清社会秩序的功能性要求，而是试图阐述那种个人借以成为“社会性存在”的 
动态的、偶然的过程。正如波吉(Poggi, 2000： 85)所指出的，在涂尔干那里， 
社会“并不是实体性地存在于空间之中”，而是应被设想为“ 一个过程，一些事件. 
一系列活动。社会应该被看做能量流而非一堆物体”。社会的这种活力尤见于神 
圣与凡俗的对立，这种对立被涂尔干界定为宗教思想与实践的显著特征。在他 
看来，集体生活固有的超灵性，意味着社会总是具有宗教特征，但是将社会划 
分为神圣和凡俗两个部分，则表明人类试图以信念、神话、传说和教义等形式 
来表达他们对灵性的体验(Durkheim, 1995： 34)0然而，这些表征是对缘起于 
人们之间关系的强大情感和能量的具体体验。

涂尔干描述了 “欢腾”集会传染性的、通过仪式活动定期复活的情感能量 
中神圣的起源，这种描述表现了他的动态的、具身的社会观。神圣通过传染得 
以达成，并作为在社会生活中流通的强烈的情感性能量被传染性地散播开来 
(Durkheim, 1995： 328)0 在涂尔干(Durkheim, 1995： 352)看来，这种进程将 
集体主义付诸实践，聚集个人，并熔炼集体的目标感和认同感。神圣作为这一 
进程的符号性表征，因而表现出了社会构成、发展和维持中基本而普遍的东西 ， 
虽然涂尔干也强调了在情感能量和观念因素方面神圣和社会的偶然性。首先， 
社会力量随着时间会丧失能量，如果社会不想衰退的话，这种力量就需要再次 
补足(Durkheim, 1995： 342).其次，巷兮咨：瞥争必须通过对集体的信念、传 
统和抱负的支持而使之活跃于个人的心智中，否则社会就会死亡(Durkheim, 
1995： 351)。正如波吉(Poggi, 2000： 88)指出的，偶然性问题在涂尔干对现代 
社会的反思中显得格外尖锐。考虑到现代性的“道德平庸”、去基督教化和集体 
生命力的丧失这些特征，他指出现代社会的脆弱性质，但仍然认为“有创造力 
的欢腾”时代会再次出现(Durkheim, 1995： 429).他以法国革命为例进行了讨 
论(Durkheim, 1995： 430),蒂尔亚基安(Tiryakian, 1995)也以同样的术语讨 
论了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假借天鹅绒的滑顺质感，带 
出革命主张——和平转移政权——特指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东欧国家先后发 
生的政治变动)，但是正如科林斯(Collins, 1988)指出的，这种欢腾并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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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于如民族国家那么广大的社会形式之上。确切地说，它可以出现于很多不 
同的社会形式中。

巴塔耶和凯卢瓦(Bataille & Caillois, 1988： 77)试图在社会学研究院中建立 
“神圣社会学”，集中关注“整个社会的共同运动二 这种尝试反映了他们对有 
创造力的欢腾形式的持久意义的看法。就像凯卢瓦(Caillois, 1988a： 10)所指出 
的，对这种形式的社会学的关注，可以纠正对“整个现代集体生活其最重要的 
方面、最深层的层面”的忽略。遵从涂尔干对宗教的研究路径，这个研究院试 
图揭露作为社会存在显著特征的“吸引与排斥中的基本现象” (Caillois, 1988a： 
11).他们并不把这些现象理解为民族国家，而是将其理解为挑战了民族国家, 
如果不是一种威胁的话。对这个研究院而言，神圣的“流行病传染”，表明了对 
现代民族国家原子式、个人化和“失贞”世界的反抗(BataiUe, 1988a)。

对涂尔干的神圣观的这种解读，使人们注意到那种认为涂尔干将社会“奉 
若神明”的看法的误导性。人们经常用一种简单的公式来概括涂尔干的思想 
——“上帝”是社会，因此社会是“上帝”。对涂尔干而言，神圣在某些社会背 
景下可能象征性地表现为全能的神性，但现实是，神圣是个人得以成为“社会 
性的存在”的动态的、传染性的并常常是含糊不清的进程的表征，这一进程是 
社会构建和人类社会生活具身体验之核心，但与特定的社会构成和结构之间存 
在着一种偶然性的关系(Durkheim, 1995： 420)。他关于“社会对其成员就如上 
帝对其信徒”的宣称，使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但他 
试图表达的是社会(如同上帝)可以培养一种尊重、依赖、道德责任和自我束 
缚的感情(Durkheim, 1995： 208)。然而，他对神圣的學樱単的强调，却又是 
易变的、具有潜在的破坏力的、既能产生“焦躁不安”又能产生“极度愉悦”， 
不仅能分裂人们，还能团结人民。他的这样一种强调，不仅表明将其对宗教和 
社会的解释与对社会秩序的简单规范性强化相联系的不可能性，也表明了社会 
自身一种核心的含糊性性质(Durkheim, 1995： 417).社会能量也许能提升道 
德敏感性、自我牺牲甚至英雄主义，但同时也会导致野蛮、暴力、压制和狂热 
(Durkheim, 1995： 213)。社会，由于具有上帝一样的特征，所以在涂尔干的社 
会学中仍然是一种复杂含糊的现象。这种关于社会的模糊性，可以通过审视巴 
塔耶对涂尔干“神圣”概念的修订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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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理査德森(Richardson, 1994： 34)注意到的，巴塔耶眼中的“神圣”， 

是“使得社会的团结和持续成为可能的基本要素二然而，与一些涂尔干的追随 
者相反，巴塔耶也对涂尔干强调的“神圣”只能在与“世俗”相联系时才能被完 
全理解这一观点非常感兴趣。这一理解以两种方式起作用。巴塔耶认为，对于 
社会“世俗”本质的现代假定具有内在的矛盾：世俗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 
为“世俗”是相对于“神圣”而界定的，因而“世俗社会”其实就否定了其本身 
(Richardson, 1994： 49)。不过在巴塔耶看来，虽然神圣是社会的同一性和联合 

的方面，但这种连接通常发生于正常存在的边缘，在这里，不同的现实性在宗 
教对产生于人类具身的过剩能量的调解中相遇(Richardson, 1994： 34)。因而, 
“神圣”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它是社会的中心，而遭遇于社会边缘。因此，巴 
塔耶认为这构成了现代生活的“悲剧”。

巴塔耶思想里的这种“悲剧”常常被误解，特别是被那些声称他是后结构 
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所误解。正如理查德森(Richardson, 1994： 5)所言, 

那些采用这种方式的人，是通过布希亚(Baudrillard, 1993)、德里达(Derrida, 

1998)和福柯(Foucault, 1998)等人来解读巴塔耶的。所有这些学者做了很多工 

作以扩大巴塔耶在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中的影响力，但他们关注萨德和尼采的 
影响力而倾向于忽略涂尔干的影响，并且他们并非全心投入巴塔耶的理论而是 
试图根据自己的目的有选择地吸收。例如，布希亚省去了巴塔耶作品中的道德 
维度，以及巴塔耶复兴团结的神圣形式的渴望，从而主要是关注否定性，并利 
用巴塔耶来强化自己的“社会的终结”这一观念(Richardson, 1994：5)O类似地， 

福柯借巴塔耶来强化他自己的将“社会”(和“个人”)还原为话语概念，这完全 
对立于巴塔耶讨论的本质，他发展了巴塔耶的“越轨”概念，但却忽略了它与“禁 
忌”之间相互缠绕的密切关系(Richardson, 1994：7)。因此，虽然诺伊斯(Noyes, 

2000)通过修正这些误读从而开始了对巴塔耶的讨论，但他仍将巴塔耶看做后 
结构主义者，并遵循福柯的看法，将巴塔耶看做是越轨和不受限的否定性的预 
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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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追溯为(多少有些时代错误的)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他对现代社会的批评，并 
非建基于福柯的反人文主义和对“总体性”的哲学拒绝这些术语上，因为巴塔 
耶的所有阐述都集中于对整体感的澄清与追求(Richardson, 1994： 7-8),因而 
他的批评的基础建立于他的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现代性系统地遏制了社会的 
神圣基础，从而剥夺了我们实现全部人类潜能的手段。巴塔耶(Bataille, 1991) 
并非否定性的预言者，他的社会学(BataiUe, 1991)从根本上来说源于涂尔干对 
其他事物得以出现的具身性的“生活欢腾”的关注，并且挑战了功利主义和个 
人主义对社会的描述，因为它们将社会还原成个人之间的契约安排。在这方面 
他比涂尔干走得更远，他勇敢地面对涂尔干曾试图置之不理的问题：在这样一 
个“上帝死亡”、功利超岀价值、个人生活空前原子化和无意义化的世界里，神 
圣(从而社会)如何能够复兴？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将社会理解为一种偶 
然的、固有的宗教现象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巴塔耶看来，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是生命与死亡、意义与无意义、可能 
性与不可能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一系列的基本对立。他对这些对立的洞察， 
塑造了他的社会观，即“消极”解构的冲动和“积极”信奉之间的张力。前者质 
疑所有的意义、价值和知识，后者则将社会看做一种人类得以实现其作为存在 
的最深层、最深刻本质的创造性力量。他这种社会观的哲学来源，倾向于强化 
其思想中的消极部分，而其产生的社会学影响，则为他的思想提供了更为积极 
的部分。与很多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其作品的解读不同的是，我们 
在评价巴塔耶的观点时，应将上述这种有创造力的两极的张力牢记于心(参见 
Besnier, 1995, Hegarty, 2000)0总而言之，巴塔耶作品中的不同要素让我们注 
意到那些可被视为社会超灵性维度的社会力量和能量之传播的重大社会学意义， 
尽管这种意义常常被功利主义研究现代社会时所模糊，或是被那些从表面现象 
来看待所谓的世界世俗化的社会和文化理论家所忽略。事实上，在巴塔耶看来， 
这种“世俗化”需要再解读，是与具有强烈的神圣/世俗对立色彩的社会“异质 
性”相对而言的社会“同质性

“异质性”在涂尔干对神圣的阐释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强调神圣与世 
俗的关系是绝对的异质性关系(Durkheim, 1995： 36)。正如赫加蒂(Heg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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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9)所指出的，巴塔耶通过对这种神圣/世俗关系的再度概念化，使得“异 
质性”概念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即当其“强烈”对立时是“异质的”，“微弱对立” 
时则是“同质的”。⑶由于现代性日益成为同质社会，由异质性活动激发的集体 
欢腾愈发少见，进而导致社会的衰退(Richardson, 1994： 35)。另一方面，一个 
真正有活力的社会，是可以容纳可能会威胁其秩序和稳定的异质性的，并由此 
实现那些首先使社会存在的社会力量的真正本质：排斥成为吸引，社会获得新 
生(Bataille, 1988b, 1988c).神圣与世俗的异质性，因而就与社会创造与消解 
的偶然性进程联系到一起。

鉴于异质性只能在与神圣和世俗的联系和对立中得到理解，因而很明显的 
一点是，不能仅仅将异质性与单一的神圣相联系。重返作为巴塔耶异质性概念 
之来源的涂尔干那里，赫加蒂(Hegarty, 2000： 29)认为，这种异质性明显存在 
于在涂尔干对神圣本身以社会善意或恶意所表达的“纯净”和“非纯净”形式的 
阐释里。然而与这种观点相反，这些形式显然不是异质的，因为它们仅是神圣“模 
糊性”的多种表现，而非根本上有差异的现象(Durkheim, 1995：412)。类似地, 
巴塔耶认为神圣本身不能与异质性相联系。诺伊斯(Noyes, 2000： 45)在后现代 
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将巴塔耶的异质性概念从神圣/世俗对立的强烈遭遇这一 
社会背景中移出，将其阐释为对“差异”概念的一种一般价值化(以德里达的方 
式)，但这并非巴塔耶作品的本义。

在巴塔耶看来，神圣表明的并非“差异”，与此相反，表明的是手？井的隼 
续性。他认为，这种连续性在动物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每种动物生活在世界中 
• • ・ ・ ・ 

弥售罗氏米単丁样。”(Bataille, 1992： 19,着重号为原文所加)然而，这对人类 
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体验。与动物世界的“内在性和即时性”不同，人类生活是 
以一种自我觉醒的形式使得其他存在和现象成为区别于我们自身的“事物”，从 
而打破了未分化的连续性(Bataille, 1992： 23-24).这种使现象客观化的倾向， 
伴随着使用工具的进化而发展，并被语言进一步促进，从而强化了主体一客体 
的对立(Bataille, 1992： 27, 31).因而，人类的这种神圣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动 
物世界的内在性，这完全是因为人类距离动物世界是如此的遥远。和涂尔干一样， 
巴塔耶强调神圣对人类而言的模糊性，因为它承诺恢复亲密和连续性，从而吸 
引着我们，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危险，威胁着人类特有的意识、差异和功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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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社会(Bataille, 1992： 36).因此，遭遇神圣就是遭遇异质性，这并非因为 
神圣本身代表了异质性(它代表未分化的连续性)，而是因为神圣和世俗之间的 
对抗是如此的极端。

就此而言，宗教的目的是表达人类对回到未分化的连续性的渴望，并提供 
使这种体验成为可能的手段。例如，献祭的仪式功能是从功利的世俗世界中找 
到一个祭品，通过使其返回神圣连续性的“亲密状态”从而作为一个“物品”加 
以毁灭(Bataille, 1992： 43)。这种解构威胁着既存的社会秩序，但同时揭示了 
并非是“事物”的生活的“不可见的光辉”，由此使得个人面对一个超出他们自 
己狭隘体验、目标和渴望的世界(Bataille, 1992： 47)0解构与卓越创造力之间 
的张力，在节庆日中也很明显。在这里，“巨大的欢腾”被释放，使功利社会和 
产品社会无可逃避地直面“消费纯粹荣耀的传染性运动”(Bataille, 1992： 52- 
53)。这种节日，作为“人类生活的融合”，试图调解人类的“永恒问题”，即完 
全沉溺于内在性会剥夺我们的人性并使我们回到动物状态，另一方面，功利世 
界则把我们简化为事物从而否定我们的人性(Bataille, 1992： 53 — 54)。在巴塔 
耶看来，这种节日并非完全回到内在性，否则这就意味着回到动物世界，而是 
与神圣的结构性和解，这种神圣表现在那些强化社区精神状态的相互亲密性的 
巨大热情之中(Bataille, 1992： 56)。

然而，如果宗教反映了一种欲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回到逝去的连 
续性与亲密性的手段的话，那么它也可以反映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是“非连续”的。 
例如“上帝”这一神学概念表面上反映了遵循造物主意志的所有现象的统一感， 
但是，巴塔耶认为其反映了非连续性，因为上帝独立于、区别于其他“事物” 
(Bataille, 1992： 33).新教的“上帝”概念就是这一非连续性的极端例证，它相 
对于自己的创造物而言是完全超凡的，后者则完全按照工具准则运作(Bataille, 
1992：89)。因此，尽管宗教在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中极其重要，但有些宗教形 
式也会成为这种发展的障碍。从这一语境出发，我们就会觉得巴塔耶对基督教 
具有显而易见的敌意。实质上，他反对的是基督教的宗教性还不够(Bataille, 
1987： 32, Richardson, 1994： 115)。他对基督教的欣赏之处在于其提供的“最终 
将自私的非连续世界还原为充满爱的连续王国”的希望(Bataille, 1987： 118). 
不过，他认为基督教向世界妥协太多。这不仅源于它对“上帝”的假定以及强



第三章偶然社会 77

<70>

着魔社会
巴塔耶对基督教的反感充满了含糊性：他年轻时充满激情地皈依天主教，后 

来信仰的丧失则贯穿在他的写作之中，这表明他对“上帝之死”的接受与而后后 
现代主义作品中反讽式的虚无主义非常不同。然而，巴塔耶将基督教理解为对神 
圣的起序(Hegarty, 2000： 91),这就与涂尔干显著不同，后者视神圣为理解宗教 
的一种方式而将之引入讨论，而不是将神圣作为评判宗教的方式。因而，尽管 
巴塔耶的理解有助于说明人类具身在世的偶然性，以及从超灵性基础上产生能 
量传播的社会的连续性，但他在诸如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为何能拥有如此强大的 
社会影响力，或者这些宗教形式如何能増加我们对人类本质和社会偶然性的理 
解等方面，却并不能够提供多少有益的建构性的说明。这种缺陷在其他形式的 
社会理论中也很明显，甚至当它们并未采纳过分简单化的世俗化观时也是如此。

化主观/客观区分的神圣“事物”的整体系统，而且还在于它延长了个体存在， 
甚至直至死后进入的天堂和地狱(Bataille, 1987： 120).在巴塔耶看来，宗教的 
目的并非确保个人的永恒生命，而是提供一种个性相对于未分化的神圣连续性 
所具有的相对性的手段。

因此，基于涂尔干的思想，巴塔耶试图拓宽我们关于社会和人类现实的感 
知，从而把握人类具身在世特有的潜能，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的限制。在这里， 
社会领域固有的“过剩”或“过量”能以动态的、相互关系的方式被理解，尽 
管这与功利性地理解(误解)自身的社会相反，后者否定超灵性力量的现实性。 
如此看来，如果说现代社会是“脆弱的”，它也并非如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所认为的由于人类本体论的束缚所以社会有着自身内在的限制， 
而是因为社会无法囊括人类的所有可能性。然而，对涂尔干，以及在某种程度 
上对阿彻尔而言，这种失败(无法囊括人类的所有可能性)显著地表现在对宗 
教的现代性忽视上，而正是宗教有效地处理了从社会现实中突生出来的人类各 
种潜能，另一方面，对巴塔耶来说，“神圣”概念已脱离于现存的宗教形式。这 
种分离弱化了巴塔耶帮助我们理解像基督教等当代宗教形式社会力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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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对宗教在社会和社会学上的意 
义的阐释也是含糊不清。尽管将其阐释定位于涂尔干对将个人连结为社区的欢 
腾能量的强调，并承认巴塔耶将其发展为“一般经济”的过剩能量理论(Turner 
& Rojek, 2001： 130： 217),但他们仍然将宗教的本质与外在于社会的某些东西 
相连，即“作为所有灵性基础的无媒介内在体验”，从而剥夺了宗教的任何基本 
社会或社会学意义(Turner & Rojek, 2001： 131)。可能这反映了特纳(Turner, 
1991： 10-11)的韦伯社会学方法情结，这种宗教观点在理论上倾向于与基督教 
的新教传统保持一致，虽然它并不赞同通过教堂获得救赎的天主教观点。当然， 
也不能简单地给它扣上涂尔干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社会本质的帽子。这些不同 
的社会学立场，也反映出对人类具身持有的不同观念。与涂尔干不同，韦伯的 
著作中具有如下特征：对调和人类理性与情感能力可能性的深刻怀疑，并对作 
为个人品质的克里斯玛式宗教性与剥夺其力量的社会理性化模式之间张力的敏 
锐感觉(Shilling & Mellor, 2001： 73)。

此外，虽然涂尔干主义传统将宗教看做所有社会的基本特征(因为这是创 
造社会的社会能量的必然的一部分)，但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218)则强调“人类宗教的隐喻现在大部分都已过时了”。然而与此相反，除了 
对诸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欧洲内外的宗教在当代所具有的力量的质疑之外 ， 
他们还注意到如克里斯蒂瓦(Kristeva, 1986)等学者的思想，这些学者广泛地借 
用基督教神学主题来发展当代文化理论中新的思考方式。再者，他们也通过询 
问“什么最好地隐喻性地表达了脆弱性、不安全和互通性之间的联系”这一问 
题，将他们自己的脆弱的本体论与基督教思维联系起来。“一种回答是在十字架 
上被钉死的基督，神的羔羊，他用自己的身体使我们可能得到永生"(Turner & 
Rojek, 2001： 217)o总之，他们的具身观点以脆弱的本体为中心，因为它限制 
了社会能赋予个人的东西，为处于社会动力学之核心的宗教留下了极少的阐释 
空间，尽管他们被宗教表现出的力量部分地说服认为这应当如此。

与特纳和罗杰克不同，莱默特(Lemert, 1999： 249)对宗教相对于具身和社 
会所具有的意义做了清楚的阐述。他认为，社会中的人类受限于其对共同体的 
依赖这一事实，每一个共同体又受限于它与他者因境而异的关系。莱默特的观 
点表现出的不是“脆弱的本体”，而是偶然的本体。这样看来，宗教并非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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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偶然性的枣咨，而是人类偶然性得以社会性地相遇的手學。例如，莱默特 
(Lemert, 1999： 261)将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梦想与“天堂”的宗教隐喻做了比较， 
认为前者单纯地传达了人类的抱负，后者则调节着希望与伴随人类具身性而生 
的共同偶然性这一无情现实。虽然莱默特认为涂尔干没有足够地强调这种偶然 
性的全部含义，但波吉(Poggi, 2000： 85)指出，涂尔干事实上已强调了不仅是 
个人而且“社会也是偶然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在知识社 
会学中达到顶点的原因：人类的宗教特征不仅说明了包括意义、身份和知识得 
以构建的集体意识形式在内的社会具身存在的真正特点，而且还标志着在普遍 
的相互依赖链中人类生活的潜能和局限(Durkheim, 1995： 432)。

阿彻尔(Archer, 2000)对宗教的阐释，在很多方面与涂尔干非常接近，尽 
管她批评了涂尔干的“向下合并”。像涂尔干一样，她也强调宗教产生于实践基 
础，指出宗教知识需要的是对神圣的“感觉”，而不是关于神圣的前置知识|需 
要“知道如何”的灵性活动，而不是对抽象原则的认知接受。这撇开了理智与 
情感之间的区别，从而挑战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正如 
她所表达的，“除非我们已经是情感性动物，否则没有任何知识可以使我们感动” 
(Archer, 2000： 185)o这与涂尔干(Durkheim, 1995)对后启蒙的宗教观点的批 
评产生了共鸣，涂尔干认为后启蒙时代的宗教观集中关注信念和思想，而不是 
人类的行动和情感倾向。

沿着这一思路，宗教是“实践的法典化，因而并不存在无礼拜仪式的宗教” 
(Archer, 2000： 184).这种法典化促进了美术、音乐、建筑、艺术品和其他文 
化形式的发展，而“教堂”的制度化则通常与“教士身份”相联系以监管法典 
的实践(Archer, 2000： 185)0然而，不仅这种发展会反过来对实践活动产生影 
响，详尽说明具身关系的新形式和新的身体实践，而且宗教的本质也完全是具 
身性的。以(天主教)基督教传统为例，阿彻尔(Archer, 2000： 86)注意到，基 
督教生活的实践作为对完整的人的具身承诺，“如果被碎片化为认知的前置’赞 
同语法’和规定行为的现代十诫，它就被扭曲了”。更确切地说，基督生活的真 
实中心存在于祷告、朝觐和冥想的肉体规训之中，特别是存在于对圣餐里基督 
身体的肉体性接受之中。阿彻尔的这一论点不仅与涂尔干相一致，而且与基督 
教实践的神学、哲学和历史性阐释的全部传统相一致(参见Mellor & Sh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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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将他们表示为社会的谓词”这方面是有过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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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但是阿彻尔(Archer, 1995： 38)认为，涂尔干在“将个人特性(思想、信念、 

感觉)胡乱堆塞为集体
这一观点反映了她试图给予个人更多的、超出她认为涂尔干会允许的自主性， 
从而截然地将她的宗教观点与涂尔干的区别开来。她批评他试图“发现导致人 
类宗教情感出现的原因”，指出这种结论是预先判断的：唯一被考虑的原因是 
社会，所以毫不惊讶的是宗教情感具有社会原因(Archer, 1995： 291)。她反对 
这一看法，并指出了那种考虑的可能性的做法的重要性。这种“个人真实体验” 
并非因社会原因而产生，但它有利于个体追求或回避某些社会实践，从而使其 
选择的存在于社会世界的方式显著不同(Archer, 1995： 292)。事实上，在阿彻 
尔看来，这种可能性表明了“成为人的魅力”：人类具身使个人预先倾向于对世 
界有一种“基本评价”，激发出构成我们“具体特质性”的“内在会话”(Archer, 
2000： 318-319)O

就其本质而言，阿彻尔想表达的是，宗教得以产生的实践活动并不能等同 
于社会，尽管在我们生活的多数情况下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相纠缠，因为这是 
具有前社会源泉的人类具身的一个特征。因此，个人拥有真实的宗教体验(例 
如，可能遇见上帝)是可能的，这种体验可能并不具有社会原因，即便是这种 
体验在其他方面具有彻底的社会性(例如，参加仪式，从神学上反思上帝的本质， 
试图如上帝所希望的那样生活，等等)。当然在另一方面，涂尔干似乎完全用社 
会力量，而不是那些宗教践行者的信念来对宗教“现实”做了一个无神论的和 
理性主义的界定(Lukes, 1973：461)。此外，虽然他认为人们合法化了仪式和神 
话并对此忠实接受，这种接受的原因可能是——并不一定是误解，但他仍然认 
为我们在基督教神学里发现了一个“完全按照人类要素建构的”上帝(Durkheim, 
1995： 2, 64)。

尽管涂尔干详细地阐释了其个人的无神论，并且他将上帝还原为社会的符 
号表征也得到精心构建，然而，他的宗教理论中是否考虑到(以某种发展的眼 
光来看)阿彻尔上面所说的“内在会话”的可能性、甚至宗教以超凡形式表达某 
些真实事物的可能性等，并不那么清楚。像阿彻尔一样，他也强调社会作为一 
种突生现象得以出现的自然现实(Durkheim, 1995： 17),像阿彻尔一样，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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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社会
正如苏珊•斯特德曼•琼斯(Suan Stedman Jones, 2001： 70)所力证的，对 

涂尔干而言，人类知识和体验的特定要素不可化约为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形式， 
但却可以理解为普遍的人类特征，并先于体验的社会制度化而存在。她认为， 
意识，即使是集体共享的意识，都有必要嵌入具有这些能力的人类行动者中， 
这种嵌入首先确保了表征成为可能，同时也确保了现实，即使是集体构成的现 
实，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表征(Jones, 2001： 70-71 )o因此，正如琼斯(Jones, 
1999：81)指出的，涂尔干也许会认为人类本性的可塑性比想象的要强得多，但 
他也断言，这“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成为任何事情”。在这里，人类信仰的能力 
尤其重要：信仰系统的特定内容可能是社会性构建的，但如果没有相信这是人 
类具身性之内在方面的分析性先验能力，这种构建进程也是不可能的。因而， 
他没有认为信仰的能力是社会构建的，而只是认为信仰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所

人类二重性观也强调前社会中个人的具身能力和潜能，并着重指出我们在社会 
中遭遇到的宗教信念的力量“不能增加任何自然的生命力”，而“只能释放我们 
已经具有的感情力量”(Durkheim, 1995： 419)。因而他强调指出，个人并非完 
全由集体力量所构建，存在于我们之中的既有纯粹的个人意识，也有纯粹的集 
体意识，前者构成了我们个性的基础(Durkheim, 1984,61).事实上，涂尔干 
认为，个人仅是集体意识的“工具”这一看法，与他所珍视的人类自由的观点 
是相矛盾的(Stedman Jones, 2001： 7)。因此，他雄辩地以阿彻尔所讨论的“内 
在会话”为前提，因为没有这一点，个体就根本不具有现实性。总之，我们可 
以认为，涂尔干并非在“将个人特性(思想、信念、感觉)胡乱堆塞为集体” 
方面是有过失的，因为他承认它们在个体中的位置：他强调的东西与阿彻尔的 
一样，即构建这些从个人与社会力量相互关系中突生出的个性特性的社会力量 
(Archer, 1995： 38. 2000： 215)o然而，阿彻尔著作中的一些论述，间接地使我 
们注意到涂尔干没有对信念进行足够认真的思考，他的这一缺失，意味着在某 
些方面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超越他对宗教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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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的。
在涂尔干看来，信仰显然有其具身基础，因为信仰是一种先在的态度，可 

以诱发行动的产生，而人类在采纳这种态度方面也具有与生俱来的能力(Lacy, 
1998：477)。然而他并没有特别认真地讨论一些信念，因为它们除了其象征性 
地表征的社会力量之外，并不指涉任何现实。就产生和维持特定宗教形式和社 
会秩序而言，他往往认为实践活动远比信仰重要(Rawls, 2001).正是关于信仰 
的这一观点，促使如史密斯(Smith, 1978)和吕埃尔(Ruel, 2002)这些学者力 
证这一点：在与信仰的关系中来研究宗教，反映出一种基督教偏见，因为只有 
在这一背景下信念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就像吕埃尔(Ruel, 2002： 109-110) 
详细阐释的，相比基督教里信仰的“巨大的特殊性”而言，犹太教以教律、法 
律而非信仰为中心，伊斯兰教以伊斯兰教法为中心，佛教以达摩为中心，甚至 
根本没有“信仰”一词存在。然而与这一观点相反的是，没有人在细致地了解 
了这些宗教形式的知识后能够否认信仰的重要意义：例如，佛教的轮回和因果 
报应明显依赖于信仰(参见Harvey, 1990),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如果没有相应 
的对上帝的信仰，其宗教法观念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参见Nasr, 1988).事实上, 
就像吕埃尔(Ruel,2002： 109)自己注意到的，在伊斯兰教里，归顺上帝(伊斯兰) 
就是具有信仰(伊玛尼)，而“穆斯林-就是“信仰者”(托佑者).

吕埃尔讨论中更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是，他注意到了作为基督教信仰史之显 
著特征的那些特性，尤其是随路德一起出现的，对通过激烈斗争而达成的信仰 
的主观应用的存在主义的关注(Ruel, 2002： 107)c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注 
意到新教和天主教的某些形式表现了不同的神学人类学：例如，很明显新教倾 
向于强调神秘地由上帝给予的与个人“信仰”有关的启示的重要性，这与天主 
教强调的启示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启示是建立在对上帝和世界的真实理解的 
普遍内在的人类能力之上的。即便如此，就像特里格(Trigg, 1998： 175-182) 
所认为的，如果没有考虑到植根于人类具身能力中的“自然神学”的话，新教 
关于启示和基督教真理的普遍性声称就毫无意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领 
会宗教信仰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学意义。

如果我们将宗教看做是集体性地处理产生于人类具身性生活的偶然性、潜 
能和限制的超凡的“开放式”可能性的话，社会发展出的特定信仰就不可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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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和相对性这些特征——它们会使信仰不值得研究。韦伯(Weber, 1965) 
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特定信仰系统的比较研究上远比涂尔干认真，虽然他 
也倾向于陷入心理学还原论。他指出，人类有一种将“世界理解为有意义的空 
间”的“内在冲动”，并主要按照神义论(自然神学)来分析宗教，将生活中的 
挑战和痛苦置于有意义的总体性中加以考虑(Weber, 1965： 117, Morris, 1987： 
73)。伯格(Berger, 1990： 53)论述了神义论在保护有意义的秩序免遭人类境况 
特有的失范力量解构的威胁中所起的作用，他的这种看法发展了韦伯的思想， 
并阐明了对宗教和社会的这一研究路径的哲学人类学基础。但这与特纳和罗杰 
克的近期著作一样，都存在一种“脆弱的本体论”，看到人类和社会的无意义和 
混沌，而没有看到其偶然性。宗教信念的作用就在于掩饰这些混乱，从而使社 
会生活更能为人所忍受。实际上，伯格(Berger, 1990：26)追随埃利亚德(Eliade, 
1959)将涂尔干对神圣和世俗的区分转变为对神圣和混沌的区分，并认为对宇 
宙的宗教信仰歪曲、隐匿并使人类远离其真实的生活体验，从而保护他们免于 
混沌和死亡的威胁，因为混沌和死亡可能会使所有的社会行动陷于瘫痪之中(也 
见 Berger, 1990： 86-87)0

尽管这种韦伯主义传统看似严肃地对待了宗教信仰，但它仅是在某一程 
度上是这样。最终，宗教信仰被还原为心理冲动和本体论缺陷：宗教信仰是一 
种为心理需要所驱动的社会建构物，这种心理需要人为地赋予世界原本并不 
存在的意义，并且宗教信仰总是易于受到它们试图控制的混沌的攻击。相比之 
下，德塞托发现，在人类体验的最深处和最平常处有一种对信仰的钟爱，他从 
这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和文化。他的这种分析并非心理还原主义，并集中于本体 
论基础上的人类潜能的过剩而非某种不足(de Certeau & Domenach, 1974, de 
Certeau, 1984, 1987)0实际上，正如巴塔耶断定社会的超灵性基础中社会能 
量的过剩一样，德塞托关注意义的过剩，这种过剩规避文化的影响，但人类则 
试图通过那些形塑我们在世界中的日常体验的信仰来把握这种过剩(Moingt, 
1996：481)。对德塞托而言，如果(后)现代世界正摇晃于崩溃为无意义的边 
缘的话，这种情况并非是因为信仰的脆弱性而是因为信仰的溢出：要信仰的东 
西太多了，社会和世界的真实本质反而丧失于这种溢出之中(de Certeau, 1984： 
179)。不过，在他更为乐观的作品中，德塞托也抓住了对那些表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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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界之真实性的事物的持久信仰，尽管这些信仰形式的出现源自人类社会和 
历史的关系，但它们并非社会建构物，而是与宗教力量的社会遭遇。这种宗教 
力量比“脆弱的本体论”更能深刻地揭示人类生活的偶然性。在这一点上，德 
塞托的作品也与包括巴尔塔萨(Balthasar, 1982)在内的思考社会生活内在潜能 
的更广泛的各种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巴尔塔萨(Balthasar, 1982： 65)批评了实证主义的幼稚经验主义，指出在 
惊异于事物的偶生性方面其神学和哲学的共同基础。从他身上反映出了弥漫在 
现代哲学不同思潮中的情绪。例如，克尔(Kerr, 1986： 140)在讨论维特根斯坦时, 
注意到后者关于哲学必须由惊异(wonder)开始的观点，以及其随后鼓励抛弃更 
广泛散播的■对肉身的反感”。这种反感明显地表现在未能认真思考作为人们日 
常生活显著特征的具身互动、关系及动态性。伊瑞葛莱(Irigaray, 1984)也试图 
重新主张“惊异”这一态度的重要性，在她那里，惊异是与对人类具身的关注 
相联系的性别差异的伦理基础。这种对惊异的呼唤，表达了一种避免对社会生 
活进行简化分析的愿望，并表明了关注人类和社会现象之超凡和开放本质的价 
值。如此一来，他们就使我们再次回到本章开头所讨论的偶然性问题上来。

这一章从古尔德(Gould, 1991)的《精彩生活》一书开始，书中对科学简化 
观做了评论，并指出在我们理解历史的尝试中把握偶然性概念的重要性。由巴 
尔塔萨(Balthasar, 1982)、维特根斯坦(见Kerr, 1986)和伊瑞葛莱(Irigaray, 
1984)等学者提出的“惊异”这一概念，与威廉姆斯(Williams, 2000)近来再次 
重申伯斯(Bossy, 1985)的“社会奇迹” (social miracle)概念的价值一样，也明 
确地表达了一种非简化论社会观的价值。在这方面，如果现实可以被看成是一 
系列开放的突生层的话，超凡的集体投入就不应该被还原为更低水平的现象 ， 
尽管它们的社会来源在于社会生活的超灵性维度。就这些维度而言，与阿彻尔 
(Archer, 2000)将“人类着魔”与个人特性相联系的做法不同的是，涂尔干对社 
会特定的超灵性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奇迹”，因为它承认在集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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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超凡、“着魔”特点。就这一点而言，应当说阿彻尔(Archer, 2000)关于 

人类具身的社会学观点，恰当地承认了个体与生俱来的属性和力量，但却倾向 
于赋予这些属性与力量以自足性——这一点恰好受到涂尔干的挑战。也就是说， 
对她而言，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值得向往的，但却并不存在 
涂尔干所阐释的，以及其后如巴塔耶等人试图发展的“吸引与排斥”他者的强大 
力量。

尽管涂尔干主义的观点使得我们能在社会层面上洞察人类在世与生俱来的 
宗教特性，然而，只有在赞成向下的还原论在理论上不可行这一观点时，宗教 
作为影响人类观点、选择和行动的因果力量所具有的真正社会意义才能被人领 
会。涂尔干(Durkheim, 1995： 2)正确地认识到“宗教建立于错误和谎言之上” 

这一声称的荒谬性，因为宗教的社会力量和对大量社会跨时间的影响，证明它 
们表达了某些真实的事物。不过，他将这种真实还原为社会力量，这种还原就 
与他自己所批评的简化论相类似。因此，涂尔干(Durkheim, 1995： 351)所认 

为的上帝仅是社会的“符号表征”这一观点就难以被接受，因为这种说法将突 
生的神学现象还原为社会力量，从而排除了个人也能如阿彻尔所言的“真正” 
遭遇超凡现实性的可能。在这方面，社会学试图将神学问题“排除在外”的做法， 
不再可欲也不再必要(参见Berger, 1990)。事实上，对宗教现实可能性的社会 

学认可，不需要放弃社会学宗教的抱负，即便必须增加一些谦卑。总之，宗教 
可能产生于社会，但却不能还原为后者，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同 
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

这样一种社会学定位，即将宗教置于本体上开放的、突生的各个分层这一 
具身观中，也有助于说明那些过于强调文化意义的宗教理论的缺陷所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阿萨德(Talal Asad, 2002)关于很多宗教研究以基督教为中心这 

一特征的人类学论点。阿萨德可能会赞同伯斯(Bossy, 1985)所认为的宗教改 
革对现代宗教观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他走得更远，认为宗教的一般理论的 
全部看法，都具有特定的基督教历史，常常重复着新教关于宗教本质的观点。 
这一论点可从两方面来分析，即关注宗教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区别，以及声 
称宗教如何与现实有关。阿萨德(Asad, 2002： 115)首先批评了杜蒙(Dumont, 

1971)的观念，因为后者认为在中世纪里宗教不能与社会和政治因素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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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分析性地识别出宗教因素。阿萨德认为，杜蒙的这 
种观点就使得我们可以说宗教的本质在今天和那时是相同的，并且宗教是超文 
化和超历史的现象，与此同时，却又在理解伊斯兰教方面引发了一系列重大问 
题，因为在伊斯兰教里“宗教”和“政治”并非是按照现代西方的方式进行区分。 
然而，阿萨德误解了杜蒙的观点，杜蒙正是认为今天的宗教不同于中世纪的宗 
教，所以杜蒙的观点实质上是强化了阿萨德(Asad, 2002： 16)自己的现代观点， 
即构成“宗教”的东西是历史上特定的“话语过程二事实上，阿萨德(Asad, 
2002： 129)使宗教成为“知识和权力的特殊历史”的福柯式解构，比起杜蒙在 
对更广阔的宗教现象的阐述中把握宗教多样性的尝试，更具有文化帝国主义色 
彩，并且阿萨德也未能说明为什么话语和权力的一般性理论非常好，而宗教理 
论则不然。

其次，阿萨德(Asad, 2002： 123)也批评了格尔兹(Geertz, 1973),因为后 
者含蓄地采纳了现代“神学”观，将宗教主要与那些能“证实现实的基本性质” 
的信仰和实践相联系。在这方面，阿萨德(Asad, 2002： 125)参考哈里(Harre, 
1981)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即所有信仰都是受限于特定社会背景的一些精神 
状态。这表明他并不同情或支持下述观念，即根本不可能通过宗教接近现实。 
此外，很难想象一个宗教会不提出任何关于现实性的主张：例如，小乘佛教坚 
定地反对神学，因为它不承认任何神的存在，然而它却非常详尽地宣称了现实 
的基本性质(Gombrich, 1980).再者，我们可以认为，透过后结构主义哲学来 
解读世界宗教，比将宗教看做人们把握现实的尝试的不同表达，更具有文化帝 
国主义色彩。

然而，韦伯主义的现实观也是有问题的。在这种传统中，现实是在学者对 
“脆弱的本体论”的非难中被进行分析，在这里，宗教提供了一种即便是必要的 
也是虚假的意义世界，以避开现实的混沌。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 Luckmann, 
1966,211)在他们合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作出了解释，指出社会学“再 
度唤起我们对社会中这一惊人现象的惊异”，但是他们的“未完成”的人类观， 
与近来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Rojek, 2001)的看法一样，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在 
社会中流动的、并从人类具身在世中突生出来的潜能、力量和超凡现象。相反， 
涂尔干、巴塔耶和德塞托这些学者虽然在很多方面非常不同，但都有助于说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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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U)

⑵

[3]

例如，对“猩猩狂欢节”的研究就指出，涂尔干(Durkheim, 1995)将之与人类集会相 
联系的“集体欢腾••在“社会兴奋”中也很明显.这种兴奋通常发生在来自不同地区的 
猩猩聚集于食物丰盛之地的时候(Reynolds, 1967, Allen, 1998： 158)。
就像弗雷塔格(Freitag, 2002： 175, 177)所认为的，这种“词汇的下降”掩盖了 “社会 
的首先被理解为社会维度的"(the social is first apprehended as the societal)这一事•实， 
致使本体论上的社会实体变得难以理解，并在社会学家之间引起了一场表征的危机。
就像理查德森(Richardson, 1994： 35)根植于涂尔干的神圣/世俗两分概念所指出的， 
巴塔耶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可被理解为建立于滕尼斯对“社会”(组织、法律和团结的“同 
质”社会)和“社区”(合作、习俗、仪式表现等的“异质••社会)的区分之上。

量”、“过剩”及“溢出”等现象，而这些正是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也应该 
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要素。在这里，人类和社会的偶然性并不表明相对主义、 
建构主义或混沌，而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和模式化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 
程，并不具有自足性的社会世界才能提供一种中介，使现实性、意义和对真理 
的某种掌握成为可能。此外，正是这种偶然性，使得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呈 
现出必要性特征，即使这些特征可能在一个似乎以去传统化、世俗化和对真实 
宗教意识的系统排斥为特征的世界中遭受威胁(Virilio & Lotringer, 1997, Gane, 
2003： 166)o对作为一种必要的现实这一关键社会维度的澄清和讨论，将是我 
们下一章关注的焦点。





第四章
必要的社会

<80>纵观整个思想史，人们常常将“突生性”(co””"ge"ce)这一概念与“必要性” 
(necessity)相对比(Torrance, 1998：85)。然而，正如“神圣.与“世俗”，或“公共” 
与“私人”的二分一样，这些概念并非是简单的对立，而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 
当指涉到社会时，更是如此。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社会的突生性正是通过组 
成社会的人得以体现，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社会是在一个本体意义上开放的、 
分层的世界里的一■种突生现象(emergent phenomenon) o尽管在这个意义上，社 
会可以看成是“偶然的”(contingent),但在本章中，我则试图指出，社会作为 
一种突生现象，其关键之处在于它具有将自己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实体的能力。 
也就是说，社会的突生性起源并不表示人类发展是一种偶然的、随心的或随机 
的状态，而是说它是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事实。得出这一结论的 
依据，并不单是因为个体发现自己必须使用某种特定的语言或货币(Durkheim, 
1982a： 51),而是因为即便是政府，不管它们拥有多么强大的经济、法律和政治 
权力，也必须意识到并顺从社会的需要，哪怕这些需要可能会冲击甚至是削弱 
它们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承诺(Polanyi, 2001 )o然而，要充分说明我的观点， 
就需要对一些关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有影响力的理论提出挑战。

吉登斯(Giddens, 1991a)的观点是当代社会学潮流的典型代表。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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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的惯例、风俗和规则都受到了反思性的调整与解构，因而现代社会的 
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个人面临着无数的可能性、选择和决策方案。鲍曼(Bauman, 
2002)则认为，正是因为人们面临着无数多元的选择与决定，现代社会已是一 
个个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束缚于紧密的社会关系中，而是 
游移于社会生活中，并寻求他们自己的反思性建构的蓝图与目标。同样地，贝 
克(Beck, 1992： 135)则论述了现在身份认同是如何“建立在自我抉择上”的， 
以及我们的人生经历是如何“自我生产”的。在上述这些学者所指岀的这些情 
况下，现代社会的本质似乎就在于除了个体的实用主义需要以外，它拒斥任何 
关于责任、义务和必要性的观念。正如吉登斯(Giddens, 1990, 1991a)所言， 
那些并不具备反思性建构的“有待进一步考察”之特征的社会义务，现在可被 
视为一种“前现代”现象。实际上，吉登斯明确地将现代性与社会义务的观念 
秋毛起来，从而使他将哪怕是最亲密的个人关系也能理解成个人选择⑴。对于 
他来说，现代私密关系的反思性特征，在本质上与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知识系 
统的特征是一样的，即所有的事物都被“抽离、脱域”(disembedded),随时接 
受修改和重建，并且与之前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不连贯的。

尽管吉登斯(Giddens, 1994, 1998)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理论 
中区分了自己观点的社会和政治意涵，然而，这二者实际上在相当多的地方都 
存在着共性。例如，吉登斯(Giddens, 1988： 66)就个人兴趣和个人选择方面提 
及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反思性建构，他的这一观点就源自于理性选择理论中慣 
有的诸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唯名论的社会观。并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 
他的对话式民主(dialogical democracy),也力证了一个反思性建构的生活方式 
的中毋単而非社会性的存在(参见Giddens, 1991a： 231, 1994, 252-253).即 
便是都采用了这种社会学的分析路径，贝克(Beck, 1992： 116)却指出吉登斯的 
论述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值得注意。贝克发现，尽管社会性的义务逐渐消失， 
但举*的却是不可能消隐的：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无数选择机会呈现在我 
们面前，并且一些约束和限制受到了反思性的审视，因而我们可以说“怎样都行” 
(anything goes),但是另一方面，不做选择却“已经越来越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矛盾至少表明义务并非全然是关乎过去而与现在无关，尽管人们面临的选 
择的多元性可能会使他们产生过此种错误的想法。此外，贝克的评论不仅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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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那些仍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作用的其他义务的问题，而且也引发了更深层 
的、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的必要性特征问题。

为了理解社会的必要性向度，我们就得正视那种将各种义务强加于人们 
身上的社会关系的突生性等独特的性质，这种性质正是当代社会学所不愿承认 
的。例如，就性关系而言，有人认为夫妇之间的超灵性的力量(hyper-spiritual 
dynamics),可能会使他们之间的不忠比起解除反思性建构起来的婚姻契约更让 
人难以忍受,从而就会导致柯林斯(Randell Collins, 1988： 121,参见Dobash & 
Dobash, 1979)所说的“正当的愤怒.与暴力。然而，吉登斯却并不认可这一观点。 
在这里，对“夫妇关系的崇拜”(cult of the dyad),在相应的当事人个体身上强 
加了一种神圣性的义务，而不是将该议事项目(agenda items)强加给反思性建 
构起来的夫妻关系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显然，就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而言，吉登 
斯也不承认社会关系的突生性，从而他对义务的忽视也就难以令人感到满意。 
戈夫曼(Goffman, 1969)指出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偶遇受到日常规则的规范，强 
加于经济力量和经济活动上的社会约束经常使自由市场理论遭到挫败(Polanyi, 
2001),人们对诸如恋童癖等事情的持续禁忌，在战争和遭遇恐怖分子袭击时， 
军队和平民会表现岀自我牺牲的社会价值观
会生活，就必须承担各种各样的社会义务。如果我们忽略这些义务，我们就会 
处身于危险中。即便是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那些忽略日常社会规范的人们 
也会遭到排斥，恋童癖者也是被排斥的目标，以至于他们即便是在狱中服刑， 
也会遭到攻击，而在军队和一些平民生活中，也强调人们至少要具有一丝“勇 
敢”，对“胆怯”的指责会让当事人心里隐隐作痛。更进一步来说，正如斯蒂格 
利茨(Stiglitz, 2001, xii)所指出的，在俄罗斯、东亚和其他一些被西方经济学 
家鼓动采用异乎寻常纯粹自由市场理论的地方，当代英国人和美国人所崇尚的 
否定一切社会独特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都导致了巨大的经济破坏。这种 
失败，显然是因为社会现实远比经济模型复杂得多。

如果说发展一种对社会现实复杂性更敏锐的社会理论，会与新古典经济学、 
甚至是当代的一些流行观点相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学史中不 
乏这种反潮流的观点。正如凯耶(CailH, 1986)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学中长期 
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质疑经济学家的预设，致力于发源于西方基督教的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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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义的事业(参见Richman, 2003： 30).就此而言，凯耶的M.A.U.S.S.组织， 

即“社会科学中反功利主义运动"(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不仅从莫斯(Mauss, 1969)对礼物交换的反功利主义描述中获得了灵 

感，而且还从涂尔干、巴塔耶和波兰尼的著作中获得了灵感。这些学者都试图 
将关于社会、经济和宗教的现代观念，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视野中。 
这一更广阔的视野，充分利用了对于“原始的”和“古老的”社会的已有研究成果， 
指出了人类经济模型以及它们将社会视为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市场等观点的偏颇 
性、还原主义和不足(Kurasawa, 2003： 20)。波兰尼(Polanyi, 2001： 47)在《大 

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对市场社会进行了批判，就像涂尔干、莫斯 

和巴塔耶一样，他对现代社会特质的敏感，并没有使他像吉登斯等学者一样对 
历史采取一种“断裂论”的观点，而是转而意识到不同社会和民族的差别常常 
被人(尤其是经济学家)“过于夸大了”。实际上，这些学者著作的一个显著特 
征就是都意识到：社会尽管是从人们之间的关系中突生出来的，但它却是根植 
于人类各种现象的一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实体，而现代世界面临的许多危机 
就在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

因此，在阐述社会的必要性向度方面，这些学者的著作尤为重要。本章第 
一部分将集中论述禁忌。尽管后现代关注越轨和犯罪，但禁忌却仍是作为独特 
实体的社会在个人身上施加影响的核心表现，因为禁忌表达了超灵性力量的一 
些强制性方面。尽管人类学和社会学文本里关于禁忌的本质及其社会意涵仍有 
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但是它对社会关系的纯粹功利主义观和契约观的挑战却 
是巨大的。有鉴于此，莫斯(Mauss, 1969)对于礼物交换的叙述，可被视为互 

惠性义务模式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中存在的经典研究，巴塔耶(Bataille, 1991)在 
其对“普遍经济”和“限制经济”的阐述中发展了莫斯的观点，他的这一论述 
被视为是对那些试图为自己的目的而接纳巴塔耶的后现代理论家的直接挑战。 
莫斯和巴塔耶共同表明：经济总是嵌入于社会中的，这一观点同样也是波兰尼 
(Polanyi, 2001)关于现代经济制度研究的基石所在。因此，本章的余下部分将 
会着重分析波兰尼对人类和社会的市场模型的透彻评论。这些评论虽然首次发 
表于1944年，但却指出了经济迫使社会实体逐步非人化(dehumanisation)的趋 

势。这一趋势与当今时代的全球化关系尤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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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将继续在(后)现代社会里具有显著意义，这一点为大家所共识。休
斯(Robert Hughes, 1994)对于“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 * 这一现象的

译者注

正如布朗(Radcliffe-Brown, 1952)所说，“禁忌.(taboo)这一术语来源于 
波利尼西亚“tapu” 一词，意思是禁忌、禁止，尽管它也有别的意思，如禁令、 
不可冒犯、不净、污染(Mauss, 1987： 130).布朗承接涂尔干，强调了禁忌的 
情感基础，并且对他来说，禁忌是一种“社会性”危险，而非“自然”危险。同样, 
斯坦纳(Steiner, 1956： 20-21)也认为，“禁忌涉及的是危险社会学”，因为它关 
涉的是在危险情境下的限制性行为，从而保护身处于危险中的个体，或者保护 
社会不受危险的自然力量或人的伤害。尤其是在法国社会学传统里，“危险”常 
被理解为污染或传染。例如，在莱维•布吕尔(Levy-Bruhl,1926)的著作中，“传染” 
这一概念表达的是危险的社会特征，因此也表达了对于那些对社会本身有危害 
的威胁作出集体反应的必要性(Steiner, 1956： 114).除了法国传统外，其他传 
统也将禁忌理解为对于可感知的传染的一种反应。弗洛伊德(Freud, 1950：21) 
对禁忌的解释，也强调了它与危险的关联，他注意到一些禁令之所以被人认为 
是必要的，“是因为一些人或事物身上有一股危险的力量，这些力量能像传染病 
一样，通过接触而相互传染二

即为了不得罪某一族群的人，而在用辞上加以修饰，让它听来不会歧视某一族群•在最 
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名曰PC (PoUtical 
Correctness),中文译作“政治正确性二顾名思义，即一个公民有义务按照宪法规定 ， 
保持一国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和立场。对于美国公民来说，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必须做 
到不能流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这根源于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而 
且这种潜在的约束已经约定俗成，大有越来越严的趋势，尤其是对那些想要从政的人 
来说.比如在美国对黑人的称呼的变化就是一个证明：早期本来叫nigger (黑鬼)也无 
所谓，叫Negro则是比较正规的用法，现在则连这场称呼也完全可以打你耳光了，起 
码要叫black,最文明的称呼应该是African American (非裔美国人)。你不要嫌罗嗦， 
这才是政治上完全正确•这一类的变化词汇很多，比如主席叫做chairman,现在要叫 
做chairperson,否则就是侮辱女性，会引起册视，甚至仇恨(以为你蔑视他或她).参 
见：http://iasksina.com.en/b/1153581 .html?from=relatedo

http://iasksina.com.en/b/115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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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讨论了自由放任的话语体系是如何与一整套禁忌共存的。这些禁忌大都 
与语言相关，涉及种族、性别及当代美国的性关系。在布鲁姆(Bloom, 1987)、 
亨特(Hunter, 1991)的著作中，同样明显地表现出了与休斯相似的观点。除了 
这些显然较晚的现代禁忌外，对于更易长期存在的自然的禁忌，还会持续下去, 
如乱伦禁忌。特威切尔(James B. Twitchell, 1987)在研究现代文化中的乱伦禁忌 
时，探究了许多浪漫文学对这一禁忌的挑战。不过，他也注意到乱伦禁忌仍然 
具有强大的威力，他将这一力量与妇女运动、当代对虐待儿童的看法联系起来。 
尽管人们还将禁忌与仪式相联系，但许多禁忌研究也将禁忌与那些确定并加强 
社区边界的包容与排斥模式相联系。

戴维斯(Christie Davies, 1982)对性禁忌和社会边界的研究，使得上述联系 
变得明朗起来,他认为存在于西方的对同性恋、人兽交合、异性模仿欲的强烈禁忌， 
是源于人们想建立起泾渭分明的种族、宗教或制度界限的尝试。这些边界，既 
包括内部边界，也包括外部边界，并且含括了男人/女人，以及人类/动物的二 
分。正是通过这些边界，一个社区才得以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Davies, 1982： 
1032)。在现代发达社会里，围绕着建立这些边界的冲突一再发生，这表明对禁 
忌的发展演变的研究仍然是当今社会学的一个重点。不过，许多学者都意识到社 
会的复杂性超乎想象，于是他们就将研究视点放到禁忌在更“原始”的社会形式 
中的作用，以图说明人类社会的持续性特征，或在研究剧增的人类社会复杂性这 
一更广阔的领域中，指出禁忌模式发展演变的概图。

尽管把非白人、非西方种族与“原始”社会形式和“原始”文明联系起来的 
做法，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禁忌，但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关于“原始”社会 
的理论与研究却是源远流长(参见Evans-Pritchard, 1965)o涂尔干(Durkheim, 
1995)和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 1969)关于禁忌的理论，与弗洛伊德 
(Freud, 1950)、布克尔特(Bukert, 1983)和吉拉德(Girard, 1995)等关于禁忌 
理论的进化维度的研究，是最好的例证。除此以外，概念的演变不断地形塑着 
人们关于社会的理论。例如，科恩(Yehudi Cohen, 1978)认为，社会越复杂， 
将乱伦禁忌运用到直系亲属以外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一思想与帕森斯的思想如 
出一辙。帕森斯对社会发展采取了一种更广泛的进化论理解(参见Rober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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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并认为乱伦禁忌分为两种：一种是直系亲属之间的乱伦禁忌，另一种则 
是非直系亲属之间的乱伦禁忌(Parsons, 1954： 108)0科恩则认为，随着社会复 
杂性的增加，后一种禁忌会逐渐消失。同样地，怀特(White, 1948： 432)指出， 
在复杂性社会中，部落纽带已被国家权力取而代之，因此，与“原始”社会相 
比，复杂性社会中的乱伦禁忌被极大地削弱了。这一思想也在莱维特(Leavitt, 
1989)关于乱伦禁忌的跨文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过，从更广泛的范围 
来看，还有许多关于人类表现出的潜能的理论，构成上述进化模型的基石。这 
里所谓的潜能，尤指内在于人类身上的社会性。

泰勒(Edward Taylor, 1888)强调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合作天性，怀特(Leslie 
White, 1948：423)则发展了这一思想，而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对乱伦禁忌 
做了如下定位：人类为了确保族群的存活就必须相互合作，乱伦禁忌正是这种 
合作的一个例证(Leavitt, 1989： 117),然而，关于人性和社会性，特纳(Jonathan 
H. Turner, 1996)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对情感的演化采用了一种所 
谓“达尔文一涂尔干主义”的分析,从而挑战了被人们广泛认可的社会学观点一 
人类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特纳(Turner, 1996：24)利用马里安斯基(Maryanski, 
1987, 1992, 1993, 1994)对狼的社会行为的研究成果，以及该成果对于“人类 
天性”是如何被概念化的深层意义，从而指出人类关于社会性的情感潜能发展 
非常缓慢，并且不得不抗衡基因中的较少社会性(如果不是反社会性)的倾向。 
特纳(Turner, 1996： 1)还将他的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生物学理论区分 
开。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效用最大化者”(Coleman： 
1990,也可参见Hechter, 1987),社会生物学理论家将“自私”视为隐藏在社 
会性背后的内在基因倾向(参见Lopreato, 1984, Van den Berghe, 1981)O特纳 
(Turner, 1996： 24-25)则采用了涂尔干的“人类二重性”概念，认为人类先天 
地就表现出两种倾向：社会性倾向(集体生活)与反社会倾向(个人主义)。归 
纳起来，特纳的建议就是：采用涂尔干的非历史性的“人类二重性”概念，然后 
在论证人类社会的漫长进化时再将其历史化。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大部分历史中，关于“原始”人类社会的看法一直存 
在两种张力：是将其看做关于社会性持续和普遍模式的更简单形式，还是将其 
视为在更广阔的进化图景中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形式？例如，涂尔干在阐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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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排斥性社会
<86> 对涂尔干(Durkheim, 1995： 304)而言，最好将禁忌这一现象理解为禁律 

的一种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禁律一起构成一种“否定性崇拜”，从而规范人们 
与神圣事物的关系。禁律可以达到将一种神圣事物与另一种神圣事物分开的目 
的，但其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将神圣与世俗区分开来。因此，否定性崇拜就可 
作为“通向肯定性崇拜的先决条件”(Durkheim, 1995： 313)。涂尔干注意到“原 
始禁忌”通常是关于接触的禁律，不仅包括直接接触，还包括看、说、听和尝 
等方面的禁忌(Durkheim, 1995： 308 —309)。因而，否定性崇拜的规则常常规 
定人们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可以说或听，什么又不可以，什么时候可 
以饮食，什么时候又不可以，哪些社会群体可以吃哪些食物，还规定了人们劳 
动、清洁卫生、裸体，以及性关系应遵守的规则。因此，禁忌全然是一种具身 
(embodied)的现象。

赫兹(Hertz, I960)对规范使用左手的禁律的研究就源于上述传统，他注

教的起源时，对“原始”这一术语的用法就常常模糊不清：他之所以集中研究“原 
始”宗教，是因为它是一些普遍特征的“更简单化”的体现(Durkheim, 1995： 
6),但与此同时，他又将进化论的一些元素加入他的理论中(Durkheim, 1995： 
236)。这种模棱两可也反映在那些深受涂尔干影响的人类学家的不同理解上 。 
莱维一布吕尔(Levy-Bruhl, 1926)将原始社会与那些他认为与现代社会不相干 
的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联系起来。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 1996： 251)对 
此却不认同，并批评了布吕尔的观点。特纳(Turner, 1996)试图将涂尔干的“人 
类二重性”概念置于进化论的框架中，用来说明人类的社会性，进而说明人类 
荏令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显然，特纳的观点与早期关于禁忌的社会学理论有许 
多相似之处。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理论都是试图解释社会包容、社会秩序、社 
会安全的循环模式，并同时识别出排斥、失序、危险的基本形式。即使不采用 
进化论的框架，我们也能发现这些理论试图抓住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过程。正是 
在这些社会过程中，通过强加的义务而将个人结合于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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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一些物体和生物是如何被“注入”神圣或世俗的特征。禁忌的作用就是禁 
止人们接触或混淆不同类的物体或生物，并为保持社会秩序而使人们产生害怕 
和敬畏感（Hertz, 1960：7）o禁律源于被神圣事物挑动的那些情感，尽管有时一 
些魔力或超自然现象的出现被认为是禁忌被打破的后果，但它们在本质上至少 
是遭到指责和公共反对的集体性的人类社会现象（Durkheim, 1995： 304-305）0 
然而，这种集体性特征并不意味着这些规则同样适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例 
如，人们认为一些宗教仪式职员，如牧师，可以在神圣事物方面具有一定的特 
权，并能接触那些禁止其他人接触的神圣事物。其他人与神圣事物的接触必须 
借助于这些牧师。从广义上来说，禁忌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区别，常常是在否 
定性崇拜（negative cult）中得到更为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也就赋予这些区别以神 
圣或世俗的特征，从而为一种性别的权威高于另一种性别提供了宗教基础。正 
是这一过程，帮助我们理解了许多社会中妇女在反抗她们所受到的压迫和边缘 
化时所遇到的困难：在大部分社会中，否定性崇拜都是强迫妇女从属于男人的 
主要手段，这种从属很明显地表现在许多针对妇女的禁律中。正如赫兹（Hertz, 
I960： 9）指出的那样，“一般来说，男人是神圣的，女人是世脩的”。

谈及毛利人时，赫兹（Hertz, I960； 12）注意到，左右是如何不仅与神圣和 
世俗相联系，并且还与男人和女人相联系的。右，指男方，与神圣、善良、创造性、 
力量和生命相联系。左，指女方，与世俗、邪恶、脆弱和死亡相联系。这些二 
分不仅表达和激起了男人对女人的害怕，也将她们赋予低等的社会地位：如果 
善是与男人相联系的话，女人就会被看成是危险的来源。在一些社会里，许多 
关于女人的禁忌都常常与女性化身的某一特定方面有关。例如，希伯来圣经规 
定女人在一个月的周期里有七天是“不干净的”，不得“接触任何献祭物品或到 
圣地去”。在生完男孩以后，她仍有七天是“不干净”的，尽管她的血液在接下 
来的三十三天里也不是“干净、纯洁的”，而在生完女孩以后，她有十四天是不 
干净的，并且她的血液要在接下来的六十六天后才是干净的（利未记，12： 1-8）0 
当一个女人处于月经期里，她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干净的”，那些接触过 
该女人接触过的东西的人必须洗衣服、清洗他们的身体，且只有到晩上时，他 
们才会变干净。进一歩而言，“如果一个男人与该女人睡了觉的话，他就会沾染 
上她月经的那些污秽物，并且也会连续七天是不干净的”（利未记，1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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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戴维斯(Davies, 1982： 1034-1035)所讲，这些关于男人与女人之间接 
触的一些禁忌，不过是人们坚持区分不同类型东西的做法的一小部分，这种区 
分建立并强化了犹太社区较之于他们周边文明的身份和地位。这些禁忌存在于 
广泛的文化背景中。涂尔干就美国本土宗教和澳大利亚土著宗教举出了不少例 
子。在这些宗教中，当且仅当男人在宗教方面毫无所知(uninitiated)时，他才 
和污浊相联系，从而被禁止与神圣事物相接触，女人则完全是基于她们的性别 
而被终身禁止接触神圣事物(Durkheim, 1995： 125, 132, 137, 138, 288, 308, 
395)。对涂尔干而言，类别的区分，如男女的区分，可以归根溯源到神圣与世 
俗的截然对立上来。正是神圣事物的那种类别，在面临戴维斯(Davies, 1982： 
1035)所谓的“全然混乱”时，提供了秩序的象征(参见Berger, 1990)。甘恩认为， 
“将神圣/世俗的二分推广到人类血液、性活动、性关系的做法，是深受这种趋 
势影响的，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Gane, 1983a： 248).血液被视为是凝聚 
一个群体的神圣力量，从而成为排斥人们接触的禁忌的主题。由于女人天生会 
出血，于是就必须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创造一个“真空”，因为女人可能会玷污与 
神圣事物的接触(Durkheim, 1963： 83；Gane, 1983a： 248) 口。

按照这种分析，禁律就会排斥女人成为社会构成的重要成分，因为否定性 
崇拜是肯定性崇拜的先决条件，社会通过对神圣事物的概念化，再通过肯定性 
崇拜从而象征性地表达自己(Durkheim, 1995： 138, 313)。换言之，由于其各 
方面特征的体现，在建立人类社会秩序方面，女人被排斥了，或至少被边缘化 
了⑶。因此，社会秩序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女人的规训上的，尤 
其是对女人身体的规训。神圣事物可能代表了一个社会最为重视的东西，也可 
能将个体整合进了意义和身份认同的集体模式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既是排 
斥性的，又是包容性的。这种使得社会成为可能的神圣/世俗的二分，也是强 
迫性的社会区分、区隔和两极化得以建立的基础。在此，涂尔干(Durkheim, 
1995=404)认为，女人常常成为各种仪式的替罪羔羊，这一思想与后来吉拉德 
(Girard, 1995)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女人既是 
“圈内人”，又是“圈外人”，既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又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是一种试图祛除破坏性力量的暴力，从而确保(男性)社会的凝聚性。

上述这些思想由于强化了社会和文化都是男性的这样一种观点，受到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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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思想家的广泛批评。例如，在研究献祭、宗教和父性地位时，杰伊(Nancy 
Jay, 1992)认为，(男性)社会的仪式性构建，以及关于此的社会学，都是建立 
在将一些普遍的生物特征赋予男人，将另一些赋予女人的做法上，而忽略了男 
人在进入任何社会关系之前与其母亲的关系的体现(Jay, 1992： 133)。在回顾霍 
布斯的思想时，她注意到霍布斯将自然状态视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暴力战争 ， 
并且自然状态中的生命是“孤独的、贫困的、卑鄙的、野蛮的和短暂的”(Hobbes, 
1957： 143)。她认为，按照这一观点，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就不值一提，因为这 
种关系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社会是成年男人的理性创造，成年男人 
独自对社会作出贡献(Jay, 1992： 129)因此，在分析布克尔特(Bukert, 1983) 
关于狩猎的理论时，杰伊将布克尔特的“同一物种内的暴力”，视为是霍布斯的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另一个版本。杰伊也认为吉拉德(Girard, 1995)对 
献祭的论述也是指出了性别关系是如何被生物意义上的男性暴力所形塑的(Jay, 
1992： 132-133).从吉拉德的著作以及其他许多的文本中，杰伊(Jay, 1992： 
xxiii)看到了献祭与性别二分的构建，以及妇女的社会边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于过于重视这些仪式的具体基础，她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将献祭视为对女 
人出生的一种补救办法”。

尽管杰伊对霍布斯主义隐含的“自然”观念的批判，和对关于男人和女人 
的生物决定论的批判给人以无限的启示，但是关于社会的仪式性建构的那些社 
会学理论，显然并非简单地在女性从属性方面达成了共谋。相反，这些社会学 
理论可以详尽地阐述那些使妇女的从属性具有强迫性或义务性特征的社会过程。 
正如罗尔斯(Rawls, 2001)所指出的那样，涂尔干关于宗教和社会研究的一个 
核心层面，是他对被制定出来的社会惯例的重视：在论述禁忌时，他详尽地阐 
述了那些使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被整合进一个献祭经济系统的仪式性机制。仪 
式通过被制定出来的社会惯例，将一个群体的超灵性的动力引向特定的象征分 
类系统：女性(或其他任何受压迫或被边缘化的群体)的从属地位或受到的诋毁 
都是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得到改变(参见Rawls, 
2000)。杰伊认为，在教堂中授予女性神职表明她们被整合进了一个男性的献 
祭秩序。然而，事实却与杰伊的论述相反，既然秩序是社会行动的突生性结果， 
这种授予神职的模式就会最终改变这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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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夫勒(Toffler, 1970)的“浪费型社会-(throwaway society),将乱扔产 
品与抛弃价值规则、抛弃为大家所接受的行为处世方式联系到一起(Harvey, 
1989： 286 )o 霍克斯(Hawkes, 1996)在论述“放任的社会"(permissive society) 
的出现时，更进一步地将这些过程与那种把性作为人们向往的、追寻的、得到的、 
抛弃的消费品(或更确切地说，越来越多样化的产品)的行为相联系。霍克斯 
注意到了鲍曼(Bauman, 1989： 165)的文化观是：“只要人世有难题，商店里就 
总有待售的解决方法。”霍克斯(Hawkes, 1996： 115)认为受到性消费引诱的对 
自由、选择、自我发展的承诺，实际上掩盖了使人类欲望屈从于资本主义规训 
的压迫性义务。与许多文化批评学家一样，霍克斯(Hawkes, 1996： 126)对这 
种虚假承诺的反应是：不去质疑“放任的社会”本身的逻辑，而是在颂扬从所有 
社会规则、禁忌和生殖中解放出来的性愉悦的“失控的可能性”时，指出“放任 
的社会”的迅速蔓延。对于那些对这种“失控”深有同感的当代学者而言，巴塔 
耶的社会学/哲学的激进言论，似乎预言并合法化了对那些试图规制人类欲望 
的社会禁忌、社会规则、道德规则的无尽攻击和谩骂。简言之，巴塔耶被拥戴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关注作为社会关系基础的献 
祭结构，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包容和排斥模式是如何成为强制性的，从而也就 
更能窥见这些模式的演变。不过，像杰伊这类学者常常会得出一个更加激进的 
结论，即那些看似对社会发展有着持续性重大影响的献祭、禁忌和义务等整套 
网络，应被摧毁和舍弃。在杰伊看来，这是因为该网络内在地具有“男性统治” 
的特征，尽管许多女性主义者在试图概念化基本社会过程时也倾向于回归到通 
过禁忌表现出的包容/排斥模式上(Shilling & Mellor, 2001： 126)。然而，目前 
广泛兴起的对越轨和犯罪(而不是禁忌)的文化兴趣，引发了人们对当代社会 
的性质的质疑，并且还有一些理论家倾向于认同这一观点：任何社会义务都或 
多或少地是脆弱的、不受欢迎的甚或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巴塔耶的著作就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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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现代的“越轨的先知”(Noyes, 2000)o
巴塔耶著作的模棱两可，意味着在理解他的术语方面仍需进一步考证，但 

是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简化了其复杂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注意的 
是，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在采纳巴塔耶思想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涂 
尔干的影响而强调尼采和萨特的影响。例如，福柯(Foucault, 1998： 25)就强调 
巴塔耶著作中“越轨”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将其定义为“在一个不再相信神圣 
事物有任何积极意义的世界中，一种对神圣的亵渎”。然而，在某些方面，福柯 
的解释是全然不符于巴塔耶的原意的，因为离开神圣，世俗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巴塔耶而言，当人们并非是为了复活神圣而追求世俗化时，这就会导致个 
人主义模式的出现，从而就进一步弱化了社会。事实上，巴塔耶早期的合作者 
凯卢瓦(Caillois, 1988b： 35)也指出，“最大的个人主义者”，如萨特和尼采，实 
际上都是“脆弱的人”，因为他们将自己与社会以及神圣世界的社会根基隔离了 
开来。同样，巴塔耶(Bataille, 1988a： 20)也强调“孤独的个体”必然的脆弱性， 
并指出尼采的权力意志，除非能与集体力量相连，否则就会使个体陷入疯狂的 
不幸境地。因此，人们“不应该全然关注世俗化，而应该制造神圣”(Caillois, 
1988b： 36)O诺伊斯(Noyes, 2000： 95)宣称，“对巴塔耶来说，越轨是一种不能 
化约为宗教的冲动”，实际情况却是与之相反：只有当我们谈及神圣，越轨才有 
意义。于巴塔耶而言，就像世俗的意义是较之于神圣而言的，对越轨的思考同 
样不能脱离禁忌。

对巴塔耶来说，禁忌与越轨的关系既是二分的，又是相互补充的，在这一 
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圣与世俗的影子：“世俗世界是一个禁忌的世界。神圣 
世界依赖于少量的越轨行为而存在。” (Bataille, 1987： 67-68)在这里，他的论 
述无疑是在重申涂尔干(Durkheim, 1995： 414)的观点：所有与神圣事物的接触 
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渎圣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些接触常常既是圣洁的，又 
是污秽的。这一论述同样认可了凯卢瓦(Caillois, 1950： 227)的看法，即发生在 
宗教节日中的暴力和浪费，看似对神圣的亵渎，实际上却是对神圣的狂热复兴。 
对巴塔耶而言，神圣不可能简单地与秩序相关：由于它往往混淆世俗生活建立 
的类别与区分，因此它不但能产生秩序，也能摧毁秩序(Hollier, 1998：168)。 
巴塔耶(Bataille, 1987： 68)认为，禁忌通过人类的恐惧心理，当然也通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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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圣事物的难以自抑的迷恋，从而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正是这种恐惧与欲望 
的心理，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实质所在。日常社会生活的类别、区分和边界，常 
常因为遭遇“异质性”元素而受到侵袭。正如哈贝马斯(Habermas, 1998： 168) 
评论的那样，巴塔耶将“异质性”这一概念运用到了社会群体、流浪者、边缘 
人身上，正是他们呈现出超越日常社会生活边界的元素，因此他们被视为各种 
禁忌的对象：如卖淫者、贱民、精神病患者、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这些群体成 
为人们恐惧的对象，但却也是人们感兴趣甚至向往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世界令 
人陶醉、无节制、可以置日常生活的规则和边界于不顾。与赫加蒂(Hegarty, 
2000： 33)将禁忌与同质性相连、将越轨与异质性相连的做法相反，上述逻辑认 
为，异质性状态就是一种越轨与禁忌的状态，因为与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观 
点和在同质性状态下的宗教的“弱”形式相比，异质性内在地包含了强烈的神圣/ 
世俗的二分。

从巴塔耶的论述中显然可以看出，与其将他尊称为后现代的“越轨先知”， 
还不如将其视为一位对消费主义社会“怎样都行”的心态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学者。 
这种消费主义社会常常把义务、献祭和禁忌视为过去的事情。巴塔耶的核心观 
点就是，如果没有意识到禁忌的重要性而执迷于对越轨的兴趣的话；个体就无 
外乎会陷入两种处境：要么是在一个把所有价值和意义都化约为各种市场力量 
的“功利主义世界”里成为一种非人化的存在，要么是陷入一种诸如尼采所经历 
过的疯狂状态。与福柯的理解相反，对于巴塔耶来说，现代社会迫切需要的是 
复活神圣，而不是世俗化所有事物，因为神圣事物代表了一种超灵性的社会力量， 
它不仅是构建社会的基石，而且也会阻止将人类潜能用于功利主义打算的倾向。 
追随涂尔干的看法，巴塔耶所欲的“异质性”社会，因而是一个有着强烈神圣/ 
世俗二分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献祭和义务的社会。正是献祭和义务等行为引 
导着我们不再止步于关注自我利益的个体主义中，而是去思索、体验生命的内 
在整体性。

在评论涂尔干对社会学把社会作为一个实体来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时，厄 
里(Urry, 2000； 26-27)认为，涂尔干研究的是潜伏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下 
一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并将之与德里达(Derrida, 1987： 27)的“延异”做 
了一个对比，后者暗含着一种与结构不相容的活力。巴塔耶的核心观点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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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承接于涂尔干，他认为，我们必须留意社会能量的动态循环，正是它们表 
明了隐藏在社会的表面和可观察特征下面的结构的实体性。只要社会还重视这 
种结构，重视从这种结构中突生出来的异质性，人类的潜能和力量就依旧会源 
远流长，如果这种内在的结构以及它的献祭逻辑被忽略的话，社会就会被非人 
化，并遭受腐败、衰落的侵袭。那些“在非真实中获得比真实中更大的舒适” 
(Ritzer, 1999： 180)的消费社会，正在经历上述的非人化、腐败和衰落的过程, 
不管这些社会在表面上肤浅地举办了多少宗教仪式，都于事无补。至少在巴塔 
耶看来，为着他自己的目的，这些过程可以与对“延异”的相对主义理解“重 
视"(valorisation)联系起来，因为这意味着集体的社会能量层面缺乏任何基本 
的支柱。巴塔耶(Bataille, 1988a)自诩为“魔法师的门徒”，对那些他知之甚少、 
不能掌控的事物进行强烈攻击，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他是“后现 
代”精神的代表。然而，巴塔耶的功劳就在于他指出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 
在当代社会里，个体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无任何限制的世界，可以选择、创造、 
买卖任何事物。在这一方面，巴塔耶的著作与维瑞利奥对当前重视越轨的论述 
十分相似。

维瑞利奥(Virilio, 2002： 10)认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许多危险，都是缘 
于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即幻想人类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世界。他 
指出，在当代西方社会，我们所崇拜的文化英雄常常是那些敢于藐视“任何禁 
律”的人，这其中不仅包括干预生命本身的科学家，还包括被报纸、书籍、电影、 
电视等媒体“克里斯玛”化了的连续杀人犯和歹徒(Virilio, 2002： 23-24).尽 
管他认为现在唯一的禁律是“对禁止的禁止”(Virilio, 2002： 25),但他也注意 
到了当代社会存在的悖论。例如，他指出，英国政府为了抑制恋童癖并防止性 
交易的产业化而颁布了一项《性侵犯法案》，然而同年在伦敦皇家学院名为“轰 
动”的展览会上却展出了一幅儿童凶杀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画像 
(Virilio, 2002： 75)。维瑞利奥对这一悖论并未做更进一步的思考，因为他的主 
要精力都放在对这个全无道德风范、宗教承诺和人性承担的世界的质问上。不过，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它表明一个社会正在失去而不是已经失去它 
与一个可识别的道德和宗教的根基的联系。

维瑞利奥所指出的人们对禁忌破坏者在文化上的迷恋，是一种广泛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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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现象。然而对当代社会“怎样都行”的理解是有其内在局限的，因为 
我们现在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将恋童癖等现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 
加以接纳。相反，一些禁忌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尽管在某些艺术和媒体领域， 
有些人出于实用主义目的而使用了恶魔的画像和符号。禁忌具有持续性魔力的 
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并非全然是我们自己构造出来的，而是先 
于我们的一种存在，我们的选择和行为都受到那些必然赋予我们责任和义务的 
超灵性层面的限制。这些责任和义务不仅表现在禁忌方面，也表现在社会中经 
济力量和经济结构的“嵌入性”方面。莫斯(Mauss, 1969)影响深远的对礼物交 
换的意义的研究，就揭示了上述思想的关键方面。

莫斯《礼物》(Essai surle don, 1969) 一书的主题，就是驳斥那种用个人在 
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契约形式中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论调，来解释人类 
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做法。他指岀，在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方面，有一股巨大的社 
会动力引导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他通过对礼物交换模式的分析来揭示这种动 
力。莫斯认为，礼物交换表面上的自愿性，掩盖了它是怎样创造、形成和在不 
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表达忠诚的。这种忠诚反过来又使礼物交换必须遵从一系 
列复杂的规则和道德规范。尽管在书中莫斯也谈及罗马法、古印度文本与实践, 
以及当代社会的一些情境，但他主要讨论的还是前现代社会，尤其是波利尼西亚、 
美拉尼西亚及西美洲北部部落的礼物交换、义务和忠诚。

该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出了古典经济理论的许多错误。古典经济理 
论认为，人们通过市场来寻求自我利益的经济活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它认为， 
古往今来，一切个人和社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关注自我利益的，而无论当时 
是何种市场模式。莫斯认为这种等净厶的观点太现代了，不可能存在于过去或 
者较晚近的“古代”社会。因此，经济因素在现代的优先性，是特定文化和特 
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这种特殊性，也表现在现代社会中经济从其他生活 
领域(如宗教)中分离出来这一事实。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莫斯强调了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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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总体社会事实”的重要意义。莫斯秉承涂尔干(Durkheim, 1982a)将社会 

学作为研究“社会事实”的一门学科的做法，他的“总体社会事实”这一概念就 
包含了一个社会中所有的宗教、经济、政治和心理等因素。正如戈夫曼(Goffman, 
1998：65)所指出的那样，莫斯对“总体性”这一概念有着极大的兴趣，他提出 
了 “人类总体”、“社会体的总体性”、“总体表征”，以及“总体社会事实”。莫 
斯反对将人类现象划分为截然不同的类别。因此，他进一步发展了涂尔干关于 
人类的“人性二重性”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完整的人”观点，即将人类的社 
会学、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融入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中去。

这种对人类现象采取“总体”观的方法，就是要用与社会中的其他现象相 
联系的视角来理解一种社会现象，考察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关系(也 
可参见Gurvitch, 1964, 1971 )o这种方法在莫斯那里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 

意义，并且他还赋予了 “总体社会事实”相对于其他社会事实截然不同的本体 
论意义(Goffman, 1998： 67)。总体社会事实就是那些贯穿于整个社会的社会  

事实，它们能聚集该社会的所有超灵性的力量，并顺势引导，使这些力量成为 
特定的象征、仪式和认知模式。“古代”社会的礼物，就是莫斯最出名的总体 
社会事实的例证。莫斯所研究的“总体表征”系统，不仅包含财富和商品的交 
换，还包含礼仪、娱乐、仪式、军事支援、妇女、儿童、舞蹈、节日等(Mauss, 
1969：1-12)O他举的一些例子里涉及“夸富宴”(potlatch),即举办的狂欢聚会、 
宴会或节日。夸富宴是一场部落聚会，它既是极度兴高采烈的，同时又是非常 
庄严的。在这些场合中，人们消耗、毁坏或分发赠送财富，人们挑战和重建等级， 
有人结婚，有人加入会社，有人举行萨满教的降神会，围绕着众神和图腾的宗 
教崇拜，也开始在仪式中来表现。莫斯认为，赠予的仪式，以及由此引申出来 
的义务，贯穿夸富宴的整个过程。

莫斯认为，夸富宴的实质就是维予的巨夸。一个首领必须给自己、儿子、女婿、 
女儿，以及死者一个夸富宴。他必须通过花费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好运和财富 
(Mauss, 1969： 37)O他也必须邀请家庭或氏族以外的人来参加他举办的夸富宴 ， 

当然只有那些得到邀请的人才能参加。忽略邀请特定的某人，往往会带来灾难 
性的后果(Mauss, 1969：60)。在欧洲民间传说里，在婚礼或洗礼时如果没有 

邀请坏仙子或女巫来参加的话，就会招致诅咒，就像《睡美人》中的情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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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神话的特征和起源，与围绕夸富宴而产生的义务，实质上是一样的。除了 
给予的义务，夸富宴中也有燈営豹巨野。人们很难在不损伤颜面的情况下拒绝 
一项邀请（Mauss, 1969：39）。按此逻辑，当然也就产生出修年的冬务与所有 
的礼物一样，夸富宴也必须回赠，最好是办得更体面一些。如果这条规则没有 
得到遵守，那么该人就有可能丢面子或丧失他的社会地位（Mauss, 1969：40）。

在这些例子中，莫斯讨论的是在“古代”社会里礼物赠予的模式，但他也 
指出，即便是在那些“日常道德仍停留在关注义务和礼物的自发性”的现代西 
方社会，这些活动也还会存续下去（Mauss, 1969： 63）.例如一场耗资巨大的婚 
礼（传统上常常由新娘的父亲承担）中，就有许多夸富宴的元素。它是一个极 
其热闹而又庄严的场面，既有一场盛会，也有仪式化的公开（通常是宗教性的） 
宣誓。邀请名单往往就表现出了义务性：必须包括双方家庭成员。这为双方家 
庭之间或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和解的机会，或者通过炫耀性消费，为一 
方家庭高于另一方家庭提供机会。如果仔细考究的话，就连到场出席也是一种 
义务，至少对内亲是这样。在理想的情况下，新郎新娘所收到的礼物，会抵消 
甚至超过新娘父亲的巨额花费。一种传统的做法是在婚礼接待处将每位来宾的 
礼物公布岀来，这就为那些想表现其自身慷慨大方的来宾提供了一个炫耀的机 
会，当然也会为那些小气鬼招致羞愧。

在所有这些交换中，都存在着莫斯所说的竞争性因素，尽管不能把竞争归结 
为个体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在圣诞节礼物交换中更是不言而喻。正如一个 
部落首领要通过在夸富宴上挥霍自己的财富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样，人们也 
常在他们很难负担得起的礼物上花费大量的钞票。这似乎可以看做是对慷慨大方 
的过分表现，但它也表现出了礼物给予者试图达到的社会地位或富有程度。当然， 
这也给礼物接受者施加了义务，即他们在回礼时也必须这样大方。人们很难在不 
尴尬、不丢面子、不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将一件不值钱的东西作为一件非常值钱 
的礼物的回赠。同样道理，一件经过仔细琢磨、精心挑选的礼物，也必然要求回 
赠的东西与之相当。不能回赠、拒绝回赠或回赠不当，都会导致社会关系受到伤 
害、侵犯和破坏。因此，礼物交换的模式也就内在地包含了义务的仪式，尽管这 
些模式也许蕈零爭是自愿的、无偿的。人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团结。一 
件被赠予或被接受的礼物将当事人双方联系起来，使他们之间的关系难以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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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莫斯认为，在部落社会里，控制敌人的通用方法就是赠予他礼物的 
原因。一旦某人接受了一件礼物，在他对此作出偿还以前，他是负债、欠人情的。 
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是，朋友之间的礼物交换，不仅表现了二者的团结，而且也创 
造了这种团结：通过高兴的赠予和愉快的接受，我们就建立起了将我们紧密相连 
的一种永久持续的团结模式，该模式超越了我们直接接触、直观感觉，也超越了 
具体场景。值得注意的是，神话中的礼物的给予和接受者，如圣诞老人和基督小 
孩，也能确保将小孩整合进大人们的互惠模式中(Berking, 1999： 15)。

礼物与团结不可分的关系，也表现在被莫斯称为“人和事物的混同”之 
中。莫斯留意到，其中一个混同便是在中国流传至今的“悲痛许可”(mourning 
licences),即岀售其财产的人，终身都有权为他的财产哭泣的权利(Mauss, 
1969：62)。关于礼物，莫斯还注意到印度的许多文本都记载着人们与他们的财 
产如此混淆，以至于因他们的财产而得到的任何礼物，都能产生一种和人不可 
割断的关系。那些不尊重这一关系及其伴随的义务的人，都会招致可怕的后果 
(Mauss, 1969： 56—5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同并不是消费者意义上的“商 
品崇拜”，而是因为被给予的事物转化成为社会关系的“电流二事实上，人与 
物混同的基础在于，从某人处得到的礼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该人作为了礼 
物”(a gifi of that person)。这种情况在当代西方社会也存在：从恋人处得到的 
礼物，即便是没有什么货币价值或市场价值，但对于接受者来说仍然是异常宝 
貴的，因为该礼物就代表着自己所爱之人。恋人所激起的所有情感、记忆和想法， 
都浓缩在此礼物上，因而占有此物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丢失此物，就会使 
人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中。

当人们相互之间交换的是咨申时，人与物的“混同”会变得异常复杂。语 
言，作为交流发生的象征性表征系统，常常具有高度的仪式化特征。这不仅表 
现在正式场合中对特定语言、特定说话方式、特定伴随动作和特定身体语言的 
期待(如果不是强行要求的话)，也表现在我们日常互动的非正式偶遇中。例如， 
朋友和熟人之间相遇或离开时的语言，常常会釆用我们习以为常的话语模式， 
并且我们还不得不对儿童进行社会化，使之能识别并适应这些模式(Goffman, 
1969)。事实上，尽管这些模式在不同时间、不同文明之间是不同的，但它们却 
总是存在的。即便是在现代后期西方文化中，人们也高度重视交流中“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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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偷小摸
也常常参与类似的交换，也因为早先黑手党线人提

的寧竿単”，而不是那些西方社会早期的高度仪式化的模式。
在此意义上，森内特(Sennett, 1977)讨论了西方社会公共生活从具有高度 

仪式化的社会碰面，到现在流行的“意识形态上亲密”的转变。此处所言的“意 
识形态”，高度强调社会关系的昙竿性，强调我们的沟通交流是在反映我们“内 
部心理的关注”，而不是我们对一个社会仪式化机制的理解。尽管森内特担心 
这种对心理真实的关注会损坏社会，但显然，这种意识形态会模糊而不是削弱 
社会关系被高度仪式化的程度。摩斯(David Moss, 2001)在研究意大利的悔罪 
(pentimento)现象时，提及黑手党与司法系统的合作。他的这项研究对我们很 
有启发。

摩斯(Moss, 2001： 301)将以前黑手党的自首作为礼物交换来研究，这种交 
换包含用语言来换取刑罚的缩减、经济支援和警方保护。摩斯发现，那些对这 
种司法安排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谴责这种做法具有“混淆法律、宗教及道德 
的危险二摩斯认为，这种混淆正是莫斯所说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他还进一步阐 
述了这种礼物交换如何激起了一系列的其他交换，以至于自首不仅会导致其他 
自首与坦白，还会对其他自首的意义产生影响，对以后的司法实践、对悔改和 
赦免的宗教和道德意义、对国家的权威都产生影响(Moss, 2001： 304-305,参 
见Godelier, 1999： 69-70)o另外，在“攀比、炫耀地交代以前的同行和其使用 
的武器"(potlatch of a former comrades and weapons)时，黑手党线人还得注意 
不得表现出他们单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这样做，否则就会使他们的礼物交换 
贬值；因而他们的情报常常表现出一种天主教式的忏悔，似乎是在为他们过去 
的罪孽而痛悔(Moss, 2001： 309, 318)。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被 
森内特(Sennett, 1977)视为分割的两种事物混同到了一起，因为悔罪现象包含 
着一种义务，即在高度仪式化交换中必须能表现出当事人个体的真实性。进一 
步而言，尽管这些交换研究的是意大利的黑手党，因而是非常特殊的，但它们 
在更大的范围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其他违法者 
者到宗教恐怖主义分子—— 
供的礼物中包含着

自贝尔(Bell, 1980)宣称信息技术兴起带来现代社会新的“轴心原则”，到 
维瑞里奥(Virilio, 2000)的“信息爆炸”以来，人们通常都将信息交换视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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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诅咒的社会

<98>

对社会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破坏性力量。正如摩斯(Moss,2001,303)指出的那样， 
售罪现象不仅将信息转化为可以交换的商品，而且还通过调解仪式将罪犯(以 
及他们的审讯者)整合进新型的社会关系中，从而伪造社会团结的新形式。这 
些调解仪式在许多西方社会都存在，在这些社会里，忏悔、道歉、自责成为公 
共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们在许多场合都存在，如对少数民族的不公、大屠 
杀的遗留问题，以及电视脱口秀中提到的看似用于“治疗”目的的忏悔、告解 
仪式(Moss, 2001： 329；参见 Schwan, 1998)凯

就消费主义者为功利主义目的而利用社会动力的其他形式而言，当代许多 
礼物交换的高度商业化和“媒体化”模式表明，社会底层存在着一个更深层的 
义务结构，尽管对于这种结构的揭示还不够充分。不过，礼物交换所释放的强 
大社会力量，可以使社会关系“兴奋”起来并对社会关系赋予义务，即便是在 
完全商业化的节日(如圣诞节)中也不例外。莫斯试图理解的，正是使社会生 
活有序化的义务、强制和仪式。涂尔干把神圣象征物的起源与动态的欢腾场面 
联系起来，莫斯则将这种欢腾场面理解为一个建立在支出、消费和义务基础上 
的社会图景，而不是一个建立在自利基础上关于人类储蓄、生产和交往的经济 
学图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莫斯的思想在巴塔耶试图重新书写我们所认识的“经 
济学”时占据着核心地位。

在《受诅咒的分享» (The Accursed Share, 1991)—书中，巴塔耶采用了涂尔 

干(Durkheim, 1995)对神圣事物的分析，也借鉴了莫斯(Mauss, 1969)对礼物 

的分析，从而提出了一套关于“限制的”和“普遍的”经济的理论。“限制的” 
经济是古典经济学和当代晚近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在考 
察了匮乏的概念、珍稀财富的积累后，巴塔耶认为在两点上可以看出这种限制 
经济概念的不足：一是它忽略了经济活动不可能单独被经济事实或经济活动所 
解释，二是它“置社会内在的多种可能性于不顾，转而注重那些可被直接观察 
到的貌似真实的必需品”(Richardson, 1994：68).相反,“普遍”经济关注的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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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而不是匮乏、“花费”而不是生产：在这一意义上的“经济”中，“人类献祭、 
修筑教堂或玉石礼物”等事件，实质上与经济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具有同等重要 
的意义(Bataille, 1991： 9)o这里所说的“过剩”，是指人类生活中社会力量的 
过剩，因而必须将它以某种形式发泄出去。与古典经济学相反，巴塔耶强调的 
不是对自我利益的功利主义追求，而是对“无效”花费的集体性冲动。这种冲 
动在除现代社会以外的所有社会中，在对财富和能源的无偿的、铺张浪费性的 
礼物交换中，异常明显地表现出来。“限制的”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产生 
剩余财富，当然这种剩余财富(被诅咒的部分)会被无效地耗费掉。如果忽略 
了生产活动的这种广泛联系，该社会对于其成员来说就具有压制性，并且社会 
本身也会异化(Richardson, 1994： 73)o

现代社会的这种异化倾向，突出表现在“休闲”方面。在巴塔耶看来，休 
闲之所以是重要的，就在于它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经济上，抑或是在生产方面， 
都为“无效”的花费提供了契机。迄今为止，资本主义都“允许”休闲时间的存 
在，因为只有给人们足够的休息才能保证人们在其他时间里尽可能高效地工作 
(Richardson, 1994： 72).然而这是荒谬的，因为休闲(“普遍”经济的一部分) 
不是以其他方式，而是以否定“限制的”经济的方式而提出来的。休闲的逐步 
商业化，使得现代社会处境越来越糟，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市场”的心态在 
形塑着人们的文化、体育运动、审美等活动。

费瑟斯通(Featherstone, 1991： 96)认为，休闲现在是市场的一部分，并 
且在这个市场里，人们在特定的活动中心，如“主题公园”，消费特定的体验 
感受，并将这些消费视为“生活方式”的各种选项。对于这种转变，费瑟斯通 
(Featherstone, 1991： 22)采用巴塔耶的观点，来强调它们是何以能被理解为一 
种能量过剩，且该过剩转化成了消费主义的当代形式。因此，当代社会的体育 
馆、主题公园和购物中心，为人们消费资本主义“过度生产”所产生的“被诅 
咒的部分”，提供了很好的去处。在谈及资本主义将继续朝向“巴塔耶所预言的 
趋势”发展时，博廷和威尔逊(Boting & Wilson, 1998： 18)也提出了类似看法。 
不过，他们对巴塔耶观点的扭曲引用，可能会让巴塔耶自己也吓一大跳。巴塔 
耶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反常地从自身本质中异化出来的产物，因为它将人类 
贬低为商品(Bataille, 1991： 129).费瑟斯通所说的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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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经济的转变，并不是指“限制的”经济向“普遍的”经济的转变，而是指那些本 
来属于普遍经济的物品，受到了商品化模式的殖民化。因此,休闲越来越形象地， 
也越来越真实地成为一种我们“买进”的市场，而且也是一系列更广泛的具有 
市场敏感性的选择的一部分。我们正是通过这种选择，并依靠我们所消费的商 
品来建构我们的身份。用巴塔耶的术语来讲，现代消费主义形式的发展，可被 
视为一种非人化的现象，也是一个“病态社会”的见证。他指出，一个社会的本质， 
以及现代社会正试图边缘化的东西，就是人们与那些“使人既惧怕又高兴的” 
事物的遭遇(Bataille, 1991： 129)。这种事物显然与消费主义者购物的愉悦没有 
任何关系，甚至与户外活动中心的“白水漂流” (white-water drifting)体验也无 
任何关系。巴塔耶谈论的这种事物，就是砂羊事物。

在描述婆罗门(教)的献祭观时，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evi)将神圣事物 
视为“电”，这一观点对休伯特和莫斯(Hubert & Mauss, 1964)甚有启发。休 
伯特和莫斯将献祭体现出来的社会特征，视为表现根植于神圣事物“深层力量” 
的行动的一种方式(Mauss, 1900： 353, Strenski, 1998： 122).在社会底层的这 
些献祭的仪式化形式背后，是一套深层的献祭结构。与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将 
社会视为个体选择和行动的总和这一观点相反，涂尔干(Durkheim, 1973： 163) 
指出，正是由于“社会有自己的本质”，因而在个人利益和社会要求的利益之间 
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不仅是因为阿彻尔(Archer, 1995)所说的，我们实际 
居住的社会与我们所欲的社会不一样，还因为只能在优先满足作为整体的社会 
的更大利益的情况下，个体才能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正如涂尔干(Durkheim, 
1973： 163)所言，“社会不可能在不要求个体作出永久和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得以 
形成和维持”。简言之，社会“强迫我们去超越自己”，超越我们的真实成本， 
这种超越不仅表现在许多人的日常行为中，如慷慨大方、富有同情心、英雄主义， 
也表现在一个更谢遢意义上的“怎样都行”的社会中。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 
理解贝克关于那些不断重塑自身生命历程、人际关系、对世界进行展望的反思 
性个体的论述。人们在面对看起来属于个体自由的东西时，有一种潜在的痛苦、 
害怕失败和牺牲的感情，这就使得本属自由的东西最终却成为压制性的和非人 
化的东西(Beck, 1992： 135-136).按照这一逻辑，消费者文化的高度仪式化模式， 
并不会激活神圣事物，反而是对神圣事物的一种拙劣模仿：神圣事物中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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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
“波兰尼揭开了自由市场的神秘面纱：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自由、自治的市 

场体制。”(Stiglitz, 2001： xiii)而且，他不仅仅是指出了这样一个体制的不存在， 
还指出了该市场体制如果存在的话，必定会摧毁人性，并摧毁地球上的自然资 
源(Block, 2001, xxiv)0因此，他仔细考察了强加在人类身上特定的经济视角 ， 
并分析了由此带来的灾难性的社会和道德后果。显然，他的论述具有一种道德 
维度，因为他阐述了除了现代社会以外的所有社会是如何赋予自然和人类生活 
以神圣性的。不过，通过详尽的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他也阐述了国家对经济 
运行不可避免的、持续的干预，是如何展现出将经济从社会中抽离出来的目标 ，

并不会激发人们购买的欲望，超灵性的力量也不会表现为“过度消费”，全球资 
本主义的“消费大教堂”外表华丽，精神价值空乏，它所承诺的救赎到头来只 
是一场空(Ritzer, 1999).

根据巴塔耶(Bataille, 1991) “普遍的.和“限制的”经济的观点，我们可 
以将现代消费主义理解为一种试图使用那些原本属于限制经济的功利主义关注 
来殖民化普遍经济的企图。总之，超灵性的力量受到货币的操纵。如果这些超 
灵性的力量体现了社会的真正根基的话，或者用巴塔耶的术语来表示，如果限 
制经济最终还是得依赖普遍经济而存在的话，那么在消费文化的献祭要求背后 
就会有一套更深层的义务与献祭模式，其意义远比货币经济重大，其具有的社 
会力量也足以规避功利主义的控制。杨美惠(Mayfair Mei-hui Yang, 2000)考察 
了中国东南部的温州地区，该地区的仪式性花费随着新型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复 
活。她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普遍经济”的重要性。至于西方社会，按巴塔耶 
的分析，存在着一种消费主义冲动，它力图消除所有的强制性(除了选择的强 
制性)。尽管这种冲动非常强大，但它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那些使个体利益受 
社会和道德义务限制的超灵性机制的抵抗。波兰尼(Polanyi, 2001)权威性地分 
析了对市场心态的非人性化幻想、误解和道德风险，并以一种综合性的、富有 
挑战性的方式对上述思想进行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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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抽象和推理的学科，与其说它关注现实的实体,

彻底的自我主义者 <101>

政治经济学
不如说它更关注去构建一个或多或少可欲的理想型；因为经济学家所谈论 
的人——彻底的自我主义者——不过是一种不真实的理性人而已。我们 
所知道的人，真正的人，却是更加复杂的：他总是属于某一时代，某一国家, 
他居住在某地，他拥有家庭，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抱负。

(Durkheim, 1970： 85；参见 Smelser &Swedberg, 1994： 11)

在这段话中，涂尔干强调经济因素不可能与它所在的社会背景分离开来 ， 
也不可能建立在一个由现代自由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理想化的、作为反社 
会的自利主义者的、抽象的人的概念上。波兰尼对现代经济研究最大的贡献 ， 
就在于他详尽地论述了“经济学的虚妄”是如何产生出现的，以及它对西方社 
会的现在和将来的危害性。

波兰尼(Polanyi, 2001： 46)注意到历史学和民族志能丰富我们对各种经济 
学流派的知识，这些经济学流派大多是关于各种类型的市场的理论。但他也指 
出，只有到了现代西方，经济才开始被市场所规制和控制。人类社会一条最基 
本的规则是：经济是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尤其是嵌入于各种义务、互 
惠、宗教信仰和行为模式中，以及一系列能引导人类冲动和欲望朝向非经济 
目的的其他社会关系形式中(Polanyi, 2001： 48-49)o在借鉴了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ksi, 1930)和特恩瓦尔德(Thurnwald, 1932)的思想的基础上，波兰尼 
(Polanyi, 2001： 49-50)注意到在那些“每一次行动都包含大量非经济动机”的 
社会里的耳夢和學會呼的意义，因而食物、商品、劳务就不可能从义务、责任 
和宗教动机中脱离出来；因此，那种认为人们为经济利益而对食物、商品和劳 
务进行交换、谈判或“买卖”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他更进一步指出，与现代新

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反现实主义的工程(Block, 2001, xxv)。他并没有停留于 
此，他还强调指出了自由市场观念是如何建立在一个完全虚妄的人性的“自然 
秉性”基础之上(Portes, 1994：432)。伴随着对现代性的研究，对“原始的”和“古 
代的.经济的考察也揭示出经济是永远嵌入社会的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并揭 
示出宗教和货币制度一样，对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用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Polanyi 
et.al, 1971： 250 )o在这一意义上，他的论述是建立在涂尔干的一些观点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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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神话相反，“独自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原始人，或只为自己家人釆集食物和 
狩猎的原始人从来就不存在”（Polanyi, 2001： 55）。在此基础上，他对斯密的观 
点提出异议。斯密认为人类有一种以物易物、买卖交易、交换等的天生的倾向性。 
波兰尼则认为这种“经济人”的观点是对过去的一种误读，同时又为其自身可怕 
的社会后果“提供了更多关于未来的预言”（Polanyi, 2001： 45）.自由主义政治 
哲学认为，人类从那些压制他们天生自私倾向的社会规则中解放出来，这一解 
放可被视为“无限希望”中的一大跃进。波兰尼（Polanyi, 2001： 88）认为，在 
这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下，现代西方的发展中呈现出了 “无限的绝望”和 
“痛苦的错位”。他指出，随着“前所未闻的财富与前所未有的贫困共存”，以及 
“以大多数人最大福祉的名义而宣布放弃人类团结的禁欲主义者的决定获得了世 
俗宗教的尊严”，传统基督教徒的团结让位于对于其他人无责任、无义务的态度 
（Polanyi, 2001： 107）。

这种预示着抛弃团结的功利主义“世俗宗教”，并不是要将经济从社会中脱 
离出来，而是要使其从属于市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也开始向市场屈从， 
并且“市场经济”也成为“市场社会”的同义词（Polanyi, 2001： 60）.在这种市 
场社会中，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成为为获利而进行交易的商品。这也就使得“社 
会实体本身屈从于市场律则”，因为“劳动力”实质上指的就是人类，“ 土地”则 
指的是我们的自然环境，但它们“显然并不是商品”，因为它们并不是“为销售 
而进行生产”（Polanyi, 2001： 75）0同样，货币也不能作为商品：它是一种交换 
的象征，而不是为了销售而进行生产。因而，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视为商品， 
不仅是“全然错误的”，而且还完全剥夺了人类所具有的物理、心理和道德的实 
质（Polanyi, 2001： 76）.这种使人类从属于市场经济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湮 
没人类存在的“有机”形式,并且会将人类的社会关系化约为“契约自由”的规则: 
“非契约的亲属关系、邻里关系、职业关系、宗教信条将面临着毁灭，因为它们 
苛求人类的忠诚，从而就会束缚个体的自由”（Polanyi, 2001： 171）。在这一意 
义上，吉登斯（Giddens, 1991a： 89）描绘了即便是亲密关系也会面临社会的脱 
域，因为它们越来越不受传统纽带的约束，并最终受个体需要的契约主义的调节。 
吉登斯的这一论述，反映出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更广泛的市场取向的功利 
主义模式。不管哪种情况，个体的解放就是从社会中解放出来。波兰尼关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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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现代性中工业化的劳动力所带来的非人性化后果的阐述，可以在贝克(Beck, 
1992：49)的论述中得到反映：他认为，在今天的“风险社会”中，人们所经历 
的最后一丝团结，来自于他们都作为“忧虑的公民”的经历。

与许多关于现代性的论述相反，波兰尼在强调当代世界的冬傘善的同时, 
还注意到了那些挑战和限制这种非人性化对社会不良影响的那些因素的重大意 
义。正如他所言，伴随着这股通过从工业化产生出来的市场来抑制经济和社会, 
从而使社会纽带解体的功利主义思潮，“出现了一场激烈的抵制市场控制经济所 
带来的影响的社会运动”，即通过一系列对经济和社会的集体主义干预，从而 
实现“社会的自我保护”。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社会开始了这种复兴， 
“在最为多种多样的口号下”采用了 “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阻止了天主教徒 
和清教徒、基督教徒和无神论者、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分(Polanyi, 2001： 
154)。更进一步地，波兰尼(Polanyi, 2001： 161)直接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将这 
些改变与阶级利益相联系的做法，他所强调的是作为这些变化基础的共同利益， 
因为人们不仅是一个特定阶级、生产者群体、消费者群体的成员，而且还扮演 
着母亲、爱人、上班族、旅行者、园丁、运动员等角色。也就是说，在那些对 
自由市场经济的管制和限制中表现出的社会的复兴，就是涂尔干所谓的專申 
的人的复兴。真正的人是不能化约为古典经济理论里虚妄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扇 
(Durkheim, 1970：85)o但这并不是说，社会的复兴就是一种明确的称心的现象。 
波兰尼和涂尔干的更进一步联系表现在，两人都注意到复杂社会现实中的不确 
定性和模糊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在当前社会学中的体现，它的一个明显 
失败之处在于，难以解释人类社会存在的科但仃为，即用超越个体的道德和价 
值来约束个体的自利(Collins, 1993)0例如，科尔曼(Coleman, 1990)也与许 
多理性选择理论家一样，谈到了那些能被最终视为自利行为的WffiW利他主义 
(Wrong, 1994： 199)。根据这一模型，我们就可以像斯塔克(Stark, 1997)对待 
一般宗教的态度那样，宣称所有的“献祭”都是一种理性的自利行为，为了弥 
补献祭所产生的损失而寻求补偿物(如天堂)。有趣的是，这种功利主义地追 
求“补偿”，甚至囊括了殉道中的生命的付出。然而，这种理解与吉登斯强调反 
思性决策一样，都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将各种各样的行动化约成了单一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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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社会
鲍曼(Bauman, 1993： 231)注意到经济运行方式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国 

家不能有效地调控经济，因为“对人们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经.济资产是’外来

实际上，有些行动可被理解为个体自利行动的结果，但是这种看法也遭到了激 
烈的反对。这不仅是因为有的利他行动对行动者本身并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在 
一些文化中还存在着“利他性自杀”的区方■形式，如日本的剖腹自杀，以及印 
度的陪葬(妇女在丈夫的丧礼仪式中跳入火堆焚烧自己)(Davies & Neal, 2000： 
38.参见Durkheim, 1952).这种功利主义说法显然也不能解释那种由宗教信仰 
而导致的个体“自杀式爆炸”的死亡，这种爆炸显然并不是一种要帮助他人的 
利他行为。相反，自杀式爆炸者的主要目的是杀死别人或使他人致残，其自身 
死亡不过是一种副产品。对于涂尔干和波兰尼而言，这些现象均不能用功利主 
义选择来解释，而只能视为一种野蛮的社会力量。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论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模糊性视为社会的核心： 
社会能量可以提升道德感、促进自我牺牲、甚者激起英雄主义，但也能挑起野 
蛮行为、暴力、压迫和狂热(Durkheim, 1995： 213, 417).波兰尼(Polanyi, 
2001： 265)在反对非人性化的市场经济功利主义时论述了社会的复兴，该论述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模糊性，因为他注意到，这种复兴能提升人们对他人的道德 
责任感，也能在当个体完全归入社会时，对其自由和道德进行法西斯主义式的 
毁灭。他指出，这种模糊性现在正深植于现代社会的核心。在现代社会，一方面， 
市场经济仍以个体自由的名义不断蚕食社会，另一方面，反对这种蚕食而再次 
强调社会重要性的做法，也常常预示着对自由进行法西斯式的铲除(Polanyi, 
2001：266)。一方面是个体主义的消费主义，另一方面却是正在复兴的残暴部 
落主义的后现代社会，面对这些，鲍曼(Bauman, 1993)提出了 “后现代的伦理 
学”，这种提法表明波兰尼的分析在当前仍具有适用性。与鲍曼反感于将作为一 
个独特现实的社会与道德联系起来的做法相反，波兰尼认为，正是由于认识到 
了这种现实，才能将内在地險含于人类环境中的道德性纳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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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说鉴于资金流动可以抵制所有的限制，资金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外国 
的，以免当地统治者天真地认为他们强大无比并能掌控经济。政治专制(不管 
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与经济自足已截然分开；并且这种区分不可逆转”。尽管 
鲍曼(Bauman, 1993： 237-239)意识到了一种反对这种经济脱域的“爆炸的社 
会性”的存在，但他又害怕这种社会复苏所带来的病态的社会和道德后果，因 
而他将希望编织在人类天生的“道德自我的自主”能力上。这种能力能抵制一切 
试图“麻醉”它们的东西，从而能提供更多的“保护人们生命不受残酷的摧残” 
的机会。因此，鲍曼和波兰尼一样，对那些以经济从社会中独立出来的名义而 
使人类遭受摧残的现象有着强烈的敏感性，但他却并不赞同社会复兴的观念。

然而，对于波兰尼(Polanyi, 2001： 267)而言，要抵制将社会化约为市场的 
倾向，并同时防止滑向法西斯主义，就必须抓住社会生活的“道德和宗教”方面， 
并进而抓住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作用的基督教影响。因而他认为，对经济 
和社会的研究，必须注意“构成西方人意识的三个因素”：第一，关于死亡的知识， 
这表现在旧约中，第二，关于自由的知识，这表现在新约中，通过耶稣的教导 
而发现人的特殊性；第三，关于社会的知识，它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在一个复 
杂的、分裂性的、有着深远影响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关于社会的知识，现在仍 
然是“构成现代人意识的重要成分”(Polanyi, 2001： 268)。尽管社会学理论的 
某些方面非常强调死亡在人类生活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重要意义(Berger, 
1990, Bauman, 1992b),但波兰尼认为，个人的特殊性和社会的实体性同等重 
要，对这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应给以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秩 
序是非常重要的。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重视个人，但却否定社会，因而就 
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和道德后果。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虽然看到了社会的实体性 ， 
但却忽视基督教对个人特殊性的发掘，从而也就助长了邪恶、残忍及对个体良 
心的蔑视。因此，与鲍曼的观点不同，“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意义”不仅建立在我 
们要像接受死亡这一事实一样去接受社会的实体性，还建立在鲍曼也可能同意 
的一点上，即要发展岀一种勇气去承担个体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使人们 
敢于批评和反抗不公正与压迫(Polanyi, 2001： 268)o

让我们再次回到禁忌这一主题上来。根据波兰尼的观点，我们能够更清楚 
地认识到禁忌是怎样成为社会的强制性的外在表征的，禁忌又是怎样在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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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危险的道德形式中展现自身的。(后)现代的一种观点认为，更大的容忍度会 
导致更大的自由(Hawkes, 1996),与此相反的例子，像乱伦禁忌的持续存在表明， 

社会在抵制那些为了表达自我欲望而试图将社会化约为市场的力量(Twitchell, 
198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怎样都行”的心态也有它的社会局限。另一方面， 
像杰伊(Jay, 1992)等学者对妇女禁忌方面的一些评论，也阐述了接受社会实体 
性可能带来的危险，即可能会压制人们去挑战不公和压迫的能力。波兰尼强调 
了基督教在西方人自由观发展方面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那些体现在 
七宗罪和十诫中的、将禁忌模式转换成社区伦理系统的基督教转换，似乎是在 
支持而不是反对上述评论，因为它们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个体的道德诚 
实是在对他人的社会责任中表现出来的(Bossy, 1985, WUliams, 2000).更广义 

地来看，我们在上一章也谈到尽管社会有能力将自己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实体 ， 
但它是从那些构成它的人的身上突生出来的，因此，显然我们还有对现存社会 
形式进行道德探讨的必要。

一些特定的经济形式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有鉴于此，指出金钱 
是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就不是波兰尼的关注点。在波兰尼的影响下，泽利泽 
(Zelizer, 1994)挑战了韦伯主义的金钱观。韦伯主义将金钱视为一种理性化 
的机制，泽利泽则认为金钱总是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中(参见 
Mizruchi & Stearns, 1994).现代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那些坚持经济 

从社会中抽离出来的学说模糊了上述这种嵌入性。坦普尔和莎芭乐(Temple & 
Chabal, 1995)在阐述市场取向的学说是如何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在“自 
由市场”的名义下这些学说又是如何使人们变成全球经济的奴隶时，也提到了 
这一点。莫斯阐述了 “古代”社会里人与物的混淆是如何赋予物以人的特征， 
但与此相反，在现代社会，人却变成了物。正是这种非人化的倾向，印证了波 
兰尼(Polanyi, 2001： 248)关于法西斯主义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观点：就社会 
的实体性而言，这两者是分化的两极，但这两者却又都试图祛除人类的道德责 
任，因而两者都对人进行了非人性化。在这一意义上，值得注意的是，维瑞利 
奥(Virilio, 2002： 10)的观点与波兰尼的许多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维瑞利 
奥认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许多危险，都是缘于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即幻想 
人类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世界。显然，维瑞利奥和波兰尼都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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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了非人性化是源于一种“双重否定”，即对个体和集体的道德承担的否定。
和波兰尼一样，坦普尔和莎芭乐(Temple & Chabal, 1995)也发现了一个能 

抵制这种经济还原主义的社会基石的持续存在。因此，在挑战自由市场经济学 
及作为其基础的自由主义哲学时，坦普尔和莎芭乐建议我们将存在于家庭和小 
型社区里的互惠，扩展到目前受经济思潮主宰的国家关系和全球关系中，以便 
使人类和环境受益。上述这些研究与涂尔干的著作，以及本章提及的莫斯和巴 
塔耶的思想都表明，将社会作为一个必要的实体，对于正确理解人类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命运是多么重要.同时这也表明，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招致可怕 
的社会和道德后果。在世纪之交，游行示威者和暴动者在欧美各城市街道发起 
一系列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就证明了上述后果，这也反击了社会学上将年轻人视 
为只对自己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反思性个体的观点(Stiglitz, 2001：vii)o

不过，要想理解当代社会的倾向和冲突，就需要充分理解西方社会发展所 
经历的世俗化过程。实际上，大部分社会学理论、现代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都将社会视为一种全然模糊的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以个体自由的名义而抹杀 
社会，以及相反地，在重申社会时却往往陷入否定自由的极权主义的危险中， 
这两种做法就反映出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社会生活看法的严重分歧。最为重要 
的是，我们要看到这种分歧的历史是有特殊的宗教因素在内的。涂尔干、莫斯、 
巴塔耶和波兰尼都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关键特征，包括它的主要冲突，都是有 
其宗教渊源的，尽管这一点在人们引用这些作者的著述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而，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对当代社会特征和冲突满意的理解，在进一步重 
新评价社会时，就应考虑西方人理解社会时的宗教渊源，包括社会学中所提及 
的那些。

[1]因此，他的“融汇之爱”(confluent love)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现代关系纯粹作为一 
种个体反思性评估的结果而得以进入和维持。这种反思性评估包括:个体对他们的需要、 
欲望和终身计划的评价，以及对他人能否帮助自己达成目标的判断(Giddens, 1992)。 
在这一意义上，现代许多关系的短暂性，就反映出了它们内在的契约的和功利主义的 
特质，这些特质是与后期现代生活的个人主义冲动力相联系的。在我们迫逐自己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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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理想时，可以随时制定和破坏契约。因而，爱可能包含着情感和性的向度，但这 
些向度又是被包含进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功利主义理性计算的反思性框架中的。关 
系总是契约性的，并有待进一步考察：它们并没有什么必要性，只是深植于生活方式 
抉择中的一种偶然突生性，并没有体现出什么力量与潜能。

究男性成人礼仪式时，剖析了一个对抗女性的男性文化是如何创造的(参见Van Baal & 
Van Beek, 1985： 127)。

[4]在费瑟斯通(Featherstone, 1991)、戴扬和卡茨(Dayan&Katz, 1988)、伦德比(Lundby, 
1997)及马丁一巴贝罗(Martin-Barbero, 1997)的著作中，也是将电视作为一种宗教、 
道德和社会力量的释放渠道。梅斯特罗维奇(Mestrovic, 1997)将电视景象视为对真 
实的宗教和社会动力的“后情感”模仿，与此相反，马丁一巴贝罗(Martin-Barbero, 
1997： 111)则认为人们对名人的崇拜也是一种对当代社会的宗教力量、典礼和神话的 
情感表达。

[2] 将女人与血相联系的做法，使人们对男人的割礼仪式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贝特尔海姆 
(Bettelheim, 1955)提供了一种精神分析理论，即男性对女性出血的嫉妒导致这种切割 
和出血的仪式(参见Douglas, 1966：116)。另一方面，贝德尔曼(Beidelman, 1973)通 
过研究东非的卡古鲁(kaguru),发现在这些仪式中并不存在对女人的嫉妒，相反却是 
男人们用来将他们的身体与流血的女人的身体区分开来的仪式。当谈到年轻男人的割 
礼仪式时，他发现，割礼前后龟头的颜色是不同的。在仪式之前，龟头较之于呈褐色/ 
黑色的身体其他部位是柔软和温湿的，仪式过后及伤口愈合后，龟头却呈现出与身体 
其他部位一样的深色。贝德尔曼(Beidelman, 1973： 160)认为，割礼祛除了女性的“湿 
润”，以及由出血带来的女性“红”。用涂尔干的术语来表述，我们可以将男性身体的 
这种变化，看成是为了避免神圣与世俗的混淆而使男女的区别更加明显的一种做法。

[3] 凡•盖内普(Van Gennep, 1909)和舒尔茨(Schurtz, 1902)也支持这种观点。他们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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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前面几章指出，在对于社会及其消失的评估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相 
信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经历了某种剧烈的、划时代的变迁。关于这一变迁的性 
质、时间定位及社会学意义，存在着很多截然不同并常常相互矛盾的看法，然 
而，它们都认为上帝、传统、人性、历史、社会已经“死亡”，并且，现代性、 
后现代性、激进现代性、转型时代、超现实等等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些论述 
中，充斥着对偶然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和风险的讨论，用鲍曼(Bauman, 

1992a： xxv)的话来说，我们进入了 “一个尚未被开发的世界"，在这里，所有以 

往的地图和指标都成为多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社会学家们开始将经典社会 
理论家，像涂尔干，视为对“逝去的世界”幼稚的探索者(Lemert, 1995： 48), 

那些关于传统、记忆、历史和宗教的研究，开始关注他们研究对象的消失或解 
构(Fukukama, 1992, Heelas et al., 19961 Hervieu-Leger, 2000( Bruce, 2002), 

即使是某些神学家和牧师，也开始把他们对上帝的信仰视为某个更易受骗的时 
代的古怪残余(Boulton, 1997： 9)o事实上，图海纳(Touraine, 1989： 5)指出， 

社会学的阐释必须随着他们试图把握的现象变化而变化，但是，由于这些现象 
似乎改变得过于迅速也过于频繁，以至于如果说“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每个星 
期都需要被重写，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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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人类只是作为“行动

在这些关于剧烈的、划时代的变化的描述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历 
史变迁的论述事实上被用来限制社会学家严肃对待历史的程度。这导致一种矛 
盾的论述：一方面，现代性让位于后现代性的时代，以类似“历史”这样的元 
叙事消失为标志(Lyotard, 1984),另一方面，社会学的论述将所有的社会和文 
化现象归为两类，“前现代的”和“现代的”，将大部分“历史的”归入前一类， 
并认为现代性是反历史的(Giddens, 1990, 1991a)。在一些新近的社会学研究 
中，随着时间概念的问题化，“历史”概念遭到的高度质疑再次被加强和延伸。 
哈维(Harvey, 1989)提出的“时空压缩”，欧热(Auge, 1992)关于历史加速度 
(acceleration)的论述，福山(Fukuyama, 1992)关于历史终结的观点，以及各 
种“过去已死”的后现代论述都相信，现世性(temporality)已经遭到后现代的 
激烈重塑(参见 Jameson, 1992： 307-311)。正如莱昂(Lyon, 2000： 122)恰当 
的表述：这些论述表达的思想是，后现代性或“激进”现代性的到来，并不仅 
仅预示着“危机时间”，而且还预示着“时间的危机二在这里，例如通过电脑 
信息瞬间交换这样的现象，被认为会导致过去、现在和将来崩溃为“无时之时” 
(timeless time),或是信息交换的“视觉时间”(Lyon, 2000： 121,参见 Castells, 
1996)。简言之，社会的碎片化是时间碎片化的真实写照(de Connick, 1995)o

毫无疑问，这些论述使得人们关注时间的社会组织，以及附着其上的文 
化意义的重要变化，然而，它们却也使人们忽略了亚当(Barbara Adam, 1990： 
154)提出的更为宽泛的问题：“在整个自然界中发现的更具普世性的时间原则。” 
关键问题在于，缺少对人类在这个世界的体现形式的关注，这种形式不仅仅在 
于肉体的衰老，还涉及这样一个事实
实践中心”的现世的存在(temporal beings) (Adam, 1990： 70-71)o事实上， 
在“当今对于互联网社会影响的乌托邦描绘”的评论中，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xi)指出，这些描绘都无法解释伴随人类具形(embodiment)而 
来的“行动的放置”，从而将虚拟的扩展限制在了某个范围之内。与这种对体现 
形式的忽略相关的是对从化身的(embodied)关系中浮现出的、内在于“集体生 
活的基础.(substratum of collective life) (Durkheim, 1982a： 57)的超自然力量 
的忽略。在技术决定论或新康德主义自我决定论的影响下，反身主体拥有重建 
时空的能力。这种对于社会基础的忽略，也导致了对于西方历史上基督教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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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本章对“temporal”的通用译法为••现世”或“现世的二在这里，为了与“spiritual”(属灵) 
进行对比，译为“属世二在圣经中，关于二者的区分随处可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 
看哥林多前书，3：1,哥林多后书，4：18,以弗所书，2：1 — 5等章节.

作用的忽略，人们无法认识到，这一影响至今还在持续。
在本章中我将指出，由于这些观点建立在对于社会现世维度令人质疑的理 

解之上，它们过于强调了基督教在当今失去的社会重要性。这里特别提到的“现 
世”维度，不同于亚当(Adam, 1990)笔下那些千变万化的时间经验、编纂和转 
型，而是特指两个现象。第一，社会在其中发展的宽泛的现世情境，即社会发 
展的长时段历史。当今社会需要在长时段的关系中加以分析,如果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揭示出基督教在哪几个重要方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施加了不可或缺的影 
响。第二，在基督教影响下浮现的，在“属世” (temporal)和“属灵”(spiritual) * 

之间进行的二分。这一区分在中世纪思想中至为关键，到了新教改革时期，又 
被转化为“宗教”(religion)和“世俗” (secular)之间的二分，并对现代哲学和 

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的图景起到了主导性影响。虽然这种中世纪的观点已经越来 
越少被提及，但它在这方面仍然有影响。事实上，即使对大多数类型的社会学 
而言，新教在宗教和社会之间作出的严格区分已经成为规范，在其他人那里， 
当涉及对宗教和社会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时，与中世纪基督教类似的理解仍 
旧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章的脉络如下：首先讨论了一位社会现实主义者关于时间重要性的论述， 
如何有助于我们将社会进行概念化，然后考察了基督教历史怎样为西方社会提 
供了某些文化对立，例如，属世和属灵，这些文化对立延续至今，仍在影响着 
我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最后我考察了这些对立如何贯穿于对社会纽带和联结 
的哲学论述中，并揭示它们在关于现代性的某些关键社会学图景中同样存在。 
自始至终我都会指出，很多关于当今世俗性的传统假设，混淆了我们对事实真 
相的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属世和属灵之间的二分，要比世俗和宗教之间 
的二分更具分析上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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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中的概念，指人为的、与自然相区分的习俗、法律、惯例等。 译者注

用年吋學｛longue durde)人类历史的方式来阐释当今社会制度及发展的重要 
性，可以从相反理论引发的问题中窥见一斑。例如，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伯 
格(Berger, 1990： 3)写道：“社会是一种辩证的现象。一方面，它是并且仅仅是 
人类的创造物，然而，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反作用于它的创造者。”这种建造 
世界的“辩证”过程包括三个阶段：Z卜在依(externalisation,从肉体和心灵上“将 
人类倾到于世界”)，客体化(objectivation,伴随上述行动的产物岀现的“真实”)， 
内在化(internalisation,在主体意识之内“重新安置”真实)(Berger, 1990： 4)。 
正是在这一辩证过程之上，伯格发展出了关于宗教和社会的建构主义论述。在 
他看来，外在化的过程产生了 “规范"(nomos) *,即一种有意义的秩序(order), 
它使生活充满真实，即使由于“悬挂在对话的细丝之上”，它常常处于脆弱易碎 
的状态之中(Berger, 1990： 17)。宗教，按照他的功能性定义(虽然他也拒绝对 
立的说法),通过将规范与宇宙秩序相连，“保证” 了它的实在性:神圣是我们“远 
离失范的最终避难所”(“神圣的帷幕”)，因为它将世界的建构本性隐藏在了“虚 
构的必要性”之中。现代社会中，随着宗教的衰落，社会和文化的大部分领域“都 
从宗教象征的控制中解脱了出来”，宗教失去了主观的“可信性”(plausibility) 
(Berger, 1990： 107, 128),因此，“真实”的社会建构本性变得越来越脆弱，这 
刺激了更广泛的“失范”过程。虽然伯格没有明确指出，但他的论述似乎逻辑 
性地暗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处于崩塌的危险之中。

然而，正如巴斯卡(Bhaskar, 1979： 33)指岀的那样，人类和社会并不是在 
同一过程中“辩证性地”相关。与伯格的论述不同，我们并没有“重新安置”自 
身活动的产品，相反，被人类安置的社会永远都是早學序*的：我们可以帝吿个， 
或者使社会琴掣，然而，我们不能创造它，因为它已经在那里。阿彻尔(Archer, 
1995： 63)指出，同样的论述也可被用来反对吉登斯的结构理论(Giddens, 
1984)：否认与人类能动者截然不同的自然真实的概念，不仅仅高估了人类的创



第五章现世的社会 125

在

<112>

造性，也否认了对我们而言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选择和行动的情境和结果 
受到我们身在其中的前在的(pre-existing)社会的制约。因此，与伯格不同，我 
们不能简单地建构出与我们发现自身的社会情境分离的有意义的真实，也不能 
简单地瓦解已经存在的真实。对于宗教而言，这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基督教维度， 
并不必然在失范的社会激流中消失，无论有多么“不可信”，基督教信仰和实践 
仍旧存在于很多生活在当今世代的人们心中。

伯格的分析所缺乏的，正是对社会的现世维度的重要性的必要承认。虽然 
他指出社会“既先于也晚于”个体，并且，外在化的行动“在时间中延续”，但 
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观点实际上与他的“辩证”模型相互矛盾(Berger, 1990： 
3,7)。这里需要注意，虽然伯格从涂尔干(Durkheim, 1952) “失范”概念的 
颠覆中提出了他的“规范”概念(Berger, 1990： 189),涂尔干则在更大程度 
上认识到了社会的现世方面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建立在德•古朗士 (Fustel de 
Coulanges, 1956： 14)的论述之上：“对于人类而言，过去从未完全消失 
任何一个时代，过去都抓住他，他是过去的产物，也是所有先前时代的缩影。” 
对涂尔干(Durkheim, 1977： 15)而言，如果切断与过去的联系，我们甚至不可 
能开始理解现在。此外，过去的重要性绝不仅仅是主私喚即在我们个人传记 
中存在的人物、地点和事物，将会永远在我们内部延续着某种特定的重要性， 
它也是在个体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形态的层面，现在都是被行动、事件、 
经验和个性的“聚合-(agglomeration)所形塑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充分认识到 
其中的大多数因素，然而，这是因为“它们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Durkheim, 
1977： 11,参见 Strenski, 2002： 116-117).阿彻尔(Archer, 1995： 169)指出， 
将结构和能动性视为分析上相互分离的概念是必要的，这也能够说明，我们作 
为社会能动者面对的社会结构的自然性，依赖于此前“世代”的行动。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与其他人相比，鲍曼指出(Bauman, 2002： 
191),涂尔干关于人类行动拥有超越即时的影响的论述(Durkheim, 1972： 93- 
94),在面对当今社会遭遇和经验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关的多样性的时候，似乎 
遇到了困境。吉登斯关于当今“慢性反身性”的论述(Giddens, 1990, 1991), 
同样侵蚀了现在与过去之间任何真实的联结，此外，埃尔维厄-莱热(Hervieu- 
Leger,2000)也瓦解了曾经塑造西方文明的记忆的集体性链条。这些观点与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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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不谋而合。不过，另一种具有更大批判潜力的论述是由厄里提出的。特别是， 
为了挑战阿彻尔在文化和能动性之间作出的世俗区分，他指责她提出了逆20世 
纪所有科学潮流而行的“时间的牛顿概念",在他看来,她将时间简化为“此前一 
此后”的线性模式，忽略了全球变迁带来的多种“时间”及“时空倾斜”，这些 
变迁使得“即刻的”(instantaneous)时间，成为后科学人类/技术“杂交体”中 

最有力量的方面。
厄里的分析的价值在于，阐明了关于时间的社会学分析的主要特征，包括 

对工作、闲暇和“钟表时间”认同的社会制度的分析，并使人们意识到，在全 
球化的世界中，将“现世性”(temporality)的不同维度理论化可能出现各种复 

杂情况。不过，他对阿彻尔的批评在两个方面却也是值得怀疑的。第一，阿彻 
尔是否持有“时间的牛顿概念”并不清晰。后牛顿的时间概念的主要特征是强 
调时间的不田咨単，此外，事件不仅仅以单一的、线性的、现世的形式发生， 
现世性内在于事件和行动本身(Adam, 1990)Prigogine & Stengers, 1984)o正如 

伯恩(Byrne, 1998)和萨耶尔(Sayer, 2000)指出的那样，关于时间的批判现实 

主义概念，完全可以与这些复杂性的理论家提出的观点相容，他们都相信，真 
实以一种动态但不可逆的方式，被多种原因和影响建构出来，这种方式以浮现 
(emergence)为特征。在这方面，注意到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厄里认为，“此前一 

此后”的时间理解在理论上值得怀疑，然而，与他的观点相反，不可逆的时间 
概念事实上如尊了这种理解。

第二，厄里并没有在当今关于时间的社会再建构和更广泛的关于社会的 
现世维度的论述之间作出区分。因此，他能将混乱和复杂性的理论与卡斯特尔 
(Castells, 1996)关于信息社会引发时间转型的论述相整合，并由此指出，在依 

赖于“完全超出人类意识之外的不可感知的短暂刹那”的技术过程中，在由社 
会和技术关系的即刻特征引发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现世区分的崩溃中，以及在对 
现世碎片化和短期化行为(short-termism)宽泛的文化经验的扩散中，可以明显 

看出“即刻的”时间的重要性。这些论述拒斥了年代一生物学和热力一动力学 
的观点，二者结合在一起，可以加强对嵌入人类活动之中不可逆的时间之流的 
关注。此外，这些论述也忽略了厄里关于后牛顿时间概念的论述的主要来源， 
亚当曾经指出，混乱和复杂性的理论增强了时间的社会制度在更广泛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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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中被评估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境下，社会浮出水面(Adam, 1990： 154- 
155, Urry, 2000： 119-120)o

正如鲍曼(Bauman, 1992b)所言，事实上，人类的基本方面之一，即是在“约 
束时间的”(time-binding)头脑和“受时间约束的”(time-bound)人类必死性的 
事实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使我们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人类的生活、命运 
和经验概念化，包括人类命运中的各种现世维度。海德格尔(Heidegger, 1962) 
在关于人类本质上的现世维度的观点中，也详细描述了这种必死性。厄里(Urry, 
2000： 116)再一次追溯亚当的脚步(Adam, 1995： 94)指出，女性主义者对这种 
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它体现了一种本质上是“男性的”路径，忽略了 “生殖 
的时间创造能力”。不过，承认人类都是化身的存在并将最终死去这一不容否 
认的人类学事实，超越了性别划分。此外，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关于时间的人 
类经验也具有内在的化身性：按照个体存在的形式，我们是“在时间中的身体 
(bodies)",并且，作为单一种族的人类，在生物和社会进化的年吋學中创造的 
不同历史时期，同样具有本质上的现世特征(Mellor & Shiling, 1997： 18；参见 
Braudel, 1972)。实际上，如果从鲍曼关于约束时间的头脑和受时间约束的肉体 
之间的紧张的论述出发，可以说，也令也在不同的方面拥有“约束时间”的能力， 
然而，归根结底，営吋四均卒指的是，在鄭卩的,四中，他们是化身的存在(参 
见 Gurvitch, 1963： 174, 1964, Adam, 1990： 122)。因此，“即刻的时间”的非化 
身观点，可以解释电脑如何运行，却不能恰当地解释人类社会生活宽泛的现世 
维度，无论我们对于速度的逻辑、时间的某种特定社会组织的碎片化，以及在 
公共及私人生活中短期化行为价值和实践的扩散有多么清醒的认识。

更进一步来说，这些发展并没有揭示原因与影响之间“此前一此后”的现世 
区分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它们阐明了它的价值：正如鲍曼(Bauman, 2002)关 
于当今社会的论述所揭示的那样，社会和文化经验的一个关键维度即是，事件往 
往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外，而不是一切都能按照我们一时的兴致被立即重新构 
建。这并不是说一切耳的就在我们的控制之外，除非我们接受某些信息社会理论 
家提岀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事实上否定了人类能动性的可能，而是说， 
我们无法避免被阿彻尔(Archer, 1995： 2)称为“社会真实的让人头疼的矛盾性二 
原因在于，即使社会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建构，但人类仍旧是在时间中的存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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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自身选择、更不用说是自身创造的情景中发挥能动性。因此，顺理成章的是， 
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忽视有极大危险，因为按照孔德(Auguste Comte)的表述，大 
部分行动者都是死去的人(Archer, 1995： 148)。

涂尔干认为(Durkheim, 1982b； 211), “如果社会学没有历史的特质，就 
不配称为社会学二吉登斯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Giddens, 1991b：205),他认为， 
社会科学“不可救药地具有历史性二 无论如何，吉登斯CGiddens, 1990： 4)对 
历史持有一种断裂主义的观点，在现代与前现代社会之间进行了明确区分。“现 
代性带来的生活方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将噸专社会秩序的传统类型扫 
荡出我们的视野。”这一论述严重忽视了历史的延续性。就像吉登斯关于能动性 
的观点将太多注意力放在了个体的创造性之上(Kilminster, 1991),他关于历史 
的观点也将太多注意力放在了由现代性带来的断裂之上。不仅如此，他并没有 
对如下事实引起足够注意，即“现代性”这一观念本身也有植根在基督教传统 
中的特定历史。库马尔(Kumar, 1995： 69)指出，事实上，“我们关于现代性的 
大部分理解，都包含在历史的基督教哲学之中二

库马尔注意到(Kumar, 1995： 68),通过基于末世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图景将意义充斥在时间之中，“基督教如何重塑了时间和历史的概念吉登斯 
(Giddens, 1990： 37)关于未来取向的现代性的论述，是针对过去取向的、传统 
和宗教的前现代性提出的，与之相反，库马尔(Kumar, 1995： 69)指出，基督 
教从起初就是木米枣印喚 它的末世希望(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和身体复活)建 
立在过去的事件之上(基督的生命和死亡)，然而，这是一个“不可重复且不可 
比较的事件.，它赋予了时间和人类历史未来取向的方向和意义。正如戴吕巴(de 
Lubac, 1950=66-67)所言，基督教独特性中的一点就是：认识到历史进程是真 
实的，以“本体论的密度”为特征，向着一个特定的结局演进。因此，现代性 
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未来取向，而在于基督教的时间概念被部分世俗化了， 
将那些启示性的方面排除在外，这些方面被康德称为基督教的“道德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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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ar, 1995； 79)。即使在这里，当今历史发展理论中启示性主题的回归，也 
意味着对这种世俗化的限制(Baudrillard, 2002； Virilio, 2002,Zizek, 2002)0

在这种现代性的观点中，一些断言是值得质疑的，例如，尽尊一團李是纯 
粹的现代现象，与前现代国家之间存在着剧烈的断裂(Giddens, 1990： 13).吉 
登斯的观点与安德森(Anderson, 1991)将现代社会中民族一国家概念化的方 
式相一致，后者认为，这种现象是通过政治性验证的想象被意识到的。尽管如 
此，虽然民族一国家的某些制度性组织和理解能够以这种方式得到解释，但“国 
家”概念有着远长于此的历史。黑斯廷斯(Hastings, 1997)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以及基督教在形塑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I雷蒙德(Remond, 1999： 109)同 
样指出，“在欧洲，国家的诞生常常与从异教到基督教的转化同时出现二基督 
教和国家观念之间长期的历史联结，有着圣经的起源：在以斯拉记中，圣经提 
出了国家的典范含义：“人民、语言、宗教、领土和政府的统一体/ (Hastings, 
1997：18)从12世纪开始,考虑到拉丁文圣经及各国语言的圣经起到的巨大影响， 
圣经中包括“国家”一词的许多文本赋予了它清楚的含义，即那些被共同语言、 
习俗、法律和习惯结为一体的人们(Hastings, 1997： 16-17).黑斯廷斯和雷蒙 
德认为，在西方社会年吋段的发展中，正是这种对于国家的圣经理解，带来了 
形成性的(formative)影响。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可以看到，现代和前现代关于 
国家带来了想吋而非敏準的断裂性的看法，同样有其宗教起源：在中世纪，多 
种多样“国家”的圣经合法化，被天主教会的普世主义所平衡，只是在新教改 
革之后，现代形式的国教及民族一国家才开始浮现。

民族一国家观念的起源仅仅植根于早期现代社会，抛开这个使问题复杂化 
的说法，这些关于民族一国家概念宗教起源的反思，提出了关于西方社会宗教 
维度的历史重要性的更广泛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当过去的几百年通 
常被概括为世俗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如何在西方的埠吋學历史中理解基督教观 
念的影响。试图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关注宗教与社会的超灵性基础之 
间的关系。本书第一章指出，宗教现象是一种集体混融的表达，它所融入的是 
从作为目感丁侈实体的社会的超灵性维度中浮现出的超越性的可能，并且这种 
混融促进了哲学、神学和仪式机制的产生，对于接下来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因果 
作用。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它与这些社会过程之间引人注目的关联。



130 理解社会

<116>

基督教社会

因此，在历史上，基督教的最高使命就是培育这个“社会奇迹”，其中救赎和社 
会团结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Bossy, 1985： 57)0与此同时，当代神学面临的 
最大挑战也来自于最终真理的显现，这种真理从“知识的社会亚结构”的信仰 
和实践中浮现岀来(Torrance, 1985： 112, WiUiams, 2000).这些观点一致承认， 
与其他拥有不同特征的事物相比，社会真实具有宗教维度，这些不同维度至少 
在理论上相互关联。

在中世纪，这些维度在“现世”与“灵性”的区分中被概念化，虽然通常认 
为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有效的互动关系。这一区分的重要性不仅仅存在于西方信 
念、实践及制度的历史发展中，也存在于对社会真实性质的哲学和社会学思考 
中，即使这些思考表面上带有“世俗”特质，甚至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采用 
了这种区分，例如孔德接受了它，并将它视为关于社会性质的关键洞察(Aron, 
1990： 93-94, Pickering, 1997： 31-32, Serres, 1995： 453)。在考察这些哲学和 
社会学反思之前，进一步考察基督教关于社会的特定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现世/灵性区分的重要性。

在前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思想中，可以见到某种类似于现世和灵性的区分。 
事实上，虽然后社会理论家倾向于将“社会”视为社会学话语的现代建构，然而， 
“社会”这一概念的西方起源，以及基督教认为的现世和灵性维度，至少可以追 
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不仅仅描述了他的社会的外在结构，还描述了社 
会动力学中内在潜力的哲学图景。换句话说，他提出了野的吿帝和号的牛兮的 
图景，将人类行动放置在各种社会领域之中，这些领域能够培育、维持和组织 
人类性情，在人类关系中树立良好的习惯(Levine, 1995： 116-117).亚里士多 
德的思考聚焦于伙伴关系或社群(koinonia),以及对人类的信念，他相信，人 
类与动物不同，是因为他们具有区分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社会，作 
为人类朋友关系的体现，不仅仅是由于功利性的原因而存在，还是为了培育并 
维护正义(Frisby & Sayer, 1986： 14)0 鲍曼认为(Bauman, 2002： 53-54),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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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阐明了 “人类聚集性(togetherness)的超越性情境”，这种观念从此以 
后一直萦绕在社会思想之中：美德可能是个体的属性，正义则使社会成为必要， 

• • •・

其中，某种人类共同居住的特定形式的所有偶然性与局限性，都被“共同生存 
的正义秩序”的内在潜力所规定。这种将社会视为谆管的，而不仅仅是社会学 
现象的理解，同样存在于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之中，对“社会”的现代概 
念发展有着显著影响。

在新约全书中，希腊文koinoia被用于指代早期教会，暗示人类社会应该以 
爱和互惠为特征，即基督教中与上帝关系的特质(Torrance, 1985： 119).从社 
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基督教的伙伴关系体现为一种芍即作(communion)。通 
过现在通常被称为圣餐的圣礼形式，吃下基督的身体，喝下基督的血，个体被 
仪式性地整合进教会之中(Hastings, 2000).在这一概念中，存在关于人类能 
力的强烈感受，这些能力与人类化身的不同方面相关：他们被赋予认知的能力， 
并拥有能够区分善恶的自由意志；然而，人们也认识到，基督教皈依需要同时 
在头脑和身体中进行(Miles, 1989：31 )o在中世纪天主教仪式中，从广义上来说， 
人类化身的力量和潜力，与建构基督教连举的神学和仪式关注紧密相连。通过 
将个体仪式性地整合进结构之中，以及通过人类生命和命运的神学表征的出现， 
教会提岀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完整基督教形式的存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只有通 
过对化身于教会中的伙伴关系和共同体的参与，才能实现上帝期望的人类道德 
与灵性上的完备发展。在中世纪欧洲，教会对各种社会、地理及文化领域施加 
重要影响，并通过圣餐整合进教会共同体，跟其他与生命阶段(出生、婚姻、死亡) 
相关的圣事相互补充,**confraternities"的培育提供了伙伴关系和支持，观念 
和宗教实践的传播则强调了将生者和死者相联结的“圣人的共同体”(Mellor & 
Shiling, 1997)。

在这些发展中，尤其是在与生命阶段相关的圣事，以及在生者和死者之间 
建构出的相互依赖的链条中，出现了现世(与这个世界相关)与灵性(与教会相 
关)的区分，现世的取向是末世。这种取向可以在贝克威思(Beckwith, 1993： 
66-67)关于中世纪文本的考察中看到，例如，尼古拉斯•洛夫(Nicholas Love) 
的《镜子》(Mirrour)如何试图将个体和社会时间与仪式时间及基督受难的现 
世关联联系到一起，由此，“十字架的刑罚结构化了日常生活的时间”。通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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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世纪的时间比现代社会更具周期性，它通常与季节相连(Regnier-Bohler, 
1988： 380),同时也与教会培育的人类聚集性的模式相连，其中，化身的社区、 
意义的象征秩序，以及现世生活的仪式结构化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Beckwith, 
1993： 53)。因此，教会的钟声提供了度过小时、白天、夜晚及其他更广泛事件 
的节奏，包括出生、死亡、意外和节日(Rdmond, 1999：68)。通过将个体与社 
会灵性维度中某种特定的基督教图景相连，并将人类与上帝，以及在十字架的 
标志下宇宙秩序逐渐展开的戏剧相连，它做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来，按照中世纪的观点，“人类聚集性的超越性情境”就在神学语言 
中得到了清晰表达：社会是人类的、现世的现象，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性和道德 
性得以发展的场所，其中充满了通过教会“灵性资产”体现的神圣恩典。在政 
治学中，这种超越性情境在定义“基督国度”的现世及灵性权威形式中体现出来： 
在教会灵性权力造就的某种“均衡”状态中，国王和皇帝在某种“均衡”状态下 
行使现世权力(O'Donovan, 1999： 204)。虽然现世权威的各种合法化形式都被 
教会接受，人们仍然承认，社会的灵性维度归根结底是最重要的，基督的“王权” 
远远超越了所有•世俗统治者(O'Donovan, 1999： 205).无论如何，教会本身也 
拥有现世的和灵性的方面：它既是社会学的真实(具形的人类建构，带着他们 
所有的缺点和美德)，又是神秘的真实(具形的基督仍以圣礼的形式存在)，由 
此提供了群体生活的典范，并可带动作为整体的社会的转型。在这里，可以看 
到集体生活内在的超灵性特质如何被用于明显的宗教目的：教会自我定义的使 
命正是被伯斯(Bossy, 1985： 13)称为“社会奇迹”的发展，通过“慈善”，即现 
代所谓的国绡，将熟悉的社会宇宙转化成上帝与人的伙伴关系。

然而，在新教改革之后，教会自我认同中内在的社会性质，以及它与人类 
化身的超灵性之间的有益联结，被“宗教(现在被称为平观的便理广和人类社 
会之间关系的怀疑论，以及新的对个体信仰而非集体仪式的强调所取代，后者 
拒斥了现世与灵性之间的传统区分，或者说，将它转化成了一种心理学而非社 
会学的现象(Cameron, 1991 ( Luther, 1995； O'Donovan, 1999)o 在这里，至少 
在某些新教主义的形式中，甚至教会，更不用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组织，都被 
视为由拥有共同信仰的个体组成的世俗团体。任何将它神圣化的努力，正如天 
主教会曾经做到的那样，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视为误导，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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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对于伯斯而言，“基督教”从人类的群体向信仰的群体的转型，与“社会” 
概念的抽象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了 “社会”与“宗教”的分裂。从这个角 
度而言，无论个体如何全心全意地相信他们的宗教，中世纪意识中基督教与社 
会、灵性与现世之间的联结都开始逐渐消失，或者，至少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因此，与新教改革相伴随的所谓西方世界的“祛魅”，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的“世 
俗化”，即宗教在社会中(及在社会学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它也意味着一种 
新的宗教意识，瓦解了现世与灵性之间的联结。此外，这并不是说新教主义不

为偶像崇拜(Wilson, 2002)o
在这一意义上，伯斯关于新教主义的出现如何影响“宗教”与“社会”意义 

的论述具有启发性。伯斯指出，从1400年起，被基督教人性论者从拉丁文中借 
用的“宗教”一词，开始意味着要集中关注对上帝的崇拜态度或对神圣事物的 
尊敬之上的个体和群体。不过，1700年以后，基督教世界开始充斥着相互竞争 
的“宗教”，在模糊、抽象的概括性宗教定义以外，相互有着明显区别，并拥有 
各自定义清晰的信仰系统及容纳与排斥的规则：“在它们的多样性之上，存在着 
一种模糊的概括性，即咨瞥基督教宗教，在此之上，又有一种在分类系统中更 
高的宗教，即以大写字母'R'开头的宗教，它被一些并不经常感受或相信它的 
人们放置在新的领域之中”(Bossy, 1985： 170)。被称为“社会”这一概念的发展， 
与这些宗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15世纪，“社会”意味着一种群体关系、伙伴关系，或者某人与他 
到了 1700年，或者在1700年一位或多位伙伴之间相互认同的关系

之后不久，社会开始意味着一种客观的集体，外在于它的成员，并区别 
于其他类似的集体。在此基础上，正如在无数宗教案例之上，还有着更 
广泛的抽象概括。社会，是从大多数实际人类接触中产生的实体
教和社会］就像阿里斯托芬描述的两种性别的人，作为原初整体分裂的结 
果，在巨大鸿沟的两端向对方呼喊。无论好与坏，“整体”即是“基督教”。 
在17世纪以前，这个词还意味着人类的群体，然而，在此之后，正如很 
多欧洲语言展示的那样，意味着信仰的某种“主义”或群体。

(Bossy, 1985：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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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发生在“基督国度”终结的时候, 
这时，按照清晰的基督教术语被设想出的社会，并没有通过减弱宗教热情，而 
是通过改革过的宗教激情被培育(Ozment, 1992)。新教“改革”并不意味着基 
督教社会影响的终结，相反，它为不同的社会现代观点的浮现提供了宗教情境。 
在这里，从一开始“社会”即被视为一个傘学(problem)的主要原因在于，很 
多基督徒都不再用基督教的方式去看待它。伯斯指出，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分离， 
在马丁•路德“两个国度”的理论中被给予了制度性的认可，这一理论“似乎意 
味着，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世界都是魔鬼的辖地”。现代初期试图建构并理解■政 
治社会”、“市民社会”与“人性”之间相互关系的努力，正是从这种分离而来， 
由此不再将社会视为“人类聚集性的超越性情境”，而是视为一种必要的恶⑴。 
进一步来说，“市民社会”概念的新教影响，还体现在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 
英国社会契约论的某些基本假设之中。

在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也an, 1957)中，社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需 
要通过契约和国家的权力来管理个体的竞争性利益，以免造成每个人对每个人 
的战争。正如李斯特(Rist, 2002： 53)指出的，人类被赋予的天性权力和特质微 
不足道，因此，社会必然是强制性的：霍布斯授予人类一种“最低限度的理性， 
使主体不可避免地与专制主义达成协议”。因此，虽然在霍布斯关于社会的观点 
中存在“道德”维度，然而，为了“作为群体的人类的保存”，它被削减为一种

关心社会，相反，某些新教基督教观点，例如加尔文主义，即以重构社会为特征, 
在某些方面，重构的方式远远超过了中世纪天主教会(Taylor, 1989： 227)o不过， 
即使在这种社会激进主义非常明显的地方，也仍然存在着一种暗示，即社会可 
以被受宗教驱使的个体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重新建构，而非社会本身拥有任何内 
在的宗教潜质。在神学、哲学和社会学关于化身、宗教和社会的论述中，可以 
看到这种新教观点的某些显著特征，这些论述对于当今对世界的理解产生了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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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的策略(Frisby & Sayer, 1986： 19),这种策略与加尔文日内瓦改革中宗 
教个体主义与社会整体主义的混合并没有区别。与之相对，在洛克的新教理想中， 
自治个体“嵌入在包括家庭和教会的复杂道德生态学之中
的公共领域之中，在其中，经济动力与公共灵魂同时增长” (Bellah et al., 1992： 
265)o然而，洛克“市民社会”的完全身份，仅仅限于那些能够“自愿服从理性 
规则”的人，即拥有财产的人(Frisby & Sayer, 1986： 20)。这种关于人类和社会 
的观点，并非建立在霍布斯人性观点中内在兽性的基础上，然而它也认同这种 
观点，即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少社会存在的能力：在社会中，所有个体的 
“天赋权利和权力”(即自我保存和拥有财产)都被交付于拥有财产的精英，他 
们在大众所缺少的理性基础上进行统治(Macpherson, 1962： 256)0此外，洛克 
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积极的特质之上，从而挑战霍布斯的人性观点，他 
仅仅是强调人类可能拥有善良的倾向，自私的倾向也可能带来善良的社会后果 
(Levine, 1995： 130)。

如果仔细阅读洛克的著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上帝的信仰在他的社会 
观中处于中心位置，因为正是这种信仰，保证了对社会秩序道德基础的恰当承 
诺，他相信，这种承诺不可能存在于无神论者之中(Waldron. 2002： 225)o与 
之相对，霍布斯通常被认为是在建构一种“纯粹世俗理性的精英”，即使他将 
“自然法则”定义为上帝的命令(Levine, 1995： 124)。即使将神学从他的理论中 
去除，也不会带来本质性的改变(Plamenatz, 1963： 21)。这并不意味着神学不 
重要，只是意味着，霍布斯倾向于用纯现世的角度看待社会，并将灵性价值与 
个体相连。正如很多新教改革家为了促进个体的宗教承诺，将教会视为纯粹的 
人类建构(Cameron, 1991： 145),霍布斯和洛克为了保护个体利益，将社会视 
为人工构建。然而，与中世纪的观点相比，这些“利益”意味着人类化身的特 
质和潜质正在逐渐消失。事实上，霍布斯关于人类本性和加尔文关于“自然人” 
的观点，都对人类的本质特征持悲观态度(Hill, 1966, ChateUier, 1989, Colas, 
1991)。社会，正如新教观点中的教会，需要被建构(只有异常形态才可能自发 
产生)以促进自我利益，并限制人类愈发堕落的维度，而不是提供一种更广泛 
的、人类潜质可以在其中滋生的社会情境。因此，在所有这些表面上看来“世 
俗”的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社会”的概念也从某类特定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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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念中吸取了很多成分。
虽然形式上有着巨大差异，但在德国关于“社会”的现代早期理论中，可 

以看到另外一项联系。在这里，康德在自我决定的个体主体而非自然或社会中 
提出的“道德价值”概念，受到了路德(Luther, 1957： 24)论述的影响，即好的 
工作并不意味着这是个好人，相反，“一个人在做好工作之前，［必须］首先自身 
就是好的，接下来，好的工作才会随着好的人出现”(Levine, 1995： 182)。因 
此，康德对于車住的关注，与本性冲动、社会规则和动力学，或者特定行动的 
内在特质及后果无关，而仅仅与个体的理性能力相关，这种能力使他能够在主 
观上确认道德的必要性。当赫尔德(Herder)关注攀，隹而非理性时，他也提出了 
对“超越本性并自我决定的主体”的关注(Levine, 1995, 187—189)。类似地， 
黑格尔关于社会的观点，同时借用了康德与赫尔德的观点，又为历史上的人性 
进步加上了部分世俗化的图景，朝向通过自我制定的法律而得以彰显的普世自 
由(Levine, 1995： 19)。晚些时候，马克思“颠覆” 了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却也 
同样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保留了关于人类命运的犹太一基督教末世图景，尽 
管马克思的著作关注社会动力与力量，这使得他与大多数德国哲学传统之间存 
在着重大分歧。

与对自我决定的个体主体的哲学强调不同，马克思坚持人类行动的隼侈和 
社会琴理，并将强调个体的哲学视为由新教主义带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合 
法化。对他而言，个体“只能在社会当中”个体化自身，那些认为个体能够在 
社会之外经济性生存的观点“是荒谬的，就像有人认为，语言的发展能够脱离 
于个体群居及相互交谈进行”(Marx, 1973： 84)。在这一意义上，虽然马克思对 
哲学的重大贡献来自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它视为集 
体行动的决定因素，然而可以看到，他也极为关注社会和道德一致性的集体性 
培育模式的重要性。例如，在他关于阶级意识、团结、忠诚和集体意识的论述中， 
就可看到这种重要性(Aron, 1990： 163, Marx, 1956： 489)。特别是，他所构想 
的没有冲突的“原始社会主义”及未来共产主义国度的图景，与资本主义社会 
中“异化”的个体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清楚地拒斥了关于人类及其与社 
会关系的霍布斯化及康德化的概念(Aron, 1990： 145, 17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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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德国哲学传统不同但却与马克思的观点较为接近的现代早期法国 
理论，并不关注自我决定的人类主体，而是关注社会动力学、力量及能量。在 
这里，与新教影响不同，也与标志着法国现代历史的反教权主义无关，天主教 
的影响是暗示性的，尤其是一些新的、与内在于天主教“社会奇迹”观点中的 
超灵性动力学相关的尝试。⑵概括而言，这些哲学论述试图发展出表面上“世俗" 
的社会理论，它们拒斥个体主义，而建立在社会生活集体特征与潜力，以及现 
世与灵性二分的中世纪观点之上。例如，孟德斯鸠在社会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直 
接对霍布斯构成了挑战，他强调，想要在个体的天然倾向中寻找社会起源是荒 
谬的，因为“人类一出生即在社会之中，并且，永远无法在社会之外遭遇任何 
事情”(Levine, 1995： 153)。因此，他关于社会的理解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关注 
个体遭遇社会的具体情境。就像阿隆指出的(Aron, 1991：18-19),孟德斯鸠 
注意到了“道德、习俗、观念、法律和制度几乎无限的多样性”与同一的“理想 
社会”概念相距甚远，他试图在多样性中发现可见的秩序。他先于涂尔干的超 
灵性概念提出的社会“普遍灵性” (general sprit)这一概念，是这一努力的关键 
方面。这种灵性是社会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维度总体的产物，随着时间流逝， 
它给特定社会带去了团结和起源(Aron, 1991： 46)0

某些方面建立在孟德斯鸠著作的基础上，又重新采用了孟德斯鸠拒斥的社 
会契约理论，卢梭(Rousseau, 1983)发展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在霍布斯和洛 
克的理论中看到了从现代早期对人类反社会特质的怀疑，到纯粹虚构的“自然 
状态”的转换。尽管如此，他也追随霍布斯，在他自己关于前社会自然状态的 
推断之上建立了社会理论。在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中，人类是非道德、非 
社会的。社会并不是这种状态的自然产物，而是私有财产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 
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共同的善”(volonMg風rale),这一从孟德斯鸠 
“普遍灵性”(esprit g&n&al)中发展而来的概念，只有建立在“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基础上的社会契约的发展，才能提供道德基础，以及限制社会制度腐朽权 
力的方法(Frisby & Sayer, 1986： 21, MacIntyre, 1967： 183 — 184)Levin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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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在这里，社会是一种内在性质不清的现象：它或者是一种腐朽的力量， 
不公正地遮盖了人类自由，或者受到“普遍意志”的引导，是一种增强道德性的 
集体努力。

克莱迪斯(MarkCladis, 2000)勾勒出贯穿卢梭著作中这种模糊不清的社会 
轮廓，它为理解个体、社会、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有些是矛 
盾的)可能。克莱迪斯强调，卢梭关于社会的论述必须放置在法国神学理论中 
去理解，这种理论在基本的自爱(.amour-propre),有益的自爱｛amour de soi)与 
无私的爱(Charite)之间作出了区分(Cladis, 2000： 225)o ucharite” 一词，与 
伯斯讨论的相应英语词汇"charity" 一样，最初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天主教混合 
物，即对上帝的爱及与其他人的团结，然而，后来它被用来指涉与公众的善相 
关的更为宽泛的社会理想，由此需要将莎私的攀的对立面，華夺的目畧，转化 
为某种不会损害社会的东西(Cladis, 2000： 227).与路德将人类视为天性可恶 
的、耻辱的造物不同，也与霍布斯将人类视为天然的暴力不同，卢梭将以“p"ie” 
(对他人受苦的同情)形式出现的无很即攀和专草的目畧视为自然状态的特征, 
華夺的自參则被划归为社会中人类的特征(Cladis, 2000： 223).对于卢梭而言， 
社会潜在的腐朽行为只是因为它为華卒的目攀提供了土壤，它的合法性则建立 
在对专傘的g攀和否勢零的培育之上。

因此，虽然卢梭为社会不能化约为个体的观点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他的总 
体论述却与普遍的法国思潮一致，即将社会描述为超个体的现象，从而与非常 
关注个体的英国理论家形成了区别。至于德国，舍勒(Scheier, 1961： 166)指出， 
如果抛开个体与大众，“社会”只是“垃圾”，而不是天生排他的现象，毋庸置疑， 
这种观点与更广泛的社会理论传统不符。正如我指出的那样，如果在这些不同 
的社会理论中都能看到清晰的基督教影响，那么在不同的情境下，也可以继续 
观察到这种影响在解释社会的特定社会学中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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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之上，这一观点极具影响力，然而，也极具误导性。对 
于霍布斯而言，社会仅仅被化约为“秩序问题”，因为在他看来，组成社会的个 
体拥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并缺少社会本能。同时，他也拒斥任何灵性基础的概念， 
这种基础可以加固社会的现世形式。另一方面，对于孟德斯鸠而言，这种化约是 
荒谬的，因为社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真实，而不仅仅是由个体利益激发的、强加 
在难以驾驭的个体之上的人造物。对于康德而言，霍布斯指出的自然与社会之间 
的紧张，被自我引导的主体对道德必要性的理性拥抱完全超越。考虑到孟德斯鸠 
和康德发展出的哲学立场分别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在支配当今社会理论的法国 
和德国社会学传统中，霍布斯的重要性显然被夸大了。

此外，帕森斯(Parsons, 1991)在另一点上也可能是正确的，他坚持认 
为，美国社会中个体主义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也具有新教特质(参见Robertson, 
1991)O在这方面，需要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美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对 
个体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而最小化了社会的影响。例如，莫里森(Morrison, 
2001： 103)以帕克与伯吉斯(Park & Burgess, 1921： 36)的早期作品为例指出， 
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唯一可供研究的真实是个体，社会只是在名义上 
存在的类别，其本身并不是真实的物体或类别”。主要在美国得到发展的社会学 
理性选择理论，进一步推进了这种个体主义和唯名主义的社会观。事实上，正 
是在理性选择理论，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学中，霍布斯的影响体现得尤为 
明显。理性选择理论提出的社会行动的“聚合模型”，明显回到了霍布斯最小 
化社会的概念上(Bohman, 1991： 148-149).霍布斯的影响在奥尔森(Olson, 
1965)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他指出，为了鼓励合作行为，强迫是必须的，这 
一观点对“个体利益”的强调高于其他所有东西。与此类似，科尔曼(Coleman, 
1990)明确指出，他试图用理性选择重建社会学的努力与霍布斯一致，与此同 
时，贝克尔(Beker, 1986)对边沁和斯密的强调——他们发展了霍布斯的某些 
思想——加强了这种理论与早期英国社会理论之间的联系，即以一种经济主义 
的方式，用“市场”来理解所有人类现象。在美国宗教社会学的某些有影响的 
领域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连续性，尤其是斯塔克(Stark).扬纳科内(lannaccone) 
与芬克(Finke)用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稳定的个体宗教偏好与变化的供方模式 
对宗教进行的分析(参见Young, 1997, Mello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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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社会学中也可以看到新教的影响，虽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种类。 
在这里，康德对自我决定的个体主体的关注，对于齐美尔和韦伯产生了决定性 
的影响，他们都从总体上怀疑“社会”这一概念，尤其是与灵性基础相关的论述 
(Levine, 1995： 211).齐美尔拒绝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他将社会视为互动模式 
的抽象“总和概念”，或者塑造人类经验的“社会交往模式"(forms of sociation) 
(Frisby & Sayer, 1986： 58-60).在他看来，仅仅是因为“难以计数的不同种类 
的互动”存在于任何时刻，“社会”才被视为“ 一种似乎独立自主的历史性真实” 
(Simmel, 1971： 27)0齐美尔也否认个体是被社会决定的存在。他指出，人类拥 
有一种区分的特征：一方面是前社会的冲动和个体化的心智形式，另一方面是 
社会情感和互惠的心智形式：二者天生具有互动的倾向，然而，只是部分地被 
社会互动塑造(Shilling & Mellor, 2001： 59)o类似地，对韦伯来说，社会学的 
研究对象不是“社会”，而是社会行动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对于个体行动者的 
意义(Frisby&Sayer,1986：68)。韦伯提出了对于行动的康德式阐释，他指出，“行 
动是'社会的'，仅仅意味着它的主观意义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并因而定位于行 
动过程之中二

不过，对于齐美尔和韦伯而言，社会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被社会 
与文化转型问题化的历史产物。在二人讨论宗教的时候，这种社会的历史问题 
化意识体现得尤为明显。齐美尔指出，人类天生拥有内在的宗教需要，渴求超 
越性和完整性(completeness),因此，宗教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将人类经验的主 
观(内在)与客观(社会)方面整合为和谐的整体，并使生活获得意义(Simmel, 
1997：142)。无论如何，虽然宗教仍旧是“灵魂中的有形真实”，在主观与客 
观之间的缺口大到无法跨越的现代性中，它也失去了效力，由此出现了个体巨 
大的生存困境(Simmel, 1997： 9)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韦伯看来(Weber, 
1991),正是由于禁欲新教主义促进了对世界的理性控制的个体伦理，当今社会 
才否定了很多使人类在社会情境中兴旺繁盛的道德能力与价值。

在宽泛的意义上，新教对天主教社会生活的宗教维度的拒斥，为将宗教从 
社会中分离(以及世俗化理论的发展)的德国社会学传统的产生，以及在更宽 
泛的意义上为社会性质本身的问题化，提供了背景并造成了影响。例如，滕尼 
斯(Tonnies, 1957)对“社区”(Geme浓出欢)与“社会” (Gesellschaft)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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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得以加强，类似的观点同样存在于孟

意味着一种转化，从被传统和宗教塑造的习以为常的社会习性，转变为更加社 
团化的、契约性的和个体主义的社会习性。同样，在这一传统中，伯格(Berger, 
1990)将现代性视为“没有天使的天空”，这不仅仅是对新教用世俗概念对社会 
生活进行的再概念化的社会学分析，而且是对它的反映：伯格告诉我们，“神圣 
的帷幕”已被撕裂，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重新将它黏合到一起。

然而，如果转向法国社会学，可以看到，对天主教信念和实践表面上的复 
制，并没有导致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世俗化的叙述。相反，在社会世俗和灵 
性维度的各种不同图景中，中世纪的“社会奇迹”，作为“慈善”和“团结”的 
社会具有了社会学的形式。在孔德这位首先使用“社会学”一词的学者的著作中， 
逐渐出现的“社会”的去基督教化是现实存在的,然而，他仍然把宗教融入“社会” 
这一概念中，强调社会是超越个体的真实现象。事实上，孔德(Comte, 1853： 
350-352)批判了霍布斯关注个体、否定社会“灵性”维度的做法，试图将自己 
的理论建立在孟德斯鸠将社会视为超个体实体的基础上。对于孔德而言，社会 
的“世俗力量”(它可见的制度的、契约的或政治的形式)，建立在比它更大的 
某种事物的基础之上(Aron, 1991： 93-94).孔德使用“理性力量”的术语，讨 
论了社会的超越性基础，并指出宗教拥有产生“赞同的情感”的力量，将个体 
团结在统一感之中(Pickering, 1997:31-32)O通过在世俗与灵性之间作出区分 ， 
并将这种区分追溯到天主教属天与属世利益的对立，孔德指出，积极的政体必 
须在社会学“人性的宗教”基础上，去除任何超自然要素，重建这种区分。⑶

现在看来，孔德的观念似乎有些奇怪，然而，他使涂尔干的论述——应该 
在与社会的关系中理解宗教
德斯鸠、卢梭、圣西门及其他法国社会思想传统的学者中。此外，正如孔德将 
早期近代欧洲社会崩溃的模式与路德和加尔文对中世纪宗教与社会“有机融合” 
的攻击相提并论(Nisbet, 1993： 228-229),涂尔干同样认为，新教主义弱化了 
将个体团结为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实践。但他也嘲笑“孔德试图肤浅地复兴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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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从而将宗教建立于其上的努力”，并强调新的自成一体的宗教会不可 
避免地产生(Durkheim, 1995： 429)。他关于新的宗教形式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的 
论述，巩固了他把宗教视为社会生活的“永恒”特征，以及社会历史在某种意 
义上是宗教历史的普遍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很多对他而言有着重大意 
义和价值的信仰与实践，都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起源，即使他公开宣称自己是 
无神论者，并相信这些宗教正在消亡(Pickering, 1993： 53).

孔德的论述也启发了涂尔干将社会视为超越个体的真实的观点。在涂尔干 
看来(Durkheim, 1974c),正是孔德赋予了社会学“具体的可以认识的真实”， 
并且虽然孔德将社会视为真实的，他也同样认识到，在个体之外，社会无法存在。 
不过，涂尔干指责孔德将注意力放在“社会” (Society)而非“各种社会” (societies) 
之上，在孔德那里，“人类”与“社会”的概念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参见Lukes, 
1973：82)。换句话说，涂尔干认为，孔德的“社会”概念过于抽象，倾向于将 
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混杂在一种抽象叙述之中。涂尔干的努力则更加精确化， 
并且更为关注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努力可以在他对卢梭著作的再评价中看 
到，此前他将卢梭著作中的观点视为“残忍的个体主义”加以抛弃，卢梭认为， 
社会是人类虚假的建构，与他们的真实本性相违背(Durkheim, 1974c)。

琼斯(Jones, 1999： 272-275)对涂尔干社会实在论的研究，指出了他对卢 
梭的再阐释。通过强调卢梭“自然状态”的概念是，@、理的而非以牢的，涂尔干 
在这一概念中看到了区分两种事实的努力，一种属于社会，一种属于我们的心 
理本性。他指出，卢梭笔下自然状态的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和谐状态，反映 
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仅仅生活在感知世界之中。然而，物质世界却在人类前 
进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智力在本能与感知之外逐渐发展，慢慢地，人们认识 
到了合作行为的价值，个体形成了群体，并由此产生了社会倾向、规则与伦理。 
琼斯指出(Jones, 1999： 300),涂尔干在卢梭著作中找到的支持来源于这一观点， 
即社会不仅仅是真实的、自然的现象，也是“特殊的、与本性不同的现象，是 

• • • • ・ •

目感丁作的真实”。这促使他提出，对社会的社会学研究需要关注“社会事实”， 
他将这种事实定义为行动方式，以外在约束、普遍化及不依赖于个体表现为特 
征(Durkheim, 1982a, 59),换句话说，这些“事实”是鄭业t兮豹,它们不能 
仅仅化约为个体1然而，它们也是自然的，社会世界不是强加于本性之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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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而是在自然中发展起来的特殊事物。
涂尔干的“社会”观念也建立在孟德斯鸠著作的基础上，他关注“真实的和 

具体的，而非理想的和抽象的”事物，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提出了挑战，迎 
合了涂尔干关于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感受(Jones, 1999： 237)。也可以说，比起卢 
梭“普遍的善”的概念，孟德斯鸠关于社会“普遍灵性”的概念对涂尔干更有 
吸引力。正如米勒(Watts MUler, 1996： 48)所指出的，对于涂尔干而言，社会 
事实不依赖于赛善(will)。另一方面，“普遍灵性”的概念又接近涂尔干的观念， 
即任何一个社会都以某种特定的超灵性为特征。在这一意义上，涂尔干的著作 
也建立在孔德关于社会■灵性”力量的论述基础上，不过，孔德把这种力量视 
为社会秩序的非理性基础，并试图通过“人性的宗教”加以培育。对于孔德而 
言，这种方法可以完成源自中世纪天主教的社会转型，然而，仅仅是以人类的、 
社会学的形式完成，与超自然理论信念的力量无关(Levy-Bruhl, 1903)。因此， 
在法国社会学的传统中，社会一直被视为一种“社会奇迹”，这也是为什么宗教 
与社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纠缠，而不是在韦伯和齐美尔那里的分离。这种“奇迹” 
的超灵性特征，在超越性的经验及对义务感、认同与相互依赖方式的感知中得 
到表达，然而，它同时也强调这些现象的起源是人类而非神性。

无论如何，涂尔干仍然需要面对这一问题(德国社会学传统的中心问题)， 
即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超灵性维度似乎正在逐渐减弱。他试图从两个方面解 
决这个问题。第一，在涂尔干的早期作品中，他察觉到吸引个体进入社会整体 
的某些“灵性”力量的丧失，与德国传统中世俗化的叙述相类似。在他关于“机 
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 
化模仿了滕尼斯的二分(Durkheim, 198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他仍然强调电绰，拒绝接受社会关系可以被化约为个体之间的契约。因此，在《劳 
动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中，涂尔干釆取了另一种观点，从总体上抛 
弃了机械/有机的区分，试图将他的社会学计划致力于一种超灵性的复兴，这 
种超灵性包含所有社会形式：具体来说，在涉及当今西方的时候，涂尔干认为， 
后基督教宗教形式会从这种超灵性中产生(Durkheim, 1974b： 34, 1995： 429)。 
然而，可以说，涂尔干轻率地忽略了基督教持续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它对西 
方社会持续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点可以在他对基督教历史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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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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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得到支持，在那里面，他从基督教中心的分化中，找到了类似当今西方社 
会分工的来源。

在《教育思想的演进》（刀i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 1977）—书中， 
涂尔干注意到了基督教信念与实践中特有的某种文化矛盾。他指出，基督教的 
起源不可避免地与希腊一拉丁影响缠绕在一起，这一影响带有一种“异教精神", 
与上帝和他创造的神学教义完全相反。这种矛盾不仅仅是逻辑上的，也包括关 
于自然与超自然实在的不同论述，从而影响到世俗世界中的行动。与此同时, 
基督教也鼓励一种学习的文化，从古典文学、哲学与艺术作品中寻求养分，确 
保日常生活及信念中的存在具有永远无法被超越的内在矛盾（Durkheim, 1977： 
21-22）.正如阿彻尔（Archer, 1995= 231-233）所言，通过这样描述基督教的 
发展，涂尔干发展了一种关于文化矛盾怎样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束缚选择与行动 
的卓越的论述。

涂尔干对这种特定矛盾——即教会历史上神圣（基督教）与世俗（古典的） 
要素之间的矛盾——的阐释是否有效，值得怀疑，因为很多学者都指出，这两 
种要素事实上存在于比他的描述更为重要的连续性之中（参见Rist,2002）。不过，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见解，由于社会在专吋學中存在，演进的文化系 
统会在内部带有以前曾经消失的模式、假设、观念和信仰。在这种观点的启发下， 
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当今的“世俗”社会。这不仅仅意味着本章讨论的某些 
表面上以世俗形式存在的哲学与社会学理论明显带有宗教要素，也同样包括其 
他案例。例如，当今对于“选择”与“自主性”的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普遍的 
反制度主义者倾向，也可直接追溯到新教改革（Rist, 2002： 59）。此外，当今关 
于中世纪伦理与“人类生活的神圣性”的辩论，也构成当今医学职业看起来“世 
俗”的伦理基础。

简而言之，可以说“世俗”文化在自身内部带有不断被复制的基督教要素， 
就像涂尔干关于基督教的希腊一拉丁起源的论述一样，很难预见在世俗文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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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自身的前提下，这种复制是否会走到尽头。这并不是说我们都是“匿名的 
基督徒”(Rahner, 1979),而是说，即使我们有意识地拒斥大部分遗产，基督 
教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也仍然没有消除，在它为当今能动性设置的限制中，以 
及在我们试图摆脱它而遇到的障碍中，都可以看到它的约束性力量。与这种论 
述相反，也可以提出批评，即它将人类能动者视为“文化麻醉者"，其无法完全 
认识到自身行动的特质与后果。例如，吉登斯(Giddens, 1984)可能会提出这 
样的批评：富有知识的能动者能够反思性地监控自身行动。然而，吉登斯的路 
径，以一种与理性选择的理论家类似的方式，高估了行动者与能动者的“博学 
性"(knowledgeabBty) (Mellor, 2000： 280).与这种观点不同，我们可以指出， 
无论个体或群体拥有怎样的“反思性”，他们也很有可能无法知晓所有加在选择、 
决定与目标之上的事物。此外，在一个自称“世俗”的社会中，宗教对于行动 
与信念的影响可能并没有被完全认识到，即使在事实上它们仍旧是重要的。正 
是由于这一原因，对于历史变化的敏感理解是重要的，否则，社会学论述可能 
会不加批判地表述某种神学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意义上，虽然德国社会学传统中关于社会的思想可 
能包括了当今世界很多明显的“祛魅”要素，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真实，它 
也赞同最初源于新教的宗教/社会二分，这种二分建立在排除任何社会的“灵性” 
维度的基础上。这并不是说与这一传统相关联的社会学观点仅仅是“新教的”， 
也不是否定那些的噸认识到社会的超灵性基础的新教神学(Torrance, 1985)。 
与此不同，我的意思是，对特定新教历史对社会观念的影响的忽略，可能会使 
社会理论家低估两种事物的影响。第一，理论家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宗教与 
社会观念本质上的相互分离，是特定的文化与历史现象(参见Asad, 2002).例 
如，韦伯指出(Weber, 1978： 432-423),宗教的起源在于“另一个世界中”个 
体的卡学地啤，随着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它的力量不断被剥夺。这种论述即是 
这方面的代表。第二，理论家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宗教/社会二分实际上在 
理论上是并不移軍喚例如，卡麦隆(Cameron, 1991)在对宗教改革的描述中 
指出，这种二分是某些新教人士回归到天主教产生的重要影响。宗教/社会二 
分这种不牢固的特质，在新英格兰清教徒主义的历史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里， 
对天主教神圣空间概念的僵硬抵制，最后让位于一种圣礼主义的形式，以及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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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原外交部长，提出欧盟设想的第一人。
**德国原总理，曾积极推动欧盟进程。

一译者注
译者注

征着自身集体团结的神圣空间的构建（Wilson, 2002）,事实上，即使在理论上 
并不赞同，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以视为宗教传统本身超灵性力量的影响的证明。

回到本章早些时候讨论的民族一国家主题，需要指出的是，宗教/社会二 
分最终的不稳固性，可以在民族一国家的当前演进中看到。这种宗教/社会二 
分的出现，也与后宗教改革时基督教内部民族化与普世化的倾向相关，正是这 
种倾向，促进了当今民族一国家的产生：“民族”存在于中世纪的“基督国度” 
中，然而，随着基督国度逐渐分裂为基督“宗教”，民族一国家开始出现。不 
过，中世纪基督国度中民族与普世趋势的紧张，并没有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消 
失。吉登斯（Giddens, 1987b： 263）指出，当今民族一国家的发展，从最初起 
就依赖于对国际关系的反思性监控，从20世纪初期开始，全球化的特质一直在 
持续增长（参见Robertson, 1992： 55）。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诸如欧盟制度的 
重要性的增长，视为类似中世纪基督国度的复兴。例如，黑斯廷斯（Hastings, 
1997： 122）指出，在创造欧盟中所有产生影响的人物，例如，舒曼（Shuman）*、 
阿登纳（Adenauer）**、德洛尔（Delors）***、桑特（Santer）****等，都是“拥有社会头脑 
的”天主教徒，致力于跨越取代中世纪晩期基督教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边界 
（参见Siedentop, 2000）o即使其他人，例如，厄里讨论的“全球网络及流动”， 
也同样意味着某种类似中世纪普世主义的事物正在浮现。弗克（Falk, 1995： 35） 
关于正在发展中的“全球市民社会”的观念，虽然采取的是后社会的定向，但 
仍然得到了厄里（Urry, 2000： 211）的支持，这说明了同样的趋势。

当然，伴随着这些发展，在世界的某些区域，尤其是在非洲和前南斯拉夫 
的社会建构中，类似提眇隹（ethnicity）之类的要素的重要性也在增加，这意味 
着地方性而非普世性取向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与支配当今涵括各种族群的“国 
家”观念有所不同（Hastings, 1997）。此外，在西方社会中，其他的碎片化进程 
也与旨在建立“全球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发展。很多传统宗教、社会、

译者注
译者注

1985-1994年的欧盟主席，致力于创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 1995-1999年的欧盟主席，致力于推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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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事实上，路德在16世纪的文本中首先使用的“市民社会”一词，反映出基本的新教假设, 

即将社会秩序建立在个体利益而非内在于集体的灵性动方学之上(Hill, 1966. Ozment, 
1992)。

[2] 在讨论现代法国反教权主义时，法国大革命通常被认为代表着如下运动的关键时刻,

政治群体逐渐崩溃，“文化战争”不断升级，这种现象在这里尤为重要(Hunter, 
1991)。不过，在类似前南斯拉夫的地方发生的族群冲突，以及在西欧和美国发 
生的文化冲突，都以宗教复兴
征。例如，以族群冲突为例，南斯拉夫不同的族群最近发生的冲突与流血事件 ， 
即根源于天主教、东正教及穆斯林的冲突，在过去几百年间，他们一直积聚着 
暴力与不信任的因素(Davie,2000)0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性质与角色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某些晚近的变化似乎以更 
为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无论如何，这些激烈的变化并不能被简单地视 
为“世俗化”，这一概念意味着宗教与社会之间有着越来越弱的关联。在这方面， 
德塞托与多梅纳克(Domenach, 1074： 11-12)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在西 
方社会中，基督教仍旧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却越来越与教会无关， 
他们指出，我们见证的是“教会性星系"(ecclesiological constellation)的瓦解， 
而不是基督教的消失，在当代文化中，基督教信念、象征、符号与假设，以一 
种更难以预料、更模糊的方式流传(参见Hervieu-Leger, 2000： 159)。

总而言之，想象过去已经被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进程轻而易举地“扫荡” 
(Giddens, 1990： 4)是不足为信的，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一句话需要时 
常被记起：“过去没有死去。它甚至不是过去。”(参见Strenski, 2002： 111)这与 
涂尔干的观点相符，即现在只能在与过去的关系中被理解，因为通过限制、影 
响及各种可能性，过去始终面对着我们，并确确实实存在于当前(Durkheim, 
1977： 15)。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与“死去的过 
去”相连，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它还存在于很多看似具有世俗特征的情境中。 
下一章的目的，就是运用涂尔干关于“集体表征”如何在个体意识中嵌入社会 
实在的论述，进一步揭示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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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天主

即趋近“世俗”社会，而远离天主教信仰和实践。然而，凡•凯利(Van Kley, 1996)令 
人信服地指出，法国大革命拥有孝枣起源，尤其是在杨森主义的(Jansenist——17至 
18世纪流行于法国和荷兰的教派,•矗调人性败坏与上帝恩宠的力量
教中发展起来的“政治自由"的概念。他强调，随着大革命的进程，与杨森主义者和 
新教徒不同，天主教对专制主义的认同才助长了反教权主义的气焰，由此将法国分裂 
为热情的世俗主义者与教皇至上(ultramontanist)的天主教徒，二者都急切地将大革命 
解释为对法国基督教传统的攻击。

[3]基于对天主教概念的强烈依赖，以及对新教主义的强烈厌恶，很容易理解孔德的宗教 
为什么会被视为“没有基督教的天主教”，以及“倒进中世纪瓶子中的实证主义美酒” 
(Nisbet, 1993： 58).无论如何，正如列维一布吕尔(Levy-Bruhl, 1903： 16)所言，孔 
德比天主教自身更加相信他能实现中世纪天主教的宏图。因此，与伯斯(Bossy, 1985： 
171)认为的新教改革之后“宗教”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不同，对于孔德而言，仍旧 
存在着一种总体——承认并加强这一总体(知识上的和礼拜式的)，是社会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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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特定的人类观和世界观是长期地、隐蔽地存在着的一一做进一

在前几章里我们指出，一些强调社会正在衰落的社会学理论在如何看待 
社会这个问题上不尽如人意，因为社会显然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真实 
的、复杂的和扎根于现世的现象；它虽然从人类潜能中突生出来，却又对人施 
加强大的义务，即便是在看似全然个人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情境下也是如此。由 
此，我们就能揭示出后社会视角的更多问题，当然这需要对上一章的一个核心 
议题
步的拓展。正如泰勒(Charles Taylor, 1989： 104)所言，即便是在“我们凡人文 
明的最世俗部分里”都存在着基督教的意象、概念和道德律则，尽管我们在表 
面上否认了这种西方宗教的遗产。上一章主要是讨论了基督教的历史背景，并 
从中发展出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社会观。本章的中心任务就是理解基督教如何 
潜在地在多种层次上对现代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理解这种影响的关键在于， 
我们要对社会是如何嵌入个体的意识中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此不得不提及的是波兰尼(Polanyi, 1967)所指出的社会的“默会维度” 
(tacit dimension).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既能回避我们关于世界本质的有意识的 、 
理性的表达和理论的基本知识，又能形塑我们关于自身以及我们所居住在内的 
社会现实的意义和理解。这种观点与许多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都有所不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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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一些有影响的关于社会是如何嵌入个体的理论并不关注那些无意 
识的和默会的现象，而是关注那些含學的或拶隹的话语的重要性。这些话语培 
育了以共识为特征的个体对社会秩序的忠诚(Habermas, 1987, 1989b, Rawls, 
1971, 1993)o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罗尔斯深 
植于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都是这些理论取向的杰 
出代表。在这两种理论中，关于个体天生地或潜在地具有理性的假设，以及“纯 
粹”理性沟通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对社会所做的抽象的和理想主义的解释上, 
而不是对事实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这在哈贝马斯所探讨的“理想言语”情 
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上表现得尤为明显(Delanty, 1997),罗尔斯关于“良 
序社会(a well-ordered society) (Rawls, 1999： 361)的论述也是如此：这些东 
西显然并不存在，因为社会得以产生的、那些由人类表现出的潜力的多样性, 
远远超过了这些理论所能认识到的。这并不是说人类是一种没有能力对自己的 
社会环境进行理性批判的思考型动物，而是说社会中存在的大部分东西既不是 
理性的，也不是能完全被意识到的。

与上述取向相反，涂尔干关于社会实体潜在的超灵性力量的论述，早已指 
出社会的许多关键领域都是由知识的前理性基础所塑造的。正如甘恩(Gane, 
1983b： 4)所说，涂尔干是一个较早意识到无意识现象对社会整合产生重大影响 
的先驱性学者。他关于“集体表征”的本质和社会力量的看法，是他对这种无意 
识现象的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种看法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不仅触及 
观念、象征和信念的社会意义，而且也涉及人类的能动性和社会中特定知识形 
式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Durkheim, 1982a： 39, 1984： 56( Stedman Jones, 2001: 
66)。涂尔干思想的复杂性，表现在人们一方面将他理解为一个社会建构论者 
和认识论相对主义者，尽管他对人的主体能动性并未作出充分的阐述(Acher, 
1995, Jones, 1999),另一方面又将他视为一个坚决反对相对主义，并深切关注 
人类行动和自由的学者(Watts Miller, 1996, Stedman Jones, 2001).并且还有 
人认为，从实质上来讲，他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矛盾和混乱的绝境中(Lukes, 
1973, Edwards, 2002).笔者认为，涂尔干关于集体表征的观点，为我们理解下 
-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即社会是怎样以那种默会的而不是被人们反思的和 
理性的理解方式来嵌入个体的意识中的。本章第一部分将会在与那些看似对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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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干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当代社会理论的对话中，深入探讨涂尔干关于集体表征 
的研究。显然，大部分这些当代社会理论都倾向于指责涂尔干不是一个彻底意 
义上的建构论者，而不是指责他是一个彻底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者。

这里我们需要对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做一评论。莫斯科维奇对 
社会心理学在当代的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对“集体表征”的详尽论述， 
以及对该术语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揭示(Moscovici, 1976, 1988, 1989, 
2001 )E。人们经常夸大莫斯科维奇和涂尔干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莫斯科维奇对 
涂尔干的补充意义巨大：他论述了在现代生活中典型存在的，对社会形式和社 
会过程的流动的、变化的型构中持续存在的一些“核心议题”，以及社会表征在 
那些甚至公然宣称不相信它们的人们的世界观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的建构 
主义社会观比起涂尔干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主要是由于他想使话语沟通 
优先于其他表征形式，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他的一些追随者运用社会表征理论来 
迎合诸如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学者的祛传统化的观点。与之相反，本章其他部 
分主要关注社会实体中的三个不同层面，它们依赖于默会形式知识来抵制反思 
性解构。

首先，我们将联系被布迪厄称为“信念”(doxic)或存在于社会惯习中的常 
识知识(Fowler, 1997： 2),来分析那些讨论“日常生活”的社会学意义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自泰勒(Tayloy, 1989)以来，许多学者都关注这种常识知识不 
言自明特征的基督教蕴涵。其次，我们把在各种各样现代“公共”和“私人”生 
活观中社会生活概念得以形成的默会的基督教方式，视为一个呈现了社会学的 
核心二分是怎样建基在一个宗教基础上的经典例子。再次，通过对萨义德(Said, 
1978) “东方学”的简要评述，和仔细观察萨义德论述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表 
征的不同作用，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默会假设在社会关系内部的作用。总之，笔 
者认为，要关注社会的这种默会维度是如何继续形塑个体的意识的，就要对那 
些非常轻易地认为“社会纽带已消失，社会价值已解体”(Lash & Featherstone, 
2001： 17)的社会学观点提出质疑，并要对那些认为在一个流动和运动主宰了对 
实体、身份和意义更稳定的、象征性建构的“全球知识社会”中，象征是一种 
时代性的错误而可以避而不谈的观点提岀质疑(Touraine, 1989, 1995, Castells, 
2000, Urry, 2000)Gilro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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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视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一系列事实特定的

涂尔干和莫斯(Durkheim & Mauss, 1963)认为，理解任何一个社会，首先 
要做的就是去理解它的象征兮若系统。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不仅注意到所有社 
会都想将不同类型的社会现象进行分类，以理解人类经验中不同维度之间的关 
系，他们还对所有分类系统的赴今起源进行了说明。他们在阐述这些观点时认 
为，当我们研究分类系统时，我们处理的并不是“纯粹观念”，而是在集体形式 
中表现出来的社会。集体表征表达的是知识和那些通过集体概念、象征和价值 
得以体现的群体的超灵性动力的统一 (Durkheim &Mauss, 1963： 84-85)。这 
种将表征视为集体生活的表达的观点，贯穿于涂尔干著作的始终，包括《社会 
学方法的规则》(珏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982a.)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1995 )0 在前一本书里，涂尔干将其社会 
现实主义和哲学上的现实主义做了区分，后者认为个人和社会有一个独立于它 
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实体。涂尔干(Durkheim, 1982a： 34)认为，社会生活“全部 
是由表征组成的二在后一本书里，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独特的实体，通过从人类 
关系中突生出来的集体表征而得以表现，在这里，他再次挑战了那种将社会生 
活化约为个人或将个人化约为社会生活的哲学观点,他指出，集体表征表达了 “一 
种巨大的、跨越时空的合作”(Durkheim, 1995： 15)o

在社会学中，这种社会现实主义的表征观遇到了挑战。例如，厄里(Urry, 
2000： 5)发现：社会学家们常常认为有的东西，更多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而 
不是存在于个人或个人行动的集合中。厄里认为，这种“剰余”是很难被界定的。 
他发现，社会包含各种形式，从功能主义整合的社会系统到异化意识的制度化 
形式，但这些都没有反映出人们的共识，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厄里看来， 
只有涂尔干的观点
和自治的集合——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赞同，尽管人们在这些“事实”究竟是什 
么这一点上并没有达成一致。不过，对于追随盖姆(Game, 1995)的厄里来说， 
涂尔干的这一观点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尝试上，即将认知的秩序强加在那些模糊 
了 “社会”和“自然”边界的“感官的流动性”上。从影响当代社会各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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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图景和制度的全球化的“流动性”上来看，涂尔干的这种错误更加明显， 
因而我们需要“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Urry, 2000： 210).

在厄里看来，涂尔干的错误就在于他把社会看成是一种咫净秣序，该秩序 
是日常生活显著流动性的基础。厄里将涂尔干的集体表征观，与那些具有“权 
威和说服力”的概念联系到一起，但他认为涂尔干的“感官的表征”显得很轻 
率，难以让人信服，它使得社会学成了一个抽象的过程，分析家们必须找出那 
些潜伏在社会生活随机变换的时空下的观念秩序⑵。简而言之，在涂尔干主义 
的观点中，作为“社会的科学”的社会学，必须对社会生活采取非历史的、静 
止的和可认知的态度，并对流动机制和感官上能感到的变化置之不理。厄里认 
为，如果这种说法过去是成立的话(厄里认为，即便是过去也是不成立的)，那 
么现在显然是不成立的：新近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不断釆用关于运动、流体 
和变化的隐喻，这就表明涂尔干的那种方法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一种时代错误 
(Bachelard, 1983)Deleuze & Guattari, 1986, Braidotti, 1994, Game, 1995)o

然而，厄里在三个方面误读了涂尔干。首先，涂尔干(Durkheim, 1995： 
15)并没有简单地将“集体表征”与辱净联系起来：那些使社会得以表现自己的 
表征，是从观念和情感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组合中产生出来的，并且这些表 
征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象征形式，包括概念、图示和神话。

其次，即便是我们将概念作为一种集体表征的形式，它们显然也不是社会 
科学家赋予在一个“感官的”变化状态上的抽象的强加物，而是从本体论上开 
放的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中表现出的真正现象。概念确实能反映出人类是一 
种反思性的“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种感知的“个体的存在”(Durkheim, 
1995： 275),但是个体并不是通过概念就能成为一种社会的存在，而是通过集体 
表征得以产生的那些超灵性的力量而成为社会的存在(Durkheim, 1995： 220- 
221)。简言之，厄里对集体表征的社会学意义的关注，源于他对构成社会的前 
理性基础的那些独特现象的兴趣，而不是去分析站在涂尔干的立场上的那些认 
知主义者的观点。

再次，涂尔干并没有认为概念是“固定的和不变的”，他只是认为它们较之 
于感官表征是“相对不可改变的”，因为概念是使沟通成为可能的一种方式：个 
体的感觉经验瞬息之间就可改变，而概念则很少变化，否则我们就不能相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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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社会
相反，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则从涂尔干对当时流行于社会心理学 

的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理论的挑战中得到了启发。与试图发展集体表征和个体 
表征观念的皮亚杰(Piaget, 1965： 145) 一样，莫斯科维奇(Moscovici, 2001：

解对方了 (Durkheim, 1995： 434-435)o在理解社会的复杂性时，厄里(Urry, 
2000, 2003)非常关注那些随机的、混乱的现象，因而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他是 
如何拒斥涂尔干关于社会实体中突生的秩序的观点。然而，这种秩序并不是他 
认为的“非历史的”和“静止的”，因为涂尔干(Durkheim, 1977： 15)非常强调 
突生的世俗现象强加在个体身上的动态过程。实际上，对涂尔干而言，正是这 
种对现世的关注，才使得人们发现了任何东西都不是随意的、随机的、瞬息的， 
因为一些理解我们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往往存在于一个长期的时段，尽管这些 
方式一直深植于我们身上，但我们并不能完全意识到(Durkheim, 1977： 11).

在涂尔干看来，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关于人类的潜能、能动性及作为一种 
突生实体的社会超灵性等问题中来理解集体表征。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不 
可避免地导致一种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即所有的知识都是受限于当下特定的社 
会和文化情境的(Nicholson, 1990)。这种论调在强调知识的社会情境性质方面 
是有意义的，在提醒人们注意学术界对社会实体的论述中难以被发现的偏见方 
面也是有所建树的，但是，只要人类处身于世界中这一事实能被视为在文化上 
不断变化的表征得以产生的共同基础，这些因素就不会必然地导致认识论的相 
对主义。在这一意义上，盖姆的《毁灭社会» (Undoing the Social, 1991)-书是 
不尽如人意的，该书认为社会学是一种不能表现真实(即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 
的互动)的“小说或虚构二 就像德勒兹(Deleuze, 1977)关于具身化的论述强 
调了其建构的特征一样，盖姆的“身体”并没有为抵制解构主义论调提供任何 
壁垒。她在评论涂尔干的集体表征时，很明显地显示出身体已被化约为受社会 
建构控制的“感官的流质”，但却没有内在的能力来产生那种超越当前情境的知 
识形式(Game, 1995, Urry,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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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指出，仅仅强调思想的社会本质是不够的，必须指出集体思想的动态性、 
互动的整体性。他通过强调表征“安排活动的场域、告知社会成员他们的权利 
与义务，以及给成员■-种归属感”的作用，来指出表征的上述性质(Moscovici, 
2001：21).这和帕森斯的思想很是相近：帕森斯(Parsons, 1951, 1969)非常看 

重一个社会系统内社会行动的规范模式化，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涂尔 
干。但是莫斯科维奇与帕森斯毕竟不同，他像涂尔干一样，更多地关注这种模 
式化的琴竦性质：“物体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人们必须呈现或使它们变得有意 
义，也就是说，用一定的象征赋予它们意义/ (Jovchelovitch, 2001： 176)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莫斯科维奇对于涂尔干的理论到底添加了什 
么。例如，有人指出莫斯科维奇采用“社会表征”而不是“集体表征”这一术语, 
就与涂尔干的分析有了区别，因为涂尔干对个体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连接没 
有作出充分的阐述(Philogene&Deaux, 2001： 5)。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 

社会表征(莫斯科维奇的术语)和集体表征(涂尔干的术语)在本质上作用是一 
样的：两种表征都能通过社会互动的网络来构成和表达一种集体的实在。莫斯 
科维奇强调巷色表征的原因在于，他对“表征的多元性及同一个群体内表征的 
多样性”的关注，这种多样性又源于当代社会在许多方面是高度分化的、多元 
的和异质的(Moscovici, 1988： 219)0 这与古尔维奇(Gurvitch, 1949： 13)在“极 

端”的“我”、“他人”和“我们”的关系中，非常关注分化的表征模式的做法相似， 
因为莫斯科维奇也试图采用一个更加微观社会学的方式来发展涂尔干的思想。 
不过，莫斯科维奇与涂尔干一样，也对那些相对持久的表征形式感兴趣，他将 
这种表征形式称为特定社会里有影响力的“主题”。

对莫斯科维奇而言，通过表征进行的象征的创造和意义的编织，可以从几 
种形式上得到体现:首先,一些潜在的主题存在于任何文化中，并能以信念、格言、 
类别的形式得以呈现，其次，一些主题拥有一种“核心”属性，从而能模式化其 
他信念并“维持交往知识网络的稳定性”，再次，各种各样的“争论”(分类的、 
主题的、行为的)通过系统地将概念、图像和情感与核心主题相联系而巩固或 
复制社会表征系统(Moscovici, 2001： 31).例如，“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就为西 

方许多人所共享，并且这一信念在作为西方表征系统许多世纪以后，已经逐渐 
成为现代文化的“核心”元素。然而，尽管这一信念在很大程度上被很多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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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所当然，但在诸如性别、种族和阶级等议题上，它仍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争 
论的主题，这样就把时下的议题与这种表达人类现实的核心方式联系了起来。 
在此，值得注意的关键一点是，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表征不仅能在人们没有 
反思性或理性化利用智力、道德或政治长处而获利的情况下得到承认，还能促 
使那些否定该表征产生基础的哲学观点产生。

当莫斯科维奇(Moscovici, 2001： 27)再次提及撒切尔夫人的“根本就没有 

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个体”这一观点时，他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 
子来说明那种否定自身产生基础的社会表征。正如莫斯科维奇所言，撒切尔夫 
人在表面上否定的东西，正是她实际上所承认的东西：她的“个人”观就是一 
种集体建构的表征，它与特定的“人类”观相联系，并与特定的关于人类联合 
体的本质的论述相联系。这些表征在一些新教神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有着 
漫长的历史，并在那些直接影响其观点的一些新古典经济学中得到了详尽的展 
示。如果其言论没有这种集体的话语背景，撒切尔夫人所言就毫无意义。因此， 
当厄里(Urry, 2000： 12)认为“当撒切尔夫人说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存在时， 
她可能是对的”时，他就承认了撒切尔夫人所用的表征系统的象征力量，并通 
过他自己重构的社会学来对这些表征进行文化阐释，尽管他认为涂尔干的集体 
表征在社会学分析中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工具。

莫斯科维奇看起来同意厄里(Urry, 2000)和卡斯特尔(CasteHs, 2000) 

的地方，也正是他拒绝涂尔干强调宗教的普遍社会学意义的地方。在涂尔干 
(Durkheim, 1995： 34-36)看来，集体生活得以建构的社会过程有一种宗教特 

性，这种特性表现在神圣和世俗之间无处不在的绝对区分中。莫斯科维奇的观点 
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他称赞涂尔干的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一些根本东西“独特 
和卓有成效”的表达(Moscovici, 1993： 37, 2001： 24)o另一方面，他又将现代 

性和对神圣/世俗的二分的抛弃相联系(Moscovici, 1993： 337),并用宗教的衰 

落来支撑自己关于集体表征向社会表征转变的观点，从而使得他的一些研究者 
采取了一种相当稳健的世俗化观点(Moscovici, 1988； 219, Jovchelovitch, 2001： 
167)叫对莫斯科维奇而言，充斥整个社会的事作表征的衰落，是与神圣的衰落 
几乎同时发生的，因为社会发生了改变——以前的社会里存在着许多被人们广 
泛接受的信念和仪式，而现在的社会里，“个体之间的对话与沟通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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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vici, 1988：219)。这种对对话的强调表明，他与涂尔干强调表征的表现 
基础的做法是有区别的，并进一步说明了莫斯科维奇著作的社会建构主义趋向.

尽管莫斯科维奇(Moscovici, 2001： 19)认为表征既可采取“图示”、基于图 
像的形式，也可采取概念和语言的形式，但他却尤为看重后者。他赋予了人类 
生活中的对话以极端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一种社会表征就是一种咨潭俗的思 
想，是一种引入语言的文化象征系统”。这与涂尔干的思想相背离，涂尔干虽然 
将语言视为一种集体表征系统，但却并没有将语言与表征等同起来。表征具有 
沟通功能，但这却并不必然是由于表征的语言性质，而常常是由于它的情感性 
质——集体表征对情感和感觉产生作用，从而通过赋予物体以象征力量而对它 
们进行改造(Durkheim, 1995： 228)0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赋予语言以 
优先性，莫斯科维奇就从涂尔干对表征的表现基础的详尽阐述，过渡到作为哈 
贝马斯著作核心的语言取向的认知主义。不管是哪种情况，莫斯科维奇和哈贝 
马斯都留给我们这样一种多少有些空洞的印象，即人类是由他们说话的能力所 
定义的。例如，哈贝马斯(Habermas, 1987： 57)就指责涂尔干忽视了语言学理 
解的社会学意义，并认为社会现实并不是由仪式、象征或情感力量所形塑，而 
是由交往话语所建构I这一说法倒与莫斯科维奇对话语沟通的强调相一致。然 
而，就是在这个地方，哈贝马斯和莫斯科維奇产生了分歧。哈贝马斯(Habermas, 
1987： 77)的思想一直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现代性中神圣的力量被转变 
为建立在“可批判的正当主张”基础上所“达成的共识的权威性",而莫斯科维 
奇则不受这种理性主义及其伴随而生的关于共识、真理和“理想言语”情景可 
能性的猜想的影响。不过，这种分歧并没有阻止人们同时引用哈贝马斯和莫斯 
科维奇来论述当代社会的发展。

例如，乔夫克罗维奇(Jovchelovitch, 2001： 167)就高度赞扬了社会表征 
理论在解释现代社会为何会有更多流动机制时的作用。他认为，“当代社会里 
各种世界观和实践都在相互竟争和相互协商，那种同质的、不受质询的单一 
世界观已没有什么市场二 乔夫克罗维奇(Jovchelovitch, 2001： 165)指出，“社 
会表征是公共生活固有的象征性知识的一种形式”，但是“传统的”以及“祛 
传统化的”社会，却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和表现这种象征性知识。在主要引用哈 
贝马斯(Habermas, 1989b)的观点的基础上，她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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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该时代已逐渐不受传统和无可争议的历史分类的影响，并在普遍关心的事 
情上寻求理性辩论和民主对话”(Jovchelovitch, 2001： 168)o对乔夫克罗维奇 

(Jovchelovitch, 2001, 170)而言，在“传统”社会里，“社会纽带的情感向度”具 

有核心意义，而祛传统化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却是反思性、对话和协商(Beck 
etal., 1994, Heelas et al., 1996)o这就表明涂尔干集体表征观中的“关于社会过 

于总体化的概念”不再有任何价值，因为这种总体化的形式“反对经验、论证 
和逻辑证明”，也就是说，集体表征所体现的特征，都是与祛传统化的现代性相 
对立的(Jovchelovitch, 2001： 169-170)0

即便如此，我们仍能指出乔夫克罗维奇的五项主要错误。首先，祛传统化 
的观点倾向于产生一种对“传统”社会的错误观念。就像莱文(Levine, 1985, 

54)在讨论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时曾明确指出的，“传统”社会的多样性、复 
杂性、灵活性和变化性，远远超出现代西方人的想象回。其次，认为集体表征 
是一种“对社会的过于总体性的概念”这一看法也是错误的。涂尔干(Durkheim, 
1974a： 24)指出，“构成社会生活网络的表征，是来源于个体以及由它所组成的 
处于个人和总体社会之间的次级群体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集体表征是表 
现在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而不是表现在个体和“总体社会”的关系之中的。 
在这一意义上，值得注意的是，涂尔干(Durkheim, 1995)的集体表征观，是通 

过对宗族和部落多样性的分析而得到发展的。另外三个更深层的问题，由于它 
们反映了社会学对社会的默会维度的忽略，因而值得予以更详尽的关注。

关于祛传统化观念的第三个问题，关注以下事实，即反思性、对话、理性 
辩论在当代社会某些特定的领域被视为有价值，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 
大多数人的日常社会现实，却是非常让人怀疑的。实际上，所有对日常生活(关 
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产生了很多理论和观点)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在某些情 
景下都倾向于反对这些现象的蔓延，并否定这些现象的意义。第四个问题是， 
在现代“世俗”社会里，祛传统化的观念往往会低估甚至是完全忽略理性与反 
思性的实施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具有一定宗教历史背景的集体表征而得以实现 
的。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社会学的核心二分”的“公共”和“私人”的区分 
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表现了现代性的一个“核心主题”(Jenks, 1998, Slater, 
1998 )o最后，西方对于非西方文化的表达，不仅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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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反思性的建构(如萨义德的“东方学”)，而且还表现了西方社会的宗教层 
面的持续影响力。这三个问题与不同的社会层面相关，从面对面的互动，到某 
种类型社会公共生活的表征，再到社会内部之间的关系，但这些问题都要求我 
们对西方社会的默会维度进行一定的反思。本章下面三个部分，就将对这些问 
题进行详尽的剖析。

在谈及社会学对园艺的忽视时，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228) 
试图提醒那些振奋于科技进步的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们，从人们在周末所 
做的事情来看，“英国似乎成了一个园艺工人比机器人更具有文化蕴涵的国家”。 
这种说法让人们注意到，许多后现代思潮都倾向于忽视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 
费瑟斯通(Featherstone, 1992： 159)注意到，后现代主义常常对地方文化和流 
行文化持肯定评价，这表明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或敏感于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复 
杂层面、融合、异质性，以及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看见却没有注 
意’的东西二 然而，布希亚(Baudrillard, 1988b)在指出当代社会的“超真实 
性”，即每样东西都是“模仿品”时，几乎没有关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也不 
想去解释赋予社会现实以意义的表征。鲍曼(Bauman, 1992a： 155)曾提醒布希 
亚，电视之外仍有生活，并且在坐下来并沉浸入电视景象之前，人们还得吃喝， 
还得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一系列难题。他指出，“走出书斋并随时关注日常生活， 
才能造就紧跟时代的真正的哲学家和分析家”。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对日常生 
活的忽视，与社会学中强调日常生活意义的衰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也并不是经得起推敲的，并且社会学家常用这一术语 
来表达许多现象，这些现象的作用各自不同，涉及日常信念和实践中被认为理 
所当然的东西、社会秩序的前制度化(pre-institutional)的再生产和维持、一种 
我们在一起的感官愉悦的感觉，以及互动的异质性(Featherstone, 1992： 161 )o 
而由列菲弗尔(Lefebvre, 1971)、哈贝马斯(Habermas, 1981, 1987)和赫勒 
(Heller, 1984)等学者所代表的一种分析传统，则强调工具理性对日常生活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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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二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Weber, 1991)关于现代理性化进程 
的看法。这一分析传统虽然赋予日常生活一定的价值意义，但却认为日常生活 
正在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力量的侵蚀，从而在社会学上的价值意义逐 
渐减少。在这里，社会的“宏观”方面形塑、改造、威胁个体之间的“微观”互动， 
这表明理性化有一种自我推进’的动力和一种普遍性的力量，从而成为一种 
超越人类干预的历史逻辑"(Featherstone, 1992： 62)。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解读， 
典型地具有宿命论的特征，它认为社会默会的和不言而喻的维度，正在被更强 
大的社会力量所清除。

在强调社会生活的“微观”而不是“宏观”方面，舒茨(Schutz, 1962)的 
日常生活现象学和戈夫曼(Goffman, 1969)对互动仪式的社会学分析，与格尔 
兹(Geertz, 1983)使用“常识”来研究微观生活世界一样，都对日常生活的研 
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都着重研究了以特定方式界定人类互动的那些复杂却 
又不为人们注意到的规则。谢弗(SchefF, 1990： 37)发现，加芬克尔(Garfinkel, 
1967)的“常人方法学”发展了舒茨的许多思想，谢弗认为：舒茨著作的核心就 
在于，“人类表达的所有意义都是具有情境性的”。在此，要想详尽地研究这些 
特殊的情境，以及他们所表达的意义，我们就要避免那些关于社会和历史变化 
的抽象观念，如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他为抵制这种殖民化而 
提出的同样抽象的用于“理想语言环境”的“沟通理性”(Delanty, 1997)。加芬 
克尔的新近著作(Garfinkel, 2001),详尽地阐述了他对涂尔干的继承，而罗尔 
斯(Anne Rawls, 2001： 65)则将加芬克尔作为一个例子，用来指出涂尔干对那 
些起作用的社会惯例的关注，是怎样激起了人们细致的经验研究的。

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由于它们重视情境，因而展示了意义构造的重要的 
込卽视角。豪斯(Howes, 1991：6)发现，格尔兹的著作中就有这种对情境的偏 
心，例如格尔兹将文化视为“文本”的集合，莱文(Levine, 1995： 282)则认为， 
舒茨非常关注个体行动的主观意义。这种尤其是通过秋紡来对意义进行认知地 
构建的主观主义路径，在伯格(Berger, 1990)的宗教社会学中也表现得非常明 
显，他在很大程度上援用了舒茨的方法。罗尔斯认为，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地 
建立在涂尔干的著作上的，但与之相反的是，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在于，它能以 
罗尔斯所反对的“文化转向”的方式来赋予观念和信念以无限的优先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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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社会学“误用抽象的错误”，并更进一步地支持如下这一观点：“人们难以 
从相互竞争的信念和意义的相对主义中逃离出来，而每一个信念和意义则都决 
定了一个竞争的现实。”(Rawls, 2001： 63)实际上，鲍曼(Bauman, 1992a： 40) 

认为，后现代社会学的各种相对主义形式的发展，都受到了加芬克尔和舒茨的 
影响，因为正是他们揭示了这个被“过多的多重现实和意义空间”所消融的社 
会的脆弱性和局部的破碎性。

尽管德塞托(de Certeau, 1984)和马菲索利(Maffesoli, 1989, 1996)都赞同 

后现代理论，但是他们通过对反对理性化进程的具有强大社会性的日常生活的 
描述，避免了极端的相对主义和宏大的抽象主义。因此，德塞托(de Certeau, 

1984： xi)并不强调许多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中都有的话语和对话，也不通过反 
思的或理性的协商模式来理解日常生活，而是通过“事物运行的默会方式”或“尊 
爭贖”来理解日常生活。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理性化的主导模式的成果与功 
利主义暗中结合，从而产生了以基本的社会性为中心的生活形式，这种基本的 
社会性被涂尔干视为社会的超灵性层面(de Certeau, 1984： 31).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在德塞托的著作中，他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论述了社会的宗教维度，而且 
还让我们注意到了西方社会中特定基督教的潜在影响，尽管他在这方面的论述 
还非常模糊。

正如托伦斯(Torrance, 1998： 85)所指出的，纵观整个思想史，对于作为突 

生事物基础的自我维持的实体，以及突生事物是如何依赖于这个自我维持的实 
体等问题，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德塞托采取了明显的基督教立场， 
并与巴尔塔萨(Balthasar, 1982： 67)的神学上帝观一致，认为在那些仍然相信 

救世主化身所具有的意义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中，上帝通过其偶然和混乱的 
模式得以显现。德塞托乐观地写道，即便是在一个被认为如(后)现代社会那 
样世俗的社会中，关乎信仰和具身心智的存在者(embodied beings)的“日常生 

活”，仍然注意到了突生的神学可能性，而不管到底有多少人到教堂做礼拜，因 
为与其说基督创造了一种制度，不如说他创造了一种竿尊彩即这种实践形式 
虽然是匿名存在的，但却在社会生活的起起落落中发挥着作用(Ahearne, 1996： 
500-501,参见 de Certeau, 1987, Buchanan, 2000 )0 简言之，在日常生活的突 

生性模式背后显示出的，是一个更深层的、从上帝身上凸显出来的人性。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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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德塞托的日常生活观有时又具有一种悲观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了列菲弗尔(Lefebvre, 1971)和赫勒(Heller, 1984)的思想。德塞托尤其重视 

媒体等现象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因而他的著作中很少为日常生活中各种策 
略的成功实施留下空间，因为日常生活越来越被信息驱动的现实的平庸所殖民 
(de Certeau, 1984： 186)o相反，马菲索利的论述则一直在肯定日常生活的潜能。

与厄里(Urry, 2000)-样，马菲索利讨论了当代人的流动性网络、联合 
和迁移，以及许多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唯美主义和瞬间即逝。马菲索利思想的重 
要特征就在于他指出了，正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才能令人满意地对上述现 
象作出解释。尽管涂尔干的“集体欢腾”常与那些使社会生活重组的大规模社 
会变革相联系，但他也指出，社会的情感刺激特征，存在于哪怕是最平常的日 
常互动中，比如存在于由于居住的临近而产生的邻里感里 (Durkheim, 1995： 

213)。马菲索利立足于涂尔干的观点来阐述无所不在的敬力(puissance),他认 

为，这样一种力量是人们在现代理性化进程的恶劣环境中“紧密而温暖地团结 
在一起”的一种方式I这种力量以“初级社会性”的形式渗透在邻里、群体、部 
落、运动和工作场所等日常生活中(Maffesoli, 1936： 32, 42)0

对马菲索利(Maffesoli, 1996： 126)而言，要想认识到“初级社会性”的重 

要性，就需要理解“人际距离”(体距)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身边的和当下的 
爱”。关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文本，常常忽略对人们之间临近性的注意。例如，厄 
里(Urry, 2000, 40-41)认为，网络是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突生性和流动性特征 
最好的范本，它暗含着当下抽象的、身心分离的、冷漠的一切体验。显然，这 
对某些人(包括一些学者)来说无疑是这样。尽管自己也倾向于在全球变革中 
理解地方性，罗伯逊(Roberson, 1992： 177)仍然指出了发展关于全球社会变革 

和文化变革的理论的危险，因为这些理论忽略了他方•性作为社会体验的一个维 
度而具有的重大意义，这些理论还在“宏观"优先的基础上，按照“微观一宏观” 
的角度区分出了地方一全球。詹金斯(Jenkins, 1999)研究了英国人日常生活中 

的地方性、家庭和集体记忆的重要意义，他的这本人类学著作指岀了他所谓的“地 
方特质”所持续具有的重要意义。

詹金斯的“地方特质” (local particularity),是指为某一个地方所特有的并 

在代际之间传承下来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厄里(Urry, 2000： 129)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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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方式变化、饮食习惯变化和音像技术的发展引起的家庭生活的“时空 
不同步性”，詹金斯(Jenkins, 1999： 129)则与之相反，认为不管是从建议、支 
持和服务上，还是从娱乐消遣方式来说，“地方社会性费是以家庭为基础、以妇 
女为中心”。例如，在研究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金斯伍德(Kingswood)地区 
时他发现，“一个家庭的四代人常常会居住在相互之间不超过半英里的地方”. 
当地的婚姻也有自己的规范，尤其是女儿往往居住在她们的母亲附近，而母亲 
则是那些深植于特定地理区域的传统和集体记忆中的扩展家庭的核心(Jenkins, 
1999： 129 )o

这种对地方性、家庭和传统的重要性的强调，与许多当代社会学的取向是 
不同的。然而对詹金斯(Jenkins, 1999： 69)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到，“传统并不 
是一种反对当下和进步的遗留物，而是处于当下之中并作为当下的一部分而存 
在”。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老年人与该地方社会的核心价值之间的联系，并 
不能被视为是传统的逐渐衰落，因为老年人的权威不仅仍被年轻人所认可，而 
且当老年人死亡时，又有一批新人继承他们的位置，传承他们的观念(Jenkins, 
1999：131)。这种对生活的传统模式的持久关注，可能会挑战关于现代性的 
一些核心社会学观点，但它也使人们重温了戈夫曼和布迪厄的思想。戈夫曼 
(Goffman, 1969)非常感兴趣于那些形塑我们与他人日常互动的高度仪式化的 
模式，布迪厄(Bourdieu, 1977)则感兴趣于特定的习惯是如何在漫长的时间和 
代际更替中得以传承的。布迪厄(Bourdieu, 1977： 22)的惯习是“一个持续的、 
可转化的秉性系统”，这一概念源于涂尔干认为社会具有一种形塑个体经历和自 
身感受的力量的思想，他还使我们认识到，所有的传统、习惯、风俗，都将持 
续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们大多数时间并没有意识这些传统、习惯和 
风俗(Lemert, 2002： 42)O

布迪厄从涂尔干和莫斯在《原始分类》(Primitive Calssification, 1963)中所 
讨论的表征中得到启发(Fowler, 1997:2),从而非常关注惯习中不言而喻的(“信 
念”)知识。他认为，社会的力量是在我们的日常遭遇中以超越意义的认知框 
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为社会可以逐渐赋予特定的行动和经历以前认知(pre- 
cognitive)的和具“体”的秉性(embodied dispositions)0 莫斯(Mauss, 1950)在 
论述不同社会在代际之间传承的“身体技术”时,对上述思想阐述得更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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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殖民
徒相通”等天主教观念，马菲索利(MafFesoli, 1996： 158)却高度赞扬了路德对
制度化教会与“不可见的”基督教会所做的对比，认为这刻画了大众的多元主

莫斯发现了好几个例子，都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作出跨文化合作的决定，以 
及以此为方针的行动，都必然会求助于那些反对其他形式的决定和行动的具“体” 
秉性。从马菲索利的人际距离研究和涂尔干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并非 
是一个简单的抽象观念，而是一种嵌入人类意识和我们对特定行动所表现出的 
秉性之中的实体。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惯习中的“信念”知识，代表了一系列 
在长时间内起作用的社会动力机制(Durkheim, 1995： 15, Jenkins, 1999： 69)。 
在这一点上，泰勒(Taylor, 1989)认为，潜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假设、 
价值观和乗性，都有自己特定的基督教起源，而不管它们是日常生活的“微观” 
向度的意义构建，还是“宏观”殖民化过程对日常生活的侵蚀。

泰勒(Taylor, 1989： 216)认为，宗教改革提升了一些以前被视为“世俗” 
的东西的地位，即个人和社区的日常生活。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根深蒂固， 
就连圣经也强调上帝作为创世者，确保了生命与其他存在的先天的善性。但是， 
新教教义在基督教传统中进一步培育了这种默会的潜能，以至于日常生活都被 
灌输了许多精神性的潜能(Taylor, 1989： 218, 221 )0这些说法与韦伯(Weber, 
1991)的观点非常一致，正是韦伯明确指出新教教义价值观使那些与上帝有关 
的世俗活动有了意义，并进而提出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校大亲和性的 
伦理理性模式。然而，韦伯认为，新教徒对日常生活的价值重估，导致了那种 
最终侵蚀现代性的宗教基础的理性化过程。泰勒的分析并没有否认现代性在许 
多方面反基督教的倾向，但却对这些宗教基础究竟还有多重要提出了质疑。他 
认为，尽管现代性会压制我们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知识系统的精神根源，但 
是这些精神源泉仍然具有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们能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作出满意 
的历史性的理解，而且能使我们超越当下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冲突而去审 
视那些默会假设的共同基础，正是这些默会假设，界定了我们对当代社会工具 
理性化等诸多现象的争论(Taylor, 1989： 488)o

这样看来，马菲索利与哈贝马斯(Habermas, 1981, 1987)的表面对立—— 
前者颂扬日常生活中神圣与世俗的相互渗透，后者指责现代工具理性对日常生 

掩盖了二者对特定新教教义的共同依赖。尽管仍然使用诸如“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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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公共/私人领域的现代表征有着漫长的历史，这一历史常被人们理解为西 
方社会的逐步世俗化，尽管我们都知道那些对这些表征进行研究的哲学家往往 
都信仰基督教(参见Seligman, 1992, Weintraub, 1997)。就现代“对日常生活 
的确认”而言，我们仍有理由认为这些表征与基督教对个人和社会的特定理解 
相关，尽管这些理解中有的与现代公共观和私人观相抵触，有的则直接为这些 
观念提供基础。这种抵触在波兰尼(Polanyi, 2001： 268)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他 
指出，基督教赋予现代性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个人的独特性和人类的独一性。 
杜蒙(Dumont, 1970)对印度社会等级体系的研究，指出了在印度人的思想和 
实践中这些观念的缺乏，从而再次论证了波兰尼的观点(也可参见Siedentop, 
2000)。欧多诺万(O'Donovan, 1999： 246)着力于研究政治权威概念的发展， 
他强调了特定新教观念对于他所谓的“无首领的社会”(acephaloussociety)的出 
现具有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世俗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来 
源于社会内部难以察觉的力量，而不是对基督教真理有意识的信奉。因此，尽 
管英国是到了 19世纪才出现隐私观，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把这种隐私观推广 
到其他历史时段，在严格意义上是时代错误的(Duby, 1988a： ix),并且现代的 
公共观和私人观也是在漫长的西方宗教历史中发展起来的。

达比(Georges Duby, 1988b： 509-510)已经讨论了，在中世纪里，人们如

义和力量，但他却没有进一步去思考，新教神学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交汇并不 
完全是偶然性的。我们还可以发现，哈贝马斯(Habermas, 1987： 77)对神圣事 
物的“语言学化”，与新教教义对语言在构建社区新形式中的作用的强调也极具 
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基督教的“核心主题”在当代社会的持续性(Moscovici, 
2001： 31 )o这一说法也适合除了日常生活以外的社会其他方面，包括社会的“公 
共”和“私人”维度。这些方面与日常存在的明显的“信念”特征不同，因为它 
们曾经受到，现在仍然还在受到反思和理性的审视、争论和证明。即便如此， 
我们认为社会生活的这些表征仍然具有一种默会的基督教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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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活在集体之中，而很少孤立地生存：即便是被我们现在视为“私域”的社 
会生活领域，如取暖和住宅，也是集体取向的“家户”，而不是个人的港湾。但 
他接着指出，当天主教会开始试图加强个人对基督教的忠诚时，如1215年拉特 
朗会议在复活节的聚会前强制实施教徒的告解和苦修时，上述这种情况开始发 
生改变(Duby, 1988b： 533)0然而，要想在天主教对信念和拯救的集体本质的 
看法中实施基督教徒个体的内在皈依，基督教的宗教性就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 
现代意义上的“私人”事件(Duffy, 1992： 92 — 93)。随着新教教义在16世纪的 
兴起，宗教性的“私人化”越来越明显，这尤其表现在人们对作为路德教义核 
心的因信称义的个人信念的强烈性和纯洁性的强调上(Ruel, 2002： 107；参见 
Rupp, 1975)。正如欧多诺万(O'Donovan, 1999： 209)所言，路德将奥古斯丁 
对精神和世俗的区分，“转变为一种内部一外部的区分，即一方面是智识和心灵 
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世界二由此可知基督教徒是与社会保持着一定 
距离的。正如我们前些章节所述，这种距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既有路德教的 
内化，也有加尔文主义为取悦上帝而进行的外在世俗活动(Taylor, 1989： 227), 
但是这些形式最终都导致了 “公共”和“私人”的截然区分，以至于虔诚的新教 
基督教徒在起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时，一致同意政教分离以保证国家不会“干 
预”那些被视为私人领域的事务(O'Donovan, 1999： 245)。这里值得注意的一 
点是，这种现象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世俗化”，因为被理解为“公共的”和“私 
人的”东西的内在表征结构，仍然是以新教的立场定义的。

今天我们还能找到这种表征结构。例如，塞利格曼(Seligman, 1992)在 
阐述对美国社会的当代理解时，就指出美国人的宗教起源和美国当今的各种特 
征有着巨大的连续性。他认为，在美国社会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特定 
关系表明，该社会既是“当代社会的样板”，又在本质上是彻底的“新教主义 
的”：公共领域是“价值无涉的”，并“缺乏自治的价值”，当且仅当具有道德 
感的个体将他们的私人事务带进来时，公共领域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领域 
(Seligman, 1992： 134-135)。他并不是说公共领域不重要，不具有价值，而 
只是说“公共领域缺乏自己的价值和自治价值。赋予在公共领域的价值，正是 
赋予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和互动中的各个社会行动者身上(那些在道德意义上自 
治的个体)的普遍价值.(Seligman, 1992： 135)。因而，在公共领域里喧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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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在还依赖于

片，人们都想表达自己的“个人权利”，法律则难以协调这些不可调和的观点 
(Seligman, 1992： 136),但是，这种新教主义的公共领域观却又引起建构主义 
者的尝试

这些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关系更具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具有新教特征，哪 
怕这种特征常常被那些表面上宗教价值中立的表征系统所掩盖。在此，我们不 
能不提及罗尔斯(John Rawls, 1999： 619—621 )。作为当代美国政治自由主义中 
最有影响力和广受尊重的理论家，他强烈地认为，与宗教相比，公共领域是价 
值中立的，甚至还宣称各个宗教个体必须将他们的宗教信念“转化”为“公共理 
性”的语言，从而使得宪法对个体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保护不会因任何宗教 
试图形塑社会生活的“广泛教义”而妥协(也可参见Rawls, 1993).从表面来看， 
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宗教观点。即便是罗尔斯的政治观点并不积极地赞同世俗主 
义，但他却仍然认为宗教与一个繁荣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Song, 
1997： 220)0罗尔斯的观点可能会受到批评，因为他忽略了当代公共社会中(尤 
其是美国)宗教信仰的作用(Casanova, 1994).正如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 
2002： 237-239)所言，罗尔斯观点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它对平等主义的各种宗 
教基础避而不谈，没有意识到他将人类个体视为有道德责任心的、理性的、自 
由的能动者的这种政治观点，是源于——而且现在还依赖于——作为洛克新教 
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核心的自然法的神学上。在这一意义上，这些观点中宗 
教的缺席/在场，就带有独特的美国特征。

欧多诺万(O'Donovan, 1999： 245)认为，第一修正案表达了罗尔斯所捍卫 
的政教分离；制定该修正案的基督徒，觌咨了新教社会和新教文化的当前存在 
和未来有效性。这样我们就可思考罗尔斯是否在其著作中提到过相似的观点。 
但是，罗尔斯拒绝承认这一点。在这里，帕森斯(Parsons, 1960, 1963)对当代 
美国价值的研究值得一提，这不仅是因为他强调了美国社会系统中特定新教观 
念长久以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还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些观念深深地根植于美国 
社会的基石中，以至于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这些观念并不是“宗教的”。

正如罗伯逊(Roberson, 1991： 1954)所言，帕森斯意识到了一般意义上的 
社会，尤其是在美国，都越来越依赖于个体自愿的“贡献”，但这些贡献并没有 
在以一定方式使个体良知得到塑造的宗教和道德生态学中进行(参见Pa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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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Bourricaud, 1981, Bellahet et aL, 1992 )o帕森斯反对那种认为新教伦理已 
死的说法，他认为，基督教价值赋予了当代美国以文化价值系统，因为新教遗 
产一直在为当代生活的发展提供“前契约”的基础，以至于生活中的“世俗”秩 
序非常接近于宗教提供的规范模式(Parsons, 1978： 168, 240)。用涂尔干的术 
语来讲，帕森斯谈论的就是个体对“集体良知”的内在化，以及通过集体价值 
与个体个人身份的结合而产生个人决策和选择的规范模式。没有这种结合，或 
者韦伯所说的“天职”，帕森斯(Parsons, 1978： 320)认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 
性机制”就不能发挥作用(Shilling & Mellor, 2001： 94)。

罗尔斯(Rawls, 1999： 620)认为，要想在公共领域里创造一致性，个体必 
须将他们的宗教信仰转化为公共理性的“中立”形式。根据帕森斯的观点，罗 
尔斯的这种做法可被理解为是对宗教的一种遮蔽，而不是对宗教的社会意义的 
否定，因为罗尔斯的宗教观、社会观和共识观有着特定的不为他所承认的神学 
根源。在欧洲社会学理论里也能找到和罗尔斯相似的观点。例如，大卫(Grace 
Davie, 2000, 2001)注意到，欧洲大部分人都有一种“默会的理会”：教会在公 
共生活中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可参见Beckford, 2003： 54-55)0然而， 
许多欧洲社会理论在表面上都表现出世俗的特征，从而忽视了这种默会的理会。 
我们也可以说，这些理论都依赖象征分类的特定宗教形式，尽管由于要表现对 
宗教的反感，这种宗教形式会变得更加隐秘。例如，哈贝马斯就表达了一种与 
罗尔斯非常相近的观点，即强调将宗教信仰转化为适合公共领域的交往理性的 
必要性。对于哈贝马斯(Habermas, 1987： 77)而言，公共领域的建立，源于后 
启蒙时代人们对世俗政体的信仰(参见Rochlitz,2002)o就像卡尔霍恩(Calhoun, 
1997=83)指出的，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公共领域是一个用于“理性一批判对话” 
的场域。相反，私人领域则是与个人的旨趣相关，也是个人表达宗教信仰的地方。 
因此，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思维的世俗传统，依赖于理性的个人观，但它却在 
讨论能使人们参与公共领域的批判能力时对理性作出了界定。在公共领域中，“公 
共利益”不同于私人利益，并且“公共利益”有着一个无宗教向度的集体一致的 
基础.公共生活是一个理性一批判争论的场域,而不是一个达成宗教目标的地方。

上述观点与宗教性的新教传统有着一致性，因为宗教是植根于私人领域的 
表征之中的，而私人领域则又建立在基督教对行动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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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划分上。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与罗尔斯 
所说的“综合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的世俗形式有关。在这里，公 
共领域并不是调节个人权利的“中立”空间，而是在与世俗解放观的关系中得 
以概念化的。这种解放的典型特征是：自由平等的个体进行对话，由辩论决定 
胜负。关于哈贝马斯的观点，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公共领域)是一 
种乌托邦：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当代政治组织、官僚结构和劳动组织在实践中都 
没有实现这种理想，并且常常与之背道而驰(Habermas, 1987)o其二，这种乌 
托邦主义不仅没有正确严肃地对待宗教(Lemert, 1999),而且还有着西方哲学 
的康德主义传统，即基督教徒对善行的实际践行、对“更高的善”的认可，以 
及对一个正义负责的社会行动的伦理需求，都被转变为一种抽象的和理性化的 
世俗哲学(Taylor, 1989： 84-86).鉴于康德的这种影响(在罗尔斯的著作中也 
可看出)，坚持宗教信仰向“公共理性”或“交往理性”的“转变”，实质上掩藏 
了一个事实，即先前已经发生了一个转变：那些看似“世俗”哲学关心的东西， 
实质上都存在于一个新教架构之中。

由此看来，像乔夫克罗维奇(Jovchelovitch, 2001)那样使用哈贝马斯的观 
点来支撑祛传统化、世俗化和集体表征的衰落等论述的做法，显然是很有问题 
的：不仅因为哈贝马斯的立场是明显地代表了现代性的“世俗”世界——而不 
是简单地去解释一些社会变革，还因为他自己的这种理论的“世俗”形式也是 
从特定的基督教传统中产生的，并还保留着一些宗教预设。尽管这种矛盾使得 
人们对哈贝马斯著作的价值产生了一些质疑，但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这种矛盾表 
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萨义德(Said, 1978)对“东方学”的西方传统的论 
述，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激励着人们去进一步发展关于“后殖民”的研究。 
该著作中就存在一系列矛盾，这表明它既有启发性，又有着较多的瑕疵。正是 
因为萨义德称自己为社会的“世俗评论家”，所以他非常热忱地去揭示出对非西 
方文化的西方表达中存在的默会的(对他而言，也是非常有害的)基督教观点 
的核心所在(Said, 1994： 89, Hollis, 2001： 306, Said & Ashcroft, 2001： 279)。即 
便如此，他却没有赋予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相应同等的影响力，这可能一方面是 
因为伊斯兰社会没有意识到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区别(Asad, 2002),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萨义德不愿承认一般意义的宗教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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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Said, 1978： 2)认为，“东方学”建立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东方 
(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区别之上。在他看来，表征的力量和作用，远 

远超过涂尔干所认可的程度，这是因为萨义德追随了福柯的观点，认为认识论 
决定本体论，也就是说，他赞同那种认为实体是完全由表征决定的观点(Said, 
1978：3)。他指出，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造就了东方，并认为东方人都是 
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和怪异的，相反，西方人则是理性的、具有美德的、 
成熟的和“正常的” (Said, 1978：40)。对萨义德(Said, 1978： 12)而言，这种 
分布在审美、学术、经济、社会学、历史和哲学等领域的“知识”，实质上是与 
对于非西方社会的殖民统治如出一辙的一种表征形式。尽管他指出了这些表征 
的许多特点，但他更强调这些表征的宗教起源。

在萨义德看来，基督教不仅对弥漫在所有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东方学话语 
及其影响的建构起着关键作用，而且还对东方建立一种“适应西方基督教的道 
德急需”的持久模式有着重大影响(Said, 1978 ：67)。据说东方学作为一种“妄想”， 
首先起源于这样一种基督教观点，即穆罕默德是一个试图篡夺耶稣位置的冒牌 

，货(Said, 1978： 72),但是东方学的影响却经过现代性的发展一直保存到现在。 
即便是在那些西方观念和实践看似“世俗”的地方，萨义德也认为它们具有基 
督教的特性。因此，诸如施勒格尔(Schlegel)、华兹华斯(Wordsworth),夏多 
布里昂(Chateaubriand),布勒瓦尔德(Bouvard)和孔德等人，都是“一个具有 
基督教特征的世俗的后启蒙时代神话”的拥护者(Said, 1978： 115)。即便是当 
代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和文章，也都被人视为是在延续中世纪基督教对作为异 
端形式的伊斯兰教的对抗(Said,1978,209,287)。萨义德(Said, 1978： 121)认为， 
宗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并没有在现代性中消失，而是“在世俗化的框架中被重 
新建构、重新调度和重新分配”，对于新近伊斯兰针对“基督教的西方”的恐怖 
主义，萨义德还反复谈及他的措施建议(Said, 1997：xxix)o总之，在萨义德看来， 
基督教不仅是东方学发展的同谋，还是东方学起源、发展、持续的一个关键方 
面。考虑到基督教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这一说法就更赋予基督教以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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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与本章中的一些观点相一致。尽管如此，萨义德对宗教社会意义的论述 
仍是非常片面的。

萨义德著作中对伊斯兰教的论述很有问题，常常以前后矛盾的方式出现。 
许多西方学者都强调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区别，并指出应该以非常不同的 
方式来对待这两种宗教，对此，萨义德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批评(例如，Said, 
1978： 276, 282, 297, 299, 306)。尽管如此，萨义德对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 
方式却也有着显著不同。例如，当他谈及直到16世纪末伊斯兰教对“欧洲基督 
教的主宰或威胁”时，他论述的是聖硕基督教帝国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伊斯兰 
帝国的军事扩张(Said, 1978：74)。即使在中东，萨义德似乎也热衷于故意缩小 
伊斯兰教对人们生活的重要影响，这就与他强调基督教对西方有巨大影响的做 
法截然相反。例如，萨义德(Said, 1978： 278, 299)指责吉布(Gibb)过于强调 
伊斯兰教在中东各个生活领域的影响，并指责哈尔彭(Halpern, 1962)的观点， 
即西方关于政治和经济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的自治的一些假设，并不适用于中东 
社会。对萨义德来说，这种观点是对伊斯兰社会“令人不满的意识形态的”描述。 
他最近则强调指出，“伊斯兰教”“只能对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很少一部分现象 
作出解释”，并认为那种认为伊斯兰教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的“喧闹 
好辩的东方学者”，正在利用他们的学术困惑来攻击中东，并挑起一股反伊斯兰 
教情绪(Said, 1997： xvi).与萨义德的观点相反，贾拉勒(Jalal al-' Azm, 1981： 
11)则指出，许多东方学者认为宗教在中东社会无所不在的说法是正确的，不 
管现代西方人是如何难以理解这一事实。

萨义德拒绝给予伊斯兰教与西方基督教同等的社会和文化重要性，其原因 
还在于他自我意识到的“世俗的”立场。正是这种立场，不仅反映出他对宗教 
的一种基本的反感态度，而且也模糊了他自己思想中的宗教观点。至于他对宗 
教的反感，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即他认为，在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传 
统“华丽的宗教伪善之言”背后，“能揭示出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神话，里面充 
满了大量的中世纪动物寓言集，并伴随着淙淙血流和难以计数的尸体”(Said, 
1993： 78, Kennedy, 2000： 78)叫 这种说法刚好与他自称为“世俗的批判者” 
(Said & Ashcroft, 2001： 279)的说法相一致，也与他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种 
世俗的存在” (Said,1994：89,HoUis,2001 ：306)的信念相吻合。正如哈特(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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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0)所言，涂尔干认为宗教是内在于社会生活的道德力量，而在萨义德看 
来，宗教却是“不道德的和邪恶的”，因为宗教限制了人们对世界的自由探寻 ， 
而这种自由探寻正是世俗批判的精髓所在。

尽管对宗教的强烈敌视是萨义德“世俗的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与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一样抱有的对政治和经济从宗教的束缚中脱离出来而产生自 
治的愿望却表明：在他表面上的世俗倾向背后，潜伏着一系列隐含的宗教预设。 
尽管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有着基督教信仰，但却是在英美国家接受的教育 
(Kennedy, 2000： 5),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对宗教和世俗的区分是他思想的 
关键部分。阿萨德(Asad, 2002)认为，对宗教的学术研究，往往会将这种基 
督教特定的二重性带入对诸如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研究中。这一说法值得我们注 
意，它有可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萨义德老犯他所指出的其他人著作中存在的同 
样错误。因而，他能揭露隐藏在孔德等人明显的世俗倾向背后的宗教预设(Said, 
1978 = 115),但却并没有指出这种二重性本身就是宗教的。实际上，对萨义德而言， 
这种二重性或多或少地都可作为研究宗教的一种方式，而且还是他研究社会、 
文化和文学的整个理论方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他自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一 
个关键维度。因此，尽管他认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社会的表征的影响是有害的， 
但他自己的著作却是通过扎根于基督教历史中的象征分类系统而成形的。

萨义德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宗教的一般社会意义的另一个原因，与他的不 
完善的表征理论有关。据说，“福柯有可能是萨义德思想最重要的、唯一的理论 
源泉”(Kennedy, 2000： 25)。在这一意义上，福柯(Foucault, 1972)的观点—— 
根本就不能对事物作出真实的反映和表征，因为任何事物都是通过话语得以建 
构的
内在一致性，以及东方学关于东方的观点”，而不是“东方学与一个'真正的’ 
东方之间的任何对应关系”(Said, 1978： 5)o与萨义德对表征是怎样编造了一种 
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关于真实的感觉的论述一样(Said, 1978： 23), “真正的”一词 
外面的引号，也表明了一种纯粹的福柯主义意图。他指出，《东方学》“本质上 
是一本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的书，而对’东方'我却真无话可说”。这 
一说法也具有明显的福柯主义特征(Said & Ashcroft, 2001： 277)o然而，有时他 
的后结构主义解构论，却又让位于一种对表征做全然不同理解的世俗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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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征社会

本章开头就指出社会是嵌入个体的意识中的，并指出那些关注合理的和理

例如，他认为，制造了“东方人”形象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也会在某种意义上“剥 
夺东方人作为人的权利”(Said, 1978： 27, 231),并且在这本书的结尾他详尽地 
阐述了超越对东方作意识形态表征的一个“人类现实”(Said, 1978：326)。另外, 
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是对东方的西方表达没有产生堕落的影响的话，那么到处 
都会有“学者、评论家、知识分子和一般人，在他们眼里，种族、肤色、民族 
差别远不如推进人类共同体进步的事业重要”：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东方学没 
有阐释出真正的人类经历，这一失败既是A善的失骸，也是尊四占的失败(Said, 
1978： 328)。

萨义德使用的表征理论的内在矛盾，与他釆用“世俗”的立场所带来的问 
题，都表明他对社会中默会的宗教维度的说明，最终还是不尽如人意。尽管他 
试图对人性作出全面理解的努力已经超出了东方学表征所允许的范围，但他关 
于人类对社会现实的构造的观点却受到了限制，即他没有将超灵性的动力机 
制，以及产生特定表征系统的对超灵性动力机制的宗教表达纳入进来。相反， 
涂尔干认为表征是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突生出来的，这一观点不仅更具有知 
识上的合理性，而且也为将不同社会的具体特征与人类一般的潜力和特质联系 
起来，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基础。对涂尔干来说，人性是人们居住其中的各种 
文化、历史和地理的产物，但他也对人类行为中的共同要素感兴趣(Janssen & 
Verheggen, 1997： 296)。对莫斯科维奇(Moscovic. 2001： 14-15)而言也是这 
样，采用社会表征这一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它能重点研究表现在人类文化多 
样性中的意义构建和身份构建的一般模式。不过，一些当代社会理论的“后人 
类”取向，也在对社会的“后表征”形式的关注中表现出来。这些理论不仅会使 
许多关于人类特殊性和一般性的问题变得多余，还会用关于技术可能性和技术 
危险的辩论，来代替对社会现实有意识维度和无意识维度的讨论。因此，这些 
理论值得我们严肃对待。



174理解社会

<157>

性的对话的社会理论，往往不能解释无意识的过程，而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社 
会现实作为一种从人类潜能中突生出来的现象才得以构建起来。从波兰尼的人 
类知识的“默会维度”来看，涂尔干的集体表征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莫斯科 
维奇对该理论的发展，都有助于解释社会超灵性的层面或宗教层面是如何形塑 
他们特定的自我理解的。本章余下部分，将会讨论这些默会维度在多大程度上 
明确地或隐含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理论、西方人的公共/私人生活观、 
东方学对伊斯兰社会的表征中。“后表征的”社会这一概念，表明社会实体必须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概念化。

拉什和费瑟斯通(Lash & Featherstone, 2001)与泰勒(Taylor, 1994)对多 
元文化社会里的“认同”政治学的研究进行了对话，并由此发展了他们的理论， 
从而对“后表征的”社会(post-representational society)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 
个简洁而富有启发性的概括。追随泰勒，他们指出对人类尊严和真实性的认同 
(recognition),是现代性的一个关键主题。尽管泰勒强调的是认同相对于自我 
认同(self-identity)的作用(参见Taylor, 1989),拉什和费瑟斯通则进一步补充 
到，认同“建立在互惠和统一的目标之上……并且也是现代性的社会纽带的源泉” 
(Lash & Featherstone, 2001： 14)0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又引用了涂尔干、莫斯、 
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观点来表明，在现代性中，即便是在社会纽带有解体危险的 
地方，现代国家也会为社会纽带的重建和个体化提供资源。在当今的“全球知 
识社会”里，对认同的需求源于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単一的“民族文化”，现代 
性的包容的社会纽带已经解体，使得这个“祛传统化的、变化的、碎片化的” 
世界受到“沟通秩序”的知识流的主宰(Lash & Featherstone, 2001： 15-16)O 
这里，只要沟通秩序持续存在，“社会纽带就会越来越类似于豹潭”(着重号为 
原文所加)，这种沟通在“完全避而不谈表征”的压缩的、机器为媒的信息流中， 
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并“在真实的象征结构之外”得以发生(Lash & 
Featherstone, 2001： 16, Hardt & Negri, 2000)o 实际上，在当代这个后表征社会 
里，认同“开始理解信息和沟通流”，价值“从结构中独立出来，并释放到一般 
的信息流中”，并且主体间性也通过技术得以调解(Lash & Featherstone, 2001： 
17)。用哈里斯(Harris, 1991)的话来说，植根于人类关系中的表征，在“后人类” 
社会中已不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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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和费瑟斯通的观点，对厄里(Urry, 2000, 2003)和卡斯特尔(Castells, 

2000)等学者的思想做了进一步补充，也体现出了我们前几章讨论的一些特点, 
尤其是技术决定论的趋势，以及关于西方社会中时代性变革的宏大宣称。这些 
言论都错误地将涂尔干所说的社会限定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将人从“真实”中抽离出来：人等同于象征的王国，真实则等同于信息流。 
然而，拉什和费瑟斯通在发展他们关于后表征世界的理论中所使用的理论资源 , 
却都反对上述对人和真实的理解。例如，其中一个理论资源是，齐泽克(Zizek, 
1989)在理解真实中的“过度”时就没有提及信息流和机器为媒的沟通。相反, 
齐泽克(Zizek, 2002)最近明确提出，以这种方式来使用“真实”，实际上模糊 
了人类在当代社会处境中的现实。还值得注意的是，拉什和费瑟斯通的论述, 
建立在对巴塔耶的“普遍经济”的错误理解上，将它视为“社会纽带解体的地 
方”。拉什和费瑟斯通认为，巴塔耶是“涂尔干和莫斯最重要的反对者”(Lash 
& Featherstone, 2001： 16),但实际上，巴塔耶是追随了涂尔干的，他指出普遍 

经济并不是社会纽带缺席的地方，而是社会纽带得以形成的地方、表达生命活 
力的地方(Bataille, 1991： 10)时。

巴塔耶和齐泽克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关于后表征世界的“过度”(excess)的观 

点，而是要进一步对人究竟是什么或者怎样才能成其为人这一问题作出更全面 
的理解，而不是止步于被现代性所承认的或被许多现代社会理论所承认的人类 
观。尽管拉什和费瑟斯通(Lash & Featherstone, 2001： 16)认为齐泽克和德勒兹 

二人均赞同真实“超岀了涂尔干的象征”这一观点，但是齐泽克(Zizek, 2002： 
30)却抨击了德勒兹，认为后者对“诸众(multitude)的去中心化扩散，以及不 

能概化的差异(non-totalizable differences)"的“单调乏味的”论述，反而阻止了 

一个社会内部真正力量的运行。拉什和费瑟斯通还遗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 
齐泽克而言，对真正力量的强调必须诉诸一些宗教问题，这也使他更进一步地 
默认了由麦金泰尔(MacIntyre, 1984, 1988)等哲学家提供的社会学理论的自然 

法基础。对麦金泰尔来说，关于自然法的神学，能为研究社会提供非常重要的 
基础，因为该神学将突生的社会现实置于与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有关的内在于 
人类本性中的(上帝赐予的)能力和潜能之中。尽管齐泽克以一种表面上非常 
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分析传统来发展其理论，但他却清楚地意识到并认同这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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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观。因此，正是齐泽克(Zizek, 2002； 29)的“匸苹參”使他牢记“救世主 
非常著名的、关于他是怎样带来战争与分裂，而非统一与和平的言论”，从而 
反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可能被“霸道的自由主义多元文化意识形态” 
所掩盖的经济帝国主义和技术帝国主义。与只是谈论上述“罪恶”但却不能超 
越“差别”的话语去探寻这些罪恶深层原因的这种思想意识不同的是，齐泽克 
(Zizek, 2002： 65)提岀了一种解决之道，即对扎根于神学中的人性的问心无愧 
的普遍主义承诺。

有鉴于此，尽管巴塔耶和齐泽克著作中的哲学语言特征明显不同，但两者 
都更倾向于认同泰勒(Taylor, 1994)及其同事“对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人类价值重 
新思考”的尝试，而不是认同拉什和费瑟斯通(Lash & Featherstone, 2001： 1-2) 
的“差别”而非“普遍主义”的出发点。尽管两人不合时宜地将“普林斯顿的神 
圣大厅”的普遍主义与伦敦刘易舍姆(Lewisham)行政区的贫穷和种族多样性进 
行了对比，但是由于缺乏对人类社会的一般和真正特征的普遍主义关注，因此 
限制了他们的分析(Lash & Featherstone, 2001： 2)o由此看来，后表征社会的观 
点就缺乏道德的维度，如泰勒(Taylor, 1989： 5)所言，道德建立在人类的本体 
论基础上，这种本体论表现在人们深受拉什和费瑟斯通的讨论的影响，而重新 
感兴趣于权利、责任和义务。梅(May, 2002： 159)认为，“伴随着全球信息社会 
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全球公民社会”，从而对那些会导致“后人类”世 
界的经济过程和技术过程提出了挑战。不能将对社会的重申视作对信息技术带 
来的时代变革的一种激烈对抗，而应将其视作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所具 
有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延续。正如梅(May, 2002： 160)所言，“信息社会的出现， 
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互动形式，但是我们生活的本质仍旧是不变的，那就是对食 
物的需要、对同伴的需要和对维持生活的工作的需要”。

除了梅上面列举到的这些需要外，社会生活还有许多方面的需要都会在“信 
息社会”中持续存在，尽管它们可能只在社会的“默会”维度上表现岀来。在此， 
泰勒(Taylor, 1989 = 520)的尝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他试图揭示掩埋在世俗主义、 
功利主义、自然主义或各种理性主义话语下面的现代社会自我观念的基督教道 
德源泉。但在本章中所讨论的基督教的更广泛的影响也表明，应该更进一步地 
研究当代社会的宗教基础，以及它是如何继续形塑当代的各种取向、抱负和需



第六章默会的社会 177

<159>

注释:
11]

12]

变化的影响

[3]

[4]

要的。如果这些基础并不是没有被人意识到，而是完全被人否定的话，这种否 
定所产生的长期性后果又会是什么呢？卡斯特尔(Castells, 1998： 1)就有这种 
否定的倾向。尽管他也承认千禧年的日期是由基督教的格利高里日历所决定的， 
但他却认为随着象征被“真实的虚拟” (real virtuality)而不是被宗教所形塑，基 
督教“作为一个少数人信仰的宗教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它的卓越性”，因此他也就

们自己的道德和宗教源泉，并越来越以一种作为西方对立面的方式来定义自己 
所处的情境。这些都是下一章将要关注的重点。

不再考虑和讨论基督教。作为又一个“世俗的批评家”，他希望实现启蒙运动目 
标中更正义的社会秩序，但他信奉技术释放出的潜能，从而拒绝宗教，这就表 
明他不能理解维瑞利奥(Virilio, 1984)的观点——企图抹杀现代性的基督教根 
源，会带来危险的非人化的后果。这种危险不仅与技术有关，也与越来越无处 
不在的还原主义的功利主义相关，并且在“文明的冲突”(Huntington, 1996)中， 
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紧迫。所谓“文明的冲突”，指的就是其他社会开始重估它

这一概念成为讨伐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对社会心理学的控制的基础(参见Farr 
& Moscovici, 1984( Jodelet, 1989)Guimelli, 1994, Chaib & Orfali, 2000)Deaux & 
PhUogene, 2001).正如涂尔干最开始将社会学视为一种“集体心理学”一样，莫斯 
科维奇则试图重新使用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来激活“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维度(参见 
Durkheim, 1974b： 34)Moscovici, 2001： 24)O
他的观点如下广对于科学来说，从变换的时空中作出抽象以得到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涂尔干认为概念是隐藏在永存的、可感知的、不断变换的表面下的。概念不受时空和 

它们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而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去揭示概念。”(Urry, 
2000： 26,也可参见 Urry： 2003： 59)
总的来说，莫斯科维奇对涂尔干的解读十分微妙，他将神圣的衰落简单地与宗教的制 
度化形式的衰落联系起来。和巴塔耶(BataiUe, 1992)-样，他认为神圣的象征就是对 
贯穿集体生活的各种激昂的力量的表征•该力量不能被局限于我们常称之为“宗教” 
的社会形式中(Moscovici, 1993： 50)。
实际上，莱文(Levine, 1985： 11)指出，将这些社会描绘成孤立的、僵化的做法，反映 
出了典型的西方后启蒙的神话，而不是反映了社会学的现实(也可参见Shils, 1981).
因此，不管他认为移斯林和伊斯兰教是怎样被人错误地理解和表述的，他也并不准备 
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至于他的故乡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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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则明确表示希望有一个世俗的而不是伊斯兰文化的未来(Walhout, 2001：250).
16］比齐泽克更甚，巴塔耶的思想似乎与那些关于机器为媒的现实观完全相反：实际上, 

他的普遍经济的观念就是在与人的商品化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人的商品化 
是现代工业主义和宗教的边缘化所产生的后果(BataiUe, 1991： 129)0



第七章
复兴的社会

<160>关于当代社会变化和文化变迁，厄里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那些看似“突 
生的全球秩序”实际上“处于持续的失序和失衡状态中二在谈及宗教“原教旨 
主义”的兴起，以及西方消费主义的泛滥等现象时，他指出，各个民族国家的 
政府都试图“抑制”一些在不同社会情境中扩散的混乱势力，但是他们这种地 
方性的力量根本对这些具有全球性质的失衡趋势无可奈何(Urry, 2000： 208- 
209,也可参见Beck, 2000：11)。在此蕴含的深层含义是，地方性的社会相对 
于全球趋势和全球性力量而言是无力的、无足轻重的，因而我们必须有一种后 
社会的视角来作为我们的分析工具。类似的含义在一系列其他形式的社会、经 
济和政治研究中也很明显，尤其是在那些以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模型解释全球 
变革的学说当中(Stiglitz, 2001).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强调社会相对于全 
球性力量无足轻重的观点，往往与下述看法相共存，即宗教已开始从特定的社 
会情境中抽离出来。在那些市场取向的理论模型中，采取的形式是将宗教化约 
为在一个越来越自由的市场中被买进和卖出的全球性商品(lannaccone, 1997)。 
在那些更为文化取向的模型里，宗教信念和宗教活动则成为那些使社会变得渺 
小的全球力量的象征和标志。因此，在厄里(Urry, 2000： 209)看来，伊斯兰圣 
战(Jihad)与新的“全球失序”的“认同政治”有关，而与特定社会和特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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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宗教形式毫无关系。
本章力图表明上述观点的错误性，并对当代社会中某些社会和文化冲突提供 

一个更富建议性的评判方式。在社会学中有这样一种视角，它承认在人类各种特 
征和潜能中表现出的社会形式和文化形式的偶合性，它对作为一种突生形式的社 
会的独特性质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它试图揭示对建立在社会关系中的超凡性的超 
灵性取向。在这种视角看来，将社会力量和宗教力量视为脱离特定社会形式的全 
然混乱的或商品化的现象这一观点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它忽视了社会现实和文化 
现实的特定人性基础。实际上，从一个社会唯实论者的立场来看，只有当我们将 
目前显著存在的一些全球变革与使它们得以发生的人类情境、社会条件和宗教背 
景联系起来看待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变革的真正特质。就此而言，那些在厄里、 
卡斯特尔等学者看来是后人类的、后社会的和后宗教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市场，实 
质上可被理解为那些似乎已被全球变革打入冷宫的现象的复兴。除此以外，在本 
章中我们还会提供三个关键论据来说明社会复兴，以及社会与宗教之间密切关系 
复兴的意义。

首先，亨廷顿(Huntington, 1993, 1996)的“文明冲突论”一文非常有价值， 
因为它使社会学注意到了在“民族社会”和“全球失序”之间还存在大量需要认 
真对待的突生的文明形式，其次，伊斯兰教的全球复兴可被看做是社会的复兴， 
而不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对现代性的拒斥；再次，伊斯兰教的复兴将会进一 
步激发人们重新审视西方社会的基督教遗产。就第一点而言，很明显，它是想 
指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全球冲突和全球问题，实质上已经超越了 
特定的社会。但是，正如参与和融入社会并不会使个人变得无足轻重一样，这 
种超越也不会使社会成为一种多余：因为社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文明”是从它 
之中突生出来的，还在于文明只能通过特定的社会形式来表达自身。不仅如此， 
前几章里所讨论的社会的超灵性维度，也表明各种文明通过其宗教根基的影响 
而获得了自身的独特性。

至于第二个关键论据，我们已经注意到涂尔干关于社会的论述的一个显著 
特征，就是认识到社会本质上的模糊性，因为社会性能量不仅能提升人们的道 
德感，而且也能激发出野蛮、暴力、压迫和法西斯主义(Durkheim, 1995： 213, 
417)。不仅如此，波兰尼(Polanyi, 2001： 265)还进一步指出，历史地看，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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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非人化的功利主义，对社会的复兴往往采取了非常极端的 
方式，甚至包括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具体地说，他认为，在一个明显被 
市场化力量主宰的世界里，在社会的实体性方面有两种极端的选择摆在人们面 
前：一是自由主义哲学所采纳的“仍然执著于虚幻的自由观，并否认社会的实 
体性二另一个则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所展现的“接受社会的实体性，而 
拒斥自由的观点”(Polanyi, 2001： 266)。波兰尼的这些观点最早写于20世纪40 
年代，但是对于我们分析“9 - 11"后的世界仍然具有新的启发作用：第一种选 
择显然反映了西方世界特定区域的主流观点，第二种选择则明显地与伊斯兰教 
的当代追随者所信仰的观点相近。

尽管波兰尼表面上看是在集中讨论这两种选择，但实质上在这种讨论中他 
暗含了第三种选择：他对个体的独特性和自主性的关注，与他对社会的实体性 
的接受是相互制衡的。他认为，个体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具有基督教渊源，社会 
的实体性则是实现一种自由和正义的生活所必需的社会条件(Polanyi, 2001： 
268)0波兰尼对经济还原主义的批评，深受他对西方世界宗教遗产看法的影响， 
而且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Roth, 2003).齐泽克(Zizek, 2000, 
2002)和维瑞利奥(Virilio, 2002)等学者新近对当代西方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 
的评论，也诉诸基督教这一源泉，从而形成了一套超越经济还原主义和技术 
还原主义的对西方世界的看法。这些理论文本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提出了一系 
列问题，如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是否必须依附于特定类型的宗教。实际上，自 
“9 • 11 ”以来，这些问题看起来显得愈发重要，因为随着西方社会对穆斯林动 
机和行动质疑的增多，(西方社会的)人们显著地巩固了他们的基督教认同模式 
(Fetzer & Soper, 2003)o就这一倾向而言，人们越来越追随萨义德(Said, 1978, 
1997)等学者，非常轻率地用“种族主义”来指称这种反对其他社会和其他文化 
的对西方认同的巩固。显然，这是一种过于简化和还原主义的研究路径，从而 
不能认可宗教因素比种族因素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它还忽视了 
伊斯兰内部和西方内部种族多样性这一事实。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齐泽克和维 
瑞利奥都明显地憎恶一切形式的仇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然而，尤其强调宗教因 
素较之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的亨廷顿(Huntington, 1996),在他的“文明的冲突” 
一文中重新审视了国际政治冲突、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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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论。亨廷顿的观点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观点，都为我 
们讨论当代的宗教复兴和社会复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刘易斯(Bernard Lewis, 1990)最早使用“文明的冲突”这一术语来指称伊 

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冲突的重现，亨廷顿在他的一篇文章(Huntington, 1993) 

以及同名的一本书(1996)里面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对这一思想的发展， 
为当今出现的关于全球冲突的政治争论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当然人们对此 
也存在许多争议)。由于认为各种各样的迁移、流动和杂乱无章的力量的运行 
是独立于社会的，因此厄里(Urry, 2000： 19)对突生的全球性社会关系和文 
化关系的关注点，集中于其后社会特征，而亨廷顿则主要关注“文明”，这一 
观念将上述现象看成是超越于社会但又源于社会的现象。亨廷顿的“文明”观 
有很多理论来源，并且包含许多不同的特征，不过其主要思想来源有两个：一 
是涂尔干和莫斯(Durkheim & Mauss, 1971)将文明视为一种将特定国家和社 

会群体融合起来的■道德环境”(moral milieu)的观点，另一个则是布罗代尔 

(Braudel, 1980, 1994)认为文明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观点 

(Huntington, 1996： 41-44)0尽管亨廷顿对于不同形式的文明考虑了一系列的 

来源，但他却特别强调了宗教的重要性。实际上，从他的观点来看，一种文明 
是这样一种现象，即一定数目的社会被一种共同的宗教基础团结起来。这一观 
点不仅可以推广到认可伊斯兰教的那些社会，而且还建构了被我们称为“西方” 
的社会，因为西方也是由一些伴随着基督教发展而进化演变的社会所构成，不 
管其进化演变是如何采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

由此，亨廷顿的观点就与本书一些主题具有一致性：他认为，事实上“西 
方的基督教——首先是天主教，然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来看是西方 
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在它发展的第一个千年里，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明 
在当时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Huntington, 1996： 70)。除此以外，他还强调 

基督教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历史意义。例如，在讨论部分非洲和亚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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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化时，他就注意到“西方文化中最成功的倡导者，并非是新古典经济 
学家，也不是从事各项改革运动的民主分子或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员，他们是(可 
能未来仍然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们”(Huntington, 1996： 65)。而且在对欧共体 

当前演化的论述中，他还指出欧共体的边界，实际上早在五百年前就是西方基 
督教世界的边界，而且这种基督教模式的认同仍会“为欧共体接纳其他西方组 
织为其成员提供一条清晰明确的标准” (Huntington, 1996： 158,160)0就此而言， 

尽管人们常常把作为一个异常强大的基督教社会的美国，与具有更世俗化环境 
的欧洲作比较，但显然欧洲社会的根基或底层仍然是宗教性的：“基督教的概念、 
价值和实践，仍然渗透于整个欧洲文明。” (Huntington, 1996： 305)亨廷顿指出， 

尽管对基督教的诋毁会严重地威胁西方文明，但是在短期或中期这种情况几乎 
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对亨廷顿而言，对西方文明构成真正威胁的是伊斯兰教(或 
伊斯兰文明)以经济迁移的方式在全球和西方社会里的传播。当然，这种认为 
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具有威胁性的看法是存在争议的，尤其是因为穆斯林少 
数族裔都在和平地居住和参与欧洲和西方社会。不管怎样，亨廷顿关于伊斯兰 
文明的论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都指出了宗教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些要点 
所在。

首先，他追随罗丁逊(Maxime Rodinson)的看法，认为伊斯兰文明和现代 

化并不冲突，因为伊斯兰教法(Shafia)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禁止社会中成功的 
经济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因而他宣称很多西方学者公然或含蓄地认为现代化 
与西方化同时进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说，世界越来越现代而越来越 
少西方(Huntingon, 1996： 78,也可参见Pipes, 1983)由此他强调指出，即 

便是西方消费品大量流通于穆斯林社会时，它们对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也几乎不 
产生任何影响。他认为，正是现代西方对其他社会的狂妄自大，以及西方人对 
自身文明基础的异常无知，才使得他们认为这种与消费有关的经济和文化过程 
具有无比的威力(Huntington, 1996： 58)。实际上，伊斯兰文明的复兴是与年 

轻的、具有现代意识取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人口相关，而不是与那些保守 
的、看起来落后的老一辈人相关(Huntington, 1996： 101；参见Lannes, 1991, 

Esposito, 1992)。在这里，亨廷顿承认宗教可以深深根植于社会之中，承认西 

方人认为现代化与世俗化是同步进行的这一说法，反映出他们并没有弄清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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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理解社会和世界的最强大的社会表征的真正来源。简言之，大多数所谓的“现 
代”，包括技术的、科学的和与市场有关的过程，都会对社会中的一定层面产生 
重大影响，但却并不必然触及将社会形塑为一种独特现象的社会现实的超灵性 
和宗教层面。

亨廷顿强调的第二点，建立在他对深植的宗教力量的确认之上，即伊斯兰 
教在当代的复兴，不能与“极端的”少数族裔相联系，而是与对伊斯兰信念和 
实践的尊遇重申有关，这种信念和实践体现在个体的信仰和行动中，也体现在 
伊斯兰社会得以形塑其活动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哲学的取向中，还体现在穆 
斯林国家越来越想建立一个国际伊斯兰联盟的企图中(Huntington, 1996： 110, 
Hillal Dessouki, 1982： 9-13, Esposito, 1992； 12)o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亨廷 

顿拒斥这样一种现代社会学的假设，即强烈的宗教献身仅仅是一小部分“异常 
少数族裔”的特征，或者是那些被看做较之于西方社会非常不发达的和无学识 
的社会的典型特征(Berger, 1990)。相反，在这方面他不仅指责了西方的狂妄 

自大，还指出了宗教对于当代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所具有的根本性 
意义。他所认同的是，强烈的伊斯兰信仰不仅是在保护和维持个体或者一部分 
特定的个体，而且也是在保护和维持社会，以及居于社会之上的文明。

亨廷顿(Huntington, 1996： 217)强调的第三点，在他宣称伊斯兰对西方 

文明的“威胁”时显得异常重要，而且这一点也可从以上两点中自然而然地引 
申出来，即“西方潜在的问题并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般意义上的伊 
斯兰教。这里，他主要感兴趣的主题是宗教与暴力。正如亨廷顿(Huntington, 
1996： 217)所言，西方的政治领袖往往宣称少数“极端分子”以伊斯兰教的名 
义制造了暴力事件，然而伊斯兰教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追求和平的宗教，并且 
“温和的”穆斯林也会谴责这种暴力行为。亨廷顿不仅认为这种断言缺乏依据, 
而且指出“一千四百年的历史表明情况并非如此”(Huntington, 1996： 209), 

并宣称“穆斯林构成了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比 
其他任何一个文明中的人们更容易卷入内部暴力事件中”(Huntington, 1996： 
256)。实际上，亨廷顿追随佩恩(James Payne, 1989： 124)对基督教社会和伊斯 

兰社会中不同军事化模式的研究认为，“穆斯林具有一种天生的暴力冲突倾向” 
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Huntington, 1996： 258)。在另外一点上，他也追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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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他注意到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刀剑宗教”的化身，可以从穆罕默德身 
上体现出来。穆罕默德不仅是一个军事指挥官，还是一个宗教领袖(Huntington, 
1996： 263, Payne, 1989： 127)o就此而言，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 
都有着普世主义的信念，并倾向于以“我们与他们”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但是 
就那些可被视为具有宗教合法性的行动而言，基督和穆罕默德提供了完全不同 
的宗教模式。亨廷顿(Huntington, 1996：264)指出，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宗教中， 
伊斯兰教是唯一一个试图对那些不接受其优越性的人民采取暴力行为的宗教。

显然，亨廷顿关于伊斯兰教的暴力倾向这一说法，是他整个文明冲突论里 
最具争议的一点。对伊斯兰教某一特定方面的关注，源于他对国际政治冲突的 
密切关注，但却显然不能使我们完整而又详细地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伊斯兰教 。 
这种做法也很有可能忽视了关于暴力的合法使用的内部争论，以及那些构成各 
种形式伊斯兰教的多样的神学观和社会践行这一宝贵财富。然而，《古兰经》里 
对历史的分析，乃至许多穆斯林的辩解，确实为亨廷顿的上述说法提供了依据。 
不仅《古兰经》里有许多段落鼓励对那些拒不接受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人采 
取暴力战争⑴，而且近来许多全面而又历史地对伊斯兰羊■的讨论，也强调了 
伊斯兰教中战争的核心地位，因为战争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确曾发起过的(Bat 
Ye'or, 1996)o正如约尔(Bat Yebr, 1990： 40)所言,“伊斯兰季段的目的在于降 
服真主世界里的各民族，这是一道来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命令”。她指出，这并 
非特例，在伊斯兰教历史中，圣战或为主奋斗一直是一种规范(BatYebr, 1990： 
251)%纳西尔(Nasr, 1988： 73)以一种更为辩解的方式，承认伊斯兰教提供 
了一种“战争的积极象征”，在这种战争中，来自于宗教正当性的对四套冲动的 
“神圣战争”，以及对伊斯兰教敌人的？卜叩“神圣战争”，都是一个不可分离的 
过程的组成部分，因为除了“一些偶然可得的和平”以外，在击溃这些拒绝臣 
服于真主意志的内部和外部力量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因此，尽管亨 
廷顿提供了一种显然有限的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却并非不准确。

亨廷顿上述看法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意识到了特定宗教传统带来的独特 
的社会后果。在此意义上，“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可能会因为它提供的这种 
内部社会关系的视角，让人们看不到分裂的宗教派别能达成共识和团结的希望 
而备受批评，但我们可以看到，该文章建立在可以追溯到韦伯的一个社会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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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写于“ 9-11 ”事件之前，他对伊斯兰教的论述引 
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即不同宗教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以各种方式对个人和社 
会产生影响。一些杰出的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也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评论，

论传统上：对于韦伯而言，各种宗教的差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实在论的 
立场来看，只要我们注意到宗教差别和社会差别都是从人类共同的环境和特征 
中产生出来的这一事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相互“认同”的潜在可能性与常常 
在社会中显现出的各种突生的团结形式，亨廷顿分析的这种黯淡前景就可能会 
有所缓和(Taylor, 1994)。这一点并不因为这些差别确实存在而遭到毁损，因为 
作为一种突生的现象，这些差别仍将继续具有不可化约的当代意义，并可帮助 
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世界上盛行佛教、印度教、锡克教或其他宗教的地方，一些 
与伊斯兰社会相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愤恨却并没有导致反对西方的“圣战”。

亨廷顿的观点当然遭到了很多批评。斯基德莫尔(Skidmore, 1998)的评 
论就代表了这些广泛的批评。他认为，亨廷顿为伊斯兰社会描述了一种过于同 
质化的图像，并且从更大范围来看，亨廷顿低估了经济力量而高估了宗教的 
作用。撇开亨廷顿对伊斯兰教特定特征分析的长处或短处，值得注意的是，他 
不愿赋予宗教任何根本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类似的不情愿在埃森斯塔德 
(Eisenstadt, 2000)的论述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试图完善亨廷顿的分析， 
赞同宗教为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文明框架，但他又采用 
吉登斯(Giddens, 1990, 1991a)的论证方式来指出，这些宗教是通过现代文化、 
经济和政治过程反思性地建构起来的。总之，当谈及现代性时，宗教仍然是第 
二等重要的，即便宗教的复兴使得发展出“多样的现代性”的观点成为必然。 
显然，上述这些低估宗教的观点往往在社会学家中比较流行，即便是在恐怖分 
子于2001年9月11日轰炸了世贸中心后也是如此，当然，这些观点也盛行于 
国际关系理论家中，他们甚至更不愿承认已是众所周知的宗教的活力(Philpot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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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却往往对上述问题置之不理，这种倾向已在最近的一些伊斯兰教研究中 
蔚然成风(参见E11U1, 1996： 18)0实际上，许多欧洲社会学家在理解这些事件 
时追随的都是萨义德(Said, 1978, 1997),而不是亨廷顿。他们的关注点是西方 
误读伊斯兰教的倾向，而非直接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伊斯兰教在多大程度 
上为那些不仅仅局限于作为“极端分子”或“原教旨主义”的“异常的少数人” 
发起的暴力活动提供了宗教合法性。萨义德一方面承认“整个伊斯兰世界有一 
种情感的复兴”，并指出这种复兴是源于一系列经济问题和反民主实践，但另一 
方面他也谴责了西方，因为它们在其媒体、学术界和“亲以色列的图书和杂志” 
中“不加区别”地攻击伊斯兰教，从而挑起了诸多事端(Said, 1997：xv-xvi, 
xxi).在此，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对西方历史中存在并将在以 
后继续存在的不公正的回应，而不是反映了与早期伊斯兰教思想和实践相一致 
的东西(参见Voll, 1987)o

这种将萨义德作为一个理论来源来解释“9 • 11 -以后的世界的做法非常 
有问题，因为萨义德往往将与伊斯兰的冲突都归咎于西方。正如贾拉勒(Jalal- 
al-'Azm, 1981： 19)所指出的，这显然忽视了如下事实，即对其他文化的强势 
表征并不仅局限于西方，而是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发生，而且伊斯兰文化也 
常常运行着一种“逆向东方主义"(Orientalism in reverse),不仅如此，本索尔 
(Benthall, 2002： 2)注意到，亨廷顿关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观， 
不过是对伊斯兰将世界分为伊斯兰区域［达尔•伊斯兰(Daral-Islam)］和敌对 
区域【达尔•哈尔卜(Dar al-harb),异教徒区域］两大阵营这一经典做法的一 
种倒置而已(参见Bat Yebr, 1990： 40)o然而，特纳(Turner, 2002, 115)则追 
随萨义德的思路，将“9 • 11 ”事件后伊斯兰世界的“负面形象”解释为“东方 
主义的复活”。在这里，新“东方主义者”的批评直接指向亨廷顿(Huntington, 
1993, 1996)、福山(Fukuyama, 1992, 2002)和施米特(Schmitt, 1996a, 1996b, 
Schmitt et al., 1996)0凯尔纳(Kellner, 2002, 148)虽然没有指责亨廷顿在强化 
一种本质上属于西方霸权主义的话语，但他同样认为亨廷顿对-西方与伊斯兰 
不可避免的冲突提岀的二元模型”“导致了对冲突的一种恶性滥用”，并指出亨 
廷顿将伊斯兰文明霸权化从而错误地表述了伊斯兰文明，也因此忽视了伊斯兰 
内部对于现代性和暴力的合法性使用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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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特纳(Turner, 2002： 109)所言，亨廷顿非常关注伊斯兰的冲突，尤其 
是有关种族差异的冲突，当然还有不同穆斯林国家内部的冲突。不仅如此，我 
们还可以发现，亨廷顿同样关注影响穆斯林社会的宗教、政治、经济和人口因 
素，尽管他认为这些因素都会加剧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仇恨。特纳(Turner, 
2002： 103-104)则认为，当代的“文明的冲突”是一种独特的西方现象，这种 
现象源于对伊斯兰文明在宗教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误述，因而他认为，如果不认 
识到对美国近年来政治学和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施米特(Schmitt, 1996a, 
1996b, Schmitt et al., 1996)的政治神学的话，就不能真正理解文明的冲突(参 
见 Mccormick, 1998； lek, 2002： 109)o 特纳(Turner, 2002： 107-108)在论述 
施米特是怎样将天主教视为抵制文化相对主义的堡垒，以及施米特又是怎样发 
展出一套将世界划分成“朋友”和“敌人”两部分的政治神学时，强调指出了施 
米特的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信仰。正是在这些(天主教)术语中，伊斯兰教被表 
述为一种敌人，因为其宗教价值与作为西方世界根基的价值相抵触。在特纳看来， 
伊斯兰教本身对西方文明的根基并不构成威胁，施米特和亨廷顿所表达的恐惧， 
源于长期以来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误述，进一步而言，这些恐惧源自一种处于 
边缘的(天主教的)宗教观念，而非源于与相对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有 
着“选择性亲和关系”的“自由教派的新教”(Turner, 2002： 117).

与哈贝马斯(Habermas, 1989a) 一样，特纳显然也不赞成施米特的观点， 
并将施米特视为一个本质上保守的人，尽管他也承认施米特对美国左翼和右翼 
政治学的影响。然而，施米特却与亨廷顿一样，非常严肃地看待各种宗教因素， 
而不是将它们归结为经济怨恨、消费主义的合法性或对其他“更重要”因素的 
文化相对主义的误述。在谴责亨廷顿、福山和巴伯等人“重新创造出了一套东 
方主义”时，特纳(Turner, 2002： 112)却反其道而行之，提供了一套非常富有 
选择性的、但最终却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关于宗教的学说。

亨廷顿的观点中有很多方面都不为特纳所涉及，包括年青一代的穆斯林既 
可以喜欢可口可乐、牛仔裤和流行音乐，同时还可继续信奉哪怕是会要求人殉 
道的伊斯兰教(Huntington, 1996： 58).但是特纳对亨廷顿的批判中存在的一个 
关键问题在于，他并没有认真地将宗教视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尽管特纳在宗教 
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主要关注宗教与权力、社会控制、经济状况及历史发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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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参见Turner, 1991),但他却将宗教的準準置于一种“未经调解的内在体验” 
的预设上，即宗教和社会是全然不同的两种现象(参见Turner & Rojek, 2001： 
131).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这反映出特纳对韦伯的继承，后者也表 
达了类似的观点。特纳认为羊段“主要指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奋斗”，其社会含 
义和军事含义是“次要的”(Turner, 2002： 112)0其次，特纳的宗教观使他低估 
了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历史实在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

过去，特纳(Turner, 1991： 32-33)认为，萨义德分析东方主义时的那种悲 
观主义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去关注各种不同文化或宗教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他自己就做过这样的尝试——将羊墳与十字军东征简单地等同起来叫-9-11" 
事件后，为了抵制当代对伊斯兰的“误述”，特纳(Turner, 2002： 112)还指出 
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在本质上是可以互换的，尽 
管他并没有严肃地对待二者。他只是质疑了在西方消费文化的侵蚀下，这些形 
式的原教旨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新教教义”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仍 
需拭目以待的是，这个纯粹享乐主义的世界是否能长期战胜神圣世界/ (Turner, 
2002： 117)

巴伯(Benjamin Barber, 1995)的《圣战与麦当劳化世界》(Jihad vs. 
一书，与特纳的上述思想也具有相似性。在巴伯看来，伊斯兰文明和 

西方文明的冲突，不过是更广泛的羊歟部落政治学与麦化世界的消费主义和世 
俗主义之间的冲突的一个方面而已。特纳(Turner, 2002： 111)认为，恐怖分子 
轰击了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世贸中心这一做法，可以看做是对巴伯的象征二分 
化的最好说明。特纳作出这样的判断，无非是想表明自己学说的影响力。他们 
都极有选择性地关注了宗教对于社会的意义。例如，巴伯(Barber. 1995： 9)对 
羊■这一术语的使用，是将其从伊斯兰的宗教背景中抽离出来，将之运用于一 
系列其他他认为体现了对现代性“军事”拒斥的现象。其中一些用法显得非常 
荒谬：拿法国来说，一些学者将布列塔尼人对风笛重新感兴趣的现象理解为一 
种“欧洲的圣战”(Barber, 1995： 172)o还有其他一些用法进一步表明了将伊斯 
兰教的信念和实践与其他形式的宗教现象等同起来这一倾向。例如，对于所谓 
的“美国圣战”，巴伯(Barber, 1995： 212)就将伊斯兰的“圣战”与新教“原教 
旨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等同起来。正如巴伯所注意到的，这种等同非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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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参见Marty & Appleby, 1991),但却几乎都忽视了历史事实。“原教旨主义” 
这一术语有着特定的新教和美国历史背景，它最初是用来拒斥那种认为圣经文 
本的解读有着特定的文化限制条件这一新教自由观念，原教旨主义强调宗教的 
基本原理和教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这种看法深深地扎根于新教的历史 
中，尤其是那些认为经文不可能有错的教条，更是具有这种历史背景，另一方 
面，原教旨主义也产生于阐释受上帝“启示”编写的经文长期以来存在的困难 
中(Ammerman, 19871 Shepard, 19871 Munson, 2003)o 有鉴于此，将“原教 
旨主义”运用于伊斯兰背景，尽管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但却存在根本问题, 
因为板点的穆斯林都深信《古兰经》是真主亲口告诉穆罕默德的，因而他们都 
会拒斥这一观点——《古兰经》上的一切教导都可随着文化情境的改变而作出 
调整(Rippin & Knappert, 1986)o

正如那些从表面上来理解圣经教导的新教基督徒被视为“极端分子”或“原 
教旨主义”少数族裔一样，以泛化的方式来使用“原教旨主义.这一概念，也会 
导致将伊斯兰教区分为“温和的”伊斯兰教和“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正是这 
种区分，使得下面这种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都很天真的断言 
得以产生
分愤世嫉俗的少数派，其意识形态实质上与他们行动的名义自相矛盾”(Barber, 
2001： xv)o与这种观点相反，亨廷顿(Huntington, 1996： 258)强调一般意义上 
的“穆斯林天生具有一种暴力冲突的倾向”。他这种观点不说具有煽动性，至 
少也是非常有争议的。它引发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伊斯兰教在多大程度上 
为那些在其他宗教中并不存在的暴力行为的神学合法性提供了支持。就这一点 
而言，特纳(Turner, 2002： 114)和凯尔纳(Kellner, 2002： 148)非常正确地指 
出，当代穆斯林的各种言论，挑战了从“军事上”理解伊斯兰教的做法。然而， 
害怕对某一特定宗教提供一种同质性的解释会带来一些危害的做法，与拒斥任 
何具有内在宗教特征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正如林霍尔姆(Lindholm, 
1997： 748)所言，在萨义德等的影响下，一部分西方人认为，强调“截然不同 
的文化遗产”实质上是西方主宰下的一种暴虐行为。它试图清除人们有意义的 
生活得以建构而成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林霍尔姆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种观点的 
自由主义乌托邦性质，及其对社会实在的忽视。相反，社会实在论者在看待当



第七章复兴的社会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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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视这种现象为社会的复兴。与涂尔干对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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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教变革时，不仅会注重这些不同的文化遗产或传统的存在，还会意识到必 
须结合特定的社会动力和社会特征来理解这些遗产。

波兰尼(Polanyi, 2001)指出，为了对抗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的碎片化， 
出现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的这种观点可以非常有成效地帮助我们理解 
伊斯兰教为什么会在号噸复兴
教的分析相呼应，波兰尼(Polanyi, 2001： 245-247)强调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 
主义的社会动力和情感基础，以及它们的一种超凡能力——能够培育出一种对 
抗普遍存在的手足之情的群体意识形态，从而能对现代经济过程中的混乱和不 
稳定迅速作出反应。当然，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现象的出现可 
以归结到经济因素上来，而是表明它们在应对否定社会实体性的经济时具有某 
种“道德.和“宗教”的特征。实际上，对波兰尼来说，自由市场经济在两方面 
是危险的：首先，市场经济会忽略社会义务、团结的社会纽带和社会形式，会 
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非人化，其次，市场经济所忽略或反对的社会实在的超灵 
性层面，往往会以一种充满敌意的方式表现自身，结果就是专断地否定了个人 
的自由，并对其他群体采取侵略性的军事主义态度(Polanyi, 2001： 266-267)。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可以以相同的方式来理解，尽管 
这种方式与福山(Fukuyama, 2002)的建议有所不同叫 亨廷顿(Huntington, 
1996：98)指岀，以伊斯兰教复兴为代表的一系列更广泛的宗教复兴，不过是对 
“世俗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反应，以及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 
帮助和人类团结等价值的再次巩固”而已。巴伯(Barber, 1995, 2001)的大部 
分论述也与此相一致。与波兰尼一样，巴伯(Barber, 2001：xvii)也认为，否定 
社会实体性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全球的传播，产生了一种反冲力，这种反 
冲力明显地表现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伊斯兰教复兴上。这种反冲力针对的是道 
德冲突和宗教冲突，而不是简单地针对随着全球化而产生的经济怨恨和政治压 
力(Davetian, 2001).与此相反，厄里(Urry, 2000： 209)曾将圣战与对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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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社会下“全球失序”的“认同政治”相联系，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复兴并非 
宣判社会的死亡，而是宣告社会再次焕发活力。凯佩尔(Kepel,1994)所谓的“宗 
教的复兴”，在波兰尼的话语中就是在面对全球化对自己的否定时连兮的复兴。 
即便是“温和派的”穆斯林，也对西方表现出一定的敌对情绪——他们不满西 
方的消费主义和价值的匮乏，并认为西方决意摧毁伊斯兰社会。总之，这种敌 
对进一步证实了前文提到的伊斯兰教的复兴(Huntington, 1996： 214, Vertigans 
& Sutton, 2001)Lewis, 2002)o

正如我已提到的，与巴伯的观点相反，这种复兴即便采用最极端的方式， 
也不会弃绝现代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科学实惠。实际上，齐泽克(Zizek, 
2002： 133)曾指出，伊斯兰教的复兴与20世纪早期的欧洲法西斯主义有一定 
的联系，因为两者都试图追求一种“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m),即它们都想继续享受现代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同时避 
免社会的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复兴的特定特征，折射出了这一宗 
教传统所特有的一些资源：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复兴的“专制”特征，反映出伊 
斯兰教拒绝区分对基督教历史产生核心影响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Bat Yebr, 
1996： 256. Lewis, 2002： 96),而且它也拒绝承认基督教赋予西方社会的个人的 
独特性(Siedentop, 2000： 209, Polanyi, 2001： 268)0就此而言，复兴的伊斯兰 
教在对民主的抵触方面，仍然遵从了波兰尼的模型。我们可以通过回顾巴伯对 
伊斯兰教的分析来进一步发掘这一点。

尽管福山(Fukuyama, 1992)所著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被 
看做宣称冷战后西方优越性的著作，但也有人认为，“9 • 11 ”事件及其后果， 
使得福山的结论需要进一步探讨(Kellner, 2002： 147)o然而，福山(Fukuyama, 
2002： 58)在最近对这些事件的评论中，仍然重申了他的观点，即民主政治和自 
由政治最终会战胜他所说的“伊斯兰一法西斯主义二在他看来，伊斯兰教在 
本质上是一种反现代的宗教，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使它 
的力量和影响力日益凸显。尽管他认为对西方的仇视不仅仅是穆斯林少数派的 
特征，不过他仍然深信穆斯林最终会接受西方消费主义的优点，而不是伊斯兰 
的专制主义(Turner, 2002： 110)o但是，巴伯则不赞同这种世俗主义的胜利， 
认为民主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远比此复杂，并就各种形式的宗教与民主政治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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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毁的社会
如果当代宗教的复兴可被视作试图恢复“社会的神圣基础”（Huntington, 

1996： 96；Kepel, 1994： 2）,那么对于西方来说，这种恢复就使得他们更有必要

系互动提供了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看法，而且对社会与宗教之间达成共识所面 
临的困难有着敏锐的感受力。不过，与福山一样，他也没有注意到基督教的影 
响对民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持续意义，从而也就低估了这种影响在他自己的 
思想里的地位。

尽管他也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建立在宗教之上（也可参见 
Bergson, 1979, Maritain, 1986）,但是巴伯（Barber, 1995： 210）不仅从各种特 
定宗教形式中区分出民主来，而且还将民主与现代性（他是以“世俗”的立场来 
定义现代性的）区分开来。因此，尽管注意到伊斯兰教“相对而言对民主不那 
么有好感”，以及穆斯林社会更愿意引进西方的技术而非社会和政治制度，但他 
认为不应该将民主与穆斯林所恐惧的有害的世俗主义联系起来；相反，民主可 
以像容纳美国“基督教权利”中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新教教义一样，容纳伊斯 
兰教的信仰和实践（Barber, 1995： 205-211）,然而，巴伯的这种想法存在两个 
问题：首先，它没有充分注意到美国的民主经验并非简简单单地就“容纳或适 
应” 了新教基督教。相反，美国的民主是由这种宗教创造的，并仍然保留着该 
宗教传统中关于世俗领域和宗教领域的基本假设（Taylor, 1989：399；O>Donovan, 
1999： 245）o其次，依照这种想法，巴伯在论述怎样巩固“全球民主”时也就难 
以说明自己的宗教假设。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注意到巴伯指出了建立 
一个全球“公民社会”以对抗具有腐蚀影响的麦化世界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 
他诉诸托克维尔关于19世纪美国的观点来体现自己的民主观（Barber, 1995： 
282）［叫在此意义上，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因为正如我在第六章所指出的， 
像美国的罗尔斯、欧洲的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关于宗教预设存在着相似的 
盲点。即便如此，巴伯的观点仍然让人质疑其分析的性质和价值，但却也使得 
我们去留意一系列更广泛的关于基督教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所起作用的问题。



194理解社会

<173>

留意自己的基督教遗产。在此，我们应该重视佩恩(Payne, 2003)的观点。他 
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解释东正教在希腊社会里的复杂作用，以及东正教神 
学与天主教和新教带给欧洲的人权观之间的张力。佩恩的观点表明，这种“神 
圣的基础”至少在某些社会还继续葆有活力。同样地，许多研究，比如万纳 
(Wanner, 2003),都进一步证实了重新焕发生机的各种形式的基督教在东欧社 

会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影响。不过，在主要关注美国和西欧的前提下，尽管亨廷 
顿的其他论述都比较乐观，他却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西方文明正在“自 
我毁灭”。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西欧更强烈的自我意识到的“世俗性"—— 
西欧的这种世俗性视角与对西方宗教遗产的“多文化”批判相一致——强化了 
亨廷顿的上述结论，但是美国形式的基督教在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里持续有力 
的影响，则表明亨廷顿的上述论述至少在美国是不适用的(参见Wanner, 1993, 
Casanova, 1994)o亨廷顿实际上是在响应涂尔干的观点：涂尔干认为当个体已 

经感受不到信仰、传统和集体抱负时，社会就会走向死亡，亨廷顿采用了类似 
的方式来论述文明的衰亡，并引发了关于西方社会自我更新的问题(Huntington, 
1996： 303 )<,

维瑞利奥(Virilio, 2002)对“9 • 11 ”事件后西方社会的批评，尽管采用的 
是一种与亨廷顿非常不同的思想传统，但却对西方文明正在“自毁”这一判断 
提供了一种补充性的而又更尖锐的评判。在维瑞利奥(Virilio, 2002： 10)看来， 
现代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企图“抛弃上帝”的历史，但这一说法并不是指西方 
的“世俗化”。实际上，从他的天主教信仰来看,这种企图是某些新教的关键特征， 
如加尔文教，其教义中的预定论及对上帝体现在人身上的荣輝的怀疑，使得教 
徒们采取了一种更广泛的、虚无主义的“对重要性的憎恨”(hatred of matter) 
(Virilio, 2002： 11-12).正是在现代“技术一科学的想象”中，这种“抛弃上 
帝”的企图走到了最极端的“撒旦”形式，因为人性已经被奴役成了追求超越善 
与恶的永生不死，这将最终导致人类的消亡(Virilio, 2002： 16, 19, 28).因此， 
在维瑞利奥看来，“9 • 11 ”事件中伊斯兰恐怖分子自杀式的虚无主义，与西方 
社会自毁性的“技术一科学神秘主义”共存。事实上，他将-9-11 ”袭击理解 
为撒旦式的罪恶，那些参与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的“富有的穆斯林学生、军人以 
及技术专家们”，由于接受了源自于西方的现代技术一科学的进步神话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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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不经意地就成为撤旦的忠实追随者”，最终导致这种罪恶的产生(Virilio, 
2002：66)。尽管这些论述典型地具有世界末日的论调，但是齐泽克(Zizek, 
2002)对同样事件更慎重的评论也具备相似的特征。

与维瑞利奥一样，齐泽克(Zizek, 2002： 40)也发现西方内部以及伊斯兰恐 
怖主义分子都有一种虚无主义倾向，并将其分别称为尼采笔下的“消极”虚无 
主义和“积极”虚无主义。他赞同维瑞利奥的观点，拒斥那种认为伊斯兰教天 
生具有暴力倾向的言论，相反，他认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其实是在全球 
资本主义中一种主流文明的内部冲突(Zizek, 2002： 41)。他指出，“穆斯林原教 
旨主义者并非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已经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果或现 
象的’现代主义者’一一他们代表着阿拉伯世界试图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式” 
(Zizek, 2002： 52)0在齐泽克的论述中，存在着一种经济还原主义因素：他自 
己也曾明确地提到过这一点(Zizek, 2002：42)。尽管如此，他的观点仍然具有 
重大意义，因为与维瑞利奥一样，齐泽克在某种程度上也将“9-11"事件看成 
是西方自己造成的。但他并非将这种错误归咎于技术一科学的“撒旦式”诱惑， 
而是像巴伯那样强调了全球资本主义隐含的破坏性。而且齐泽克比巴伯走得更 
远，他认为，羊段并非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舞劍，而是更进一步彰显了其本身具 
有的虚无主义。齐泽克的经济还原主义，明显地驱除了穆斯林恐怖分子应为残 
杀成千上万平民而承担的道德责任，对于这一点我们暂且避而不谈，这样可以 
发现齐泽克的论述至少让我们注意到了西方民主到底造就了什么样的社会这一 
问题。实际上，正如维瑞利奥(Virilio, 2002： 79)谈论“我们衰弱无力的民主” 
一样，齐泽克(Zizek, 2002： 64-65)讨论了由于市场力量在全球的传播所带来 
的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及唯我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使西方逐渐失去了对 
社会现实的控制。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讨论齐泽克，因为他一方面 
抵制维瑞利奥悲观的基督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即救主即将降临的信仰)，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即使在一个自称“多文化”的社会里依赖西方基督教遗产 
的必要性。

尽管亨廷顿发现很难想象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基础会完全消亡，但他仍然批 
判了占据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他认为，这种思潮实质上否认了欧洲 
的宗教、哲学和政治遗产，并会导致一种文化遗忘症，从而使得西方在内部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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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同时还会遭受一系列外部威胁(Huntington, 1996： 305)。人们可能会认为 
这种说法是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而予以忽视(Kellner. 2002： 148),但它却 
是与那些更为激进的政治著作相互附和的，它们都认识到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 
随着社会主义的衰落而岀现的更为进步的政治形式(Zaretsky, 1995：245)O在此， 
不同宗教和文化取向的共存并不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我们要批判的是作为一 
种枣胃牛杏的多元文化主义。

许多学者都曾探讨过多元文化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含义(Vertovec, 1996； 
Hjerm, 2000, Alexander, 2001).其意识形态方面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从 
对企盼建立一个不同文化之间互动的全球社会的“相对普遍主义”(relativising 
universalism)信仰，到似乎拒斥一切形式的普遍主义而强调各种文化之间区别的 
做法(Alexander, 2001： 237)0在每种形式中都会对现存的或历史中存在的西方 
社会模式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在此过程中还表现出了一种“后民族的、多 
元文化的政体”取向(Werbner, 2003,参见Commission, 2000)o在此意义上，“多 
元文化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就在于，社会总体性在哲学上和政治上解体而造成 
了多重差异性：以美国的认同为例，其存在首先就是以种族、性别和性征等方面 
的差异为前提的(Zaretsky, 1995： 244)o

然而，正如齐泽克(Zizek, 2002： 64-66)所言，非常悖谬的是，对差异的 
关注本身就是一种爭日至巨事W杉杏。在这种意识形态里，“好莱坞与对意识形 
态普遍性的最激进的后殖民批评同存”，因为两者都倡导“无尽的翻译，以及不 
断地调整自己的立场”。这种倡导，将理解普遍性的努力最终简化成唯我论式的 
“对他者的尊重二这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否认了社会的实体性及共同 
人性的实体性，从而使得作出真正的宗教、道德和政治批判不太可能。就此而言，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第二章所提到的布雷多迪(Braidotti, 1994： 12-13)的“游 
牧.一词，该术语极力强调特定社会内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性，这种多元文化 
主义即便是在单一社会内部，而不是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其重要性也异常值得 
关注(也可参见Minh-ha, 1989)o但是，“游牧”一词同样否认了社会和人性的 
实体性，而且其哲学依据也是“蔑视主流的沟通”和“常识”，并对构成文化和 
社会的因素釆取了一种主观主义的描述(Braidotti, 1994： 16)o在齐泽克(Zizek, 
2002： 78)看来，这种对扎根于人类和社会实体性中的真理观的后现代相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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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的社会

齐泽克(Zizek, 2000)的《绝对的脆弱性》(The Fragile Absolute,又译《易碎

不仅在本质上是一种区邛単的倒退，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臀頻害 说它“倒退”， 
是指从与真实世界打交道，倒退到一种贪生怕死的主观主义，说它“具有欺骗 
性”，是指多元文化主义者所谓的“对他者的尊重”掩盖了它无力与其他思潮进 
行竞争的窘境。齐泽克(Zizek, 2002： 90)认为，正是这种欺骗性解释了人们宽 
容大度地接受“温和”的伊斯兰教义来反对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人们容 
忍各种各样的'向恐怖主义分子开战’的做法，最终不过是想将穆斯林从原教 
旨主义者的威胁中解放出来。”

齐泽克为了对当代各种社会形式和文化形式作出令人满意的评论，而重申 
了人类和社会的实体性。他的这一做法，也附和了那些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传统影响的著作。例如，布洛维(Michael Burawory, 2003： 193)将葛兰西的“市 

民社会”(civU society)理论，与波兰尼对经济还原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式的 

批评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理论，必须“为与国家和经济一起发 
展而又不同于国家和经济的社会提供一个绝对优先的位置”。布洛维思想最显著 
的一点是，尽管是以“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框架，但却大量引用了深受涂 
尔干主义影响的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作。在解释大众对占优势的社会秩序在“宗 
教上”“自发的”一致赞同，以及进一步说明社会团结和道德团结是如何产生 
的这些问题上，我们也注意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涂尔干的“集体良知”理 
论，以及韦伯对宗教的社会伦理的关注相契合(Lockwood, 1992： 325)o布洛维 
(Burawory, 2003： 219)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波兰尼关于社会对经济力量的反应 

的论述，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国家的功能，而不能看到社会在提供那 
些能赞同或反对特定政体形式的信念、价值观、思潮和意识倾向等方面的决定 
性作用。遗憾的是，布洛维却忽略了波兰尼思想中的宗教维度。相反，齐泽克 
就追随波兰尼，采用了鲜明的基督教立场，重申人类和社会的实体性，以反对 
后现代的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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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一书，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捍卫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尝 
试。在他看来，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宗教维度的复归”在许多方面都是 
可悲的，因为在西方，这种复归成为一种反启蒙主义的后现代“唯心论”，它将 
社会实在溶解为多元的无意义之流(参见Heelas, 1996)o然而，齐泽克在作为 
一种独特宗教形式的基督教里却发现了这样一种信念：道成肉身这一现世事件， 
是通向永恒真理和救赎的唯一道路。确切地说，基督教是一个关于“爱的宗教”： 
在爱中人们才会挑选并聚焦于某一世俗物体，该物“比其他任何事物意味着更 
多”(Zizek, 2000：96)。在齐泽克看来，在一个充斥着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世界 
中，试图抓住任何客观意义的努力，是压在个体和社会身上最迫切的宗教要求。 
与后现代理论相反，人们并不能化约成“他者”的符号象征而为个体提供自我实 
现的机会，相反，人们之间是一种真实的、不可避免的爭眉关系，而且正是他 
们的特殊性，才使得个体必须面临不可忽视的普遍性要求与义务(Zizek, 2000： 
109)。这也是他认为为什么在当代西方世界探寻社会的本质时一定会涉及基督 
教遗产的原因。在这一意义上，齐泽克(Zizek,2000： 145-146)在谈及圣保罗时， 
回顾了我们第五章所讨论的基督教最基本的$畧原则，该原则为中世纪的社会 
生活观——它影响了以后的西方社会观——提供了宗教基础冋。

我们已经注意到，历史地看，基督教最高的天职是培育和创造“社会奇迹” 
(social miracle),在这个过程中,救赎和社会团结是不可分离的(Bossy, 1985： 
57),并且当代神学的最大挑战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通过那些从“知识的 
社会子结构"(the social sub-structure of knowledge)中突生出来的信念和经验， 
来对终极真理作出阐述(Torrance, 1985： 112)。齐泽克诉诸作为社会和宗教之 
中介的仁爱来调和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不仅表明这种宗教思想传统(甚至在那 
些看起来不可能的文化研究背景下)仍具有活力，而且还触及了一系列具有更 
深远社会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关于冲突和分化的问题，以及西方社会的其他问 
题。总之，在研究当代社会和文化复杂性方面有三条路径，其中只有一条建立 
在西方宗教和道德遗产中的仁爱价值之上。就“文明的冲突”而言，第一条路 
径将伊斯兰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敌人”，并为维瑞利奥(Virilio, 2002： 82)所 
说的“总体战争”做准备；第二条路径表现出齐泽克(Zizek, 2002： 40)所讨论 
的“消极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意味着，在虚幻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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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正的宗教、道德和政治问题的相对化，第三条路径则直接与西方的宗教遗 
产有关，既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错误的乌托邦。在这一路径中，对他人的道德 
义务被视为所有人类社会关系之根本，并且这种道德义务由于超越了解构，因 
而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当然，这一路径并不与那种预设他人都是友好的这一天 
真的想法有任何关系，齐泽克谈及的圣保罗的信，是在基督教徒受到迫害和死 
亡的威胁时写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不能轻视“9 • 11 ”事件后大多数穆斯 
林所表现出的庆祝活动(Barber, 2001 ：xv).不过，在这一传统里，对他人表现 

出仁爱的义务仍然是神圣的，即使他人没有意识到。
鉴于西方社会存在的一系列试图否认社会实体性的力量(它们可能会以经济 

学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也可能会采用那种无任何根基的后现代哲学的建构主义)， 
齐泽克诉诸仁爱的做法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我在本研究中不时提到的，那些 
提供了关于当代世界走向的后社会维度(post-societal)或后社会的(post-social) 

视角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尽管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哲学上的区别，但都倾向 
于巩固对社会采取唯名论的观点，这种唯名论观点经常出现在新古典经济理论 
和受该理论影响的一系列社会学理论中。用波兰尼的话来说，上述社会理论和 
文化理论都对社会现实采取了一种否定其独特性的“自由主义”哲学观，这也就 
解释了为什么后社会维度(post-societal)社会学(Urry, 2000)与理性选择理论 

(Stark & Bainbridge, 1985, 1987)都认为自己在反对涂尔干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学 

实在论。然而，这些理论和哲理并非空穴来风，相反，它们是从那些广泛存在 
的直接与西方文明的宗教基础相对抗的“对依赖性的嘲弄和轻蔑的模式”中生发 
出来的(Bauman, 2001： 72)。圣经中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兄弟姐妹的监护人”， 

它表明，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人类是互相依赖的。这条律令成为西方道德传统 
的基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国家削减福利提供，并且放任越来越多的社 
会生活领域受控于各种各样的“市场”，这条律令现在已经被人们忽略，甚至是 
积极主动地被舍弃了 (Bauman, 2001： 72)0

尽管鲍曼(Bauman, 2001： 80)认为这条律令彰显了社会中人类的质素，并 

提供了一条衡量其道德的标准，但是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在论述当代 
的复杂性时，仍然决定追随其他两条路径中的任何一条而抛弃了西方的宗教遗 
产。因此，一方面，一些形式的社会理论(例如那些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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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虚无主义中各种文明之间的“总体战争”观，从而对社会生活采取了霍 
布斯主义的观点：将社会视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们为 
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无止境地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受后现代哲学影响的社会理 
论又表现出多元文化主义的“消极虚无主义”，从而放弃社会的实体性，并经常 
使用一些高度主观化的词语，如“混杂性”、“游牧”或零争。然而，正如齐泽 
克(Zizek, 2002： 86)所指出的，社会的实体性并不会因为后现代社会学家不知 
道它究竟为何物而消隐，相反，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并常常引发出一 
些值得深思的挑战与危险。我们或许可以说全体“文明的冲突”已经出现，但 
是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关注社会现实。即便是在u9- 11 ”事件之后，图海纳 
(Touraine, 2003)仍然坚持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研究社会的娜、社会行动者的 

消失，以及社会纽带的瓦解的学科。尽管这种学科体系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各种宣称“上帝已死”的“消极神学”早就预示着它的出现——但它却不仅非 
常怪诞，而且还非常不负责任(鲍曼在对道德义务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鲍曼(Bauman, 2001： 171)在探讨列维纳斯(Levinas, 1974)和罗斯特鲁 

(Logstrup, 1997)的伦理思想时指出，两者都“假设责任是一种西限喚木便的 

厶争处毋”(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并且这种伦理要求存在于我们社会关系的前 
理性层面，从而总是要求“道成肉身”。对于鲍曼来说，正是这种伦理要求的存在， 
才确保了他的社会学著作一直拥有连贯一致的道德维度。这一维度决定了鲍曼 
的社会学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而不是 

“后现代的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这也意味着他关于“被围困的社会” 

的论述，是站在一种批判而非颂扬的立场之上(Bauman, 1992a, 2002)o

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Zizek, 2000)将仁爱视为特殊性和普遍性得以协调 
的社会和宗教中介，而沃尔泽(Michael Walzer, 1994： 1-11)则指出，人类社会“是 

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是独特的，因为它是社会的”。他的这一断言，与鲍 
曼社会学的道德视角有相似之处。齐泽克和沃尔泽都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人类 
所处环境中有一些特征是普遍的，因而存在着一种与这些普遍特征不可分离的 
普遍的道德义务，虽然这种义务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亨廷顿(Huntington, 1996： 318)就是用沃尔泽的观点来支撑他的国际政治研究 

方法，该方法试图识别共性、接受多样性并拒斥普遍主义。齐泽克的方法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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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活动提供了合法性

有些相似，不过同鲍曼(Bauman, 2001) 一样，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要求更多。 
他认为，普遍的宗教和道德义务既是从特定的人类社会关系中产生，又必须在 
这种关系中得以持续，这一事实表明，对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敏感，并不会滑 
向那种对道德漠然或无所作为的相对主义。这也是对他们二者而言必须抵制以 
功利主义或后现代思潮形式解构社会的倾向的原因。否则，这种功利主义或后 
现代思潮形式最终必将是非人化的，尽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颂扬文化的多 
样性。

整体来看，齐泽克、沃尔泽和鲍曼都提出了一条避免本章所说的“文明的 
冲突”的富有成效的道路。我们这里对宗教和社会复兴的分析，就指出了那些 
将当代的冲突视为后社会全球潮流中“混乱”现象的社会学观点的不足，并表 
明，亨廷顿在理解当代社会的全球冲突时考虑到特定宗教形式的重要性这一做 
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这一意义上，亨廷顿的观点——伊斯兰文明可以在 
不引入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条件下实现现代性，伊斯兰文明的复兴不能被等同 
于一种“极端的”少数族裔所为，伊斯兰教为那些不存在于其他宗教传统中的暴 

就值得社会学家认真对待，尽管有些观点还需要限定 
前提条件，有些观点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尽管对“9 • 11 ”事件的诸多评论表 
明，还是有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宗教对社会的根本社会学意义，但是，齐泽克和 
鲍曼的思想则表明，适当地重估西方社会的基督教基础，可以为当代社会理论 
提供一些宝贵的资源，以应对当代的全球性挑战和冲突。基督教的仁爱并不认 
同亨廷顿的观点和伊斯兰教对“穆斯林世界”和“战争区域”的划分，这二者都 
有一种对社会现实的二分结构化倾向'基督教的仁爱所要求的是，我们应该真 
正关注那些不能从普遍的和不可侵犯的团结感和道德责任感中分离出来的不可 
化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道德 
维度的论述，与齐泽克和鲍曼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也存在着差异。总之， 
我们有必要对基督教的仁爱观点做进一步反思。

正如詹金斯(Jenkins, 1998： 91)所言，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家表达并参 
与了社会学研究中描述和分析的社会力量的运行。也就是说，因为“社会学参 
与到了这些力量当中，它就有可能作出自己的贡献：社会学的使命不可避免地 
是政治的和伦理的，因为它也是一种人类实践二X寸社会学的这种理解，显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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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那种天真的社会科学“价值无涉”的客观实证主义不同，也与后现代哲学的极 
端相对主义存在显著区别(参见Sayer, 2000, 174-175)。这种理解要求社会学 
家为他们自己学术工作中的观点、隐含意义及由此带来的后果负责，因为不管 
这些因素是多么的谦逊、偶然或有限，它们总会对作为人类生活的集体努力产 
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躲避那些从不同宗教背景和社会情境中突生出来的真正 
的挑战和冲突等困难问题的做法，不仅在社会学上不能成立，在道德上也是不 
负责任的。而这也正是在社会学家中广泛存在的集体失忆症的缺陷，尤其是当 
我们考虑到西方社会的特定基督教基础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去 
识别差异而发展出二分的文明观，就会低估隐藏在各种社会形式之下人类共同 
的特征、潜能和义务的重要性。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更进一步的争端，而且在 
社会学上也存在较大问题，因为它忽略了社会现实得以建构起来的人类动力的 
复杂性。

齐泽克(Zizek, 2000)诉诸基督教的仁爱观来理解在这个到处都有真实且无 
法躲避的邻居的世界里的普遍要求和义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的这种做法视 
为其神学信仰的体现而置之不顾。从涂尔干的思想立场来看，齐泽克的这种做 
法具有典型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它严肃地对待了不可化约的社会实体性和分析 
家们的道德责任感，这些分析家们试图在一个充满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世界里寻 
找客观的意义，从而对所有人都参与进去的社会动力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它 
的社会学意义还在于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恰当地理解从普遍的人类特征和 
潜能中突生出来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基督教遗产对于西方社 
会的作用。因为正如涂尔干(Durkheim, 1982b： 211)所言，社会学不能忽视 

特殊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如果因为追随图海纳等学者 
的“消极社会学”而忽视了上述考虑的话，那么对于任何试图发展出一套对当 
代西方社会，以及它们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情境下所面临的挑战的令人 
满意的解释，都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还会激起更多亨廷顿所讨论的“文明的冲 
突”。正如波兰尼在对早期历史的分析中明确指出的，如果不能理解组成社会的 
各种复杂现实(包括该社会的基本的宗教方面在内)，往往会导致危险的反向运 
动(danger forms of counter-movements) „有鉴于此，当代社会学应该尽力避免 

重蹈上一代自由主义哲学家的覆辙，抵制那些拒绝承认社会的实体性并否认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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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

<181>

[2]

依伊斯兰教而实现

[3]

《古兰经》确实合法化了对那些被视为伊斯兰的敌人的人们釆取暴力行为，这一点是无 
可置疑的：它怂恿稚斯林“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就要像保卫真主一样去反对他（fight in 
the way of God with those who fight with you）

予社会特定特征的宗教力量重要性的“积极的”和“消极的”虚无主义（Zizek, 
2002： 40）o

不管你在哪儿遇到了他们，都要杀死 
他们”（《古兰经》第2章：186,也可参见《古兰经》第22章：40）,它强调“你命中注 
定要战争，虽然你可能憎恨战争”（《古兰经》第2章：214）,它还要求穢斯林应该“你 
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 
候他们”（《古兰经》第9章：5,也可参见《古兰经》第4章：90,译者注：此处翻译文 
本转引自马坚中译本），它明确写道：“当你遇到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时，扭断他们的 
脖子”并“在他们之中展开大屠杀”（《古兰经》第47章：4）,它还敦促穆斯林殉道, 
因为“不管谁只要他为真主而战，是杀戮者或征服者，我们都给他无上的奖励”（《古 
兰经》第4章：76,也可参见《古兰经》第9章：125）。有两件事实一穆斯林认为古 
兰经是上帝直接的话语，没有经过人类的任何篡改（像基督教和希伯来圣经都是经过 
人篡改的），以及穆罕默德通过军事征服传播了伊斯兰教——强化了人们应该对关于 
伊斯兰圣战的文本釆取严肃态度，因为这些文本限制根据改变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来重 
新解读《古兰经》（参见 Rippin &Knappert, 1986, Lewis, 2002）o
约尔（Bat Yebr, 1990：40）指出，在伊斯兰传统里，“人类被分为两类，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前者组成了伊斯兰共同体［即乌玛（umma）］,他们的领地就是伊斯兰教法所控制的伊 
斯兰区域【达尔•伊斯兰（Dar al-Islam）］.非穆斯林则是战争分子（harbis）,是敌对区 
城【达尔•哈尔卜（Dar al-harb）］的居住者。在这片区域充满了战争，因为它们注定要 
接受伊斯兰教的管辖，这种管培要么是通过战争（harb）的形式，要么是通过其居民皈 

对敌对区域的每一次战争行动都是合法的，不受任何非难和谴 
責”。在依鲁尔（EUul, 1996： 21）看来，根据历史研究，伊斯兰“恐怖主义”并非伊斯 
兰教的“极端'•反常形式，而是对伊斯兰敎传统政策的复归（也可參见Pipes, 2003）. 
这种等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圣战从一开始就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穆罕 
默德自己以及他的早期追随者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并被《古兰经》合法化（Lewis, 
2002）。相反，在所有的新约福音书里，都认为在当权者来逮捕基督时，他劝诫他的信 
徒们不要诉诸武力（马太福音,26： 47,马可福音，14：48,路加福音，22： 47,约翰福音， 
18:11）,而我们也时當将非暴力视为一种基督教理想（如马太福音,5:9,38）.不仅如此， 
基督教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一千多年就巳存在，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本身就无 
法与欧洲对伊斯兰的军事行动作出的反应脱离关系（Bat Ye'or, 1996： 89, 140,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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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6]

译注。）
[7]

Lewis, 2002： 4）。
福山（Fukuyama, 2002）的“伊斯兰一法西斯主义” （Islamo-fascism）是一个存在诸多问 
题的观念，因为与亨廷顿相反，他不仅认为伊斯兰教与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而且还将现代性与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价值观相等同。从他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 
知道了他如何将伊斯兰教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伊斯兰教确实像法西 
斯主义，因为它对上述西方价值的逐渐普遍化，采取了一种危险而又暂时的抵制。
还值得注意的是，巴伯（Barber, 1995： 293）将布坎南（Pat Buchanan）对“经济人”神 
话的评论，视作由基督教保守主义分子发起的新型“美国圣战”的体现，实际上，他自 
己对经济还原主义和“麦化世界”的帝国主义的评判，具有同样的企图，即通过强大 
的“市民社会”来限制经济力量的破坏性。
圣经中这样写道：“使我无爱德，而徒能操万国之音，作天神之语，则犹鸣锣击铉而已 
矣。使我无爱德，而具先知之灵赋，心通一切玄妙，一切知识，甚至有移山之信，则 
亦浮华无实耳。使我无爱德，虽罄输所有，以济贫寒，甚至舍身以投诸火，亦何益之 
有？夫爱之为德，宽裕含忍，恺悌慈祥，不枝不求，不矜不伐，明廉知耻，尚义敦礼， 
于利不贪，见忤不怒，不念恶，不逆诈，不乐人之非，惟乐人之是,无所不容，无所 
不信，无所不望，无所不忍。预言有时而息，方言有时而废，智识有时而穷，而爱德 
则永久不匮也。盖吾人之所知，偏而不全，所预言者，亦偏而不全，全者至，则偏者 
废矣。吾人当幼年之时，凡所言、所知、所思，无一而非幼稚也。及其成人，则稚气 
脱矣。吾人现时所见，犹如鉴中观物，仅能得其彷佛，彼时则面面相对，更无隔阂矣。 
现时所知，偏而不全，彼时则洞悉无遗，有如天主之洞悉吾人者矣。现所存者，惟信、 
望、爱三德,三德之中，爱为大（新约，哥林多前书，1： 13,Zizek, 2000： 146）。（此 
处译文转引自台湾版本，参见http://jesus.tw/l_Corinthians/13
对穆斯林仁爱实践的人类学研究表明，犹太教与基督教有着许多显著的共性，但是穆 
斯林却常常不愿对那些超出其社区的人表现出他们的仁爱（Benthall, 2002： 2）。这可能 
也反映出了这一事实：尽管《古兰经》非常赞同仁爱的重要性（《古兰经》第107章）， 
但它还是规定了 “不要让信徒将非信徒认作朋友，而应该将其他信徒视为朋友”（《古 
兰经》第3章：25,也可参见《古兰经》第3章：113）。

http://jesus.tw/l_Corinthians/13


第八章
结 论

<182>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指出，在谈及社会观时，许多理论批评都没有充分注意 
到社会生活的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即便他们是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家和文化 
理论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阿彻尔(Archer, 1995)所贴切命名的“恼人的社 
会事实二在阿彻尔看来，社会是一种“令人伤脑筋”的现象，因为它虽然是由 
人类建构的，但却抵制个人和集体为了特定的理想和蓝图而改造它的努力，不 
仅如此，它还会出乎任何人所愿地发展变化。即使我们通过自身的活动意识 
到我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仍然会对我们的行动施加限制(Archer, 
1995, 1-2).对社会“恼人”特征的这种理解，主要是考虑到社会对特定人类 
规划的顽强抵抗。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涂尔干(Durkheim, 1982a： 57)提供 
了一种对社会更为积极的看法：在他看来，社会作为一种集体性存在，突生于 
人类并表现了人类的特征。当然，阿彻尔与涂尔干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二者都 
认识到社会是一种真实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不仅对人类而言如此，对社会理 
论来说亦是如此。

正是这种对社会的真实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深刻意识，才形塑了前几章里的 
社会实在论观点。为了提出和发展这些观点，前面每一章都在一系列社会理论 
和文化理论的引导下，围绕社会的各种表征形式进行了论述。而且每一章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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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么最终的审判

心焦点，都在于阐明社会的六个维度中的一个，这样有助于该维度的社会学研 
究重新焕发生机，并能揭示出那些为了后社会社会学而抛弃该维度的人，行事 
是多么仓促和轻率。当然，我们在本书里所讨论的这些维度，并没有穷尽社会 
的一切特征。不过，每个维度的选择都旨在阐述社会的某一独特和重要的方面, 
并表明再次将宗教因素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是多么重要。而每一章所得出的 
结论，在很多方面都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现实。

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言,当代社会理论许多派别（不仅仅是那些采纳“后社会" 
观点的派别）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诉诸各种形式的语言学还原主义、技术还 
原主义和经济学还原主义来解释社会。显然，社会是抵制这些还原主义的，因 
为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现实，是一个其内部相互联系的独特总体，因而不可能这 
样简単地去加以解释和说明。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这些社会理论派别在分析 
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时就一无是处，而是说它们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关注到 
社会的复杂性。显然，聚焦于技术变革或经济变化之类现象的社会学，确实抓 
住了当代世界的一些特征，并阐明了正确理解社会的过程中所内含的困难。但 
是这些理论似乎都暗含着这样一个预设，即社会总是具有可锻造性，能经受人 
的无限重构。因此，它们倾向于夸大对特定社会现象的重构力量，从而也就消 
解了社会观，至于社会是消融于信息之流，还是消逝于茫茫的全球市场，也就 
取决于我们读的是哪位学者的作品。

脱胎于自然科学的复杂理论，则强调只能这样来理解现实，即现实是一个 
具有特定本体论特征的“内部相互联系的整体”（Adam, 1990：59）。以此类推， 
当代社会理论所存在的明显偏颇，只能通过如下途径得以克服：必须把社会也 
看做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具有特定的本体论特征；是从构建它的人们身上得以 
突生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不对作为一个复杂现实的社会的本体论维 
度给以足够重视的话，社会理论家们就会误入歧途，对当代世界作出各种极端的、 
不合情理的判断。比如说，有一种社会理论就因技术的发展而冲昏头脑，大胆 
地宣称社会、人类和宗教已经“消失了二显然，与其说该理论是在对社会作 
社会学分析，还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部科幻小说。布希亚（Baudrillard, 1988a： 
51）就提供了这一思维模式的绝佳例子，他认为：“对于突变体而言，不再有什 

人们又能复活什么呢？”（参见Gane, 2003： 161）就目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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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各种当代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而言，布希亚的观点还不能说是古怪的，因 
为类似的论调占有很大的市场。

厄里(Urry, 2000： 77-78)拒斥社会学中的“物种特异性”(species-specific) 
模型，转而关注各种形式的人类/技术的“杂交体”(hybrid),哈洛威(Haraway, 
1991)则对“电子人文化”感兴趣。由此，厄里和哈洛威就对布希亚的“突变 
体”理论做了进一步补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厄里的模型可以使他将诸如基 
地组织(Al-Qaida)等宗教组织视为通过技术和网络而得以构建的“突变体”形 
式(Urry, 2003： 132).这类观点存在诸多问题，除了其科幻小说式的语言掩盖 
了因宗教信仰而杀戮所存在的道德问题以外，它们还忽视了许多当代社会形式 
是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从人类历史长时段中发展出来的信念、实践和传统, 
尽管这些信念、实践和传统在当前部分地通过电子传媒而得以表现自身。不仅 
如此，这些观点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述及人类在感官、情感、认知及道德方面的 
潜力，而正是这些潜力，才确保了我们的社会现实确实是一种“物种特异性” 
的现象，以及这一现象在我们对自身道德感的意识中得以进一步构建(Bauman, 
1992b)。因此，我们也就不必惊讶于下面这些现象：卡斯特尔(Castells, 1998) 
等学者将基督教视为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怪诞的遗迹(卡斯特尔本人似乎认 
为人类可以像计算机那样重新设置)，还有一些人则将基地组织看成一个“虚拟 
社区-,类似于新世纪新闻组和通过网络居间促成的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其他外在 
表现(Urry, 2000： 43, 209, Barber, 1995, Rose, 1996)0

鉴于上述观点，以下论点就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有人宣称“社会理论在 
智识上已经失败”，或是指责这种失败促使了社会学中“昙花一现的文化”的出 
现。显然，从长远来看，这些观点所使用的一个个“自命不凡的词汇”难以掩 
盖其内涵的匮乏，即缺乏对现实的适当述及(Abell &Reyniers, 2000)。要驳斥 
这些观点对社会理论的上述责难，并对作为复杂实体的社会之本体论维度发展 
岀一套更令人满意的阐释，一个关键立足点就在于，必须适当地述及构成社会 
的人类的真实状况。不仅如此，我在第三章还指出，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即社会是一个偶然的实在，其凸现依赖于人类表现出的潜能和力量。有鉴于此， 
社会理论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怎样去理解那些使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的 
最基本的潜能和力量。阿贝尔和雷尼尔斯(Abell & Reyniers, 2000： 749)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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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理论的显著特征是“陈腐和老生常谈”，因此在试图消除这一特征时， 
他们指岀“技术专长”在发展社会理论时的重要意义，并批评那些试图“主要在 
'人文科学’框架里建构社会理论的人，是在做一种非技术的努力”。不过，当 
我们论及人类时(社会是一个人类实体),上述观点的局限性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像人类生活特有的脆弱性、对鲜活经验的反思性和实质性介入、由内部联系所 
激发的情感和道德反应、宗教力量的传染性循环这些现象都表明：社会生活存 
在着一个那些狭隘的“技术”话语远远涵盖不了的动态层面。

追随涂尔干的看法，笔者认为，对社会偶然性的反思，既表明社会的“超 
灵性”层面，也表明社会涵括着必然会产生突生宗教形式开放的、超越性的维度。 
当然，对某些人来说，“超灵性”这一概念可能就像卡斯特尔(Castells, 2000)所 
说的“永存的时间”和“流动空间” 一样，不过是从那些应该是社会学理论核心 
的“技术议题”中脱离出来的“自命不凡的词汇”。然而，正如我已论辩过的那样， 
社会学长久以来都在识别并试图理解那些支撑一个社会更制度化维度的社会能 
量或力量的整体性根基。这里我必须强调的是，并不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每一件 
事都可即刻用于经验审视，尤其是在谈及从我们的社会关系中突生出来的“存 
在的改善"(enhancement of being)时更是如此(Freitag, 2002)。不过，"超灵性" 
这一概念却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那些形塑人类思想和经验的社会力量，尤其是 
它们有着巨大的潜力引导人们的意识超越经验因素，更全面地去把握个人和社 
区借以理解自身和世界的本体论层次。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 2000： 59) 
探究了在这样一个前契约、集体性存在层面里内含的神学的可能性。他的这一 
努力，有助于阐明“超灵性”这一概念对于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从质上改造人 
类个体所具有的启发性意义。

因此，“超灵性”这一概念就显现出了宗教作为一种集体性投入，在从具体 
人类生活的潜力和局限中突生的超越的可能性问题上所具有的基本的社会意义 
和社会学意义，尽管我在前面也曾强调过，要想理解宗教对人类和社会发展的 
强大效力，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它视为一种突生的且不可化约的现象。阿彻 
尔(Archer, 2000： 185-186)在讨论基督教作为一种彻底改变人类的信念和行 
动的总体性生活方式之前，论述并强调了特定形式的知识和经验所生发的基础 ， 
她的这一论述就抓住了突生性与不可化约性之间关系的本质。在莫斯(M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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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1973)及古尔维奇(Gurvitch, 1964, 1971)的著作中，他们尤其感兴趣于 
作为一种“总体性”现象的社会。这一观点进一步表明，在广阔的社会现象和 
文化现象中，宗教因素是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的。不仅如此，“超灵性”这一概念 
还有助于揭示出下述理论取向的局限所在，这些理论取向即便是并没有全然忽 
略宗教因素，也仍是将其视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技术力量的附带品——实 
际上，我们可以说，这些取向没有完全理解“社会是由人类构成的”这一事实 
的内在意涵。

因此，对社会偶然性的反思，强烈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具有一 
些不能化约的基本社会学意义，但这并不是在强化关于特定社会形式的任意性 
和相对性的一些当代社会建构主义观点。由此，第四章里所讨论的社会的《'學 
存维度，就进一步驳斥了关于社会实在的建构论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 
会的“恼人”特征。这里我们强调指出，禁忌与其他包容与排斥的仪式，引导 
着社会想象朝向社会的义务性层面，以及这些层面与社会团结形式之间的紧密 
关系。然而，更广义地说，莫斯、巴塔耶，以及波兰尼的思想都被视作关键性 
理论资源，用以阐释如何即便是当代世界最激进的经济转型，都必须放在与社 
会的超灵性和宗教层面的关系中来评价。更进一步而言，还必须强调社会的一 
些模糊性特征，包括反对市场力量而重申社会实体性的可能性。有鉴于此，这 
样的观念——在当代，个人是不受义务、规则和传统约制的——不过是空中楼 
阁式的幻想而已I与之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现实具有莫斯所说的“总体性”特征， 
它们才一方面为人类的潜能得以开发和发展提供各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对人 
类施加了限制和义务，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后果堪虑。例如，在这一 
章里(第四章)，我们指出了 20世纪早期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产生，以及 
20世纪末期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出现。这些现象都可视为对那些试图削弱社 
会实体性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趋势的反击，从而也就是对社会的一种重申。

有一类社会学理论论述了当代个人面临的无尽选择与可能性，但它只是关 
注了 "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并低估了(如果不是全然忽视 
的话)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仍以其他方式嵌入于社会之中。该类社会学理论往往 
对历史采取一种“断裂论”的观点(Giddens, 1990)。在其极端形式中，关于“高 
度现代性”的发展，甚至是“后现代”时代的出现的宣称，较之于更为激进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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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
社会现实，人们也正是在这种现实中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与那种 
关注“瞬时性的”或“永存的”时间观的社会理论不同，笔者试图确保这一事实 
的持续重要性，即在西方历史的长时段中，基督教神学观对于社会的构成有着 
重大的影响，即便是其现代影响常常被西方社会中那些看似“现世”的特征所 
模糊和掩盖，其重要性仍然能为我们所感知到。我的这一断言，可以从如下事 
实中得到佐证：中世纪关于现世现实和精神现实的观点、宗教改革后宗教和社 
会的分离日益牢固、那些详细阐述宗教和社会分离或试图克服这种分离的社会 
契约论的出现，以及随后将这些关注合并到古典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中的努力。 
这里我所强调的关键一点是，由于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生活的集体性构成已被 
剥夺了其明显的宗教特征，所以西方社会成了 “后基督国度”，但绝对不会完全 
是“后基督教的”
而非其世俗化后果(Bossy, 1985( Taylor, 1989, Ozment, 1992, Kumar, 19951 

Siedentop, 2000)o由此可见，德国、法国和美国思想传统中不同形式的社会学 

解读，都试图抓住从基督教中衍生出来的核心问题，这种努力不仅包括对自我

关当代后社会处境、后人类情势和后表征状况的社会学论述，无疑是小巫见大巫， 
还算是相对谦虚和有节制的。在后者中，“历史的终结”这一论调早已让位于“时 
代(时间)的终结”这一更为雄心勃勃的断言。这些言论不难理解。尽管吉登斯 
(Giddens, 1990, 1991a)自己的历史观受到质疑，但他在下述方面无疑是正确的： 
他识别出当代的这样一种思考倾向，即连接过去的所有纽带都被消解了，并且 
我们身处一个激进的、无孔不入的变革时代。正是这种倾向，诱发了人们去建 
构社会学的后社会维度(post-societal)或后社会的(post-social)模式的欲望；也 
正是这种倾向，鼓动我们在全球信息流中朝向后人类这一未来图景起航时，勇 
敢地抛却诸如涂尔干之类的经典理论家。这种思想倾向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既 
然当代世界中的一切都在发生剧烈的变迁，而涂尔干又是生活于一个多世纪前， 
他对于当今世界又有多少可以言说的呢？

与上述观点相反，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就在于指出，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 
社会：将社会视作一种在人类历史的长时段中得以发展的现象。在本书第五章， 
我们主要关注社会的现世性这一维度，从而强调了社会实在论者的时间观的重 

在这里，我们指出了突生的社会形式的不可更改的现世模式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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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的主体通过契约而构建社会秩序的“新教”式论述，也包括对“公意"(general 
will)、“公共精神”(general spirit)和实证政治体制(positive polity)的“天主教” 
式阐述。

在前五章的论述基础上，第六章关于社会的默会维度的论述，为我们审视 
对西方社会隐蔽的基督教影响的持续意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回顾波 
兰尼(Polanyi, 1967)关于社会的“默会维度”的观点，以及由涂尔干和其他人 
所发展的集体表征理论，这一章检验了基督教在各种形式的集体意识的构成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形式的集体意识有时是如此强大，致使人们往往视之 
为理所当然而不去进一步地对其进行反思、检査和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日常 
生活的一些结构、我们加诸其上的一些价值观、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和“私 
人领域”的分化，以及存在于西方表征模式中的伊斯兰社会，都表明了宗教对 
集体意识的一种默会建构，是如何在社会现实的各个层次上不言自明的。至于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笔者则认为他们将对信奉宗教的需要“解释或转化”为对“公 
共理性”或“沟通理性”的需要。这种解释遮掩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此之前已 
经发生了一种转变:理性(reason)或合理性(rationality)的“现世”形式的构成， 
已经反映了新教关于一个在宗教上“中立”的社会空间是有存在的可能性这一 
特定观念的影响，这一新教观念，对于那些建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督徒 
来说，具有核心地位(O'Donovan, 1999： 245)。

沃尔德伦(Waldron, 2002： 238-239)将罗尔斯和洛克做了对比。这一对比 
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觉察出当代试图遮掩或否定西方人看待自己和世界之方式 
的特定基督教基础这一倾向的潜在意涵。正如沃尔德伦所言，罗尔斯和洛克一样， 
其政治观点建立在关于平等的一定假设上，也建立在这一事实上，即人类是拥 
有特定道德力量的自由主体。然而，对于洛克而言，这些假设植根于对上帝的 
坚定信仰中，因此，政治秩序最终必定要反映出其潜在意义上的宗教秩序。而 
对罗尔斯而言，不管人们的特定宗教观念如何(当然，这些宗教观念应该与公 
共生活保持距离)，人类的平等和道德力量是共识的不证自明的组成部分。这种 
定位的缺陷非常明显，尤其是许多尼采主义者可能会告知罗尔斯“所有关于主 
体性和道德人格的谈论都是多余的，归根结底都是一派胡言”(Waldron, 2002： 
239)。简言之，许多人都不会认可罗尔斯关于人类本性的假设。然而，进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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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用发源于基督教的个人自由来支

罗尔斯的预设也并非全然是不证自明的，而是建立在一个他所拒斥的基督教神 
学之上。正是因为这种拒斥，才使得如何令人满意地捍卫平等和自由等观念这 
—问题得以折中解决。在这方面，波兰尼(Polanyi, 2001： 268)关于法西斯主义 
如何取消了基督教人类学(Christian anthropology),从而损毁了自由和民主的 
论述，是非常有教益的。

然而，对于那些较之于罗尔斯采取了更为相对主义立场的理论家而言，仍 
然存在一些潜在的混淆不清的问题需要厘清。在此，值得关注的是比格(Nigel 
Biggar, 1997： 137)对那些知识分子 

持一种最终必然会否定他人自由的价值相对主义观点 —— 的无道德责任感的评 
论。各种各样夸大的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多元文化”特性的观点，进一步加剧了 
已有的危险，因为这些观点在处理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也 
就是说，它们既可以谈及这种影响，也可以忽略或否定这种影响。当代的一些 
大胆性断言，同样具有上述这种高度选择性。这些断言宣称“社会纽带的断裂”， 
以及一个“后表征.世界正在出现。在这一世界里，社会生活被化约为“理解信 
息”的计算问题(Lash & Featherstone, 2001 )0不仅曾被呼吁去支持这些观点的 
巴塔耶和齐泽克等学者强烈地反对这些形式的还原主义，而且他们本人也是有 
选择性地对当代潮流加以阐释。这样说并非否定这些学者曾讨论过的去人性化 
过程确实在发生，而是强调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脉络中来看待这些进程。事实上， 
正如德塞托(deCerteau, 1984),马菲索利(Maffesoli, 1996), Auge (1992)及 
其他学者所指出的，就人们为了社会目的而驯服和颠覆经济或技术规划的能力 
而言，人们往往非常抵制上述这些倾向。即便是图海纳(Touraine, 2003： 127- 
129)在宣称“市场的逻辑”就是“不存在的社会秩序”时也注意到，存在着“对 
通常称之为社会纽带的东西的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未完成的、地方性的、难以被 
制度化的重建工作”。

这些现象也不会仅仅在地方层次上是非常明显的：就像拉姆福德(Rumford, 
2003)提纲挈领地指出的，欧洲有许多人越来越对一个新欧洲社会的出现感兴 
趣，这个新欧洲社会有一套明显不同于欧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此值得 
注意的是：社会的这种反弹，与被后社会理论家大体上忽略的宗教因素的持久 
性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尽管在2003年欧盟就着手起草一份宪章草案，该草案在



第八章结论 213

<189>

隐含之意就是，它们仍应被视为

经过许多争论后开始成形，所有关于“上帝”和“基督教”的言论都被排除在外， 
文本中只留下了关于欧洲“宗教历史”的一般性论述，但很显然，欧盟的基督 
教向度仍然非常显著。为了与美国宪法的构建保持大体一致，欧盟宪章明显 
具有的现世性特征，不仅忽略了关于“欧洲”的一整套概念都有其基督教渊源 
(Remond, 1999： 109),而且也忽略了参与欧盟建设的主要人物中大部分都信奉 
天主教这一事实(Hastings, 1997： 122)。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一种突生的 
超越国家的社会形式的基督教来源被部分遮掩，但这也表明，社会学上对社会 
的实体性及对宗教的当代价值的否定，却被人们过于夸大了 (Siedentop, 2000)o 

与社会一样，宗教也具有“恼人”的特征：尽管它也是由人类构建的，它 
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却能使它不受现代个体使用吉登斯(Giddens, 1990)所说的 
方式进行反思性建构1并且其独特特征还能严格遏制跨国公司利用宗教来谋取 
商业利益的企图(Ritzer, 1999)o总体而言，对于当代社会学来说，宗教和社会 
仍然是“令人伤脑筋的”，因为它们并不会消失于令当代理论家着迷的全球性流 
动、聚集性结果(aggregate outcome)或反思性构建的一系列生活方式的选择当 
中。相反，由于它们是从人类身上体现出的各种潜力和特征中突生出来的，因 
此它们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会具有的特征
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特征。尽管我的这一论述建立在对涂尔干关于社会的阐述的 
批判性继承之上，并且发展了他关于社会实在的一般性维度和独特维度的意义 
的论述，但是我对宗教发展的平国模式的关注表明，我最终还是与他分道扬镰了， 
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满足同样的需要、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产生于同样 
的起源”(Durkheim, 1995： 3)o正是这一分歧，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基督教对 
西方社会所产生的特定影响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意义，并且还有助于我们去重 
新评估亨廷顿(Huntington, 1996)在“文明的冲突”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

在第七章里，我们着重讨论了“文明冲突”论是如何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 
一事实，即社会并未消失，相反，它作为一种现象正在复兴。在这一章里，我 
们阐发了三个主要观点。首先，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接受现在正处于一种“全球 
失序”的状态这一观点，而是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出意识到世界上截然不同 
的“文明”在当代的存在具有多么大的社会学意义，而且我们必须将这些文明 
视为从社会中突生出来并深深地嵌入于社会之中的现象。进一步而言，立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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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关于社会的超灵性维度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形式的 
文明通过它们各自的宗教基石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其次，我们认为伊斯 
兰教在全球的复兴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复兴，而非所谓对现代性的“原教旨 
主义”式的拒斥。在此，涂尔干和波兰尼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对伊斯兰教的复兴 
采取一种全新的视角。涂尔干(Durkheim, 1995)认为神圣世界和社会都具有 

一些模糊性的特征，波兰尼(Polanyi, 2001)则指出，即使面对市场力量，社会 
也能强有力地重申其作为一种实体/现实而存在。最后，我们认为这一复兴， 
由于它引发了不同社会的宗教基础这一问题，从而为重估西方社会的基督教遗 
产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和动力。在这方面，维瑞利奥(Virilio, 2002)和齐泽克 
(Zizek, 2000, 2002)的著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尽管亨廷顿(Huntington, 1996： 258)关于：赋 

叩耳“穆斯林天生就有一种暴力冲突的倾向”这一论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但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正是他的这一论调，提出了关于不同形式的宗教在多大程 
度上采用了不同的社会行动模式的合法性问题，尤其是在谈及《古兰经》与新 
约的巨大差别时，这一问题更是会凸显出来。我们还注意到，对于恐怖主义分 
子在2001年9月11日轰炸世贸大厦这一•事件的社会学反思，似乎在刻意避免 
上述合法性问题，而只是一味赞同巴伯(Barber, 2001, xv)平淡无味的概括， 

即除了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以外，所有的宗教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和平的，或者 
对该事件提供一种经济还原主义式的说明，甚至未能思考和质询这一问题，即 
为什么佛教徒、印度锡克教徒或印度教徒对“麦化世界”所造成的社会碎片化 
的反应，如此不同于伊斯兰世界？在这里，这些社会学反思并没有认真地对待 
宗教，没能将其视为从人类现实中突生岀来的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而导致 
它们不能对一些塑造当今世界的冲突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不用说它们能对 
当前的困境作出多少建设性的回应。实际上，巴伯(Barber, 1995： 172)是脱离 

了伊斯兰教这一背景来谈论圣战的。这种剥离以及将之运用于诸如布列塔尼民 
间音乐的复兴等现象上的做法，不仅在社会学意义上贬低了宗教的意义，而且 
在道德上也是有问题的，正如涂尔干所言，由于社会学家是参与到了他们所分 
析的社会现实中的，所以他们也得为现实承担一定的责任，即要直面任何困难， 
并积极地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些难题，而不是一味地逃避。对传统风笛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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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遵循宗教旨令“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古兰经》 
第9章：5,也可参见《古兰经》第4章：90)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如果没有意识 
到这种差别，就不能担负起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学的使命。

相反，笔者认为，齐泽克(Zizek, 2000)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不仅反映 
了他自身的神学信仰，而且具有重大的社会学意义。齐泽克诉诸基督教的仁慈 
观，来理解在这个邻居无处不在的真实世界里的普遍要求和义务。在采纳尼采 
的“消极虚无主义”和“积极虚无主义”的划分及其解读的基础上，齐泽克(Zizek, 
2002： 40, 64-65)发现了一种危险的无能为力
斥当今世界的相对主义和唯我论中显而易见的社会实在。齐泽克重估了基督教 
遗产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意义，并发现，要想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真正的特殊性 
和差异性，必须求助于这些特殊性和差异性得以产生的那些特定历史背景中的 
资源和传统。这里，我们反对将伊斯兰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敌人”从而准备 
发起一场维瑞利奥(Virilio, 2002： 82)所说的“总体战争”，反对采用一种空泛 
的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而相对化真正的宗教问题、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们所认可的是，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石所在，这种责任是 
不可避免的，正如它也会不可避免地超越任何解构。这种理解旨在寻求基督教 
世界的“社会奇迹”(Bossy, 1985),但它也使我们回归到涂尔干(Durkheim, 
1973)的社会观，即将社会视为一种道德的和宗教的现象，社会中对于团结的 
需要，迫使我们抵制并超越一切自我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诱惑。这种社会观， 
就其本身而言，与涂尔干的社会实在主义立场相一致，也与他关于社会分析家 
具有义不容辞的道德义务的论述相一致。

显然，上述观点与后社会观点的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怂患经济力 
量和技术力量去“掏空”社会的宗教的、道德的和人文的维度。例如，图海纳 
(Touraine, 2003： 125)就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理解社会学进化和发展的关 
键，就在于一种或公开或隐含的欲望，即毁灭社会这一观念”。不过，图海纳并 
没有进一步讨论这种社会学进化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欲性等问题，而是接着指出， 
我们必须去开创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主要讨论“社会行动者的缺 
失”和社会的“不存在”。他的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在支持一些既有的损坏性的 
力量——这些力量毫无疑问地使人类的当代社会经验变得贫瘠，并削弱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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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持共同义务、价值和意义方面的重要性。正如鲍曼（Bauman, 2001, 2002） 
在其新近著作《被围困的社会》中所强调的，这些力量威力巨大，在社会学分 
析社会时必须要关注它们。但是，这些破坏性力量并不代表社会的全部，更不 
要说会代表社会可能的未来。因此，它们显然也不能成为社会学分析中令人满 
意的模式的基准。然而，齐泽克对仁爱的重要性的强调则是非常有助益的，它 
能提醒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时认真对待人类的潜能和特征，以及那些既限制人 
类的行动又使人类繁荣的突生形式。

在本书中，我们一再强调社会是一种突生的实体/现实，偶然产生于人类 
具身的性情和潜能，并具有超灵性力量的基础，该基础有助于那些对“人类归 
属感的先验条件”有着不同理解的宗教形式的产生（Hertz, 1983： 87, Bauman, 
2002： 53-54）o在社会的这些不同要素中，没有任何一个能用市场力量、技术 
发展或者文化理论的语言游戏得到完全解释，相反，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现象， 
涂尔干所说的“严肃的生活”的核心就是去理解这些要素。如果社会学想要继 
续存在（这也正是涂尔干所希望的），它就不得不考虑这样的方式，即认真研究 
那些使人类现实得以构建的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当然，这一点也为其他“古典” 
社会学家所认识到）。因此，在开始写作“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以标明一个新时 
代到来之前，我们应该意识到，创造性地反思所谓社会学方法的旧规则，也会 
使我们受益匪浅。除非我们这样尝试了，除非关于后人类世界的后现代幻想成 
为现实（至少就目前而言，这还不大可能），否则社会学的任务就仍然是“研究 
社会”，并且宗教问题也仍然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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